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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贝雷尔森于1952年出版的开山之著《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奠定了内容分析在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地位以来，内容分析法不断发展，已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应用范围也大为拓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据国际通用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特有的传播和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CMMC）的搜索发现，近50年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中，运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且，美欧等国不断有专门针对内容分析的学术专著涌现，如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霍尔斯蒂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和巴德等人的《传播学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s), 80年代克里本多夫的《内容分析：方法论导论》（Content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90年代里夫等人的《内容分析法：媒介信息量化研究技巧》（Analyzing media messages：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和21世纪初纽恩多夫的《内容分析指南》（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等。通过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图书馆Questia的搜索发现，以内容分析为主题或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而写就的专著就有近6万本。对内容分析法的应用，国际上已有学者按照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抽样方法、数据收集和类目构建、编码过程以及信度测试、研究结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反观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无论是专著论述，还是实际研究应用，与国际同行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内容分析法虽然在国内已经开始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但总体上来说，对该方法的概念、实施步骤和统计方法应用等方面的讨论尚处于表层；且在运用这一方法时，通常出现忽视相关研究的理论概念指导、方法与理论脱离、操作步骤不规范和数字简单罗列等问题，在理论和技术的深度以及规范的实施体现上都显得不足。这种落后的状况在笔者2006年回国时尤显突出。而且，当时对内容分析研究方法的讲解都是作为一个章节散见于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书籍中，仅仅一个章节的内容根本无法体现具体的研究技巧，更勿论对内容分析方法特殊性的充分展现。因此，笔者在经过国内一年的研究方法教学后萌发了自己撰写一部中文专著的念头，希望通过对内容分析法及其研究应用的系统介绍和阐述，加深国内学者对该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拓宽国内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论视野，推动传播学实证研究在国内的发展。笔者于2008年以“传播学内容分析方法论与研究应用”为题申报，并在年底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其成果即为本书《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的前身。

本书是国内首部从方法论上系统阐述内容分析法并对国外近几十年内容分析研究进行全面解说和评述的学术性专著，其形成基础是对八十余本国外专著和近千篇国际期刊文献的杷梳和引用，同时融入了笔者对近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五本国际权威期刊中内容分析研究论文进行的再次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国内的实际研究状况以及内容分析法在国内的推广普及和接受程度，笔者在整体框架构思和具体写作方式上，特别注重在兼顾体系完整性的同时以深入浅出、难度适宜的方式来全面讲解和论述内容分析法的理念、核心概念、研究设计思路和实际操作，并全部借用国际权威期刊，特别是SSCI期刊发表的具有代表性和解释力的研究论文来具体说明，研究实例涵盖新闻传播学各个分支领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其他相关领域。每篇文章都给出了详实的文献出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查找并阅读原文，由此加强对内容分析这一方法原貌的还原，并提升使用的可行性。笔者希望通过大量引入当代国际研究实例并总结国外最新研究动态和具体经验，来突破以往国内对内容分析法概念和步骤的单纯介绍的局限性，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国际规范的参考样本，以求克服国内现有的一些内容分析研究存在的种种不足，如应用领域和选题狭窄、研究设计思路单一、类目建构表面化和缺乏研究针对性、编码表设计不够科学、不同分析单位混用、缺乏信度测试，等等，从而缩小国内外学术对话中可能产生的学术语言隔阂和研究差距。

在参照和融合了贝雷尔森、霍尔斯蒂、克里本多夫和纽恩多夫等学者的多种体系和研究精华的基础上，笔者针对国内对内容分析法的理解偏差和研究不足，试图在如下四个方面对国内现有文献有所贡献和突破。

首先，笔者从国际学界近几十年来内容分析研究的发展脉络和趋势看到，对隐性内容的关照和分析已在海外内容分析研究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笔者在书中特别引入对内容分析法的传统定位特征之一“显性内容”富有争论性的探讨，然后从概念上对隐性内容和显性内容的实质进行了区分，提出对隐性内容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从实际研究中进一步总结出隐性内容的不同类型及其操作化路径，如问题解构式、概念维度分解、指数法等几种可行的方式。

其次，针对国内现有文献在介绍内容分析法或实际运用时忽视研究设计或思路单一的现状，笔者在参照贝雷尔森和霍尔斯蒂有关内容分析研究类型的框架、总结国外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理论和前人研究在内容分析研究设计中的作用，归纳出针对不同研究目的的多种研究设计模式，其中许多设计模式，特别是对于传播效果预测性内容分析的研究设计模式以及研究实例的展示，在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尚不多见。

再者，国内现有方法论专著和研究论文，较少结合内容分析本身的特质来阐释该方法的关键概念和测量方法，而是从统计学路径、基于社会科学调查来讲述，这使得读者对方法的讲解与研究的实际运用缺乏连接感。本书摒弃简单肤浅的步骤介绍，而是结合内容数据的特质对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行详尽的阐释。比如，如何将通则性的量化研究原理在内容分析语境下具象化？内容分析的特殊性在具体抽样的操作层面如何得以体现？什么性质的内容数据适合什么样的测量方法？不同传播形式（如书写传播与视觉传播）的分析单位，其类型和应用有何不同？分析单位的选择在怎样的层面上可以实现微观属性内容的挖掘？抽象的概念和变量如何与经验搭建桥梁？带着这些有针对性的问题，笔者在各个具体的章节中将问题解答融入至对该方法整个体系的建构中。

最后，针对国内学界对内容分析只是量化研究的误解以及对质化内容分析的忽略，笔者特设一章专门讲解质化内容分析，区分不同类型的类目建构、编码和分析路径，并详细介绍扎根理论路径在质化内容分析中的借用和实现，以此加强对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全面、透彻的理解。

本书总体思路是以内容分析法的核心概念、设计思路、研究程序和应用领域为经，以具体的内容分析研究实例为纬。基于对内容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传统阐述，顺应时代需求和内容分析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笔者在书中适当之处特意着笔对一些新的研究动态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如网络传播内容分析、使用数据库进行内容分析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等。本书既是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学理探讨，也是具体方法操作实施的指南。既可为方法论学者提供丰富的研究文献资料，也可用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博研究生的方法教学。

笔者尽五年之力，终于将本书付梓，期间因工作调动和家人病重缘故多有延滞，不免有一种长长的释怀之感，但同时也希望读者对本书任何疏漏、不足之处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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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传播学研究一个最重要的突出特征是对人类的象征互换（即语言和非语言的传播信息）的关注。传播研究者不但对信息本身、信息创造者或信息被创造的环境感兴趣，而且更试图由信息推导前因和效果。有一种特别的传播研究方法，“以系统的、遵守规则的、严格的方式尤其关注这类信息”，
【1】

 这种方法就是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内容分析法运用十分广泛，如应用型传播研究中健康公共信息运动、危机管理、组织机构内权力使用等。尽管此方法以描述传播内容及其特征为主要任务，但国际学者的研究实践和方法论总结也表明，内容分析法既可在微观层面上用于推导分析传播内容对个体接收者的影响，也可在考察传播内容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挥作用。

本章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概要介绍内容分析法的缘起、早期研究情况和近几十年的发展；二是对内容分析进行认识论阐述和理论探讨，厘清其概念内涵、基本性质和定义，区分“显性”和“隐性”内容分析，并特别对质化内容分析进行了简要概述，包括对基于人文传统的解读式内容分析的介绍；三是扼要介绍内容分析法的基本要素和实施步骤；四是总结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并探讨其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研究工具的优劣。


1.1　内容分析法发展历史概况


虽然“内容分析”这一术语直到1941年才在英国出现，文本的系统分析却可以追溯到由17世纪的教会倡导的神学研究，也即在早期诠释学（如圣经注解）语境下展开的文本分析。据著名的内容分析方法论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教授克劳斯·克里本多夫（Klaus Krippendorff）考证，当时的教会曾对早期报纸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考察，内容分析也因教会对非宗教思想在报刊上的传播的关注而得到了发展。
【2】

 保存完好的对印刷品的量化分析最早大概出现在1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如瑞典。
【3】

 18世纪中叶，瑞典宗教界和学术界对当时曾在瑞典引发了一场教义之争的宗教赞美诗集《锡安歌集》（Songs of Zion）进行了剖析。国教牧师约翰·昆布雷斯（John Kumblaeus）运用词语类目计量的分析方法，建立内容分类，
【4】

 蕴含了量化内容分析的萌芽，因而至今仍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引证。学者们指出，内容分析“从密码术、文学著作的主题分类和圣经索引中习得了其方法”
【5】

 ，其前身还包括笔迹学，乃至近代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释梦
【6】

 。其中，对大量的信息内容进行系统索引以及制作术语和概念的跨目录索引表等这样的方法，使研究海量历史文献变得有序并可检索，也使得在大型文本中快速提取主题成为可能。破译密码方法的借鉴则在于确认书写符号的指向意义。另外，具有悠久历史的着眼于言说效果、偏向于质化路径的修辞分析技巧对社会学和行为学的量化研究也是一种补充。
【7】



早期的内容分析多用于核实与推断历史文件的原作者。而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分析的实证调查则是在20世纪初因报纸的繁荣、新闻传播学院的建立与“客观性的科学理念的抬头”
【8】

 而兴起于美国，当时被称之为定量报纸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和电子传播媒介（广播和电视）对报纸的冲击，内容分析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如雨后春笋般地扩大到美国和西欧各地区和各种媒体，研究者也将内容分析法逐渐用来分析报纸和电台的宣传。传播学领军人物之一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27年所做的博士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s in World War I）即是对“一战”宣传技巧的内容分析，涉及对象包括交战双方出版的宣传手册、散发的传单、制作的海报和宣传电影等。尽管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定性的、批判性的分析
【9】

 ，但却是传播学史上首次对宣传进行分类的实证研究。1937年成立的宣传分析研究所以社会心理学家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为首，进一步推进政治宣传研究，于1939年出版《宣传的艺术》（The Fine Art of Propaganda），其提出的宣传分类体系成为有关宣传的内容分析研究中一直沿用至今的经典分类法，包括扣帽子（name calling）、粉饰法（glittering generality）、委婉语（euphemisms）、移花接木法（transfer）、证词法（testimonial）、平民百姓（plain folks）、挟众宣传（又称乐队花车宣传，band wagon）、恐惧法（fear）和洗牌法（card stacking）等。
【10】

 这种运用内容分析关注新闻、宣传和民意等领域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的重视而得到进一步推动。

“二战”期间，盟军情报部门监听在欧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的数量和类型，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在德国电台和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的其他电台播放的音乐，由此“观察到陆军注意力的变化”。
【11】

 在拉斯韦尔的倡导下，美国情报部门决定利用公开的文献情报来发掘所要的信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拉斯韦尔等人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展开了一项名为“战时传播研究”（the Study of Wartime Communications）的工作，以德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和研究，摸清了德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并提炼出了许多军政情报。在此研究过程中，拉斯韦尔着力探讨了抽样、测量、类目以及信度和效度等一系列内容分析的核心问题，将内容分析这一技巧发展得更加成熟。1949年，拉斯韦尔、莱特斯及其同事出版了《政治语言：量化语义学研究》这部对信息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的早期代表著作
【12】

 ，他们在研讨宣传的影响力的同时探索了考察政治信息内容的恰当的定量方法，比如一套名为“宣传探测”（propaganda detection）的编码系统。拉斯韦尔本人也成为20世纪系统研究信息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突出之处就是他在内容分析发展成为一种定量方法中所做出的贡献。
【13】

 对信息进行量化分析的新方法在“二战”时还被美国情报部门运用于太平洋战区，监视日本与它的各海岛基地之间的联系。较有代表性的是汉斯·斯佩尔（Hans Speier）主持的联邦宣传委员会海外广播情报署（The 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运用量化内容分析屡次成功地预测了敌军主要军事政治活动，并推断出敌军领导层的人事变动。

除了政治宣传分析，内容分析在20世纪早期的发展和运用另有一条脉络，就是肇始于佩恩基金研究、进一步由电视暴力研究不断深入推进的电影电视视觉形象及其效果的分析。这类分析对电影和电视的关注，很大程度源于社会和学界对其所处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娱乐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的忧心和拷问。佩恩基金研究是由佩恩基金会（The Payne Fund）资助，在美国电影研究委员会（Motion Picture Research Council）执行主任威廉姆·H.肖特（William H. Short）的协调下，由来自美国七所知名高校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联合实施的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它一向被认为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一。
【14】

 该项目首开娱乐媒体效果研究之先河，试图通过问卷、访谈、内容分析和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探讨电影对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和态度的影响。其中，由埃德迦·戴尔（Edgar Dale）为首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团队负责内容分析部分，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美国放映的1500部电影进行了主题分析，从具体分析中而非预设性地将电影归纳为10种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测量10种电影类目时，戴尔利用300部电影进行了信度测试，成为内容分析研究信度测试的早期践行者的代表。不仅如此，他还颇具开创性地让受过培训的编码员到电影院观看115部电影，对这些电影现场进行十大“社会价值观”的即时编码，
【15】

 并将现场即时编码与对速记获得的电影对话脚本的深度分析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信度评估。

20世纪40年代以后，内容分析法不断从方法论上演进，被来自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用来研究广泛的媒介问题，他们还对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一方面，专家学者对内容分析的步骤（如分析单位的确定和不同抽样方法的效用）、相关数据分析方法（如频率的测定和用法、偏向强度的测量、交互表和列联分析的运用）及信度测试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使得内容分析法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自成体系的研究技巧；另一方面，内容分析法也日益与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和其他一些定量方法相结合，在实际研究中相辅相成地得到综合使用。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与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著名的伊利县研究中利用量化内容分析法分析大众传媒有关1940年总统竞选的报道内容，于1948年出版了《传播内容分析》（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贝雷尔森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扩展，于1952年出版了开山之著《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
【16】

 奠定了内容分析在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地位。自此，该研究方法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广泛运用并不断发展。

1955年，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却都从事内容分析研究的先驱们济济一堂，在伊利诺伊大学蒙蒂塞罗校区的阿勒尔顿大楼召开了一个内容分析法工作会议，探讨内容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共商解决对策。此次会议与会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批来自哈佛的研究者，他们广泛使用了其称之为列联分析（contingency analysis，详见第7章）的方法，该分析法成为通用至今的内容分析研究数据分析的经典方法之一。来自不同学科的与会者所共同关心的是，使用内容分析对信息来源或接受者进行推断的相关议题，以及内容分析法要超越“词语或其他象征符号频次的简单计数”的发展走向，其中，心理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对内容分析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次会议探讨的成果就是1959年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伊塞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主编的内容分析方法论研究史的一部重要文集《内容分析法发展趋势》。
【17】



内容分析法在20世纪60年代后进入美国各大学的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课堂。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将内容分析法列为从1900年至1965年62项“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之一。
【18】

 1967年11月，在传播学多位大师如克劳斯·克里本多夫、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欧勒·R.霍尔斯蒂（Ole R. Holsti）和菲利普·斯通（Philip J. Stone）等人的联合召集下，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举行了一次关于内容分析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由克里本多夫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不久，格伯纳于次年推出了文化指标研究项目，运用内容分析法追踪美国电视内容的变化以及这些内容变迁如何影响观众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成为以内容分析法来进行文化指标分析并进而推断文化价值观的时代变迁的经典研究项目。1969年，内容分析法专家霍尔斯蒂出版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
【19】

 其中他提出了早期内容分析研究常用的一种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方法，即霍尔斯蒂系数（详见第6章）。11年后，内容分析研究集大成者克里本多夫出版了著名的《内容分析方法导论》第一版，
【20】

 对内容分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标志着内容分析法在理论概念和操作方法上均已发展成熟的扛鼎之作，该书曾先后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和匈牙利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引介到世界各地，并于2012年出版第三版。

随着内容分析法的发展成熟，其应用也日益广泛、深入。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依据内容分析法创办了著名的《趋势报告》季刊，并于1982年出版了被誉为“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egatrends：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该书可称得上是当代颇具代表性的内容分析法应用成果之一。奈斯比特及其咨询公司用了12年的时间，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美国6000多处的地方报纸进行主题分析、综合与归纳，成功地预测了美国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的十大趋势，并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现象。1990年，奈斯比特又完成了另一部同样著名的《2000年大趋势》。奈斯比特的成功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内容分析法在社会研究中的巨大作用和潜力。

近半个世纪以来，运用内容分析法开展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是不断增长。1981年威尔霍伊特将其根据传播学摘要数据库（Communication Abstracts）搜集到的1978—1980年数据与他和另一位同事达尼尔森在1967年搜集到的1944—1964年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两个阶段发表的大众传播研究论文有十分之一用到内容分析法。
【21】

 另有研究显示，新闻传播学领域国际旗舰刊物之一《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前身《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在1964—1983年间发表的专门研究杂志的学术论文有53％是内容分析。
【22】

 该刊物1971—1995年间发表的论文中，运用量化的内容分析论文数量在24年间增长了近六倍，内容分析论文在所有发表论文中所占百分比由1971年的6.3％增至1995年的34.8％。
【23】

 在传播学教学中，对内容分析法的重视亦可见于福勒1986年的研究发现，在其调查并收到问卷回应的美国73所新闻传播学院／系中，硕士生级别的研究方法课有84.1％都包含内容分析的授课内容，在各种研究方法的讲解中位居第一，多于实验（78％）和问卷调查研究（73％）。
【24】



由于传统的内容分析法都是基于对大样本量的文本资料的编码分析来发现事物本质，无论是数据搜集还是对内容的人工识别和分类，都极为耗时耗力，特别是对于大规模研究项目来说更是如此。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为内容分析法带来新的契机。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内容分析研究，以求减少编码错误，并使得分析大量的文本内容更为方便、快捷。1958年，托马斯·塞比欧克（Thomas Sebeok）和瓦尔迪斯·泽普斯（Valdis Zeps）在《语言和言语》（Language and Speech）这份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学术界首篇由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
【25】

 最早在传播学会议上展示计算机文本分析的是里克·霍尔姆斯（Rick Holmes）和约瑟夫·沃尔费尔（Joseph Woelfel）两位学者，他们在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利用UNIVAC主机，演示了一款著名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CATPAC
【26】

 的操作和分析结果，标志着内容分析研究进入了“一个变化中的研究环境”。
【27】

 研究实践表明，通过创建计算机辅助内容编码方案将编码规则正式化，可获得理想的编码信度。
【28】



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对内容分析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大大增加了内容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效力。随着各种量化和质化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包的研发，逐渐形成了系统、成熟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不过，即使是在计算机环境下，内容分析的复杂形式（如词语或主题搜索）也要求对大量的原始文本进行前期人工处理，以赋予文本一个基本结构，而且还需要编码员具有高层次的教育程度，能够迅速理解往往很复杂的文本。


1.2　内容分析法的定义、性质和分类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记录归档的文本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先于研究而存在的文本。此处的文本含义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可以是书、杂志、报纸、报告、会议纪要、信件、日记、网页和其他互联网上的内容，也可以是谈话或采访记录、电影、电视或广播节目、音乐、图片、艺术作品，还可以是法律条文和宪章。内容既可以是个人的信息，也可以是人际间或群体间互动的信息，更常见的是媒体发布的信息。只要其形式固定，足以容许研究者细读详查，就可运用内容分析法来研究。这是传播学领域中用来考察过去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它使用方便，研究者可以在其所想要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来分析其数据。而且，内容分析不像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那样，研究对象无需对研究者作出回应，研究者可以单方面完成问题的询问和回答而不影响研究对象，是非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29】



尽管在实证研究方法的经典文献中，内容分析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问卷、访谈和观察等）相比，乍一看似乎处于边缘地位，但是，经过仔细观察后会发现，有诸多内容分析研究（特别是近些年）频频见于各学科各领域的期刊中，或运用内容分析法来质询和求证所在领域的当下问题，或详尽地研讨该方法在理论基础、方法论和技术层面上的内在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定位对内容分析法展开了根本性的讨论，指出和评价它的不同路径。从相关文献来看，“内容分析”一词包含了一整套术语集合，如“系统内容分析”、“陈述分析”（statement analysis）、“意义分析”（meaning analysis）、“量化内容分析”或者“关联结构分析”（association structure analysis）、“质化内容分析”，以及“诠释—分类内容分析”等。每一种术语都在某一特殊的理论背景、某一特殊的研究问题或某一特殊的分析技巧的基础上合理化。但无论使用何种术语，内容分析是一种分析文本的手段。

1.2.1　传统量化内容分析法的系统性与客观性

学术界一般公认，为内容分析法给出系统定义的第一位学者是伯纳德·贝雷尔森。在总结前人对内容分析特征的归纳的基础上，贝雷尔森将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对传播的显性内容（manifest content）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巧”。
【30】

 这种看法在其提出后的三十年里获得支持并盛行于传播学界，成为内容分析法的经典定义。在贝雷尔森定义的基础上，弗雷德·克林格（Fred Kerlinger）进一步重申了内容分析法的三性，即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在
系统的
 、客观的

 和
定量的

 方式中为了测量变量，研究和分析传播内容的一种方法。
【31】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陆续对内容分析法及其目标提供了许多不同看法。比如，内容分析法的早期知名学者霍尔斯蒂提出一个宽泛的定义，“内容分析是通过客观和系统地识别信息的具体特征而进行推断的任何技巧”。
【32】

 在此定义下，内容分析技巧不仅限于对文字形式的文本的分析，它还可以运用于对绘画作品的编码
【33】

 或影像录制观察中的行为研究
【34】

 等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不少学者继续就内容分析法定义提出自己的看法。迈克尔·沃利策尔（Michael Walizer）和保罗·维尼尔（Paul Wienir）认为，内容分析是为了审查被记录信息内容而设计的任意一种系统性程序。
【35】

 克里本多夫则将其定义为一种从数据论及语境的可复制的、有效推论的研究方法。
【36】

 丹尼尔·里夫、斯蒂文·赖斯和弗雷德里克·菲克等知名学者的定义也是针对量化内容分析所作的，同样强调符号传播研究的系统性和可复制性。
【37】

 笔者的老师美国田纳西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博士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和阐明了内容分析的五性，即客观性、系统性、定量性、描述性和显明性。
【38】



尽管各位学者对内容分析法的定义各有侧重，但也体现了在客观性和系统性要求方面的一致性。首先，内容分析是
系统的

 ，即指内容和类目的包含和排除都是依据运用明晰而一致的规则来完成的，选择样本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详见第3章）。而且，内容的类目建构（详见第5章）必须符合一定的一般准则，要使得所有相关内容都被分析，而非只是将所涉内容的某些方面或偏向纳入分析并由此推导结论。因此，这一系统性要求排除了研究者只是拣选出支持其研究假设的材料作为证据的这样一类选择性分析。另一方面，系统性也意味着，类目一旦经过界定，所有被考察的内容需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这就是评价过程的系统性。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者要始终如一地运用相同规则，在研究过程中有且只有一套所有编码者都要遵守的编码指南，在进行内容的编码（详见第6章）和分析过程中必须有一致性。一套程序应用于被分析的所有内容，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必须一致考察，且始终贯穿于被界定的文本的所有部分。另外，系统性还体现在，整个研究要在精密的设计基础上（参见第2章）制作详尽的计划，并照此计划执行，以确保能获得回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或假设的数据，并保证分析和结论与数据搜集的分析单位层次（参见第4章）相互一致，而且研究者要对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予以关注（详见第6章）。

其次，内容分析是
客观的

 。换句话说，研究者个人的事前预设和主观偏向不应带入研究及其发现中。研究者不能始于求证某物（这种有意寻找研究者自己偏向的答案的求证不同于研究假设的科学验证）；相反，研究者是在观察，需要根据一系列明确的规则对数据作出判断，再现所分析的文件内容本身，尽可能地减少研究发现反映分析者主观偏向的可能性。在研究过程中，所有数据，无论支持或反对研究者主观立场，都需要无偏无袒地收集。而且，变量分类的操作性定义（详见第5章）和规则应该明确、易懂、全面，足以使其他研究者在重复同样的研究过程时作出同样的决定。也就是说，一个分析如果由另一个研究者重复进行，应该产生相同或近似的结果，获得可靠的信度系数（参见第6章）。研究结果有赖于研究过程而非分析者，体现了一种程序上的客观。除非建立一套清晰的全面解释样本和种类方法的标准和程序，研究就不能符合客观的要求，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就可能会受到质疑。客观性已成为内容分析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为认可的目标，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实际研究中所能达到的，可以用另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来表示，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39】

 这在质化内容分析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贝雷尔森和克林格等人的定义中还赋予了内容分析一个特性，即内容分析是
量化的

 ，也即其目的是以数字来精确地再现信息主体，其实现方式是将文本转换为数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定位在学界广为认可，也成为量化内容分析（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成熟发展的理念基础。量化分析的目标就是“对关键类目计数，并测量其他变量的数量”。
【40】

 在许多时候，这种数字表达就是一种有力的说明，比如，诸如“百分之四十五”和“30次中的27次”等描述，所传递的信息要比像“不到一半”或“几乎总是”这样的陈述准确得多。量化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好处是，统计方法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工具，不但可以准确而简洁地总结发现，而且可以提高解释和推断的质量。如果内容类目的建构遵循由研究者设定的严格规则，而且类目的定义准确和清楚，其他研究者可以运用同样的工具来考察同样的材料而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研究信度是可靠的。

然而，研究者对内容分析法被限制为纯粹的量化分析这一观点和实践，自贝雷尔森的界定
【41】

 之始就有所争议，这一界定尤其受到来自阐释性研究范式的挑战，因为纯粹量化的特点可能不会那么重要，更多的质性因素可能会揭示更多媒介传递的意义。对量化内容分析的批评焦点在于，认为这一方法“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了对不同传播符号出现频数的比较上”，
【42】

 而在实际传播中，某些甚至某个特别重要的符号的出现与否，却可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后来的不少学者多愿采纳本节上文所述的霍尔斯蒂的宽泛定义的原因之一。霍尔斯蒂还明确提出“质化内容分析”这一概念，将其描述为对“信息属性的出现或不出现”的关注，并建议同时使用量化和质化的方法以彼此相互补充。
【43】

 金伯丽·纽恩多夫（Kimberly Neuendorf）也建议在分析文本时，研究者需要权衡和评估其需求以及量化分析和非量化分析可能产生的结果。
【44】

 这种提醒与把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视为考察同一研究问题不同路径的思路是相吻合的。对于倡导两种路径相结合的学者而言，这样的方法可以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双重证实，增强研究者对结论有效性的断言”。
【45】

 鉴于此，本书在以量化内容分析的研究体系为主的同时，将兼顾质化内容分析的讲解和论述，并特设专门章节（详见下文第3小节和第8章）。

1.2.2　显性内容与隐性内容之争

以贝雷尔森为始的对内容分析法的界定，另外还有一点在学术界争议颇大，也即内容分析法是否只和显性内容相关？或者说，内容分析法是否无法或不适合对隐性内容进行研究？

显性内容是那些“物理呈现的和可计量的成分”，
【46】

 也即呈现于内容载体表面、容易观察得到或直接能识别的成分，如书写文字中某个特别词语的出现，一部电影里一个角色的性别，或者人际对话中的某些行为（眨眼、挠头等）；换句话说，信息是“所见即所得”，
【47】

 信息的意义是其表层意义。在内容分析研究文献中，有很多是针对显性内容的。比如，在大量的新闻报道内容分析研究中，最常见和最常用的类目建构是新闻分类、新闻议题、消息来源、版面位置、发稿地、报道国家地理位置、报道人物的类型等；
【48】

 在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节目、电视广告和情景剧等）内容分析中，颇为常见的显性内容是播出节目时长、某种行为或某类人物或某种产品在节目中出现的频次、出现时段、表现形式（如旁白、镜头和伴乐类型）和电视人物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
【49】

 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客观既存的（如版面位置、发稿地、报道国家地理位置等）或表层结构性的（如播出节目时长、出现时段、网站链接和页面构成等），或者主观判断程度相对较低（比如新闻议题、报道类型等），涉及的大都是“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的含义———大多数人共享的应用于特定符号的意义”，
【50】

 在具体分析中容易判别和归类。但正是由于这种直接性、表层性和易得性，加之早期的内容分析研究问题意识不够，设计不甚精巧，类目建构多限于显性内容，致使很多量化内容分析研究流于琐碎、肤浅、缺乏深度意义，这也是量化内容分析受到来自秉承阐释学范式传统的学者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恰如著名的内容分析专家丹尼尔·里夫所指出的，“研究焦点的肤浅更多地反映了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者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缺陷”。
【51】

 如前文所提到的，霍尔斯蒂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内容分析法可以对信息属性进行分析研究，而信息属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直接外显于文本，需要分析者对文本的潜在意义或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通过上下文语境来解读，比如内容分析研究中常见的传播内容方向（direction，详见第5章）的判定，语言表层的积极或正面的倾向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积极或正面的态度，而且许多信息属性和概念是无法一眼识别或直接观察到的，虽然“无法直接测量但能够被一个或多个爥爥指标（indicators）描绘或测量”，
【52】

 这样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隐性内容，也即艾尔·巴比所说的“传播媒介中所隐含的意义”，
【53】

 它是通过外在信息间接表现出来的与内容分析相关的事件现象或过程的特征和性质。通过对隐性内容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接近传播内容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对事物的属性和发展作出更好的推断和预测。而传播学内容分析法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研究者在诸多具体的内容分析研究中重视隐性内容的分析，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隐性内容的测量方法和手段（参见第5章）。

尽管贝雷尔森所作的早期定义将内容分析一般仅限于显性内容，但其实他在其专著中对传播内容方向的探讨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到隐性内容的识别问题，而且大量的内容分析研究者一直就在大胆地尝试挖掘信息的深层意义，从而也使得内容分析研究文献丰满得多，有趣得多。对隐性内容的挖掘和分析，在量化内容分析中往往是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操作化或将其转化为显性变量来实现的。例如，在一项以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外国新闻报道为例、旨在发现西方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价值表现形式的研究中，
【54】

 博杜安和索尔森两位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利他主义、美丽、舒适、平等、自由、友谊、物质主义、美德、和平、权力、救赎、安全和智慧等隐性构念（latent construct）组成的价值标准系统，其中每一个隐性构念的内容编码分析过程都是通过几个可测量的操作化问题来进行测量和描绘的（变量的操作化详见第5章）。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发现，因为报道类型、报道范围和焦点地区不同，价值判断的类型也不一样。亚洲多被描述为唯物主义的，西欧是美丽的，非洲充满暴力事件，欧共体国家和苏联则与安全问题相关。再比如，“性别歧视”（sexism）这样一个隐性构念，在内容分析实践中曾由27个探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的显性变量来测量，
【55】

 而这些显性变量则是由不同的理论研究（大部分来自于女性主义研究）和对电影的批判的、定性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隐性内容分析的价值即在于能够揭示文本中先前被掩盖了的主题、意义和文化价值观。

许多量化内容分析研究者认识到，如果分析仅限于显性内容，那么这种限制将使内容分析无法扩展，以致分析者无法对隐含于字里行间的隐性内容、文本生产者的动机或者文本对读者的效果等进行推论。而所有内容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最广义的文化表达形式都可以在文本中得以表现，也就是说，文本的内容分析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分析的结果及其阐释是互为照应的。朱迪·H.格雷（Judy H. Gray）和艾因·L.邓斯腾（Iain L. Densten）倡导以隐性构念的使用作为融合量化和质化内容分析的一种途径。
【56】

 而且，有不少研究者对单纯依赖于这种显性—隐性二分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尽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但在实际研究中并非界限分明的二元对立，“更多的是程度上的差异”。
【57】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变量是处在一个连续统之间，而非要么是显性，要么是隐性；这些学者建议将二者看成是一个连续统的两极，一端是高度隐性，另一端是高度显性，以此来探讨那些非常隐性的信息的微妙问题。
【58】



1.2.3　质化内容分析的发展

如前所述，量化内容分析因本身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而受到来自质化研究传统的学者的批评，特别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另外，从研究本身来看，虽然量化内容分析是在建立有意义的类目基础上分解传播内容，将非量化的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转化为量化数据，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仍然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透彻的理解，进而对传播信息内容进行质的把握，由此得出结论。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内容分析视为一种分析文本数据的灵活方法，并有学者如卡尔·埃里克·罗森格伦（Karl Erik Rosengren）
【59】

 等人将内容分析看成是文本分析路径的一个大家族，从印象的、直觉的、阐释的分析到系统的、严格的文本分析均被纳入其中。研究者在研究中所选择的内容分析方法的具体类型，因该研究者的理论旨趣、研究实际目的以及所研究的问题而不同。但对内容分析的划分通常是限于量化内容分析和质化内容分析这样的方法分类（二者的具体区别详见第8章）。

较早发展起来的质化内容分析是源于人文传统和人类学研究的解读式内容分析（hermeneutic content analysis），此种类型的内容分析通过精读、理解和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原作者意图。这一路径承袭了由圣经诠释发展到诠释学的基本要义，强调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结构，因而能够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度分析。但因其解读过程中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以及解读对象的单一性，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往往受到质疑。

当代质化内容分析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领域民族志研究中对开放式访谈资料的深度分析技巧的开发和完善，特别是吸纳了扎根理论研究路径中分析质性数据的具体方法（详见第8章）。比如质化内容分析倡导者之一菲利普·梅林（Philipp Mayring）与其同事曾对失业的社会心理后果进行了跨时段长期研究，开放式访谈对象约600位，需要进行质性分析的访谈资料文本多达2万多页。
【60】

 如非一套成体系的分析技巧，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工程的。按照梅林的说法，质化内容分析程序的主要思想就是保留在传播学内发展起来的量化内容分析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进一步转化和发展为质性的、阐释性的分析步骤。内容分析作为质性分析方法的潜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健康传播研究者所认识和重视，质化内容分析的应用也由此增长并流行起来。
【61】



质化内容分析是用来分析文本数据的多种研究方法之一。文本数据形式多样，可以是言语的、印刷的（文章、书、手册等）或电子的，也可以是来自叙事回应、开放式问卷问题回答、访谈、焦点小组和观察等的资料。使用质化内容分析的研究，其焦点在于传播的语言特征，关注文本的内容或情境意义。
【62】

 质化内容分析不单是计量单词，而是将大量的文本归类为一些代表相似意义的有效类目，通过对（文本）主题或模式的编码和识别这一系统的分类过程来阐释文本数据的内容。因此，质化内容分析主要是对文本中各概念要素之间的联系及组织结构进行归纳和推理性分析，常常用来探究传播的隐性或推断意义，并进一步根据研究者的知识和研究证据来发展构念或构建理论。研究者在吸纳民族志研究定性数据分析技巧的基础上，尝试并发展出质化内容分析的多种路径来分析文本，如常规式、指引式和总结式等路径（详见第8章）。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深度研发，更有了量化内容分析与质化内容分析相结合的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如CATPAC，QDAMiner
【63】

 ，WordStat
【64】

 ，SWIFT
【65】

 ，DICTION5.0
【66】

 等。反观国内相关研究状况，对于质化与量化研究路径在内容分析中的关系，国内学术领域缺少相应说明，且多将内容分析法狭隘地理解为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并在此框架下进行论述。另外，国内实际应用内容分析的成熟且堪称典范的研究案例数量不多，对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的介绍更是少见。基于此，本书将以传统量化内容分析的概念、步骤和程序为基本写作框架，辅以质化内容分析的解说和示例，希冀融合国际上最新研究发展趋势，引用发表在国外核心期刊上的大量研究实例，使国内读者对内容分析这一传播学经典研究方法能有更新、更全面的认识。为避免概念混淆，在具体叙述中，如不是特别指出，本书后文的“内容分析”一词均指代传统的量化内容分析，有关质化内容分析的讲解将单列一章。


1.3　内容分析法的基本要素和步骤


虽然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因应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目的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分析研究，探索出多种分析路径和具体方法，各种方法也开始逐渐融合、互为补充，但内容分析的基本要素和步骤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1）根据主题设计研究问题和／或研究假设
 。研究者在实施内容分析之前，通常都必须首先形成可验证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这是成功的研究设计的关键环节。当研究问题特别是研究假设很明确时，“量化内容分析才是最有效率的”。
【67】

 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开展一项内容分析研究时，往往会先做些探索性考察，这种考察有助于完善最初的研究问题，也有助于研究假设的提出和展开内容分析所必需的参考资料的创建。虽然量化内容分析的研究目标重在发现，因此以验证为目标的研究假设相对较少，但提出恰当的一般性研究问题以引导研究方向的情况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出现，所不同的是，研究者可以借用质化研究的路径，在对具体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调整或引入新的研究问题，用扎根理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不断扎根的过程。在一些根本就没有预先提出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的内容分析中，其研究性质多半为探索性研究，往往会在具体分析中使用偏向质性的浮现式编码（emergent coding，详见第5章和第8章；内容分析研究设计与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的提出详见第2章）。


2）界定总体和选取样本
 。尽管内容分析研究的结构取决于所要回答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内容分析本身还要求研究者遵循一套完整的程序以发展出有效而可靠的测量和推论。在研究问题或假设的指导下，研究者首先要界定研究问题所针对的传播内容总体和抽样单位，然后从该总体中根据一定的方法选取样本，样本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研究目标、研究总体的大小、研究推断的置信水平和置信区间等。内容分析可以运用多种方法来抽样（详见第3章）。克里本多夫指出，抽样方案必须“在对（所研究的）现象已有的知识的限定下，确保每个样本单位在样本搜集中都有同样的机会被代表”。
【68】

 而这种严格的要求在实际的内容分析研究中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网络传播研究中（参见第3章第4节的相关论述）。


3）确定分析单位
 。内容分析往往包括两种类型的内容单位。一是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也即被研究的现象或一般目标，比如研究新闻报道的平衡性问题，分析单位可以是每篇新闻报道，也可以是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每个新闻消息源。确定恰当的分析单位，即确定哪一个或谁将是一项内容分析研究中所要描述或解释的个体单位，本身就是一项完整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关系到内容分析下一个步骤———编码的成功与否。分析单位界定不清，往往会导致编码表题项的错位进而造成编码的混乱，这是我国国内许多内容分析研究（包括个别国家级教材中有关内容分析编码表的示例）中经常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另一个单位类型是记录单位（unit of recording），也即在个体层面上所测量的具体单位，比如在以单篇新闻报道为分析单位的研究中，可将单个新闻消息源作为记录单位，以此来计算来自官方政府或不同党派、学界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消息源在每篇新闻报道的消息源总数中所占比例，因此记录单位有时等同于计数单位或测量单位。克里本多夫还进一步区分了抽样单位和语境单位等不同的单位，具体辨析详见第4章。


4）类目建构与制定编码方案
 。在内容分析中，类目建构是联系理论架构和实际操作的最直接、最关键的一座桥梁。出色的类目建构可以成为一项内容分析研究的亮点，拙劣的类目建构则可能导致整个内容分析流于表面化而限于泛化平庸，甚至毫无意义。恰如贝雷尔森所指出的，内容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取决于类目建构。类目（categories）本质上是一个概念的设计，类目建构建立在概念界定或传播现象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基础上，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概念化的编码设计过程，具体到操作层面上来讲即确定与研究问题（假设）或研究目的相关的变量并对其进行归类。什么样的类目适合于内容分析研究？常用的类目类型及类目建构的原则有哪些？变量的操作化在类目建构中如何得以实现？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将在第5章进行详细的探讨和论述。


5）编码／记录与编码员信度测试
 。克里本多夫认为，编码／记录是在单位化的文本与对文本的阅读之间，在图像与人们从图像中所看到的之间，或者在观察与对它们的情境阐释之间搭建桥梁。
【69】

 编码是否成功有效，除了取决于变量识别、类目建构和编码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外，编码员对变量和类目体系建构的理解和对文本内容的把握也相当重要，因此编码员的培训在内容分析中是一个重要环节，进行编码员间的信度测试（intercoder reliability，详见第6章）也成为了内容分析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是国际传播学界早已广泛达成的一个共识。


6）数据分析与报告
 。文本一旦在以编码方式进行记录后，就要运用分析构念和具体方法来处理编码所获得的数据，从而有效识别数据模式和数据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数据隐含的意义，从而做出一定的推断。传统的定量内容分析经常使用描述性，如频数、百分比、平均值和排序等，除此以外，推断性统计方法，如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在当代内容分析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广使用（具体方法在内容分析中的应用详见第7章）。

基于上述几个关键步骤，评价一项内容分析的研究也相应地至少需要从六个方面的标准来评估：
【70】



（1）研究假设：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或假设？如果有推论，推论是否合乎逻辑？

（2）抽样样本：样本是否有很好的代表性？样本的推导对于结论是否合理？

（3）分析单位：分析单位是否明确？是否与分析内容相吻合并一以贯之？分析单位是否与结论推导在分析层面上一致？

（4）内容类目建构：分类标准是否由理论导出？分类标准是否统一？所划分的种类之间是否满足穷尽性和互斥性原则？分类是否详尽或有遗漏？

（5）信度：研究报告是否有信度检验？不同的评分者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

（6）效度：研究者建立的分析单位和类目是否能测出所要测量的内容？

[image: alt]


图1.1　内容分析研究典型程序流程图

译自：Neuendorf, K.A.(2002).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50-51.


1.4　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的应用


内容分析法最早的实际应用之一是作为鉴定文本作者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在鉴定某文本的作者时，首先根据相关史料或其他文献资料列举出有可能是该文本的作者名单，然后分别考察这些作者先前的已知作品，将其文本中名词或功能词等的频率关联起来并分别对照于被鉴定文本，以此帮助确定文本的真正作者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现当代。例如在1960年代时，曾有学者利用贝叶斯分类技术，
【71】

 基于词频分析证明《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就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72】

 较新的研究实例见于《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73】

 研究者运用文字处理软件中语法检查程序的统计文件编制部分，作为内容分析最终确定的客观工具，以此来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

随着内容分析法的发展，其应用早已突破了原有局限，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和各学科都得到了广泛使用，成为一种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研究方法。比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容分析法主要用于检视媒体报道和关注的重点和社会舆论情况，揭示传播内容的特征、发展走向或者影响传播内容的因素，检验传者与传播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推导或验证媒体内容的传播效果等。在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内容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心理倾向、特征及其相应的行为取向和特征，以及对某一对象的态度和看法等，比如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分析、对政治领袖的拥护度分析等。在情报学领域，可以利用内容分析法中常见的主题词词频分析来描述不同学科、知识领域乃至研究主体之间的交叉、渗透和相互关联，揭示学科结构与发展动向；也可以结合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法等方法，紧跟社会热点或研究趋向，为科学管理与预测的研究提供必要依据；或者，利用市场、军事或政治情报分析竞争对手，推断其意图和动向等。内容分析应用于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IS）研究还相对较新，成果多见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后。

仅就传播学研究而言，贝雷尔森在其专著《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中列举了内容分析的17项用途，包括描述传播内容的走向、跟踪学术发展、揭示传播内容的国际差别、比较媒体或传播层次、核审传播内容是否与其传播目标吻合、建构并运用传播标准、在技术性研究操作中充当辅助手段（如在调查访问中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进行编码处理）、展现宣传技巧、测量传播材料的可读性、显示风格特色、识别传者的意图和其他特征、判定个人或群体的心理状态、测定宣传的存在（主要以法律为目的）、获得政治和军事情报、反映人口群体的态度、兴趣和价值（文化模式）、揭示关注焦点、以及描述对传播的态度和行为上的反应等。
【74】

 其他学者如霍尔斯蒂
【75】

 、韦伯
【76】

 ，以及韦尔默和多米尼克（1994）
【77】

 等人，也都先后对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和目标都作出过或繁或简的说明。其中，霍尔斯蒂的总结堪为提纲挈领，他将各种纷繁的内容分析研究目的和具体运用概括为三大类：描述传播特征、对传播前项（编码过程）进行推论，以及推断传播效果。
【78】




表1.1　1991—2010年间国外学术期刊内容分析研究应用目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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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霍尔斯蒂的三大分类为总体框架，在借鉴贝雷尔森、克里本多夫、韦尔默和多米尼克等学者提出的细目划分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实际研究案例的观察，归纳统计了1991—2010年这20年间新闻传播学领域五本代表性国际权威期刊，包括《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广播与电子媒体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和《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等。
【79】

 在此期间，这五份学术期刊总共发表588篇内容分析研究论文，其研究应用目的的统计结果见表1.1。

1.4.1　描述传播内容／风格特征和发展趋势

可以说，任何内容分析都是从描述内容开始。由于内容分析的中心要点是给传播文本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描述性说明，因此在传播学研究中，该方法大量地运用于揭示传播内容和／或风格的特征，研究者询问的是“说了什么”、“如何说”，以及“对谁说”等问题。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闲话”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大众传媒的例子。熟练运用内容分析的学者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在这个节目中说了什么？”、“他说的话题是什么？”、“这些有选择的话题的频率怎样？”、“他使用了什么样的说服诉求？”然后，根据各种情境条件和其他资料的推断，我们还可以考虑如下问题：“他对何人说的？”以及“他的动机如何？”

传播内容特征既可以是传者或受众特征，包括传者或受众身处的环境、传者或受众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传者或受众的一般个性特征等；也可以是传播特征，包括传播媒介的特征、传者或受众对符号手段内容和意指（如某种形式符号的使用、自我参照等）的反应。
【80】

 概括地讲，传播内容特征的分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内容的实质分析，除了对某一具体对象的单一时点或时段上的单纯描述以外（例如分析1987年美国三大电视网黄金时段新闻记者的形象、
【81】

 揭示报道的偏向性问题、
【82】

 分析黄金时段电视台商业广告、
【83】

 报纸上某种特殊类型的新闻报道如尼日利亚报纸的农业新闻、
【84】

 通过内容分析判定加利福尼亚三大报纸在“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权利问题上的社论立场、
【85】

 根据内容确定美国海地语报纸的角色定位和性质、
【86】

 分析女候选人在政治广告中所运用的沟通策略和方式，
【87】

 等等），还包括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传播内容发展趋势（例如媒体议题或新闻报道的时代变迁
【88】

 或事件前后变化
【89】

 ）或学术发展跟踪（例如主流传播学期刊女性学者20余年间论文发表情况、
【90】

 对主流大众传播期刊20年间的研究趋势的元分析
【91】

 ），以及比较被关注对象的分析，如揭示传播内容的国际媒体间差异、
【92】

 比较不同媒介
【93】

 或传播层级、
【94】

 评估传播内容是否达到某一既定目标和要求
【95】

 或是否与现实相吻合
【96】

 等；二是内容的形式分析，比如测量传播材料的“可读性”、
【97】

 揭示宣传技巧、发现风格特征
【98】

 等；其他比较少见的有验证理论的适用性
【99】

 。

从笔者对上述五份国际权威期刊的20年调查来看，大量的研究出于对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的关怀而聚焦于媒介内容的特殊种类，诸如暴力描述、性行为及其与健康的关联行为、性别角色和不同种族群体等。比如，以黑人艺术家为主的说唱音乐自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以来迅速流行，并因其主题大多涉及暴力、性、物质主义、贬损女性等而引起社会争议，但实际上说唱音乐也不乏社群导向的正面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说唱音乐录像里的形象，有研究者集中从肤色歧视和性别差异着眼来探讨音乐的主题内容问题。
【100】

 在性别角色研究中，不少学者比较了从电影、电视到儿童书籍、男性杂志、视频游戏、广播谈话秀等媒体中男女行为以及国内国际内容属性。特别是在近些年，对广告中性别形象的研究特别流行。这实际上就是韦尔默和多米尼克所归纳的内容分析五个主要目的中的一种，即评估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形象。
【101】

 这类特殊群体的研究有不少试图从样本分析中获得其整体是如何在媒介中被代表和体现的一般性档案资料，另外一些则集中在单纯的样本描述上。其中大多数研究着眼于特殊群体的形象问题，对象涉及范围相当之广，除了最为常见的黑人形象
【102】

 和女性形象之外，还包括新闻记者、
【103】

 广告代言人、
【104】

 政治候选人、
【105】

 “恐怖分子”
【106】

 等，而一般普通群众则很少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内容分析研究中。

传播内容特征的内容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电视暴力描述，这类研究可以说是内容分析用于媒介呈现的“拟态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进行比较的经典研究传统，也是最常见的媒介研究话题之一，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于1954年出版的《纽约电视的三年：1951—1953年》。
【107】

 内容分析对暴力的测量通常始于对电视节目中既定的一个关于什么是暴力的“客观”描述，分析者根据其使用的暴力定义，以此作为应该如何以及在哪里被用来评定节目内容的参考框架，由受过培训的编码员团队观看从电视上录制下来的节目样本，使用该指导性参考框架来对符合暴力定义的事件进行编码。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尽可能地排除任何关于电视暴力描述的主观判断因素，其分析目的是揭示电视节目中暴力事件的特殊阶层的范围和位置。无论节目类型、戏剧性情境或暴力发生的环境怎样，一切暴力都以同样方式分析。举例来说，对卡通暴力的描述无异于对同时代戏剧中暴力的分析。

内容特征的描述绝不单单是各种内容成分的简单呈现，其分析的关键在于揭示一眼看不到或难以察觉出的内容自身的型态／模式（pattern），而且这种型态往往不是一两篇文本即可呈现的，需要通过量的分析比较方可发掘。比如，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研究者对谜语、谚语、民间故事和叙事进行结构分析，
【108】

 旨在识别同类型（genre）中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型态／模式，而无论其具体内容怎样。分析者通常始于辨识大量文献的组成成分，然后试图描述将这些成分联系起来的内在逻辑。对句子或段落内的词语共现的研究则会揭示出渗透于一种类型的网络状的关联模式。

但是，内容分析的应用远不止单一时点／时段、单一对象的现象描述或型态／模式的揭示。其扩展应用首先在于将时间维度纳入研究设计中，
【109】

 梳理和把握传播内容的发展变化，并透过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社会的历史变迁，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一定的历史价值。威廉姆·阿尔比格（William Albig）早在1938年就曾指出，内容分析最有价值的使用之一是了解注意内容的发展趋向和变化。
【110】

 研究者从不同时期抽取传播内容的样本，根据相关的出现频率，对内容走向进行准确的描述。这种描述本身往往就很有历史承载意义，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出版了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反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1890—1949年间主流社会思想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专著《国际主义象征》，
【111】

 此项由美国胡弗研究所主导的研究通过辨识和分析这几个国家主流媒体上的19553篇社论的关键象征如民主、平等、权利和自由，揭示出国际关系发展史的三大脉络：无产阶级学说向自由传统演进，战争威胁与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伴增长，以及对他国的敌意与感知上的不安全感相关。当代类似的研究如一项以美国电视系列剧为对象的内容分析，
【112】

 通过对剧中家庭的类型、结构和特征的解析折射出1950—1989年这40年间的美国社会变迁；还有如第1章提到的奈斯比特的大型研究，通过有规律地考察每月数以千计的地区报纸，出版每一季度的趋势报告，以判断现代美国生活的主要发展趋势。
【113】

 另外，这一类的内容描述还提供了传者或受众方面相应变化的相关数据，这也是此类内容分析的应用价值。因此，在传播学不算长的研究史上，就已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一类反映历史变化的内容分析成果。

内容分析在描述特征层面上的另一扩展是进行组群或类目之间的内容比较，或者在一定参照标准下检视传播内容是否达到既定标准或传播目的，这是对内容质量的一个检验过程。这种比较一来可以用以考察不同传播之间的差异，二来可以将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进行比较，因为内容分析不是孤立的分析，它与社会现实、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比较分析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既定对象的理解，找出传播本身存在的问题，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按照贝雷尔森对研究实践的总结，内容分析运用于评价传播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三种：①以事先确定的作为“平衡”或“社会目的”的标准来评价表现；②通过对比两组内容（内部标准）来评价表现；③通过内容与外部非传播内容标准的比较来评价表现。
【114】

 最常用的是第一种。这种比较评价一般是将所要探究的现象／对象与一定的标准相比照，由此辨识该现象／对象属于哪类性质，评估其好还是坏，判断其与预期目标的远近。
【115】



在媒介研究领域，一个复现至今的研究主题是新闻报道的公正平衡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偏见问题，通过内容分析来考察新闻报道是否公正平衡或是否存在偏见问题，
【116】

 这实际上就是对传媒表现的评估。按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117】

 的规定，美国广播电视在公共利益下运作的义务之一是对每一个主要社会团体以及在公共议题上辩论的各方，在广播时间上予以对等的分配并对各方予以公平、平衡的介绍。那么在新闻实践中各大广播电视媒体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一职责和义务呢？这样的研究问题，对于理解新闻规范理论和传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具有重大意义。对新闻报道的评估研究在很大程度一直聚焦在两类偏见问题：一是报道准确性（真相）中的偏向，二是争论中是否偏袒一方胜过另一方。既然是一种评估，那么就需要有评估的标准。为此，相关研究者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内容分析中衡量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或偏见问题。虽然这类新闻实践的评估研究并未完全解决“至今已有百年之久的缺乏无争议的统一标准这个老问题”
【118】

 ，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需要有对“平衡”数量的适当分配的标准，而简单的一半对一半也许还缺乏足够的根据以成为评价的合理基础，但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内容分析毕竟在相关类目建构和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比如报道方向以及实际报道与理想状态的偏离程度等方面的测量方法和公式（详见第5章）。

内容分析的另一种标准比较研究与新闻传播学理论“拟态现实”和新闻建构论有关。前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呈现的是“拟态现实”，比如著名的新闻理论学家李普曼就认为，是什么构成一个社会的现实从来都不是既定的，它通常是基于新闻媒体的建构，特别是在一个遥远的情景下（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认知和了解）。
【119】

 后一种论述则认为社会真实是由记者个人、每一种新闻渠道和媒体机构共同建构出来的。这两种视角具有一个共同点：媒介现实并非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在建构主义看来，语言被隐喻成一个建构厂（construction yard），语言不再如同明镜一般反映世界，而是透过语言的描述隐喻来记录和建构世界，甚至这些描述和记录本身就是被建构的。所有对这个感官世界之外的“真实世界”的相关记述，都是经过观察者用语言所生产出来的，而观察者的能力、背景、教育训练等，以及更大背景因素如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中的新闻场所或位置以及记者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均会影响到这个“真实世界”怎样被记述。换言之，我们所感知的世界，都是经过文化加工、转型过的世界，都是某种语言与社会的建构。在此视角下，不少学者将内容分析运用于媒介呈现的“拟态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比较，考察媒介对事件、群体和事物的描述是否符合现实世界里它们发生的频率和本质。

这类比较分析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对犯罪的描述或报道。例如，传播学者布朗以犯罪片《法律与秩序：犯罪倾向》（Law and Order）
【120】

 为研究对象，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犯罪统计与写实犯罪片的内容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考察影片中犯罪者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与现实的犯罪统计是否相似，
【121】

 这也就是上文中贝雷尔森所提到的第三种方法。不少研究者更进一步将这样一种比较引向对媒介刻板印象的揭示，比如在美国电视新闻中黑人更容易被呈现为犯罪行为者而非受害人，其犯罪行为也被描述得更具威胁性，
【122】

 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一定如此。有学者指出，虽然这种刻板印象式的再现也许并非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往往是由于传统的新闻规范和实践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互动的结果，但也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规范理论问题，即记者在遵循电视新闻职业常规时再现某一特殊群体“现实”的能力问题。
【123】



另外，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这种比较又可以进一步与媒介效果研究联系起来，如电视研究中经典的涵化分析路径。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可能包括，报纸对犯罪的报道是否对现实中经常发生的犯罪（如犯罪类型和频率等）产生影响？在电视虚构的内容中不同的人或社会群体对犯罪行为的参与率是否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真正的犯罪参与率？电视新闻中黑人犯罪的报道是否会在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方面产生影响？等等。

1.4.2　推断传播内容的效果

尽管在一些方法论学者眼里，内容分析本身也许不具有强有力的推断传播效果的自我解释力，但是在内容分析法逐渐成熟的演进过程，利用内容分析来展开传播效果推断的研究一直与之相伴相随，而且其研究设计也日渐缜密和科学，其研究结果也更具说服力。从笔者对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20年内容分析研究的调查来看，这样一类的研究并不少见，且在近年有更大发展。前文表1.1显示，有12.4％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是推断传播效果的。

由传播内容指向其效果，这样的学术关注其实早在内容分析法发展之初即已显现。这首先表现在通过传播内容的呈现来揭示人们的关注焦点。在人际传播时代、口耳相传的社会里，人们的注意力局限于他们自身或邻里直接关注的事物上，也即他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而在大众传媒社会里，公众的注意力则相当广泛和多样。内容分析一直被用来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描述不同群体在不同话题上的关注焦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项内容研究都是对人们关注什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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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早期研究者往往通过对媒体所承载的内容进行分析来展现公众或媒体人对身边甚至遥远的世界的关注点以及相关态度和看法，如传播学先锋之一拉斯韦尔1941年发表的《世界关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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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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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者将传播内容某方面的特征与读者的注意力直接联系起来以考察其间的关系，比如文本中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物如何更加吸引某类型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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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研究还包括由内容来推导内容接收者的个性特征、社会结构地位及其所处的环境。然而，早期的此类研究严重受限于其研究的一个假设前提及其方法论上的认识局限，也即这些研究者或多或少将媒介上所能看到或听到的与实际上看到和听到的等同起来。而事实上，在现实中的许多情况下，可获得的传播资料与不同群体所看到和听到的往往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另外，什么样的内容引起什么样的读者的注意，如果仅仅从某杂志文章中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该杂志读者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这样一类数据，是不足以说明媒介内容在吸引特定读者方面的影响的，至少是说服力不够强。因此，要建立类似的相关关系，需要更为缜密的研究设计（详见第2章）。

内容分析法运用于传播效果的研究至少有如下几种方式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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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分析作为先前传播的效果表达这样的传播内容，也就是说将内容作为读者和听众的不同反应的指标，直接分析处理的是反应资料，而不是像在许多情况下将传播作为刺激。通过直接分析这样的资料，可以描述反映对传播的态度和行为。②从内容数据中直接推断影响效果，而不是参照反应数据。这是最常见、最常用的一种以内容分析来检视效果的方式，大量以效果为目的的内容分析在对内容数据本身进行了描述后，结合与情境相关的因素如受众类型、受众的心理特点和倾向等（却无相应的数据）来直接推断其效果，其推断效力往往受到质疑，因其无法与反应数据建立直接关系。③直接将内容数据与反应数据关联起来，比如将内容中出现的某些类目的频次与受众的回应频次以统计分析手段联系起来。这种方式因其技术上的难度在实践中相对少见，特别是在早期的内容分析研究中，而且该方法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条件，如需要建立因果关系链上的前后时点关系等。但早期内容分析者在此方面的积极尝试，为后来的研究者将内容分析法较为科学地运用于传播效果研究至少开启了一种研究方向。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研究设计到研究手段都大为改观，内容分析法已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内容分析运用于传播效果研究的研究设计路径详见第2章）。

1.4.3　反观传播内容的前因

从传统的传播模式来看，内容分析所针对的研究对象处于传播链条上的中心，也即传播源头与传播接受者之间。因此，以内容分析为中介，不但可以直接描述传播内容本身，也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设计、恰当的研究手段和合理的非传播内容数据的运用，推断传播内容的后果，还可以实现逆向反推，对传播内容的前因也即内容何以如此这般的各种条件和情况进行推论。此时的内容是作为导致内容产生的各种因素的外化指标来对待的，因此研究的目的不在内容本身，而通常在于如下两大方面：

（1）通过内容揭示和洞察传者的特征，诸如其写作或传播背后的动机意图、心理状态、目标兴趣等，从种种特征中折射出传者的价值观、信念、态度、感知力或智力水平，以及传者所处的社会结构地位、生活背景或社会环境等，或者其他信息。比如对于战争期间的宣传分析，也许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宣传本身（如宣传内容、手段和技巧等），而是试图推断宣传者的意图、价值观及其相应的策略，又或是从中挖掘出洞察敌方动态的军事情报（如部队士气、军事动向等）。这种推导性分析在“二战”期间体现得尤为突出，贝雷尔森就曾和他的同事展开过一项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广播宣传的内容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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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从内容来推导出这两个国家的宣传机构的合作程度。结果发现两国的广播宣传内容持续性的不同，根据以往对条件或事件与内容特征的相关性经验，研究者得出这两个国家在宣传方面并无合作的结论。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证实。克里本多夫曾总结了11条由内容推导传者及其他内容生产信息的应用，如：由政治领导人在演讲中所使用的隐喻来推测其宗教隶属关系；由市民给市长办公室的来信中所表达的关切之所在看出城市存在的问题；从作者在其散文中所使用的图像发现其精神变态的迹象；通过将一份未署名的文件与已知作者名的文本进行相似性统计分析识别判定该文件的作者身份；通过对公众选择观看的电视节目的内容来判断他们的政治派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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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者特征或背景信息的逆向推导，很多时候是借助于差异的比较分析而得以实现的。比如，对于同一事物由两位不同类型的传者而产生的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对比，由此反映出传者的不同特征；根据由同一传播源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产生的不同内容，判断该传播源的特征演变轨迹或时代变迁的烙印；从同一传播源对不同受众的演说方式折射出其不同的传播意图，等等。另外，类似于人类学家或考古学家借助社会性实物或历史遗留物来描述人类文化的常态特征或演变轨迹，内容分析者还可以从既存的内容资料推测其产生时代的文化或文化变迁。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基于其深厚的理论涵养、对内容分析法应用的独到理解，以及熟练的操作技巧，创建了一套借助于大众传媒所刊载的公开信息来对一个社会进行把脉的“文化指标”（cultura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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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信息系统分析”通过对内容（成分）的任一类目进行四种测量，以此追踪大众传媒文化的历时发展，这些测量包括：①一个系统的组成成分出现的频次，或曰“是什么”；②赋予这些组成成分的优先次序，也即“什么是重要的”；③与这些组成成分相关连的“情感”品质（affective qualities），或曰“什么是对的”；④特别组成成分之间的接近关系或逻辑关系，或曰“什么与什么相关”。

（2）由传播内容的分析逆向反推的另一大应用目的是探索影响传播内容的因素及其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以此为研究目的的论文数量在20年的内容分析研究调查结果中显得相当突出，占总论文数的10.5％（见上文表1.1）。在这样一类的研究中，传播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如议题显著性，议程多样性，新闻框架呈现，新闻报道基调、深度和广度，国际信息流的流向，新闻偏见或形象建构，网站结构特征等）一般是作为因变量（详见第5章对各种变量的介绍），研究者依据研究理论和研究旨趣的不同，来探讨可能对这些内容特征具有影响的因素在何种程度或何种情境下与内容产生关联，这些因素可以涵盖各种层面，包括微观层面如消息来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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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人如新闻主编、调度或新闻报道者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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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选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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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观乃至宏观层面如新闻实践的客观局限（新闻报道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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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新闻报道对通讯社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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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媒介所处外部环境因素，如媒介外行动者因素（利益集团、政客、环保组织的群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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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经济因素（媒介所有权、市场大小、地区竞争、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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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社会结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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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因素（外交政策、政治体制、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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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以及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如地理距离、游客量、文化接近性、人均GDP、国家实力、新闻出版自由、民主程度、宣传模式、各种文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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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将这些因素纳入内容分析研究中，目的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即研究者试图跳出内容文本自身，将其与文本使用的情境及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意义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注意力的转向将内容分析法带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应用天地，同时也促使相关研究者探讨更为科学的策略来应对该方法运用于此类研究和推论中遇到的问题，进而在实践摸索中不断使该方法的应用更加严密和完善，比如怎样使影响因素与传播内容之间的链接更合乎逻辑、更科学、更能为数据所支持，从而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和效力（参见第2章）。

内容分析法发展至今，因其实用性和方法上的日渐成熟，已在多种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虽然其应用领域广泛，但并不是所有应用都会富有成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与方法本身有关，就如同其他所有研究方法一样，内容分析法在具有突出优势的同时，其劣势和局限性也同样明显。


1.5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传播学研究工具的优劣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有这样一个共识：测量行为会干扰正在被评估的现象，致使观察受到影响；观察者调查越深入，受影响越严重。对于社会科学，维卜、坎贝尔、舒尔茨和塞莱斯特等人曾列举了研究对象对参与科学调查的几种反应方式，以及这些反应如何会将错误引入所分析的数据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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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反应包括：研究对象对被观察或被测试的知觉意识；任务的人为状态或研究对象对任务缺乏经验；研究对象对作为被试者或回应者的角色期待；测量过程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研究对象所持的刻板印象和描述某些回应的偏好；以及实验者／访员对研究主体的影响等。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和投射测试等都特别容易因这些影响而产生错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内容分析则是非反应性的或非介入性的。克里本多夫认为这是该方法的四大优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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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社会研究者也许出于两大主要理由而希望避免反应性情境，其一是对情境的过度影响有可能扭曲数据资料，进而危及研究的效度，其二是研究者需要隐藏他们对数据资料的兴趣所在，担心被数据来源操纵。而内容分析则因其对数据资料本身的非介入性，不需麻烦任何回应者，而相对减少了这类失误的可能性。内容分析所面对的数据资料是既存的，如已经见诸媒体的新闻报道，或者，虽非研究时已有的但其内容本身的生成不受研究者掌控，如在研究设计后抓取既定时间段内的网站内容。这种非介入性使得内容分析者既能研究当前的事件，也能研究过去的历史，也即分析者的在场与否被排除在研究前提条件之外。可以说，内容分析法在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是唯一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方法，分析者可以在其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展开其研究。

内容分析法的第二大优势是对非结构性资料的可接受性，也即它可以将非结构性问题作为数据来处理。与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所不同的是，内容分析研究者通常是在数据资料已生成之后才对它们产生兴趣，可以处理因不同目的而生成的各种形式的文本，分析者无法完全预料到文本创作来源所使用的术语和类目。这种非结构性数据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保留了数据来源的概念构想，而这却是结构性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所忽略的。

另外，内容分析对语境具有敏感性，因而允许研究者处理那些对其他人而言重要的、意味深长的、富有信息的、甚至代表性的数据文本。对语境不敏感的方法，如控制实验、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等所生成的数据无法指涉原有的语境，因而与观察脱节。在这类方法中，什么产生数据、数据中不同成分如何相互关联、其他人如何理解数据、或者数据对于其来源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都无关紧要。而对语境敏感的方法则承认数据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即这类方法认识到数据由他人阅读，为他人所理解，并在指涉其自身的语境中展开。通过采用这类方法而得出的推论更有可能与所分析文本的使用者相关。

同样是对语境敏感的方法，内容分析法又不同于民族志方法、历史编撰学方法和诠释研究等，这些方法往往依赖于小样本量的文本，很难处理大批量数据，而内容分析法则因其程序的明确性和统一操作性而可以处理大批量的文本，也就是说，如果程序规则清楚并严格执行，类目的界定准确清晰，信度可以得到保证，从而可以被许多编码员或计算机软件重复应用，这样就可以处理大大超过单个人所能胜任的文本。在内容分析研究中，样本量超过数百的案例不胜枚举，成千或上万篇文本的也是屡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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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分析文本的研究中是难以想象、甚至是无法实现的。

量化内容分析所产生的数字型数据在很多时候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比如类似于“45％”或者“30次中有27次”这样的描述所传递的信息要比“不到一半”或“几乎总是”更具体，更准确。并且，基于量化的数据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手段进行基于样本的总体推断。

然而，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是利也即是弊，各种研究方法均是如此。而成熟的研究者应该了解各种研究方法各自的利弊，并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其各自的优势。就内容分析法而言，其程序化和量化有赖于所下定义的质量和研究者的诚实，这使得研究结论受制于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架构，同时也给后期的成果评估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内容分析的材料虽然较为容易获取，并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但也正是因为所涉及的材料一般都很多，所以内容分析的时间消耗量和人工强度都很大。有时，研究成本还很高，如果需要雇用编码员的话。另外，内容分析的一大弱点在于其在解释传者动机和测试对受众的影响等方面的推断性分析能力，不如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直接，仅内容分析本身较难构成强有力的论断，要实现这一点，需要相当精巧的研究设计并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详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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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分析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任何一项研究中最基础、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研究设计既是一项研究的整体规划和架构，更是研究探索的一种逻辑思路和结构。在实际开始搜集和分析数据资料之前，研究者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然后再着手构建研究设计，就如同建筑师先要知道他／她所要设计的是什么建筑、功能又怎样之后，才可能谈得上其设计是有的放矢，平衡满足各种需求。

其实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首先都是一种思考方式，加之一组有针对性的分析策略，从而使研究能有系统、有步骤地展开。研究设计既是思考方式的重要体现，也是分析策略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无他，就是确保所要获取或已经获得的证据能使研究者尽可能清晰、有效地回答最初的问题。在研究设计时，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清楚明确地知晓其可资利用的证据类型，另一方面，各证据类型可用来描述怎样的现象和回答怎样的研究问题，或者研究者所要检验的理论和所要评估的项目要求怎样的证据类型来实现其目标，也就是说“针对某个研究问题（理论），需要哪种类型的证据来回答问题（或检验理论）才是令人信服的”。
【1】

 减少研究证据的诸多模糊性，增强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就是研究设计的根本之所在。简言之，一个好的设计确保理论、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能有机地融合。
【2】

 所有对具体的研究操作程序、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的考虑都是围绕“我需要搜集什么样的证据”
【3】

 这个问题而展开。

研究设计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发挥着同样的功能。一个好的内容分析研究设计能够明确并整合这样一些过程，如选择用于分析的样本、内容分类、放入各类目的内容单元、类目之间的比较，以及由数据导出的各种推论。这意味着研究者十分清楚地知道并思考他／她询问的问题及背后原因，他／她能明确说明需要用来检测他／她的想法的各种证据，并知道一旦数据收集解码后他／她将用到的分析类型和手段，以及这些分析能容许他／她作出的推论。

尽管传播学研究初学者往往从内容分析开始起步，以为开展内容分析研究要比其他研究容易得多，且无需太多的培训或前期筹划，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是纽恩多夫所指出的需要破除的“神话”之一。
【4】

 内容分析既可以如初学者所祈愿的那般简单、容易，也完全可能像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和实验等那般复杂、深入。简单未必即是粗鄙，复杂亦未必就是大美，关键在于研究者需要“回答什么问题”以及需要得出怎样的结论，一个恰当而精致的研究设计则往往可以将研究引领至更高的境界。

本章将介绍如何根据内容分析研究的三大目的（描述传播特征、推论传播前因和推断传播效果）来设计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案，进行多种类型的比较设计，如同种变量跨时段、跨情境、跨受众的比较，以及不同变量在同一类型文件数据中的比较，媒体内容与传播标准的比较，发送者信息与接收者信息的比较，媒介内数据与媒介外数据的比较，等等。


2.1　分析前的准备和决定


与任何系统的经验调查一样，内容分析研究必须在做好了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后方可进行。内容分析者在分析前需要思考、把握、规划和决定的几个方面有：①科学逻辑的运用；②文献的类型和作用；③理论的作用；④研究问题／假设的类型与后期分析思考；⑤数据资料的选择与使用；⑥对原始资料的浸入；⑦决定是人工编码还是电脑编码。下面将就前五个方面详细阐述。

2.1.1　科学逻辑的运用

作为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之一，对内容分析法的运用同样需要懂得遵循科学的原则（如演绎和归纳的推理过程）、比较的原则、研究假设的推导和验证以及理论的建构和检验。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骤和研究应用来看，它具有很明显的推论性质，可以说，推论贯穿于内容分析研究过程的始终。推论既充分体现在研究问题和假设形成中，也隐含在编码方案的构建和人工编码环节上，还可以反映在分析者对量化统计结果的诠释以及研究结论的推断上。研究者在着手设计一项内容分析研究之前，需要十分清楚可能会采取哪种推论方式，采用的程度怎样，以及通过怎样的推论方式得出研究结果。在逻辑学中至少有三种推论的方式，即归纳、演绎和外展推理。这三种推论方式虽然其使用程度和场合会有所不同，但在内容分析研究过程中都被研究者不断运用着，只是在研究过程各环节上的运用各有侧重。

●　演绎
 （deductive）的推论隐含在其前提假定中，它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比如，这里有个一般法则是“这个袋中取出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而个案是“从袋中取出的豆子”，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的结果，即“取出的豆子都是白色的”。这一推论方式在内容分析特别是量化内容分析研究中，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由既有理论、前人研究或大的现实背景推导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详见本章下文），以及由相关概念衍生出相应的变量和编码类目（详见第5章）这两个研究环节上，而且进一步由此指导编码员在编码中进行推论。

●　归纳
 （inductive）的推论是由诸多类似的个案一般化为一个通则。比如这里的个案是“这些豆子都是从这个袋中取出的”，我们发现“这些豆子都是白色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法则“这个袋子中取出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在逻辑上虽然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具有相当程度的正确的可能性。由较小的样本对较大的总体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推广以及研究假设的统计显著性的测量，都涉及这种推论。而且，这种归纳的方式有时还运用于量化内容分析并常见于质化内容分析的代码生成和类目建构中，特别是用于浮现式编码（详见第5章和第8章）。

●　外展推理
 （abduction）的过程则跨越了逻辑上不同的领域，从一种特殊情况到另一种特殊情况。假设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些豆子都是白色的”，而我们同时又知道这样一个法则“这个袋子中取出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那么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个案情况，也即“这些豆子都是从袋中取出的”。这种推论方式对内容分析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尤其是在通过内容分析推导内容本身以外的信息（比如第1章中反推内容前因）时，大多都是采用此种推论方式。

在所有经验性研究中，这三种推论方式都很少以纯粹的三段论形式出现，而且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它们也不是以一种对等的方式出现的，通常是基于各自的研究目的，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同时需要对每种形式都产生一些新的见解。研究的过程或者是演绎的，或者是归纳的，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三种推论方式都是科学的方法，但有不同的目的。通常来说，演绎的方法是来证明一个理论的，归纳的方法则用于导引一个理论。这一点将在下面有关“理论的作用”这一小节中进一步论述。下面就外展推理的解释逻辑及其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体现做些具体说明，因为国内有关研究方法的文献中多提到前两种推论方式，而少有外展推理的相关论述，特别是在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讲解中。

外展推理是由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于1860年首先引入的一种解释逻辑。如果要解释一种推测，就需要找到能解释结果的一项法则。皮尔斯认为，在任何推理中都要涉及三个不同的实体，即法则（关于世界组成方式的看法）、情况（世界上存在的已知事实）和结果（如果把法则运用于该情况，预期将发生的事情）。这也就是皮尔斯所提出的分析性外展推理。比如上一章提到的以内容分析法来推断某部作者归属不明的作品到底是由谁创作的，研究者需要在两个特殊情况（不知作者身份的作品与某位已知作者）之间搭建关系，这中间就用到了外展推理。要实现这一推理过程，发现一种法则（或者通则）是关键。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对该已知作者的所有作品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出该作者行文的规律（比如常用语汇、词频、词语组合，等等），由此规律来预期其他作品的可能，然后再对那部待鉴定的作品进行类似的内容分析，并将其结果与已知作者的作品进行相似性统计分析，从而推断该作品的作者身份。可见，外展推理始于一套有关事实、观察或已知情况的数据，使用一个假设（也即我们的分析构念）去解释这些数据，如果该假设为真的话。而且，如果其他假设不具有与该假设同等的解释效力的话，该假设很有可能为真，可以被用于推断其他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5】



内容分析研究之所以常常利用外展推理，是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如非介入性，文本与其产生背景的断接等）所限，内容分析者很多时候不得不对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推断。此时，研究者往往要充分调用其掌握的各种资源，“综合运用其统计知识、理论、经验和直觉去问答从文本中而来的研究问题”
【6】

 。

内容分析法大师克里本多夫教授曾套用英国哲学家史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的论证理论给出一个用于文本外展推理的精简明了的示意图。图尔敏1958年出版的当代学术名著《论证的使用》被誉为“《论题篇》的复活”。其著名的“图尔敏模式”由主张
 （claim）、根据
 （ground）、正当理由
 （warrant）、支援
 （backing）、反驳
 （rebuttal）和模态限定词
 （modality）等六因素组成，其表述为：有了根据G，就可以诉求W（它依赖于支援B），在缺乏某个特殊的反驳R或没有出现取消资格的情况下，来证明主张C，或者至少证明C可以成为一个假设M。根据图尔敏的理论，如果要从数据D推向结论或主张C的话，必须有一个正当理由W也即恰当的依据为其辩证。图尔敏给出的例子是，如果我们已知“X是瑞典人”，那么要做出“X极有可能是一个新教徒”这样一个推论，就必须以“大多数瑞典人都是新教徒”这样一个常识为依据。由于这种推论并不是无例外的，因此需要在主张C中加上限定Q（这里是“极有可能”）。推理中依据W在数据和结论之间搭建了逻辑桥梁。图尔敏还在其逻辑框架图（见图2.1）中引入了另一个成分，即依据W需要证明的基础，或者支援B。

[image: alt]


图2.1　图尔敏的论证逻辑示意图

图尔敏推理例子和图示说明引自：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38.

依照此逻辑程序，克里本多夫推衍出一个从文本到研究问题的可能性答案的类似的推理路径图（见图2.2）。他特别指出，这里的推理依据是假设性分析构念并确保分析实施的可靠性，而这种推理依据又反过来为分析者对文本产生或被诠释的语境的了解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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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克里本多夫的文本推理示意图

基于克里本多夫的解说和对大量的内容分析研究实例的考察，笔者在此特别指出，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实现这种推论并使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除了概念的有效性外，程序上的可靠性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也就意味着内容分析者在进行研究设计，特别是在进行由内容本身推及内容以外的研究设计时，除了一定要很清楚地明白两种事物或现象间的连接桥梁可能是什么、如何搭建这种桥梁以外，还需要对内容分析所涉及的关键概念和核心变量，以及研究步骤和程序有着充分的把握，并在研究设计的过程中给予相应的思考和安排。

2.1.2　文献的类型和作用

文献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任何研究而言，都具有生命线一般的重要性。就内容分析而言，以过往研究为基础，研究者可以从多方面获益：或者是将以前研究的发现扩展至不同的媒体、地方或内容形式；或者通过比较前人研究来考察内容的跨时变迁；或者借助于已有概念或标准来检视或评估新的内容；或者根据新的内容为原有概念增补新的维度；或者直接运用原有研究的测量工具（包括编码表或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词库等）；偶尔也会有将当前研究发现与过往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的情况，但如果不是小心复制原有方法（如测量、抽样），这种比较并不如设想中的那么有意义。因此，对以往研究工作的仔细检视也许可以为展开一项更完整的纵向研究项目提供一把关键钥匙。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对内容分析研究进行设计和发展的预期中，研究者应该对所关注的相关话题的以往研究工作进行详尽的搜索。而且在搜索过程中，研究者应该根据项目的需要，在研究的不同环节对不同类型的文献有所侧重。

根据其性质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内容分析研究常常运用的文献可分为理论性文献与非理论性文献。这两种分类是比较宽泛的，前者不单单指纯理论阐释或理论思辨性文章，它是以有无理论为研究指导或是否围绕论述、验证或建构某一或多个理论来展开为评判标准；而非理论性文献则是以文献是否具有专业学术性且在研究方法或操作层面有所贡献为分类基础。

理论性文献包括以核心概念或相关理论为基础，以验证、发展或建构理论为目标的符合专业学术领域写法的研究论文及纯理论和哲学性的文章，具体而言，这就包括那些对已有的理论假设在新的时间、空间、事件、媒体等条件下进行实证检验，或利用已有的理论或概念来描述、解释或预测新事物、新现象、新媒体、新受众等，或对已有理论、概念或假设进行扩展、引入新维度新变量新关系并予以验证，或对已有概念作出操作性定义，或对已有理论关系提出新的操作性检验的研究论文，以及规范理论或思辨性理论文章；其他与理论无涉、基本上属于纯粹的现象描述的研究论文或其他文献均为非理论性文献。

理论性文献对内容分析的研究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提升研究者的理论触觉
 （theoretical sensitivity）。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充分利用其理论触觉，这种触觉指的是研究者本身的一种人格特质和研究素养，是研究者在面对资料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概念化能力。
【7】

 也就是说，研究者凭借着这种理论触觉，能察觉到资料中意义精妙之处，并有能力去赋予资料意义，能了解、区分相关与不相关的事物并具有洞察力。而这种理论触觉，除了与研究者本人的特质有关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研究者长期对理论性文献的追踪、浸入、理解、把握和不断的实践运用。有着良好的理论触觉的研究者，相对比较容易、快速地从大量的文献和原始研究资料中抓取关键性的问题，而且往往能够在研究设计及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方向感。


2）刺激研究者提问题
 。这种刺激有的是指向一些尚未开拓的领域或建议，尚未充分研究的概念，或不甚完备的关系体系，或未曾涉及的概念和概念维度，有的则是通过发现文献资料之间或理论关系之间彼此不一致的冲突矛盾或暧昧不明之处，来引导我们展开研究，以此消弭其中的矛盾、不确定性或问题。另外，某些领域的文献也可能会显示，一个即使已被多方研究过的老问题，如果其中仍有某些难以捉摸之处时，研究者亦可采取另一种切入角度的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或可对问题中的难解症结做进一步的探讨。


3）为内容分析的类目
 （categories）建构和编码方案
 （coding scheme）设计搭建骨架
 。虽然许多纯粹描述性的内容分析研究往往可以脱离任何文献进行类目建构，但这种建构通常流于内容的最表层，或者说无特定针对指向的显性内容，以致研究千篇一律。如国内常见的新闻报道内容分析，无论何种研究主题，经常将报道版面、位置、发稿地、消息来源地、字数等诸如此类的信息编码一遍。可以说，这是缺乏理论指导、缺乏问题意识、缺乏研究设计的最突出的反映之一。对相关议题的理论性文献的熟悉和把握，可帮助内容分析研究者在类目建构时抓住关键性的类目，并对类目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为编码方案的初步设计提供一个整体框架（类目建构和编码问题详见第5章和第6章）。


4）帮助研究者选取内容分析对象
 。在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中，各类媒体往往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但由于媒体的多样性及其所承载的内容的丰富性和海量性，研究者通常都需要在至少三个层面上进行样本的选择（参见第3章第2小节）。其中在信息载体这个层面，具体选择哪些媒介实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分析者在研究设计时就需要考虑的。从笔者所调查的20年内容分析研究来看，大多都是从以往研究文献中获取了选择研究对象的参考借鉴，成为其研究在媒介实体层面上进行立意抽样的根据。另外，质化内容分析者也可通过以往相关文献的熟悉和把握，在内容单位层面进行理论抽样时获得灵感或作为理论饱和度的参照标准之一（详见第8章）。原则上，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经常出现而富有研究潜力的现象（如蕴含多种特征、多方维度和歧异性等）。所以案例要达到某种程度的“多”才足以成为研究者搜集分析的对象，这个多或不足的判断是要研究者去实现的，而这种判断力是基于研究者的理论触觉的。

非理论性文献也许在构建概念核心体系方面不如理论性文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同样也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非理论性文献又分为技术性文献和非技术性文献。技术性文献是指学科专业内无明确理论为指导，或是以单纯描述现象、现状、时空变化或主体对象间差异等为主体研究内容的专业学术性研究，以及以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探索为研究目标（如对内容分析研究抽样类型的使用进行差异和利弊比较、考察全文数据库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运用、新闻报道的可读性测量研究等）的研究论文，或是反映行业或专业领域动态或走向的研究报告等。对于技术性文献而言，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提供研究背景和研究的基础理由
 。虽然纯粹描述性研究论文的理论贡献比较有限，但好的此类研究往往为进一步探讨深度问题提供了事实基础，许多概念理论问题通常是在摆出事实和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前人对事实和现象的较为可靠、可信的描述，有可能引发研究者在把握和比较不同事实或不同现象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更深一步的概念问题或理论问题，或者刺激研究者从各种事实或现象所展现的变异模式中获得不同的研究视角的灵感。


2）为完善具体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或借鉴的直接来源
 。技术性文献中有不少是以探索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劣、研究质量的掌控和途径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目标的，这些文献不但为内容分析的抽样设计、信度效度测量的选择和使用等指出了扬长避短的注意事项和操作程序，而且也往往为类目变量的操作化这一内容分析的核心环节提供了参照样本，有时甚至可以被后来研究者直接拿来应用，如文本可读性的测量公式和计算机编码词库等。

非理论性文献中还有一类属于非技术性文献，包括私人信函、日记、传记、政府公报和政府搜集的数据统计、机构所出的定期报告、报纸和录音带等。这一类文献如果不是用来作为内容分析的主体资料（即内容分析直接指向的目标对象，如私人信函、日记、报纸等），它们往往是拿来辅助主体资料的，也即提供一种标准参照或辅助性的佐证，比如量化内容分析在进行内容前因或后果分析时往往借用非媒体内容资料数据（如新闻出版自由指数、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市政部门犯罪率统计、行业组织公布的报纸发行量与市场占有份额、农村发展报告、其他学者关于性行为研究的数据报告等），以此来考察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某种内容特征）的影响（详见本章下面第2节），又或者在质化内容分析中将这些辅助性资料与所分析的主体资料所显现的特质互为参照对比，以辨析主体资料文本中的隐含意义等。

2.1.3　理论的作用：演绎和归纳

在内容分析研究设计前所要思考的各个方面中，与文献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理论，或者说，理论将在其内容分析中发挥多大和怎样的作用。在内容分析中理论的作用有三种可能：演绎、归纳和无作用。有学者会认为所有的研究都是由理论驱动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不用任何理论框架的情况也是常见的。这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与设计更为实际的关系是：不用理论，也可能会有好的内容分析设计，也可以得出有用的结果，比如在媒介形象研究和电视暴力研究中，同样都是没有理论的论文，亦明显有设计好与坏、研究质量高与低的分别；然而，不用理论的话，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必须做出不同的决定；反过来讲，好的内容分析设计则往往是以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概念和概念关系在设计中发展明确。

有许多内容分析，研究者都是始于一个理论，也就是理论发挥着演绎的作用。这里的理论指的是克林格所说的正式理论（formal theory）。当研究者直接针对“一系列互为关联的构念（概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将变量间的关系具体化来呈现对现象的系统见解，目的旨在解释和预测现象”时，即可见正式理论。
【8】

 一个正式理论可以帮助内容分析研究设计者聚焦于某些概念，以这些概念在理论中被界定的方式衍生出编码规则和赋值，从而发展出编码方案。一些学者认为，理论对指导内容分析的设计是必要的；
【9】

 有的则甚至认为每项内容分析都必须以理论框架为指导，比如内容分析研究著名女学者金伯丽·纽恩多夫在近期指出，较之于内容分析研究的其他许多领域，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似乎更需要理论基础的投入，这可能是由于性别研究的直接来源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性别角色效果、刻板印象、性别歧视（sexism）、体格形象影响和性别差异生物基础等理论。
【10】

 笔者对五份国际期刊20年里发表的588篇内容分析研究论文的调查（见附录一）发现，有42％的论文明确以某种理论框架的阐述为基础来展开研究。

总体上说来，理论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演绎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根据某一理论的概念及其关系体系，直接以经验性证据来验证该理论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领域，著名的挪威学者约翰·盖尔顿（Johan Galtung，或译高顿）曾在1971年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结构帝国主义理论，其理论核心是中心—边缘国家模式和机制，成为1970年代直至1990年代主导国际新闻／信息流研究的范式之一。盖尔顿提出该理论时并没有以实证数据加以验证，后有不少学者以内容分析研究不断地从各项维度和各种环境定向因素，包括国家体系的层级秩序、文化接近性、社会距离和经济关系等对其理论加以验证或推衍，
【11】

 其中最直接的验证性研究是梅耶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12】

 他为了验证盖尔顿的中心—边缘国家模式，首先将其理论主题操作化，也即对国际新闻流进行了动态的、多面向的操作化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南北国家（分别以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拉美和撒哈拉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国际新闻流进行了内容分析。


2）有一些内容分析虽然也是验证性质的，但是首先由原理论衍生出针对具体文本或所关注的研究主体的研究假设，然后予以验证
 。比如，有研究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之一男性特质来比较高分和低分国家的广告内容。
【13】

 这里，自变量是一个国家的男子气水平，被霍夫斯泰德定义为性别角色差异程度，因变量包括一系列性别角色描写，如端庄或诱人的女性服装、工作或非工作角色、由女性扮演的非工作角色的类型（家庭／消遣／装饰性的）等。研究者由霍夫斯泰德的对国家间的性别差异程度的论断，演绎出有关广告性别角色差异程度的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对广告性别角色的描写进行内容分析，并对这种描写进行性别间差异的比较，以此来验证其一般性理论推衍出的有关具体事物的假设。


3）大量的内容分析主要利用理论作为研究信息的基本的逻辑依据，而这通常反映在信息效果理论的应用上
 。比如，在媒介形象研究中有学者援引关于接触媒介中性别角色描写的认知效果理论、
【14】

 格伯纳的涵化分析（或称培养分析）和媒介形象的感知效果理论，
【15】

 也有学者引用以往研究来支持其想法，认为性别刻板印象会影响自我概念（self-concept），对他人的评价和任务绩效等。
【16】

 从笔者对20年间的内容分析研究调查来看，最常见且较好地被用来作为内容分析基础的重要的媒介效果理论，包括框架理论（framing／frames）、
【17】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和首因效应（或译启动效应，priming）、
【18】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19】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20】

 使用与满足（use and gratification）、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自我表现理论（self-presentation theory）等。这些理论除了用于演绎新的研究假设也即上述第二种情况以外，还往往作为对假设中有影响力的内容进行内容分析的逻辑基础。

以上三种情况均为理论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演绎性作用，这种作用在量化内容分析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也是其在量化内容分析中最集中的体现。但有些内容分析，特别是第8章讲述的质化内容分析，其遵循的科学方法是以观察内容为始，然后再进行经验概括的陈述。这就是归纳。这些经验概括虽然常常与理论命题的情形相符合，但也时常会有新发现。在这种归纳的作用下，理论直至数据搜集和分析之时或之后才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巴利·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瑟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所称的扎根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21】

 （参见第8章相关内容）。因此，这样的内容分析编码方案设计之初是没有理论作指导的，但理论在编码类目的归纳提炼以及类目关系组合与分析时却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论对于内容分析研究很重要，但也有不少内容分析既不以理论为始也不以理论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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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基本上没有理论指导的研究设计而言，设计者往往将其研究任务视为仅仅描述显性内容，因此这类分析的目的在于对所分析的内容中的某事物进行描述或分析。而隐性内容的描述则往往涉及一些复杂的概念，因此其理论性难免随之增强。而在显性内容的单纯描述中，事物通常是以单变量的方式进行汇报的；比如要编码员记录手枪开火的次数。研究者对什么是手枪（以区别于来复枪等）和什么构成开火（以区别于没有上子弹等情况）给出一个简要的定义。这是一项相对简单的设计任务，编码员无需太多的培训即可完成好编码的任务。这样一类的分析中也许有不止一个的变量，但研究结果也只是一次对一个变量的计数或百分比的描述，如此对多个变量逐一进行描述性汇报。当研究者开始以双变量的方式汇报变量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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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迈向对关系进行经验概括的王国了，此时也就开始将研究描述为归纳或解释研究了。

2.1.4　研究问题／假设的类型与后期分析思考

在正式进行内容分析研究设计之前，除了清楚地把握各种文献和理论的作用并恰到好处地予以运用以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研究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明确自己的研究题目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问题，比如吃透各种文献和理论，不断地在个人和专业经验的基础上与文本或现实问题进行对话，浸入到社会情景和社会现象之中，并请教询问同行以求得提示和灵感，这些都是打磨研究题目和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研究问题要能确认所要研究之现象，题目需要透露研究者特别要了解哪些现象。内容分析所研究的题目往往是点出所要分析的内容的某种／某些特质及其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设计之初，研究者通常会提出一个范围较大的题目，不过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随着概念的逐渐形成以及现象与现象间关系的浮现，研究者逐渐对何为有关或无关的资料有了基本的判定，此时研究题目便会逐渐窄化而有了焦点。研究题目既不宜太过开放，以致似乎什么都要网罗进去，但也不宜太过狭隘，以致把许多可能的发现，因题目的格局所限而被排除在外。研究题目如一个引子，除了帮助研究者能顺利地着手进行研究之外，还能保持整个研究计划的焦点所在。当研究者可能迷失于庞大多样的资料时，研究题目能将其注意力拉回，再次厘清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任何研究过程都是从一个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issue）或难题（problem）开始的。一项研究的开始，必定有研究的目的，并相应地会有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有的研究目的是纯理论型，有的则侧重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哪种类型，都可以转化成为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或研究假设（research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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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录一笔者的内容分析研究调查中，所有588篇论文中只明确提出了研究问题但没有研究假设的有44％，只有研究假设但没有研究问题的占24.7％，既明确提出了研究问题也有研究假设的有18.9％，其余的论文只是点出研究的主旨但并没有拟定专门的研究问题或假设。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在本质上基本相同，但较之于研究问题而言，研究假设需要更加细节化，是一种预测性的陈述，研究问题则不需要细节的预测。而且两者在表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研究问题是疑问形式，而研究假设则采用陈述形式，且往往是对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方向性的假设。例如，同样是“属性议程设置”这样的研究主题，探索性的研究者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R
 ：报纸新闻报道的议题属性与读者对议题属性的议程在显著性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由上述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研究问题，研究者基于理论文献的梳理，可以进一步根据属性议程的两个具体方面，分别构建出如下两个陈述性的较为细节化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1
 ：报纸新闻报道议题属性的显著性将与读者对议题属性的议程排序呈显著正相关。


研究假设H2
 ：报纸新闻报道议题属性的显著性将与读者对议题评价的重要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2.1.4.1　事实问题、价值问题与政策问题

内容分析研究乃至传播学研究的初学者在思考和设计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假设时往往出现四种缺陷：①习惯性地想到的是最基本、最表面的描述性问题，这既是初学者研究经验和文献理论的掌握较为匮乏的表现，同时也是问题之二的体现；②在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之间缺乏基本的判断和分辨；③拟出的研究假设在经验上无法验证；④在设计时只想到问题和假设，却未能考虑到如何以相应的正确方法如统计手段来解答问题或验证假设，而实际上，问题／假设的拟定与其解答方法应该在研究设计的阶段就要一并思考。因此，从技巧的学习上来看，学会分辨内容分析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的基本类型及其所需要的相应的分析路径，对于初学者是大有帮助的。

从问题的性质来看，问题可以是事实性的，也可以是关乎价值的，又或可为政策服务的。事实问题（questions of fact）试图根据我们进行研究时所知道的情况来描述世界本来存在的面貌。一个事实问题的提出是对我们心灵的外部世界属性的疑问，其答案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可观察的环境中。因此，事实问题往往被称作经验问题（empirical questions），也即可以通过观察而被验证或反驳的问题。比如下面几个问题：

（1）电视娱乐节目中攻击行为的描写现实性程度如何？

（2）网络公民记者和报纸网站记者，哪个更可能使用机构消息源提供的信息？

（3）网络新闻使用的超链接中指向站外网页的频率是多少？

（4）党报的读者是否少于都市报的读者？

以上的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观察调研而找到答案。如果两位不同的研究者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观察调研，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采取同样的步骤，遵循同样的观察规则，而且这些规则足够明确，那么，他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相同的，或至少是八九不离十。这种问题的答案不在于研究者自身，而在于外部世界。

事实问题可以通过实证答案获得求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容易回答。许多事实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尽管已被研究了多年，不同的实证研究也许只是说明了不同的答案，而未能达到统一，有的答案甚至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复杂的事实问题在不同人的研究中，是根据不同的定义、使用不同的方法和规则来回答的。比如说，“大众传媒对暴力行为的描述和呈现是否帮助形成了接触这样一类媒体内容的人的暴力行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者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就其答案而争论不休。现实社会构成暴力的因素多种多样，要以一种确定可靠的方式将相关因素鉴别挑选出来，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回答这样一类问题的困难不在于断定答案是否就存在于那个外部环境中，而是如何开展实施与问题相关的观察和如何进行甄别筛选。

事实问题可以关乎过去，也可以是有关现在的。关于现在的问题将研究者引向直接的观察（direct observation），而且答案往往是第一手的。比如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和范围，什么人在使用、使用频率怎样以及如何使用等，这些都是事实问题，观察人们现在和将来的使用状况即可得出直接的答案。而对于有关过去的事实问题，我们只能进行间接的观察。比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闲话”广播节目曾享誉20世纪30年代，而现在的传播学研究者想考察该节目在当时的影响，包括罗斯福是否通过该节目恢复了当年低迷的国民的自信心，他的闲谈是否激发了人们发挥他们的新的活力去解决当年美国面临的重重困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事实性的，可是研究者却无法直接进行观察。当然，许多传播学历史学家都会声称“炉边闲话”的确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然而，他们对事实的论断是建立在间接观察的基础上的。这些研究者或许阅读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分析当时新闻报纸有关该节目和听众反应的报道；又或许采访了对当年的广播还记忆犹新的人；还有可能认真听过了该广播节目的录音带。

事实问题可以有很多方式来解答。针对这类问题，传播学研究者通常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探寻和回答。科学的研究要求十分小心地控制和界定观察，而且观察是可以不断重复进行的。科学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缩小描述世界时的人为影响，比如个人偏见等。



评价事实问题的标准

1．该问题是事实性的吗？

2．该问题是关于传播（或者具体地说是关于人类符号传输）的吗？

3．该问题是清晰而明确地陈述的吗？

4．该问题是关于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吗？

5．该问题具有潜在的理论旨趣吗？有无理由认为所考察的变量是相关的？有无其他变量与这两个变量都相关呢？（该研究是否有可能会引起科学社群的兴趣，因此结果有可能被发表而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

6．以往有无研究考察过该问题或与此相关的问题？

7．我们个人有无兴趣投入精力去探索回答该问题？

8．我们是否有能力以一种首创的方式来回答该问题？

9．让我们去回答该问题是否切实可行？也就是说，考虑到我们的资源，我们是否能够开展该研究？我们如何将变量操作化？要回答该问题，哪些步骤和程序是必须的？

10．如果我们知道了该问题的答案，这个世界是否有可能变得更好？

译自：Hockings, J.E., Stacks, D.W., & Mcdermott, S.T. (200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rded.). Boston, MA: Pearson Education. p.12.



与事实问题所不同的是，价值问题（questions of value）所提出的询问关系到对事物的评价，也即判断某个对象、某种情景或者行为是好还是坏，正确还是错误，漂亮还是丑陋，等等。这类问题所关心的是世界应该
 怎样，而不一定就是它本来存在的那样。比如，相对应于上面几个事实问题，我们提出这样几个价值问题：

（1）将有大量的攻击行为血腥描写的电视娱乐节目播放给原本是要观看星期六早间教育节目的七岁以下儿童，这是否合乎道德？

（2）汶川地震中，网络公民记者与报纸网站记者的报道哪个更权威、更可信？

（3）新闻网站深层页面上指向站外网页的超链接是否有侵权嫌疑？

（4）党报的公信力是否高于都市报？

尽管这样的问题都能够回答，但每个人却未必给出同一个答案。有关价值的问题可以是影响社会的重大议题，也可以是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我们对孰是孰非的判断。虽然存在争议，但一般人都认为绝大多数有关价值的问题并不存在完全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任何价值问题都是可争论的，这是因为答案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是不同的。人自身以往的经历造就了人之所以成为如此这般的人、之所以如此思考并拥有如此这般的价值观。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人生经验和精神状态。但另一方面，因为同处一个社会里的人共享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语言系统，由此也共享许多相同的价值。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教育对于国民素质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谈论价值问题的基础，也是研究者能够对涉及价值问题的概念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定义，从而对相关问题进行衡量的基础。

正如霍金斯等人所指出的（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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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解答，极端点定在“答案纯粹来自于提问者”和“答案纯粹来自于外部世界”。然而，在现实中，两类问题的答案从来既不是纯粹来自于提问者，也不纯粹来自于外部世界，而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一处。依据问题性质本身，其答案在提问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偏向也就不同，比如价值问题的答案倾向于中间偏右，有关价值问题的讨论倾向于“答案纯粹来自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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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两级对照

还有一类问题在解答时都要或多或少涉及并首先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即政策问题，它事关在管理事务和决策制定中选择恰当而明智的行动方案和路线。政策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的形式，而这些规则是有关行动或行为的，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在一定环境中去做什么。通常情况，当我们提到政策时即会想到正式的组织比如政府部门或机关、商业和教育机构。例如像下列的政策问题：

（1）国家电视管理部门是否应该制定政策，限定含有电视暴力内容的节目在周六和周日的白天里播出？

（2）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是否应该禁止在酒类广告中使用名人代言？

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建立在调查事实、拷问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政策问题通常都非常复杂，需要相当多的信息包括事实信息和价值信息方能解答，而且还要求对相关事物的定义（比如何谓新闻报道平衡、何谓黄色网络信息等）达成一致。内容分析研究有不少是在描述现象和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其背后隐含的政策意义和决策基础，比如电视暴力内容分析和媒体内容多样性分析，前者背后的政策关照是有没有必要从媒体管规和政策上保护儿童避免接受电视暴力节目的负面影响，如果电视暴力确实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且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给儿童造成了负面影响的话；而后者则在西方民主国家常常被视为一个事关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政策问题，因为媒体内容的多样性是民众成为知情公众的重要信息渠道的保证，也是媒体之所以成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器之所在。

2.1.4.2　描述性问题、关联性问题与差异性问题

除了按问题的性质划分，研究问题还可以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根据分析重点和分析方法划分为描述性、关联性和差异性问题（见图2.4），不同类型的问题所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也各有不同（有关具体分析方法的解释详见第7章）。其中，最基本、最常见也最简单的一类是描述性研究问题
 ，对于此类问题的解答只是描述或归纳数据，多半仅涉及某个／某类事物的特征和性质本身，并不需要推广至大范围的个体，因此一般不使用推断性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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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析解答问题。该类问题又分为基本的描述性问题和复杂的描述性问题。前者一般是关于一个变量的相关问题，例如这样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电视中20岁以下的暴力者出现的频繁程度怎样？”这样的问题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往往问的是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频率分布（frequency distribution）、每个类别的百分比（percentage）、变异（variability）或分布形状（shape of distribution）。有些问题简单地描述样本人口统计数据（demographics）；而另一些问题则描述一个因变量。复杂的描述性问题一般同时涉及多个变量，但不涉及推断性统计，比如，两个定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s）的交互表（或交叉表，cross-tabulations）、多变量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以及量表的多个题项的信度测量（如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
【27】



图2.4中的其他两类问题差异性研究问题
 和关联性研究问题
 的研究总体目标是探索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两类问题的解答大多需要运用推断性统计方法。然而，二者在概念上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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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性和关联性问题的区别在于具体目标和用以回答问题的统计分析类别。当研究者比较两个或更多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以此来解决问题时，所涉及的问题是差异性
 的。此时，每个组都是由在自变量上具有一个价值或层面的个体组成的。这一类型的问题试图解释在因变量上组与组之间是不同的。比如这样的研究问题：“在美国2004年总统选举中全国广播电视网较之于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是否更加平衡？”又或者：“某某报纸是否赋予了不同的种族／族群以相同的机会就种族问题发表言论？”这类问题或是涉及两组之间差别性的对比（如前个问题中的全国广播电视网与地方电视台在播出内容平衡性方面的对比），或是涉及更多的组间比较（比如美国国内多个种族间就种族问题发表言论的机会方面的比较）。这些问题经过对关键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并搜集到相关量化数据后，可以采用卡方检验、t检验、z检验、ANOVA、MANCO-VA等统计方法实现组间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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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研究问题的目的、类型及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

另一类探索变量关系的研究问题是关联性
 的，同样也是关系到两个或更多变量，然而此类问题的侧重点是试图解释这两个或更多的变量如何共变，比如报纸报道内容或广告内容如何因应其发行量的不同而不同，或者，一个或更多变量如何预测另一个变量，比如多种外在的系统因素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人均GDP、地理接近性、语言接近性、灾难事件的频次和轻重等如何预测国际新闻报道量及其流向。这些共变关系的建立一般通过相关性和回归统计分析（如皮尔森相关统计、斯皮尔曼秩相关统计、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等）来实现。

研究假设的拟定基本上也是与这三类研究问题相类似，同样可以分为描述性假设、关联性假设和差异性假设。上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即是一种典型的关联性假设。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量化内容分析一般被认为是假设演绎性的，也就是说，由理论推导出一个或多个假设。所谓假设，就是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推测性陈述或预测。
【29】

 每个假设是演绎性地进行检测的：首先为每个变量设计测量方法，然后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上的考察，看所预测的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假设得到支持，并进一步导向支持推导出该假设的理论；如果不成立，则假设没有得到支持，相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便受到质疑。如果现有理论不够强大至保证一种预测性的假设的提出，那么退一步的方案是提出一个或多个研究问题。一个研究问题是一个关于变量之间可能的关系的询问。在演绎性的科学模式中，假设和研究问题都是在数据搜集前提出的。但假设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为确认假设的成立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假设推断的样本数据，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倾向性的例证法，而非量化研究中所指的科学的验证。在假设提出后，研究者应对所有的数据资料一视同仁，尽可能在现有条件下采用最为科学的抽样方法搜集数据资料。

2.1.5　数据资料的选择和使用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基本确定之后，研究者在正式开展研究设计前需要考虑的是根据内容分析的基本形式来确定数据资料的选择和使用，好的内容分析设计往往不只是关注传播内容资料的搜集，而是通常会根据研究目的寻求更多渠道的数据资料，以实现超越单纯描述的较为复杂的研究。与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相对应的是，内容分析最为基础的形式是：①仅仅描述信息内容，这种形式的内容分析所选择的数据资料一般是研究所关注的传播信息内容本身，如电视或报纸的新闻报道、电视娱乐节目、网页内容或结构特征、各种演讲、家庭对话，等等。但是，其考察的范围可以通过如下途径颇有成效地得到扩展；②考察信息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③将信息内容数据与有关信息来源的数据相结合；④将信息内容数据与有关信息接收者的数据相结合。最后两个途径可以被称为“聚合的”形式，
【30】

 它们提供了确定信息产生前因和信息接收效果的有力手段。

内容分析的第一种扩展类型，也就是考察信息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如下两种方式之一或者将其综合以实现其目的：第一种方式是考虑在传播内容内部依据变量属性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变量来选择和搜集数据资料，这在性别角色的内容分析中是一种常见的选择。在最低限度上，研究者通常会依照性别这一变量，有意识地在大众媒体内容中根据男性和女性角色或表演者的划分来分别选择样本资料，然后在两者之间进行统计比较。例如，有研究通过此种方式发现了视频游戏杂志上呈现的男女游戏角色之间的显著差异，
【31】

 男性更有可能是主角或英雄，能力更强，更多地使用武器，并且更强有力、更具有男性特质；女性则更有可能是配角，衣着袒露，并被刻画成有吸引力、性感和无知的形象。此种方式更为复杂的代表性例证是纽恩多夫等人利用含有17个预测变量的logistic回归法，
【32】

 发现了对詹姆斯·邦德电影里女性死亡率的显著预测模型；第二种方式是引入非传播内容或非媒介内容的数据资料，对内容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和关联分析。在这种方式中，除了内容分析直接面对的数据资料也即传播内容本身以外，研究者还需要考虑选择合适的非传播内容或非媒介内容数据作为内容分析数据的辅助性资料，以更好地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上一小节中关于关联性研究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多项预测因素的考察，国际传播学者丹尼斯·吴曾对38个国家在两个星期内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33】

 描述该样本中所报道的214个国家被报道的情况和数量，并将它们作为研究中的因变量。而后将9个可能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系统因素作为自变量，由此考察多个自变量如何预测主宾国的被报道量。研究者引入了各种非媒介内容数据，如报道国与被报道国两国首都的地理距离（通过网站Indo.com
【34】

 的在线服务获取信息）、来自国际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1995年对各国新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报道国与被报道国进出口贸易量（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96年贸易统计年鉴指南》），以及《1996年世界年鉴》汇总的各国人均GDP和地理面积等。这种非媒介内容或非传播内容的二手数据的应用在笔者对近20年的内容分析研究的调查中屡见不鲜，其种类可说是无所不包，如人口统计数据、报纸发行量、行业协会年度文件、法院判定案例数据、农村发展报告、经济发展报告、城市犯罪统计指数或自杀率、市场数据、教会记录、医学索引、国家档案馆记录及其他政府数据来源，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内容分析研究者在研究设计时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调动各种数据来源的可能，从而使内容分析尽可能突破对内容现象本身的描述，提升研究对传播内容的分析深度和解释力。

内容分析的第二种扩展方式是将内容分析信息数据与信息来源数据结合，由此可以发现信息产生过程中重要的因素。这类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一项对女性再现的台前幕后的调查。
【35】

 研究者关注的是美国黄金时段播出的现实类和虚构类电视节目生产，探讨的是在这种节目生产过程中幕后女性的参与如何与电视节目上的女性再现相关。结果发现，在制作虚构类的情景剧和电视剧时，如果女性编导占据节目制作的高层位置，那么节目中女性角色会有更好的再现，解决冲突的方式也更为平等；而这种关系在现实类节目中却不曾出现。

第三种扩展方式是将内容分析信息数据与信息接受者数据整合，为检测信息效果提供了机会。此类内容分析研究往往是综合了其他研究方法，由内容分析数据与另一组研究调查数据如信息接受者的问卷调查或实验数据组合而成。例如，柯林斯等人将内容分析和调查数据相结合，
【36】

 发展出一套详细的测量青少年接触电视上性内容情况的方法，结果发现这种接触可以跨时预测青少年是否会开始性行为。同样是研究媒介对受众的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另有研究者则将内容分析与实验结果相连接，
【37】

 他们首先对在线报纸在2003—2004年对一起强奸案的新闻报道标题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新闻标题对强奸“神话”的普遍支持，然后从内容分析的新闻报道标题中分别挑出支持或反对“神话”的样本，对男性受众进行实验，发现男性在接触了支持“神话”的新闻标题后容易持更强的支持强奸的态度。


2.2　研究目的与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并非对任何内容分析都是一成不变，其类型取决于研究者想要回答的问题和数据。围绕传播内容，研究者关心的研究问题基本上涉及三个方面：①传播内容及其特征是什么？②传播内容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传播内容？③传播内容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分别偏向于三种研究目的或路径，即内容描述性研究、生成前因推断性研究和后果影响预测性研究。下面将针对三种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解说内容分析研究的设计思路和注意事项。

2.2.1　描述性的内容分析设计

内容分析最频繁地用于描述传播内容的属性和特征，或者识别内容特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只是回答各种“是什么”的问题，主要就诸如传播的关注焦点、传播内容趋势或媒体间的内容差别等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假设。此类分析的研究者通常是非常小心地将其研究结论限定于所研究的内容，尽管其动机也许很显然就是希望由内容特征推断内容来源或者预期内容可能产生的结果。

描述性的研究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清楚、简洁，可以提供细致、精确的画像。但它们有时成为那些质疑内容分析深度研究的可能性及其作为一种方法的科学重要性的人的攻击目标。当然，从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确有不少内容分析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常常将描述退化成拙劣的事实堆砌，或如赖特·米尔斯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
【38】

 有大量主题不明、缺乏针对性的调查和个案研究仅仅报告了微不足道的信息，并没有激发出任何“为什么”的问题，或提供任何通则化的基础。然而，这里说的是那些无意义的描述功能，而并非是对描述性研究本身的指责。

虽然有人不重视描述性研究，将其视为“纯粹描述”，或者也有大量的研究新手将描述性研究低级化，但真正抓住现象和问题的细致的描述对于研究计划还是很有必要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社会形态和本质的知识。而且，细致的描述可以激发研究者提出解释性研究中“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探索到过去25年中存在着较大的社会两极分化，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在问“为什么”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确认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加剧的存在及其程度。最好发展出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社会两极分化比过去要严重，但是，如果基本假设是错误（也即社会两极分化并没有加剧），那么试图解释并不存在的现象就颇为荒谬了。同样，在对媒介的认识历史上，常常有一种对于新媒体负面影响的恐慌论，认为新兴的媒体如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和广播、三四十年代的电视，乃至于当代的互联网，其承载的“负面”内容（如色情、暴力等）会对特定人群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负面内容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存在，是一个我们进一步推论其影响的前提性的研究问题。因此，描述性研究是任何其他研究的基础。

2.2.1.1　单一型与比较型描述性内容分析

对于内容分析而言，描述性的研究设计大致有两类，即单一型与比较型。前者很简单，因为只是单纯具体的对某一现象某一属性的描述，而且通常是在一个时点或时段上对一个变量的描述，因此，此类研究的设计思路一般呈直线型，也即需要什么就寻找直接对应的数据资料即可，其对应的研究问题是上面小节中提到的描述性研究问题。虽然有的描述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如“电视情景剧中所呈现的社会世俗化程度怎样？”，但这样一类的研究一般只要按照内容分析正常的操作流程即可实现（参见第1章第3小节），无需在设计环节上费太多周折，而对于较为抽象的描述性研究而言，其最需要考虑解决的是抽象概念或类目的操作化定义问题（详见第5章），比如如何界定电视情景剧中的社会世俗化并使之操作化。

需要明白的是，描述性的内容分析并不总是意味着单变量（也即仅在一个时点上描述一个变量的结果），也可能是，而且往往应该是，在对比中发现差异，并由此发现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从研究境界上说，为了获得有意义的结论，所有内容数据都必须在比较中提升其价值，这一点在学术性研究中尤其重要。比如，一篇社论或一份报纸在一段时间内使用“自由”一词n次，这种发现本身其意义并不是很大，可是当研究引入时间维度以后，将一个国家的同一媒体在不同政治体制统治下进行对比，其研究意义就大不相同。因此，描述性内容分析的研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往往是比较型的，这种类型的研究设计对应的一般是差别性研究问题。比较型研究设计大致有三种情况：同一信息源生成内容的比较、不同信息源生成内容的比较、信息源内容与外部参照的比较。

2.2.1.2　同一信息源生成内容的比较

该类型的比较以同一个信息源（如同一位演讲者、同一个媒体等）所生成的内容为分析资料，或是在同一个文献资料范围内比较变量X和Y，或是以某一个关键变量X（或多个变量）为轴心，进行跨时段或跨情境比较。


1）比较内容变量X和Y
 。这种比较不但描述了内容／风格特征与传播方式，而且可以揭示同一信息源生产的内容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2.5）。这一类型的内容分析实例最多的是探索传播内容某一特质的性别差异或种族差异，其中的变量X是研究者所关注的某传播内容特征比如电视暴力的呈现，而变量Y则是性别、种族或其他。电视暴力研究最早的分析仅涉及暴力呈现（比如频次、程度等），后来的研究即向纵深发展，在研究设计中引入各种内容变量，多层面、多维度地建构类目，如暴力的真实程度、实施方式、情景信息，暴力交锋和暴力镜头等，不但注意分析各种变量（如暴力与性形象、暴力与施暴者正反面角色、暴力与情境幽默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把考察情景信息的各个变量分配到分析单位的各个层次，
【39】

 从而为有效地探讨暴力节目的影响（如暴力脱敏问题、
【40】

 暴力的强化作用等）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其他考察不同的内容变量的研究实例还有，比较虚构和非虚构电视节目对医生在能力、种族性格、人际沟通风格、体谅他人、权力和外在吸引力等方面的描绘，看不同的节目类型（如黄金时段虚构性节目、白天肥皂剧、电视网新闻、新闻杂志和电视“脱口秀”节目等）之间在这些描述特质方面有无差别；
【41】

 再如，比较政治广告三种形式（积极、消极、混合）的不同语言和情感诉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对政治广告的情感反应的作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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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内容变量X和Y的比较

在该设计示意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关系或比较，虚线箭头表示所作的推论。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30.

在麦克姆斯等人对二级议程设置的一项研究中，
【43】

 这种内容变量之间的比较以及相互关系的揭示体现得尤为突出，可谓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之作。该研究对1996年西班牙大选中候选人形象进行研究，同时考察二级议程设置的两个属性面向（attribute dimensions），即实质性描述（substantive descriptions）和情感性描述（affective descriptions）。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常用分析手段之一交互表（见表2.1）显示了两个面向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候选人之间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测试媒介的属性议程设置影响选民的议程设置这一假设。


表2.1　二级议程设置的两个属性面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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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个单元格内的数字是对选民就候选人所提出的开放性问题的回答的内容分析中所识别出的断言（assertions）的数目。


2）比较跨时段信息
 。从这种比较中，不但反映出内容本身的发展趋势（如1885年到1985年这一百年间报纸头版设计发展的趋势和转变特点，
【44】

 体育插图杂志中广告明星代言人的使用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性别和种族问题、
【45】

 通过分析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来揭示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新进展
【46】

 ）（见图2.6），而且分析者可以作出有关世俗走势的推论，例如，通过对30年间美国三本流行杂志（Sports Illustrated，Rolling Stone，GQ）中的图片分析，研究者调查了美国男性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标准的变化和发展；
【47】

 通过对期刊杂志四个不同时代的样本广告的内容分析揭示出广告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48】

 因为广告常常体现了某种消费者的价值观，或是被用来解释目标群体、目标社会所支持的主导价值观；由分析美国四大广播公司（ABC、CBS、FOX和NBC）在1950—1990年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的家庭人口特征和结构特征来展现美国家庭结构的时代变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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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跨时段信息的比较

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28.

另外，有的跨时段比较则是以此来折射社会、政治或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内容生产带来的影响，或者至少是这种环境因素的变化体现在内容上的不同反映。比如，在国际媒介体制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对当代一些国家的媒体如何因应政治体制变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其中就有研究者以俄罗斯三大高质量报纸之一《消息报》（Izvestiya）为例，分析俄罗斯纸质媒体在争取独立构建民主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50】

 研究者通过对该报在1988年和1996年这两个重要年份的头版新闻报道进行内容比较，试图在呈现该报是如何向公众报道政治事件的同时，以此来折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变对于该报新闻报道的影响，并由此探讨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传播自由的深入和市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新闻报道的结构上这样的深层次问题。

在跨时段比较中，时间维度是关键，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和时间段是比较差异并对差异作出合理解说的关键。因此，分析者在研究设计时不但要尤为注意，而且一定要做到在正式搜集资料前心中有数，并且在汇报成果时一定要给读者清楚的交代，即选择时间点或时间段的理由何在。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引入，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点（如年份）或时间段（两年期、五年期或十年期），或者一个时段中每个年份之间的比较，有时也可以是一个时间点的选择，以该时间点为分界线，然后进行前后对比。

2.2.1.3　不同信息源生成内容的比较

对于不同信息源所生成的内容，其比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由内容考察内容生产主体间的差异（见图2.7），这种差异的比较又可为进一步推论内容生产主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大环境与传播内容特质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内容生成主体既有个体层面的（如个人书信、个人网页，或者在记者层面考察新闻报道的写作风格或偏向性问题），也有组织层面和国家／跨文化层面的。在内容分析研究的实践中，后者相对较多，既有不同传播层次或传播机构之间的比较，例如，比较小报和传统电视新闻杂志节目在犯罪报道方面的不同，
【51】

 市场份额大小不同的地方电视台在处理从外来市场引进新闻时，是否解决了已感知到的偏向问题以及处理的方式有何不同，
【52】

 网络在线新闻如何不同于传统的报纸、电视、有线电视和广播的新闻报道，
【53】

 也有不少是探究国际间的差异，如在标准化—本土化争论背景下比较美国和日本电视广告的信息内容，尤其是策略和战术（如信息线索的使用), 
【54】

 通过比较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CNA）与美国CNN的新闻简讯来检视亚洲新闻与西方新闻实践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样一种理念，
【55】

 通过对中美广告诉求的内容分析来反映两国的文化价值差异。
【56】

 这种中层或宏观层面的比较往往能将微观内容的考察与一些较为中观或宏观的机构、市场、体制或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加深研究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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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不同信息源内容的比较

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30.

2.2.1.4　信息源内容与外部参照的比较

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内容分析研究的应用目的之一是在一定参照框架下对传播内容进行评估，这一类研究的设计涉及将某一信息源的信息与某种表现标准比较（见图2.8），因此需要在设计时斟酌援引怎样的参照标准以及如何引入的问题，这也就是本章前面小节中所提到的非传播内容数据或非媒介内容数据的使用问题。依据比较的目的，此类研究又可细分为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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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信息内容与外部参照的比较

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31.


1）将信息源内容与现实比较，以此来判断信息源传播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客观现实相吻合
 。在媒介暴力研究、犯罪新闻报道研究和特殊群体形象（如女性形象、黑人形象）研究文献中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实例，所使用的非传播内容或非媒介内容数据包括法院判定案例数据、城市犯罪统计指数或自杀率等。在一则题为《电视娱乐节目中攻击行为的描写有多真实？》的代表性实例中，
【57】

 研究者为了实现媒介传播内容与现实的比照并确定电视节目描写的真实程度，他们从复制真实性（replicated reality）和情境真实性（contextual reality）这两个层面来界定真实性，前者指真实世界里攻击行为与电视上所呈现的攻击行为的匹配程度，从研究操作层面来看就是内容分析所获得的攻击性行为数据与美国刑法部统计数据的匹配程度，包括四个方面的数据，即攻击性行为的最小百分比、男性和黑人攻击行为者是否占高比率、受害者是否多为男性并且在黑人和白人中比例均等，以及多数攻击行为者是否认识其受害者。
【58】

 第二种真实性也即情境真实性则是指暴力所发生的情境特征的真实程度，这一构念的提出主要是呼应一些学者对原有类似研究的批评，指出观众依赖行为的情境来构建意义。研究者从意图、动机、回报、后果、幽默和现实性等六个方面来建构情境真实性，这一部分的分析主要依据电视节目内容分析所获得的数据。


2）将信息源内容与某一标准比较，以此来评估传播内容的质量或与预期目标的匹配程度
 。这种标准参照有的是直接援用既有的某种资料，最为常见的是用于美国电视节目是否达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政策规定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标准的常规性内容分析报告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其标准主要参照FCC有关公共利益服务的电视节目内容要求以及以往学者对相关要求或标准的界定和总结；再比如，以美国民意报道的旗帜性报纸《纽约时报》对民意调查结果的新闻报道为考察对象，将其与美国民意研究协会（AAPOR）所采用的指导方针中有关如何撰写调查结果的建议相比较，以此检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是否与最少信息公开量这一标准相一致，并推断该报对民意调查结果的报道的质量。
【59】



还有的研究不是直接援用现有参照，而是在一定的理念或某种行业标准期待的框架下，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构建，研究者在已有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一套概念化和操作化定义后的基准，然后以此基准来评估信息内容的达标程度。这类研究常见于评估新闻报道的平衡公正或客观性研究。
【60】

 再比如，在网站兴起之初，在还没有既定的网站交互性评估标准的情况下，路易斯萨·哈和林肯·詹姆斯两位研究者首先从理论概念上梳理交互性的定义，提出交互性的五个维度，并以此对早期的三类企业网站进行交互性程度的基准评估。
【61】

 另外还有些有关新闻报道偏向性研究则是以现实情况为参照来评估报道内容的选择偏向，比如有研究曾以美国最高法院各类裁定和其他诉讼的案例为基准，以此判断美国三大主流报纸对最高法院裁决的报道在案例议题上的偏向，进而说明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偏向问题。
【62】




3）将信息源内容与信息源主体行为比较，以此来判断信息源主体是否言行一致
 。例如，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比较竞选人A在选举竞选中的承诺与其选举后为实现其承诺的行动，以此判定竞选人A履行其承诺的程度。

2.2.2　生成前因推断性的内容分析设计

在内容分析研究发展历程中，对内容本身的关注虽然一直未脱离研究的中心地位，但也不乏研究者对超越信息描述（也即内容的前因与结果）具有浓厚的兴趣，虽然这种兴趣点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可能有所侧重。人际传播类的（特别是那些以已知接收者为对象的）内容分析倾向于试图推断信息来源，而大众传播类的内容分析则倾向于试图推断接收者或接收者效果或者两者兼顾。如第1章提到的，对于内容产生前因的推断性研究较早用于判定作者身份，而当代的此类研究则多是探索信息内容生成的影响因素（或关联因素）及其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与描述性内容分析相比，推断性内容分析更具学术性，因为应用型研究往往限于描述层面，说明事物或现状是什么，而学术性研究则更着眼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因果解释。纽恩多夫建议，在学术性内容分析中，“变量应该在研究问题或假设的形式下相互联系在一起”。
【63】

 她指出，一方面，内容分析本身只能描述信息特征或者识别信息特征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其方法是构成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整体之必需，进而构成社会与行为科学之要素。在与以个人为调查单位的其他研究的结果相结合时，内容分析可以为研究人际传播行为和受众对中介化传播的反应的多重方法提供经常缺失的重要连接环节。纽恩多夫所说的连接集中体现在两种推断性内容分析上，一是对内容生成的前因进行推断，二是对内容可能产生的结果或效果进行推断或预测。

虽然贝雷尔森认为研究者可以从对信息内容的考察中推论信息来源的特征或意图，或者对信息接收者作出某种论断，
【64】

 但纽恩多夫却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此种推论缺乏经验根据，“不受支持”，与科学哲学的原则不相一致。
【65】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纽恩多夫警示的重要性，因为其质疑所指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来自于研究设计、数据使用和关系建立上，因而在这三方面对研究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内容分析在实现这种推断性研究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之所在及其局限性，如此方能更为理性、有效地运用此种方法解决实际研究问题。

从近20年间的研究实践来看，对内容生产的前因推断性分析在探究内容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有三种路径和方式来搭建其间的联系：①无经验性数据连接的逻辑推理，②内容数据与内容影响因素数据的相互比照下的逻辑推理，③内容数据与内容影响因素数据的经验性直接连接。第一种方式因为缺乏直接的数据连接，因而在推断上往往被视为不太可靠或至少是不够坚实的，这也是纽恩多夫质疑的主要对象。相比之下，后两者特别是第三种路径的有效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大。

2.2.2.1　无经验性数据连接的逻辑推断

这种推断性内容分析是在缺乏经验性数据连接下的一种替代分析，也即在一种逻辑推理（主要是外展推理）的基础上对所分析的内容特征进行反向推论，而非建立一种内容与前因之间经验数据的直接的相关关系。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现状和以往研究的考察，或者基于某种理论的演绎，推导出在某种影响因素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从理论逻辑意义上内容应该呈现的不同特征，然后通过内容分析获得一组而且也是研究中唯一的一组经验性数据，来反观实际获得的数据是否印证了逻辑推理上应该呈现的特征型态，如果是，则说明这种影响因素与内容特征有关，甚至进一步推断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见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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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无经验性数据连接的内容前因推断

政治传播领域里的一本以刊载高质量量化研究论文著称的权威期刊《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6年发表过一篇论文，
【66】

 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和加拿大电视台对社会抗议的新闻报道受到哪些情境性因素的影响并如何受其影响。在此研究中，内容与影响内容生成的因素之间关系的建立，并无直接的经验数据的支持，也即由内容分析而获得的数据并没有在经验性层面上与体现影响内容因素的数据产生直接的联系，后一种数据在研究中是缺失的。为实现其研究目的，研究者在比较不同情境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该研究的具体推论路径是，在考察现实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比较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媒介系统所生存的环境，如政治体制、媒体融资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影响等，然后进一步由以往有关抗议和国家媒体关系的研究发现和理论阐述中，找出影响媒体报道社会抗议活动的关键因素（如媒体的制度性焦点、反映精英论争和挑战现行体制基础的抗议的不同性质，以及抗议群体提升其议题被报道并影响其如何被报道的能力等），并从以往研究中梳理出一些有关社会抗议运动的媒体报道与情境因素之间关系的较为宽泛意义上的隐含假定，由此进一步推导出其研究要验证的美国和加拿大媒体报道抗议的不同的三个具体研究假设，如果这三个有待经验性验证的假设被内容分析数据印证了的话，反过来则可以说明那些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的可能性。

从实践总结来看，这种对内容生成的影响的推断往往又是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


1）由比较不同情境下产生的内容来推断
 。其中一种设计是比较在不同状况下由某一个信息源产生的信息，这种设计适用于推断变化的情况对传播的具体特征的影响（见图2.10）。比如，面临激烈竞争的报纸是否要比那些在发行区内垄断的报纸提供明显好得多的新闻报道，以此来推断媒体所有权垄断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再比如，同样是考察媒体所有权与媒介内容的关系问题，研究者可以选择一份原来是家族所有，后来被媒体垄断集团购买的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比较这两种情景下的报纸中将少数族裔作为消息来源的情况，由此推断所有权变迁对报纸的影响。情境的比较还有一种设计是比较不同信息源在不同情境下生成的内容，就如同上述比较加拿大和美国的电视新闻对社会抗议的报道这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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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同一信息源在不同情境下生成的信息比较推断

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29.


2）通过比较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而产生的信息来推断信息目标受众的影响
 。例如，通过比较某电影公司生产的G片（面向普通观众）与R片（严格限制在17岁以上观众），来推断目标受众对电影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
【67】

 《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发行地区不同，面对不同的读者，因此有可能导致这两份报纸对某个事件比如1995年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主题或关注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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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而产生的信息比较推断

本图绘制参照：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p.29.

2.2.2.2　内容数据与影响因素数据相互比照下的推断

推断某种／某些因素对内容的影响的第二种路径，与前一种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此类研究是在两套经验数据的比照下进行逻辑推理，以此来印证和解释内容影响因素与内容实质／形式特征之间的关系（见图2.12）。在此类研究中，反映内容本身的经验数据也即由内容分析生成的数据与可能对内容产生影响的因素的经验数据这两者在统计分析上是独立进行的，并没有直接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关联在一起进行分析
【68】

 ，而是在各自单独分析的基础上相互进行比照，然后通过逻辑上的关联和解说来进一步印证和推导内容文本与影响内容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后者对前者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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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经验数据比照的内容前因推断

在政治传播研究和新闻话语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也即各种政治力量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左右新闻话语，在大众传播环境中营造出有利于己方的战略话语。对此，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如果前者真的会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必然会或多或少在新闻文本中有所体现。经验研究所要做的便是在两者之间以经验数据验证的方式建立起可信可靠的桥梁，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观点论证或是个别案例的非系统化的论说层面上。传播学领域的两份重头刊物《传播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政治传播》都曾登载过不少以此为研究主题的实证研究，其中一种路径即采纳的是两组数据的比照。例如，凯文·科等人在探讨西方思想界用二元话语来建构现实的趋势以及美国布什政府在后“9.11”时代如何运用二元话语赢得政治优势时假定，如果美国总统运用了一种二元话语，那么美国主流报纸的社论就会有相应的效仿。
【69】

 这种有关政治利益方作用于媒介话语的假定如何在经验层面得到印证和推断呢？其研究的总体思路和实施路径如下。

首先需要考察作为影响因素的美国总统的话语。研究者选取了布什总统从200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到2003年3月17日以通缉萨达姆拉开序幕的伊拉克战争这段时期的15篇重要演说。以段落为分析单位对总统演说进行内容分析，
【70】

 也就是说，每个段落中只要出现一套二元话语即赋予一个编码。如此获得第一套经验数据，以“9.11”事件发生日期为时间切分点，对该套数据独立进行交互表分析，
【71】

 看每种二元话语（如“善vs.恶”、“安全vs.危险”等）在“9.11”前后的呈现在分布上是否有所不同。其次对美国主流报纸的相关社论也进行内容分析。分析样本从美国20家报纸在每篇总统演说发表后两天之内的社论中搜集，报纸样本展现了地理上的多样性，而社论也与新闻报道不同，因为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新闻报道是实录，而社论则极大地体现了报纸的观点立场，因此新闻报道如果有对总统演说内容的投影式复现的话，也很难将其归因于总统演说的话语建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受制于新闻操作常规（如消息源援引等）的问题，因此选择总统演说发表后的社论为样本在逻辑上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对相关社论进行类似的内容分析即生成了第二套经验数据，并做类似的交互表分析。在建立了两套数据并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之后，研究者再将两套数据进行比照（表2.2），通过逻辑上的关联解释来分析总统演说的话语建构与报纸社论的话语呈现之间的关系，看社论中二元话语的呈现是否与总统演说具有一致性。


表2.2　二元话语呈现交互表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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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类似的内容分析研究设计在国际新闻报道和媒体议程研究中颇为常见，诸如一国的对外政策如何体现在该国的国际报道、对总统国情咨文报告中的话题议程与媒体议程之间关系的考察等。虽然这种比照以内容前后关系双方的两组数据为基础，较之于说明内容前因的经验数据缺失的第一种路径在经验证据上迈进了一步，但在数据的直接连接上仍然存在着可靠性和可信性问题，如果逻辑推断稍欠严密的话，基于这样的数据比照而得到的推论结果就会令人质疑。纽恩多夫所警示的关系连接问题多指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推断。因为无论是这两类中的哪一种，一是在统计分析上缺乏前因后果的两组经验性数据的直接关系，更勿论关系显著性检验问题，二是在推论中缺少其他因素的排他性以及建立影响关系所需要的时间前后确认问题，也就是类似于在麦克姆斯创造性地运用交叉滞后分析（cross-laganalysis）的研究设计之前议程设置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或者说一个有关影响方向，也即变量A和B到底是谁影响了谁的问题。

2.2.2.3　内容数据与影响因素数据的经验性直接连接

与前两种设计不同的是，第三种路径不单分别建立了有关内容特征的经验数据和代表影响内容的潜在因素的经验数据，而且在数据分析中直接将两套数据关联聚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一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见图2.13）。而所涉及的统计分析方法则有多种，如相关性检验、线性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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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经验数据直接关联的内容前因推断

在国际传播学分领域国际新闻／信息流研究中有一个持续的主导话题，即由国际信息流不平衡现象而带来的对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的思考和探索。以施拉姆在1960年代展开的系列研究为伊始，
【72】

 该领域许多学者都在长期不断地考察影响国际新闻流的媒体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实证研究中不断提出和验证作为自变量的影响流量和方向的各种环境定向因素，包括国家体系的层级秩序、文化接近性、社会距离和经济关系等，以此解释和预测影响国际事务报道的新闻价值和因素。另外，以事件定向因素为核心的研究脉系在观照媒体内容本身的同时，注重对决定国际事件新闻价值的媒体内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构建和验证，
【73】

 使得国际新闻流／信息流的经验研究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中继宣传与传播效果研究之后实证研究范式的突出代表。在此范式下，国际事件特征和媒体报道内容是因变量，而非流量和方向。可以说，以经验数据直接相关联为基础的内容分析在此类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比如在上文有关“数据资料的选择和作用”一小节中所提到的丹尼斯·吴的研究即是将内容分析数据与代表影响的系统因素（如两国地理距离、各国新闻出版自由程度、两国贸易、各国GDP、语言等）的相关数据直接关联起来，并以前者为因变量、后者为自变量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包含214个主宾国的完整、自成系统的数据集，然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每种决定因素对国际新闻报道量影响的预测力。

其他类似的研究还有评估国际事件与国家特征在预测媒体对国际事件报道的显著性方面的新闻价值，
【74】

 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可能影响灾难报道的因素（如与某一灾害相关的死亡数也即受害程度、这种灾害是不是新类型的，以及灾害发生地点属于世界上的哪个地区范围等）及其与报纸新闻报道的关系，
【75】

 等等。这种研究在影响因素数据方面会因应研究主题而有不同的考虑，虽也有像上一种类型的研究那样采用两套不同的内容分析数据，
【76】

 但更多的是使用以各种方式和渠道获得的非媒介内容或非传播内容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内容分析所获得数据直接联系起来，
【77】

 建立统计模型或关系，以考察内容以外的各种因素与内容本身的关系。这些非媒介内容或非传播内容数据的来源大多来自于相关领域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一般需要与当下研究相匹配的及时更新的数据，或者即便不是最新数据，也必须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持续有效性。

2.2.3　效果影响预测性的内容分析设计

内容分析研究还有很重要的一类，就是通过测量信息内容的关键特征来验证或预测接受者或受众对信息内容的反应，其主要目标是揭示传播内容对传播对象的影响，预测所考察的信息的结果或与之相关的传播者行为。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经典传统是探寻竞选传播对选民意见形成的影响，在这方面早期研究的代表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及其同事所做的伊里县调查，其中就包括了对报纸、杂志、广播讲话和广播新闻中竞选信息的广泛的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这几位先驱者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用两章的篇幅报告分析了“选民被告知了什么”，并特别辨析了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影响。
【78】

 自此，几乎已形成了一种研究惯例，将竞选期间民意形成的研究辅以对广告、辩论和新闻报道的竞选传播的分析。这也是西方民意研究一个长久不衰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和媒介信息是否以及怎样形塑了民意。将民意与媒介内容在个体层面与宏观或系统层面上联系起来，是许多研究路径的一个核心成分，而此类研究的关键是在传播内容与内容接受者之间建立证据连接。

2.2.3.1　提升研究效度的关键

如何将传播内容数据与信息接受者的反应或传播内容的效果（如民意结果）连接起来？研究者们在实践中已摸索出不同的逻辑和操作策略。最常见但也是连接最弱的一种策略是对聚合数据（aggregated data）的推测性阐释。这种推测有两个方向，或者由受众反应（如民意）反推至作为刺激因素的传播内容，或者由新闻媒体（或其他信息源）中的信息推论其对受众的影响。如果这种关系的某部分观察不到，或者仅仅基于印象性的观察而非系统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策略有助于衍生假设，但对因果证明却于事无补。这就使得内容分析法与其他以人作为数据采集和分析单位的方法（典型的有问卷调查和实验）相融合成为必需。因此，在民意效果研究中，更为有效的结果可通过测量或操作性地整合传播内容和民意这两者来获得。除了民意数据外，操作性策略还包括三个要素，也即对传播内容的分析、对信息接触的测量以及联系民意与传播内容的理由，并通过操作上的和统计上的程序建立证据。在这一系列的操作性策略中，除了内容分析本身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外，其他两个方面是提升研究效度
【79】

 的关键：


1）获得接受者对信息内容接触的测量数据
 。当民意数据与大众媒体内容相联系时，如果除了内容分析结果外还可获取公众接触媒体和／或信息的信息，那么研究的效度将大为增加。有诸多不同方法可用于获取这样的信息，受众收视率／收听率研究是一个便捷来源，可提供有关印刷和电子媒体包括互联网的受众范围和使用的广泛而不断更新的信息。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受众的测量可提供受众接触内容类别（如新闻或广告）、具体的媒体出路（渠道、印刷产品或类似其他）、某一天或某一时段播放的节目、某些特别网站、某份报纸或杂志的议题、甚至是某议题内的特殊部分或条目等相关情况。国外对媒体使用的常年测量包括由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所主持的美国国家社会普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s）以及目前由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和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IRISS）合作主持的全美电子调查（ANES，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s）。GSS自20世纪70年代一直就相同的媒介问题进行调查，因此它可以追踪长期走势。在欧洲，由欧洲委员会委托、在欧共体成员国实施的欧洲变化晴雨表标准调查，定期调查人们使用媒体以获取在电视、日报、广播上的新闻以及他们接触欧共体媒体报道的情况。另外，像盖洛普、Roper和其他商业性调查机构也频繁地发布媒体使用数据，这些媒体使用数据可作为考察大众媒体内容对民意产生影响的连接分析手段。
【80】



然而，当研究者将这些数据与媒体内容相联系时，通常局限于在聚合的层面上比较，而并非是表达民意的个人其本身的媒体接触的一对一比较，从而使研究证据受到限制（这将在下文解释）。如果研究者想在个体层面上考察关系的话，他们不可避免地必须测量那些用以搜集民意数据的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样本（以此与媒体内容相比较），看这些受访者的媒体使用情况。研究者除了询问接触频率外，
【81】

 还设计出大量的测量工具探寻媒体使用的不同维度，例如对不同媒体来源的依赖、关注和评价。
【82】

 与标准的调查所不同的，一些重点关注传播行为的特殊研究采用更为复杂的测量，测量对特殊信息（如竞选广告、电视播放的辩论、特殊议题，或者特殊新闻报道等）的接触和接收等。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传播行为的测量不得不依赖于受访者的自我报告。如此一来，方法论的效度也许会受到质疑。
【83】

 恰如媒介内容分析著名学者舒梅克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所证明的，
【84】

 测量报纸接触的结果会随着如何操作化“接触”（比如测量阅读所花时间的多种方法）而有着很大的不同。
【85】

 显然，对人们接触信息的测量越具体、越准确，从民意（或传播内容结果）与传播内容相关联所得出的证据就越具有结论性。但是，细致的接触测量需要大量的访问时间，因此它往往是一个在所愿和所能付出这两者之间寻找合理的折中点。


2）建立传播内容与效果之间的证据连接
 。测量人们的信息接触并分析人们所接触的信息是建立传播内容与接受者反应之间联系的唯一的第一步。在传播内容与其效果的连接分析全模式（见图2.14）中，对传播内容特征和属性的内容分析、接受者对传播内容的接触测量，以及能显示和说明接受者反应或所受到的传播内容的影响（如上所述的民意）这三个方面的数据均不可或缺，而且这种全模式连接分析的不同数据组在分析单位上是一对一的关系，这种一对一的连接关系可以基于不同的分析单位。

[image: alt]


图2.14　传播内容与其效果连接分析模式图

本图绘制引自：Schulz, W. (2008). Content analyses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W. Donsbach and M.W. Traugott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pp.348-357. Thousand Oaks, CA: Sage. p.352.

2.2.3.2　一对一连接关系的全模式设计

传播内容及其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聚合数据和个体数据两个层面上都可以进行。以聚合数据为基础的解释通常将信息内容的传播效果比如民意的形成或变化归因于媒介信息的社会散播。经典的议程设置研究路径即为代表实例之一。议程设置是探究媒介内容对竞选影响的研究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假设，它将媒体中的议题报道与公众的议题显著性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典型的议程设置研究包括问卷调查，让选举区内的受访者指出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以此与主要关注新闻报道议题频率的内容分析相结合，而且这两方面分析的结合是基于聚合数据，也即在两套数据各自总结后再进行比较，而不是在两套数据个体案例的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的。如此一来，调查样本在两方面的总体倾向的吻合也许并不能代表个体在媒介内容接触和议题重要性评价的特质与媒介内容特征（也即媒体议题呈现）的一致性，因此有可能损害研究的效度。而且议程设置研究中大多都没有真正测量媒介接触情况，那么假设中影响民意的相关信息就无法得到足够的具体说明。另一个在当代传播中广为认可的路径涵化分析基本上也是采用聚合数据而非个体数据。典型的涵化分析研究通过将人口调查的结果与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相比较，其基本假设是电视节目的具体内容特征（如强调暴力）与公众的信念（如相信大多数不可信）是相关的。

将媒体内容与个人层面上内容接受者受到的影响相互连接起来，可以基于三种不同的分析单位，即个体的问卷调查受访者、信息单位或者是混合单位。
【86】

 德国当代著名的民意研究专家、前国际传播学会会长沃尔夫冈·董仕巴（Wolfgang Donsbach）教授曾以“索引模式”之名包括了前两种策略，因为两者都是将一套数据的聚合数据作为一个新变量加入至第二套数据单位中。与此相反，第三种策略，也即董仕巴教授标记为“个体数据模式”，则把由两套数据而来的个体层面数据合并成一个新的分析单位。与聚合数据路径所不同的是，典型的以个体数据为基础的微观层面研究假定单个的具体信息或一系列信息的接触有可能影响其意见和态度。根据数据是如何紧密相连，纽恩多夫考察了信息变量与来源或接收者变量之间的连接质量和强度，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连接信息和受众两种数据的不同层级，连接强度从一级至三级不等。
【87】

 最强的连接是内容和受众数据的分析单位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纽恩多夫称之为一级连接。其研究设计即包含了图2.14中所示的连接模式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如下例证说明了三种策略或程序的区别：
【88】




1）受访者作为分析单位
 。在一项颇为独到的议程设置研究中，研究者使用问卷受访者作为连接单位，测量美国人口总体的公众议程，以熟悉的开放式问题，询问在1974年全国大选研究中提出的该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89】

 另外，他们还询问受访者阅读什么地方报纸，对受访者阅读的报纸的头版新闻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将受访者接触过的相关媒体议程具体化。最后，研究者将每位受访者与他／她阅读过的特定报纸配对，并将（个人层面上的）问卷数据与对应的（聚合层面上的）内容分析结果合并。较为新近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贝克等人对新闻媒体对投票选择的影响研究。
【90】

 作者将四种不同的数据来源与以个体受访者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美国全体选民问卷数据合并。数据来源包括对受访者阅读的主要报纸和收看新闻的电视网的内容分析。内容分析关注的是新闻报道和社论中的实际偏见，同时访谈调查的是受访者感知的媒体偏见。


2）信息成分作为分析单位
 。利用信息成分作为连接的全模式设计很典型地体现在麦克姆斯等人的一项研究中。
【91】

 作者考察了新闻报道的哪些特征对报纸读者的接受产生最强的影响。与前文提到的实例一样，研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一家地方报纸的内容分析；二是对该地方报纸读者的问卷调查。研究者测量了该报某一天中所报道的199条新闻的读者接受情况，所询问的问题包括读者注意到该报的哪些新闻报道，是否阅读了报道文章的部分且阅读了多少。另外，他们还对该份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对每条新闻就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了归类，以此作为衡量读者的三个指标的预测因素。与前面实例所不同的是，此例中的连接分析是以每条独立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单位，以其特征为自变量，而以每条新闻的读者接受情况的聚合数据为因变量。

与此类似的是纳卡拉多与纽恩多夫合作的一项有关广告效果的研究。
【92】

 他们有意识地将内容分析作为一种预测性的方法论来指导其研究实践，将印刷广告的关键特征与受众回忆、读者群和对广告的评价联系起来，探寻的是“为什么一个广告要比另一个表现更好？”以及“一个既定广告如何有了吸引人之处？”这样的有关传播内容效果的问题。他们将内容分析作为一种连接已有读者数据与广告特征的方法，以此来发现某些广告是否承载着某种与读者关注情况相关的属性。如果是，尽管无法求证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由广告特征对读者的接受情况进行预测。研究所用的分析单位是每个单个的广告，在此基础上将内容分析和读者调查的两组数据相融合，分析广告特征与每个以受众为中心的因变量（包括广告回忆、读者身份、感知的信息性、感知的吸引力等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对四个因变量运行逐步回归分析，以发现在75个自变量中哪些是构建预测模型的最佳变量。


3）混合分析单位
 。沃尔夫冈·董仕巴教授199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设计极为精细，用的是混合分析单位，考察媒介内容与读者政治预设立场（predispositions）之间的一致（consonance）和不协调如何引导了受众的选择。
【93】

 他调查了德国两份全国性日报和两份地区性德文日报的读者，具体测量了这些读者对这四份报纸刊登的政治性文章的接触情况，问卷还包括询问读者对新闻报道的主要政客的意见倾向。另外，与其他许多一般性的报纸内容分析所不同的是，董仕巴教授专门针对读者阅读过的所有报纸文章进行内容分析，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内容和形式特征的数据。一个关键的内容特征是某政治领导人在新闻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分为“支持的”、“不支持的”、“中立的”等几类）。为了在两组数据间建立强有力的关系，董仕巴教授创立了一种新的分析单位，将其定义为“一位读者和一篇文章之间每一个潜在的联系”，以便将新闻报道信息与读者调查信息合并。这样，新产生的成套数据用于观察读者行为是如何受到媒介内容与读者预设政治立场之间协调与不协调关系的影响的。

2.2.3.3　非一对一连接关系的横向设计

在实际操作中，以全模式设计方式将传播内容及其结果或影响联系起来的研究较为少见，这与设计难度和数据采集的局限性均有关系。常见的倒是在内容分析或内容接触测量这两个环节上，或是缺失其中一个或是全部缺失。如果连接分析模式不完整，至少可以采用纽恩多夫所指称的二级连接和三级连接。
【94】

 虽然数据集合之间的联系强度随一级连接至三级连接而逐级递减，但是所有这些连接对简单描述和无保障的逻辑推论都是极大的改进。

根据纽恩多夫，如果研究没有将单位以一一对应的关系匹配起来，也就是说，内容分析中的分析单位与信息源或接收者研究中的单位并不匹配，那么这种连接是临时性的，连接的建立不需要分析单位上一对一的相符合。比如一项针对某个公共议题的新闻报道所做的研究，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与社会政治环境下间歇性出现的事件联系起来，两者的分析单位各自不同。
【95】

 二级连接分析虽然在分析单位上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但毕竟是建立在个体层面数据上的连接，图2.14中的连接各环节没有缺失，这是二级连接与三级连接的区别所在。

三级连接是三种分析策略中数据联系强度最弱的一种，它只是假定从不同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其连接分析会受到限制，不单是因为连接中间有缺失的环节，而且也因为它是建立在聚合数据之上的。在三级连接分析中，个体层面上缺乏较强的经验证据，不得不以逻辑推导和诠释为弥补或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单位没有一对一或临时偶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内容分析与以内容分析变量为基础的其他研究具有总体上的逻辑联系。这种三级连接利用信息源或受传者研究所得到的证据，来为内容分析提供理由，或据此以内容分析作为信息源或受传者研究的动机。比如，通过对有关酒类广告的一系列内容分析，研究者发现在啤酒和葡萄酒广告中最常见的两种诉求，即名人赞助和性吸引，并借助于另外的对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的实验研究结果，说明这两种诉求（两个内容分析变量）对于青少年而言，明显的要比年长的成年人更具有吸引力。
【96】



民意研究中常见的三级连接分析适用于推断的依据只有两套数据。也就是说研究者除了民意数据之外还要测量的只有人们的媒介接触情况，却不对媒介内容进行考察，这样就使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特征得不到具体说明。而且，媒介使用通常只是通过一些粗糙的指标来测量，无法准确地确定人们接收的是哪些信息。由于这样一些研究运用的是不完整的分析模式，由此得出的有关信息—内容连接的证据是有限的。这种设计上的不足，一般的弥补方式是揭示媒介与信息内容之间的某种一致性，或者想当然地认为人们（自我汇报的）媒介接触产生一种具体影响，其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影响。

基于洛基奇和德夫勒的媒介依赖假设的研究具有更为复杂的推理特征。
【97】

 比如，典型的涵化分析研究将媒介内容特征与受众对“生活事实”的看法联系起来，假定信息会对接受者施加培养效果。然而，涵化分析研究即使是对信息做了内容分析，且对媒介使用进行了测量（例如重度电视观看者的识别），其设计也不符合全模式设计的要求，因为其内容分析结果在操作上没有与个体的受众及其各自的媒介接触相连接，而且测量媒介接触所使用的是聚合数据。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得到辅助性前提（ancillary assumptions）的支持，也即需要效果推导的前提根据，比如，电视是人们无法规避的一个“共同的象征环境”，或者如其他学者所言，“几乎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媒体广播的内容”。
【98】

 这类似于本章前文在介绍外展推理时所涉及的图尔敏模式中的正当理由W，它为数据和结论之间搭建了逻辑桥梁。

总之，以传播内容和接受者反映的聚合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在原则上是不能建立一一对应的连接分析单位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意见与聚合的信息结构（或者单个信息与聚合的民意）之间的关系性质仍不清楚。而且，除非有较强的证据证明存在一种诸如媒体报道一致的独特情境，对一个聚合总体内的下属单位进行的推论就很容易犯生态谬误
【99】

 的错误，而且聚合数据易于导致“聚合偏差”（aggregation bias）。
【100】



2.2.3.4　非一对一连接关系的纵向设计

为弥补聚合数据的不足，研究者尝试采用其他设计思路和研究手段来搭建传播内容和接收者反应／效果（比如民意）之间的关系，其中，以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
【101】

 设计方式来连接二者，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用的操作策略。这种允许因果推论的高级统计方法可用来跟踪媒体内容的变化进而推论民意的变化，或者相反。
【102】

 如纽恩多夫所主张的，时序研究可以视为B型一级连接设计，以时间单位（如一周或一个月）作为操作上的连接。
【103】

 拉斯·威尔纳特和祝建华两位教授曾在媒介启动效应的理论框架下，以时序分析法探讨了新闻内容与民意间潜在的密切联系。
【104】

 该研究除了对1992年10月到1993年10月间香港地区三份主要报纸进行内容分析外，还连续52周每周对民意进行调查，由此获得一段时间序列内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测试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了公众对当时的香港总督彭定康的评价。与以往基于横剖设计的启动效应研究所不同的是，该研究采取了一种纵向的设计布局，使用实地研究的数据而非实验数据去检测媒介启动效应在自然环境中的有效性，从而更有效地建立因果关系。虽然该研究只是图2.14中一对一连接分析的全模式设计与以往启动效应研究的横剖设计之间的一种折中方式，但也凸显了其设计上的一大优点，即通过同一连续时段内（从1992年10月7日至1993年10月5日，即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10月的第一次政治演讲至他在1993年10月的第二次演讲之间的这段时间）两组数据的比对，发现一段较长时间跨度内的启动效应，一组是有关彭定康改革计划的新闻报道数量，另一组是用于反映受访者对彭定康的评价变化的每周民意调查数据。这样一种跨时段的研究设计，既不容易受到时段内引人注目的事件影响的牵制，也可避免实验性的操控。最后研究者通过自回归滑动平均混合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程序来完成对时序数据的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验证和解释媒体的启动效应。

与此类设计相似的还有以事件为连接单位的。例如，在一项考察新闻结构与民众对政治事件知晓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在所选的四种大众媒体（电视和报纸）历时三个月的报道中识别出555个至少有两家媒体报道了的不同事件，用媒体报道内容分析来分辨这些事件的新闻因素和新闻价值（以报道的显著性为标识）等特征。
【105】

 这些事件变量在统计上与通过问卷调查而获得的反映事件知晓情况的不同测量数据关联起来。

其实，关注事件、以事件为中心展开研究，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独特。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对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怀有巨大兴趣。政治学家的兴趣往往在暴乱、革命、政权的和平更替，人口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生育、死亡、结婚、离婚和迁移，而新闻传播学学者则关心社会和政治事件何以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事件由发生在某一特定时点上某种性质的变化构成，这种变化必须由在前后相继的事件间的一个相对明确的阶段构成。正因为事件是以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变化来定义的，所以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的最好方法是收集事件史的数据，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某一时段内发生于个体或集体的事件做纵向记录。这一方法为研究传播内容效果也提供了拓展设计思路的参照。

这种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同样也反映在对于麦克姆斯和肖恩开创的议程设置横剖设计传统的反思上。批评者认为这种分析所假定的媒体报道与人们感知到的议题重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得到横向比较数据的支持，而且，这种静态的研究设计其实与议程设置过程的动态性质并不吻合，
【106】

 也没有将可能存在的效果时滞问题考虑进去。虽然有些学者也尝试以纵贯设计的路径展开相关研究，但毕竟相当少见，而将两种路径同时加以运用的更是微乎其微。对议题发展的纵贯分析的一大难处在于它有赖于方法论上的突破。时间序列分析可以说是助推媒介效果研究的一大灵感之源，因为它契合了事关理论和实证旨趣的议题发展的三个自然属性：①一个议题的持续时间，②一个议题成为不同媒体的话题与受到公众关注之间的时间差，以及③公众注意的时间段和在大众媒体中话题的回落。也就是说，媒体报道的变化与问题的感知变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时滞差。在此思路下，有研究者大胆地同时从横向的静态分析和纵向的动态分析两个方面来揭示媒体报道与公众认知态度的关系。
【107】

 在纵向的动态分析中，研究者特别将四个时滞变量纳入考量，利用两个不同的模式来对问题知晓度进行预测，一个模式中的预测变量完全是反映公众以往的问题知晓情况的变量，而在另一个模式中则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之前的媒体报道变量，两个模式的对比可以反映出第二个模式（也即媒体报道）在多大程度上额外解释了民众知晓度方面的差异。

2.2.3.5　信息源主体行为的推断预测

无论是全模式设计还是其替代性方案，都是旨在验证或推测传播内容对接受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传播内容后果的预测研究，即对信息源主体也即内容传播者本身在其传播之后的行为推断预测。虽然这不属于经典的传播效果研究，但在某些方面如评估传播主体公信力、政策制定及其走向的把握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由美国老布什总统批判伊拉克的言辞及其走向对伊战争的内容分析和历史关照，再对照乔治·布什批判伊拉克的言辞（见图2.15），并分析父子俩在外交政策和行事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由此推断预测，子如其父，乔治·布什也会走向对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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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不同信息源主体言行相似性比照

同样是在政治传播领域，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特别重视候选人对竞选承诺的履行和兑现，认为这是其政治可信度的重要衡量指标。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某候选人以往言行的一致性来预测其履行新一任期的竞选承诺的可能性，这样的预测必然在研究设计中引入不同时点的比较。例如，首先对候选人A在第一任期大选前竞选时发表的各种演说进行内容分析，将其与A在大选后第一任期履行其竞选承诺的行为进行比较，考察A第一任期履行大选前竞选承诺的情况；然后再对A在第二任期大选前竞选时发表的演说进行第二项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由A完成第一任期承诺的程度以及第二任期大选前的竞选承诺的现实性来推论他是否同样会履行第二任期承诺（见图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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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信息源内容与信息源主体行为跨时段一致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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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抽样原理与方法


由于传播过程中生成的信息量相当之多，研究人员往往不可能分析所有的内容，他们通常是从海量的传播内容中选择一个样本，通过分析样本来形成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因此，根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选择恰当的抽样方法，进行科学抽样，是决定内容分析特别是量化内容分析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主要因素之一，抽样的合理与否将决定对总体推断的有效与否。由于传播形式和内容的特性，以及内容分析的独特性，内容分析的抽样亦与其他形式的抽样如问卷调查有着显著区别。内容分析中涉及的随机抽样方法主要有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连续日期抽样、分层抽样、复合周抽样、整群抽样。使用最普遍的抽样方法主要是前五种。

既然有如此多的抽样方法，在研究中使用哪种最好呢？事实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研究者总是希望其所使用的抽样方法能够在实际研究中基于各方考虑将误差减到最低，使样本最能够代表整体。芬克和甘兹曾有过非常精要的总结：“对于社会科学传统而言，由样本推断总体非常重要。结果是，概率（随机）抽样成为理想方式。当受到（诸如时间或资金等）限制时，社会科学家则转向非概率（非随机）抽样”。
【1】

 由于内容分析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保证样本单位抽取的科学性相当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该项工作非常复杂。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手头上可获得的材料并不完全适合研究目的，符合材料本身整体情况依然是对样本抽取的首要要求。例如，如果想研究好莱坞电影，却以放映给预映委员会的电影正片合辑为样本显然就不是好的代表性样本。
【2】




3.1　抽样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所有做内容分析的研究者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需要多少内容单位才能获得有效的结论？该问题涉及传统内容分析法的重要步骤也即内容样本的选取。与抽样问卷调查一样，任何内容分析的目的在于反映内容的全部，就像期望一个样本代表总体一样，研究者希望从少数推论总体，以简驭繁，见微知著，而偏差过大的样本不能代表总体。因此，样本选择的标准应是符合研究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简言之，应能从样本的性质中推断与总体性质有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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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population）和样本（sample）是一个样本调查的两个基本要素。总体是理论上研究要素的特定集合体，也即所要研究对象的全体，它是根据一定研究目的而规定的所要搜寻的信息的所有对象、项目（items）或物体的集合，组成总体的各研究对象称之为总体单位。研究的总体往往由具体的研究目的而确定。一个总体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取决于研究者所要调查的是什么对象、什么事物或事件以及年代的跨度等。比如说要研究某国报纸报道本国某一特殊群体或族群的刻板印象问题，调查的总体可以是全国所有登录在册的各类报纸，也可以仅限于全国性综合报纸，或者地方报纸，或者以报道群体（如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所有报纸。因此研究时常有目标总体之说，也即随研究目标对象而确定的总体。在内容分析中，常常是通过设立明确标准来界定目标总体。比如在分析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网站时，研究者参照以往研究，依据如下三项标准确定官方网站：在陈述或内容上明显是官方的，所属国家在研究范围内，并且由当地政府和政府机构主办、管理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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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从总体中取得，它是从总体中按一定程序抽选出来的那部分总体单位所组成的集合，也即实际观察的总体的一部分或下属集合（subset）。当总体包含个体数量非常庞大时，直接对个体抽样在操作上往往是不方便的。为使随机抽样（或称概率抽样）能够实施，同时也为了方便具体的抽样，通常将总体划分成互不重叠且有穷尽的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个抽样单位（sampling unit），每个抽样单位都是由单个或若干个体组成的集合。如果抽样单位只是由一个个体组成，那么就称为最小抽样单位。抽样单位的划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它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是人为划定的，比如在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可将县（区）、乡（街道）或村（居）民委员会作为抽样单位，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将一本杂志的每一期或每一个栏目作为抽样单位。因此，在一项研究中，抽样单位与总体单位既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不相同。

从量化统计的角度来看，样本推断的研究逻辑是根据调查所得的样本统计值（statistic）来估计和推断被研究对象的总体参数值（parameter）。所谓总体参数值，是指总体中所有单位的某种特征的综合数量表现，比如最常见的是总体某一特征或变量（如一份全国性日报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总量、日报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数或图片数等）的均值和标准差。总体参数值是确定的、唯一的，而且通常是未知的。所谓样本统计值，是指样本中所有单位的某种特征的综合数量表现，最常用的有样本平均数、样本标准差等。样本统计值是不确定的，即对于同一个总体来说，不同样本所得的统计值往往是有差别的；同时，样本统计值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的（见表3.1中总体和样本的常见对应值）。但是，对于内容分析而言，样本推断更多的是变量的属性及属性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变量A报纸类型（党报或都市报）与变量B对某一人物报道倾向（正面、反面或中立）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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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抽样总体和样本的常见对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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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Neuendorf, K.A. (2002).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p.75.

根据抽样单位的选择、对选中几率的估计和选择的平等性等三大关键要素，抽样方法从总体上可以分为随机抽样（或概率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或非概率抽样）两大类。随机抽样是按照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从研究的总体中，根据统计意义上的随机原则来抽选样本，也即单位的选择完全是靠几率，总体中每一个单位都有一定的概率被抽中，且总体每一个单位被选中为样本的机遇是对等的。因此，随机抽样可以从数量上对总体的某些特征作出估计推断，对推断出可能出现的误差可以从概率意义上加以控制。而非随机抽样则不同，在非随机抽样中，很多时候研究者是有意识地选择抽样单位，总体中每一个单位被抽中的机会不知道，无法保证总体中每一个单位有着相同的被选中的机遇，因此，由非随机抽样而产生的样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总体代表性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产生的样本误差（即样本值或样本特性与实际的真正的总体值或总体特性之间的差距）也比随机抽样要大得多，由此常常受到严谨的内容分析研究学者的拷问和质疑。一般来讲，在内容分析的研究实践中，量化内容分析要求尽量使用随机抽样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的判断和以往研究的经验也往往是确定抽样方法的根据；而质化内容分析则因其研究性质的不同而对样本的采集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采取理论抽样和其他非随机抽样的时候居多（见第8章）。

虽然抽样有多种方法和形式（详见本章下面小节），但所有形式都需要考虑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是上文已提到的根据研究目的定义总体的问题，其次是确定抽样框（sampling frame）。抽样框是指用以代表总体，并从中选取样本的一个框架，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包括总体全部组成单位的名册、目录或地图等。从理论上讲，抽样框必须与所要研究的总体一致，因为抽样框的完整性和代表性对于推断总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总体与抽样框是一致的，为了说明组成抽样框的总体，所有要素必须具有同等的代表性。显然，一个有效的抽样框所包含的抽样单位应是既无遗漏又无重复。编制高质量的抽样框是保证随机抽样达到预期目的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在具体研究中，抽样框通常并未真正包含所有的要素，因此，省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做法。所以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先评估被省略的内容，继而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更正。而且，根据样本得到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网络传播内容的研究中只能代表组成抽样框的各个要素的集合。
【6】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作为抽样框的抽样单位目录往往由行业内权威性的信息档案编制而成。比如说，由行业期刊获得尼尔森受众收视率，在收视率高低排列的基础上编制电视节目的抽样框。一项研究美国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性问题的内容分析，就曾使用了尼尔森针对2～11岁儿童的节目收视率调查结果作为其抽样框根据。
【7】

 其他类似的有：利用Billboard
【8】

 排行榜上年度“热门单曲100首”（Hot 100）对欧美流行歌曲进行跨时段的长期追踪研究，
【9】

 其他如《财富》杂志网站上世界500强公司名单、
【10】

 中国国家政务网站上国家级和各省政府网站目录、
【11】

 英国的年度《电影评论》（Annual Film Review）所列举的电影目录总和
【12】

 等。


3.2　内容分析抽样的特殊性与抽样层次


内容分析因传播内容的丰富和海量而颇为耗时，因此，在大量的个案中筛选出适当且典型的样本显得尤其重要。为了减少分析研究的工作量，小心地选择与总体内容吻合一致的样本，将会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正确或接近总体内容的分析结果。简言之，与社会调查一样，抽样在内容分析中有着相同的价值。样本选择是内容分析设计中需要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确保每个抽样单位有机会被选中以代表抽样单位集合体。
【13】

 内容分析学者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促使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出现了一大批有关内容分析抽样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其中以丹尼尔·里夫和斯蒂文·赖斯等人为代表。自1990年代初以来，他们就开始了针对传统新闻媒体（如报纸和电视等）报道的内容分析的抽样标准的系列研究。
【14】

 如这些学者所指出的，内容分析者不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既定的一段特殊时期内需要多少抽样版本日期才足以代表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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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内容分析抽样的特殊性

除了抽样一般要遵循的基础要点以外，对于媒体内容分析的抽样而言，还有一些特殊考虑，比如每天都出版的媒体工作日的选择、新闻媒体和新闻采集是如何组织的、文本的可获得性，以及研究者是否要对新闻决策行为或者读者和听众所接触到的内容作出推断等，这些考虑往往意味着随机性的分层抽样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需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非随机性的立意抽样却非常有用。而且，在抽样的具体要素和程序方面，尽管内容分析抽样在抽样原理和重要性上与问卷调查抽样别无二致，但较之于后者，前者在许多方面要复杂得多，具有其特殊性，至少从以下七个方面来看，两者是有所不同的。

（1）对于问卷调查抽样而言，其抽样单位是自然的个体，彼此独立，因此可以根据其性质、意见或行为来个别地计数。然而，内容文本则属于人造产物，可根据研究者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和单位化，计数文本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没有一个单一的“自然的”方式（详见第4章有关单位化和分析单位的探讨）。比如，文本单位可以根据一个层级包含下一层级的多级式来构建（电视节目种类、电视节目、情节、场景、镜头、人物动作等，又或者如新闻报刊类别、期数、新闻报道文章、文章主题、段落、句子、词语等）。

（2）在一次单个的问卷调查研究中，抽样单位往往仅涉及一类，如单个的受众个体，或者独立的新闻组织机构等，而在一个单项的内容分析中，抽样单位则通常会因为不同的抽样层级（详见本章下文）而有所不同。假设我们想对媒体集团化与媒体内容多元化进行关联性研究，内容分析通常涉及的三个抽样层级在本研究中均可能需要考虑：在媒体选择层面上，抽样单位是每个独立的媒体机构，集团化的或非集团化的；在时间层面上，抽样单位可能是时间段，以媒体机构实行集团化为时间切分点，分段抽样；在具体的媒体内容层面上，抽样单位则可以细化为媒体新闻报道篇章，或者单个独立的电视节目，或者新闻报道消息来源，依具体研究问题而定。

（3）问卷调查所抽取的抽样单位通常就是计数单位或分析单位。而在内容分析中，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内容分析的抽样单位也许是报刊期数或电影生产的时间期段，但回答研究问题的却往往是计量句子或某种具体内容，如不同种类的主题、消息来源、新闻框架等，或者对参照物（人）分门别类，又或者是阐释视觉形象的细节，也就是说，内容分析中存在着抽样单位和记录／编码单位或分析单位（详见第4章）之间的区别。抽样单位的选取限制了记录／编码单位（往往是计数的那个单位）的选取。

（4）问卷调查者控制着向被调查者所提的问题，并决定着被调查者回答的合法性。所有被抽样的个体被当作是对研究问题具有同等的信息量。而在内容分析中，很少有不同的文本单位对一个内容分析者的研究问题来说具有同等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内容分析中，许多情况下不是所有的抽样单位对于某个研究问题都具有同等的信息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内容分析常常使用立意抽样或判断抽样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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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统的抽样理论是一种关于代表性的理论，也就是说从总体中抽出来的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分布特征。而在内容分析中，得至少同时考虑两个总体：回答研究问题的总体与包含或引向对问题回答的文本的总体。内容分析者虽然也需要考虑样本对文本总体的代表性问题，但其兴趣则更多地在于所考察的文本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因此，对文本的抽样必须能让他们的研究问题有被正确回答的充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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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于不同媒体本身的物理特性，在衡量某些内容面向如显著性时，不同媒体会有不同指标（见表3.2), 
【18】

 因此存在着跨媒体间样本代表性问题，也就是说对某一类媒体的内容属性的考察未必能说明其他媒体，这也就要求研究者在抽样设计时需要考虑某种特殊传播渠道在某一内容属性方面的特征是否反映所有传播渠道的整体情况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目标是指向整体时。所以，在媒体内容分析中，需要考虑到媒体本身的物理因素和特质对相关内容某些重要类别的分布的影响，从而作出能合理、正确地回答研究问题的抽样判断。


表3.2　不同媒体内容的凸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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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Stewart, M. (1943). Importance in content analysis: A validity problem. Journalism Quarterly, 20, 286-293.

（7）对于媒体传播内容而言，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抽取样本从而获得较好的代表性，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简单地依照统计学原理即可实现的，而往往需要视媒体出版周期、报道对象性质和报道事件的特殊性等诸多非统计学因素而定。比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发生的轰动全球的伊朗人质事件引起各国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报道。对于这样一类重大事件的连续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使用统计学意义上更具代表性的抽样方法如简单随机抽样或分层抽样等，也许反而会系统地扭曲美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新闻报道的理解。这是因为，由于该事件涉及大批美国人质，美国媒体在一段时间里的跟踪报道经常集中在某几天，比如节假日的前后几天，特别是在人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圣诞节期间，由此折射出人类亲情的关怀，而且媒体倾向于播发那些反映出这场严酷考验在一个连续几天的时段内某种特色的互为关联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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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关注的内容的分布在整体上呈现出严重不均衡的状态时，如果简单墨守统计学随机抽样的要求，便很有可能造成抽样上的系统偏差。正因为这些特殊性，内容分析的抽样要比问卷调查复杂得多，运用非随机抽样的时候也相对较多。因此，对将内容分析研究中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的比例不高这一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方法不到位的那种批评，笔者并不是很赞同，而是认为这种评判应当建立在对每个不同的案例进行具体情况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

3.2.2　内容分析总体的确定

在内容分析中，总体通常是所要研究和概括总结的一套内容信息，虽然也有以人的集合为总体的，但最终搜集和分析的数据还是由人生产出来的信息，这种情况多见于心理学和人际传播的内容分析研究。如前所述，总体既可大亦可小。对于研究报刊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大可至一个国家100年以内所有报纸刊登的新闻篇章，小可至某一份报纸对为期一周的某国际会议的新闻报道。有些传播内容如人际传播，总体规模往往比较有限，比如日托所里儿童与看护老师之间的互动对话。在总体量偏小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普查的方式进行研究，也即将总体范围内所有的内容单位都进行分析，但多数情况下内容分析都面临抽样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数据库的广泛运用，通过相关内容的关键词搜索目标数据库来确定目标总体的方式日益常见。在研究报刊和电视新闻报道时，两大常用的外文数据库是律商公司的NEXIS数据库
【20】

 和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登比尔大学的电视新闻档案（Television News Archives）
【21】

 ，另一个广为应用的中文新闻数据库是慧科新闻数据库（WiseNews）
【22】

 。在利用这类数据库时，通常是根据研究报刊、研究时间范围以及研究内容具体指向，进行关键词搜索，所产生的相关文章序列目录也即抽样框下所包含的单篇文章即是组成目标总体的抽样单位，研究者在这样的抽样框基础上进行抽样。

在内容分析研究实践中，对应于总体的抽样框并不总是很容易获取，研究者也会遇到很难或无法确定范围总体的时候。对于历史文献、早年出版的报刊等这样一些存档有限、难以寻找的内容的总体确定，只有通过大量的文献记载，将散落于各存档之处的现有资料汇总，构成一个可能不太完整的总体。这种问题在进行新闻传播史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文本研究中常常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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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即便是对当代传播内容进行研究也会遇到难以确定总体范围的问题。研究者会对某种特殊的具体内容感兴趣，而这种内容一般是没有专门的存档的，于是研究者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尽可能搜集与之相关的内容。一般来讲，针对某类具体内容的内容分析研究可能用到两种数据资料：一是通过调查与内容相关的人来获取内容目标对象；二是设定一个特定时间段作为目标总体，或者理解为时间段抽样。例如一项内容分析研究试图通过对公众集会在娱乐类电视节目中的呈现，运用程序公正的方法来分析公民参与政治集会的问题，从而考察虚拟公众集会和现实民众参与公众集会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24】

 在该研究中，“娱乐节目中的公众集会”这样的内容主题，很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从节目中获取足够的数据。而且，很少有谁对所有被研究的电视作品的每一季、每一集都看过并且很了解，因此使用常规办法是无法确定目标总体的，随机抽样也不可行。研究者最后决定用粉丝集中的网站作为突破口，比如www.tv.com，www.twiztv.com等由粉丝的搜索行为自发生成的电脑数据库，根据对一些与公众集会相关的关键词（如town meeting，town forum，public hearing）等数据的挖掘，搜索出适合研究主题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决定是进行普查还是使用样本。此案例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利用网络数据挖掘的方法，能够寻找出很多有意义的数据。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最后选出了三部电视作品《母女情深》（Glimore Girl）、《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和《南方公园》（South Park）作为内容分析的主体样本。

除此以外，另有一种不太常见的确定总体的方式，即通过对所要研究内容的相关制作者或用户进行调查而产生目标总体名单。如曾有学者在比较中美两国在人际互惠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时，假设这种差异体现在流行歌曲的主题中，也即中国歌曲主题较之于美国的会更多地呈现成年儿女向其父母表达积极的回报愿望。
【25】

 由于没有像Billboard那样针对研究目标的抽样框，因此研究者不但对公共图书馆和音乐图书馆数据库进行了关键词搜索，还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由学生来提名他们所知道的涉及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歌曲。当然，在这样类似的情况下，研究指向可能发生一定的偏离，比如由所有有关父母与其成年儿女的流行歌曲偏向大学生所感知的这类歌曲，而将大学生记忆不深乃至其他群体深有记忆的此类歌曲排除在了目标总体之外。因此，这样确定总体的方式一般仅用于目标内容难以确定的情况。

在确定内容分析的总体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即样本的选择与所确定的总体的层级相匹配的问题。如果所要研究的目标总体是全国性广告，那么在确定总体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样本时就不宜将区域性和地方性广告包括进来，广告样本搜集的地方性限制将会严重影响到假定中全国性样本的性质。斯帕克曼在对1977—1993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广告的163篇内容分析论文进行考察后发现，有97％的论文虽然都声称是全国性广告研究，但实际样本却包含了区域性和地方性广告。
【26】



3.2.3　内容分析的抽样层次

传播学内容分析抽样通常涉及三个不同层次：

3.2.3.1　信息载体／资料来源抽样

这是指内容资料来源于何种载体的取样，如在传统媒体内容分析中选择哪一类、哪几份或怎样的媒介实体（报刊、杂志、电视节目、书本等）。媒体内容分析抽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来源，该层次的抽样多为立意抽样或判断抽样，
【27】

 也即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总体的知识如对总体构成要素和研究目标的认识或对研究目的的判断来选择适当样本的抽样方法。因此，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如果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在此层面上进行抽样，通常需要给出选择资料来源样本的理由，有不少研究是根据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来选择媒介实体样本。比如，在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常常选用美国颇负声望、影响其他媒体议程设置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在研究美国电视新闻报道中常以ABC、CBS、FOX、NBC等在美国收视率最高、受众覆盖面最广（或者说拥有黄金时段节目的大部分观众）的四大主要电视网为代表；在研究中国党报报道的时代变迁时，《人民日报》则成为首选。再比如，在研究国内报刊对一些特定群体如80后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时，可以有目的性地选择读者群与报道群体相吻合的报刊如《中国青年报》或《农民日报》等。

还有一大批内容分析研究的样本总体是在符合研究主旨和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挑选而成的。笔者在对1991—2010年20年间发表在五份国际权威期刊上运用内容分析法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进行普查后发现，在588篇论文中有484篇（占82.3％）给出了选择具体媒体的理由。
【28】

 除了上述对媒体声望、影响力／引领作用和代表性的考虑外，归纳起来主要有表3.3中所显示的九大类选择判断的根据，包括了不同内容分析研究中具有各自针对性的媒体实体来源的样本选择。这些都很好地展示了内容分析抽样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哪些报纸、杂志或电台（或其他信息来源）会被选择。


表3.3　选择媒体样本的判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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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ossow, M.D., & Dunwoody, S. (1991). Inclusion of "useful" detail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high-level nuclear waste siting controversy. Journalism Quarterly, 68(1/2), 87-100.

③　见：Niven, D. (2003). Objective evidence on media bias: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gressional party switche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2), 311-326.

④　见：Slater, M.D., Hayes, A.F., Reineke, J.B., Long, M., & Bettinghaus, E.P. (2009). Newspaper coverage of cancer prevention: Multilevel evidence for knowledge-gap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3), 514-533.

⑤　SRDV是美国具有权威性的报纸杂志发行量监督中介机构之一，利用DMA市场分层来确定报纸的选择。研究实例如：Carlyle, K.E., Slater, M.D., & Chakroff, J. L. (2008). Newspaper coverag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kewing representa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1), 16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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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Singer, J. B. (2001). The metro wide web: Changes in newspapers' gatekeeping role onlin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8（1）, 65-80.

②　见：Armstrong, C. L. (2004). The influence of reporter gender on source selection in newspaper stor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1）, 139-154.

③　见：Walgrave, S., & Swert, K. D. (2004). The making of the (issues of the） Vlaams Blo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4）．479-500.

④　见：Gutierrez-Villalobos, S., Hertog, J. K., & Rush, R. R. (1994). Analyses of strategic and tactical critique in the domestic press. Journalism Quarterly, 71（3）, 618-627.

⑤　见：Lee, K．-Y., & Joo, S．-H. (2005). The portrayal of Asian Americans in mainstream magazine ads: An updat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3）, 654-671.

⑥　见：Biswas, A., Olsen, J. E., & Carlet, V. (1992). A comparison of print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1（4）,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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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Turley, L. W., & Kelley, S. W. (1997). A comparison of advertising content: Business to business versus consumer servic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4), 39-48.

②　见：Bailey, A. A. (2006). A year in the life of the African-American male in advertising: A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5(1), 83-104.

③　见：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07-122.

④　见：Schwalbe, C. B., Silcock, B. W., & Keith, S. (2008). Visual framing of the early weeks of the U. S. -led invasion of Iraq: Applying the master war narrative to electronic and print imag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3), 448-464.

⑤　见：Swain, K. A. (2003). Proximity and power factors in Western coverage of the sub-Saharan AIDS cri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1), 145-165.

⑥　见：Bronstein, C. (2005). Representing the Third Wave: Mainstream print media framing of a new feminist movemen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4), 78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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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Taylor, C. R., & Stern, B. B. (1997). Asian-American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2), 47-61.

②　见：Sheehan, K. B. (2007). Direct-to-consumer (DTC） branded drug web sites: Risk pres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6（3）, 123-135.

就内容分析而言，哪些媒体需要纳入重点考察的对象是研究者必须谨慎对待的，不但要在论文中明确交代选择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是与内容分析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并有助于回答研究问题的。下面一例可称为此方面的典型范本。在一项关于地方报纸网络版的编辑把关人角色变化的研究中，研究者试图探究报纸网络版提供给读者的内容是不是把关人从报纸纸质版中选择出来的世界各地信息的集合，或者把关人是否通过报纸网络版向读者呈现出与纸质版不同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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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研究者考察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六份报纸的纸质版和网络版，比较每份报纸中的本地新闻和非本地新闻，其对报纸选择的思考相当周密。首先，作者将地区性报纸的选择放在美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的迅速变革中，指出地区性报纸面临着如何服务于数量巨大且不断在增加的归属感较弱的读者的挑战。科罗拉多州区域位于落基山脉东部，整个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许多人却不在这里长期居住。有研究表明，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人们会疏远所在的社区，不太喜欢阅读本地新闻。因此，研究者有意识地选择了处于人口增长迅速的弗兰特地区的六份地区报纸，并给出了其他更为详尽合理的选择根据，包括①这些报纸都有每天更新的网络版；②它们代表了美国各报业协会按发行量划分的由小至大的四个类别；③一些报纸在发行区域上有重叠，它们之间发行量的竞争有的在十年间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由于这些报纸服务于同一个地区，就需要在市场中探寻有别于对手的特点来同对手竞争，比如通过增加本地趣味新闻的数量的手段与对手竞争。这些选择研究对象的理由都与研究主旨直接相关，在揭示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增强了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3.2　信息时段／日期抽样

在确定信息资料来源这一层次的抽样的同时，内容分析者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层次是选择哪一段时间、哪些日期或哪几个时点的资料进行分析，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特殊性来确定时间段。这在考察某一特殊事件或进行长期纵向研究时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即便是在做横剖研究时，研究的内容也可能不只是一个时点上的。“由于传播活动是持续不断进行的，并且经常是有规律地定期发生的，不去考察不同时间段的内容，就很难理解塑造内容的力量以及内容的效果。”
【30】

 内容分析研究中确定分析时间的范围，是在抽样设计甚至整个研究设计和定义阶段时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也涉及对该时段范围内媒介来源的期数或节目进行选择的问题。例如，布西和格雷伯在研究美国总统竞选报道时，选择了1992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作为考察的年份，原因是这四个选举年中，出现了各种形态的政府官员，有强有弱，也出现了拥有强大资金支持的或是被媒体所熟知的第三党派候选人，情况多样化，能够代表多样的竞选情况。
【31】

 在对电视媒体的选择方面，研究者选取了美国三大电视网———ABC、CBS和NBC作为考察对象，因为这三大电视网在总统选举报道方面是使用最广泛并最受关注的媒体，有着广泛且稳定的受众群。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从这三大电视网在所选四个年份的每年劳动节
【32】

 到选举日期间播出的总统竞选电视节目中获取样本。

对于特殊事件（如北京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伊拉克战争、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西方国家全国性大选等）而言，一般以事件全程所覆盖的时段或者事件发生前后一段时间（比如某一国际会议开幕前后一段时间）作为研究时间段。文献研究发现，在此情况下，一般有两种抽样处理方式：一是普查，也即当所考察的时间段不长时对该时段内所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二是对研究时段内相关内容单位再进行抽样。以事件发生前后时间段为样本时段的方式，常见于探讨事件影响或由此带来的后果的内容分析中。例如，台湾知名学者陈炳宏在一项考察台湾媒体产权与内容多元化的关系的内容分析研究中，以被东森媒体集团并购的《民众日报》以及被中时报系并购的中天新闻台为考察对象，以两家媒体产权转移之前后一年为研究时间范围，然后再抽取天数，选中日子里出版或播发的新闻即构成最终样本。
【33】



对于那些研究跨时间段（比如10年、一个总统任期、一个编辑任期、一本杂志的整个历史、或者某一特殊关系时间段）发展趋势的内容分析来说，虽然也有根据特殊时间段如高峰期、谈判期等采取立意抽样或判断抽样的时候，
【34】

 但一般采用的是随机抽样，此时往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搜集多少数据以充分利用资源才能可靠地代表这样的时间段？就跨年度时段而言，是否需要对每一年都进行抽样？内容分析家们通过研究实践，在不断摸索无需对每一年都进行考察的各种方法。例如吉尔·福勒对《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孟菲斯的《商业呼声报》（Commercial Appeal）三份报纸63年期间（1904—1966年）的可读性进行了研究，仅用了三个数据采集时点：1904年、1933年和1966年。
【35】

 更早些时候，史蒂文森对《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可读性研究跨时89年（1872—1960年），择取了“非规则性的”（系统间隔不一致）系统抽样，考察期数来自1872年、1895年、1925年和1960年。
【36】

 这样的方法可以对相当宽的时间段内的变迁进行一般性评估，但对时间点之间的变动的观测却不太敏感。虽然有些研究者就此提出的对策是在每个数据点择取相当大的样本量，
【37】

 但问题的核心还是：需要抽取多少个日期才能足够代表一个特殊时间段（不是一个年份，而是多年）的总体？
【38】



另外，在某些情形下，为了使研究调查同时达到广度和深度的效果，研究者可能还会在同一项研究中，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进行不同的样本采集。比如一项有关北美地区德语广播的研究
【39】

 ，在选取了一个跨度达七个月的普通分析样本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前后两周时间段内的特殊样本。

设置和选取多少日期或什么日期以求得代表性样本，有多方面的考虑因素，比如，相关内容或许受周期性变量的影响。如果是年度性时间变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必要问题，那么内容分析研究必然要考虑到时间周期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与研究议题所涉及的社会因素有关，也可能源自于媒体报道本身的常规特点或机制性因素。20世纪40年代曾发表过一个有关《纽约时报周日版》社会栏目中婚礼消息的研究，发现六月份没有犹太人结婚消息。
【40】

 研究发现本身无可指责，但因研究者忽略了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却无法对其样本和由此得出的结果作出恰当的说明和解释，因此招致质疑。批评家指出，“犹太人不会在逾越节和圣周节之间的七周内以及犹教圣殿哀悼日的前三周举行婚礼。而几乎不变的是，以上某一个或其他的时节都是在六月份。”
【41】

 在此类情况中，什么日子或时间构成“常规”或“异常”，是一个需要在研究设计时考虑到并在抽样方案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论证了重要时节对传播内容的决定性影响，这通常被看作是抽样时需要“控制”的因素。比如，传播学早期著名的学者格雷、卡普兰和拉斯韦尔等人曾进行过对包含了三种时间段的内容材料的信度测试，分别以有利、不利或中立的事件为特征。
【42】

 这种社会性因素也构成了内容分析研究不能简单以随机抽样为最佳选择方案的一项重要的辩护理由。

除了研究议题的社会性因素以外，自斯坦普尔1952年的研究开始以来，许多研究已表明，传统媒体因本身报道机制而造成的内容循环性质会使简单随机抽样（较之于其他类型的抽样）产生较大偏差。比如，日报在一周内会因版面和栏目设置（如国际新闻版）或广告的循环周期而每天都不相同，简单随机抽样有可能过多抽取新闻篇幅很多的周三和周日版，而过少抽取篇幅很少的周六版。
【43】

 广播新闻也存在着类似的循环变异影响（详细说明参见下文“简单随机抽样”相关内容）。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建议以基于分层抽样原理而产生的复合周（有时是复合月）来解决这种系统差异问题，从而保证一个具有循环变异周期的每一天，或者各星期、各月甚或各年均能被代表。分层效果有两层：一是构成了同质的子群体（如所有的星期一在一个群体）；二是防止了大容量的周日和周三或者小容量的周六被抽中的样本过多。

而且，有不少学者还就这种复合样本大小与总体大小以及媒体类型的适应性和代表性等问题进行了方法论上的实证研究。
【44】

 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个复合周样本是否能对报纸纸质版的六个月总体进行可靠的估计？一年期、两年期或更长时期的日报、周报、电视新闻和新闻周刊等需要多少内容单位（复合周或复合月）才能获得有效的推论？

3.2.3.3　信息内容单位抽样

即便是信息来源（如媒体实体和种类）、日期或期数选择好了以后，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需要包含具体内容的哪些部分，或者有多少在定义范围内相关的内容需要被包含在内。这一层次的抽样同样要尽可能地满足研究目的，而且内容分析抽样的复杂性和抽样技巧的灵活运用往往也体现在这一层面的内容选择上。该层次的抽样是要确定抽取资料的单位，可能是一期整份报纸、一段资料、一篇文章、一则广告、一个电视节目等。比如，一旦某几种报纸被选择出来后，分析也许限定在某个部分（例如头版），而不是整份报纸。在以上所述三个抽样层次中，本层次的抽样相对而言属于微观层面，通常是在确定前两者抽样范围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常见的方式要么是在既定范围内的全部样本单位，也即普查，要么是随机抽样（如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或分层抽样等）或非随机抽样（如方便抽样、立意抽样或配额抽样等，具体方法详见本章下面小节）。

总之，内容分析的抽样程序在传播学研究运用中往往是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展开的，在一项研究中三个层次的抽样设计往往不同（见表3.4）。在信息载体抽样层次上，使用立意抽样或分层抽样较多，有时会进行界定范围内或者说目标总体的普查；在信息时段层次上，通常是在根据研究目的需要确定时间范围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普查或抽样如复合周抽样等；在信息内容单位层次上，常见的情况是在确定前两个层次的目标范围下开展的普查，或者进行多种方式的抽样。在很大程度上，前两者的样本选定多是研究者有目的性的选择而非随意决定的。


表3.4　内容分析研究抽样层次组合实例
 （U：目标总体全域；S：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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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提到的具体抽样方法详见本章下面小节说明。

②　见：Mohammed, N. S. (2004). Self-presentation of sm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 study of official websites. New Media & Society, 6（4）, 469-486.

③　见：Willey, M. M. (1926). The country newspaper: A study of socilization and newspaper conten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④　见：Dixon, T. L., Schell, T. L., Giles, H., & Drogos, K. L. (2008). The influence of race in police-civilian interactions: A content analysis of videotaped interactions taken during Cincinnati police traffic stop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3）, 530-549．同时参见后文有关分层抽样的具体说明。

⑤　见：Hill, K. A., & Hughes, J. E. (1997). Computer-medi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USENET and political communiti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3), 3-27．同时参见后文有关多阶段抽样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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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提到的具体抽样方法详见本章下面小节说明。

②　见：Law, C., & Labre, M. P. (2002). Cultural standards of attractiveness: A thirty-year look at changes in male image in magazin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3), 697-711.

③　见笔者的一篇论文：Luther, C. A., & Zhou, X. (2005).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 News framing of SA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 terly, 82（4）, 857-872．抽样的具体方法和步骤详见下面有关分层抽样的实例介绍。


3.3　抽样方法与样本容量的确定


3.3.1　普查

普查（census）就是将目标总体中每个组成单位都纳入到内容分析中，一一进行考察。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随目标总体而定的，且基本上是在信息来源和信息时段这两个抽样层次上确定，但也有在确定了上面两个层次的目标范围后对范围内的所有信息内容单位进行分析的。如果研究旨趣所涉及的相关内容有限，特别是针对某一特殊事件或某一不常见的独特内容时，往往在既定的范围采取普查的方式而无需抽样。由于内容分析所面对的信息通常是海量的，因此所有三个抽样层次上均采用普查的方式（见表3.4中的目标全域U）往往非常少见，多为相对意义上发生在其中一个到两个层级上的普查，以抽取样本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成为一种必需。

3.3.2　抽样的具体方法及其运用

如前文所述，抽样方法大体上有两大类，即“随机抽样”（又称“概率抽样”）和“非随机抽样”（又称“非概率取样”）。二者之间关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表3.5中的三个方面，即样本单位的选择、对选中几率的估计和选择的平等性等。据此，随机抽样的关键特征是每个抽样单位被选入样本中的概率是可以确定的。比较简单的情形是每个抽样单位被选中的概率相同，如六面色子掷出后每面朝上的概率均等，都是1／6，但在复杂的随机抽样方式并不一定如此。随机抽样所必要的是对每个个体单位必须有某种确定的几率，使之选入样本，其具体方法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等。而非随机抽样则恰好在这三个方面与随机抽样的情况相反，由于其抽样单位的选择往往或是因为便利性或是由研究者根据某种判断而决定的，其被选中的概率是无法预知和估计的，因此也无法保证每个抽样单位被选中的几率对等。内容分析所采用的抽样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类似，只是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通，如连续日期抽样和复合周抽样等。


表3.5　随机抽样与非随机抽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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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简单随机抽样

内容分析中常见的随机抽样方法之一是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它是从具有N个项目的总体中抽选出n个项目，总体中每个单位都有均等的机会被选中，而且每个样本单位是被单独选出的，是一种元素抽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简便、适用且能满足获得代表性样本要求的一种方法。以一个劳工报研究为例，30种地方和洲际劳工报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择出来
【45】

 ；类似的，这种抽样方法被应用于对广播电台的选择
【46】

 。再比如，在确定了报纸和新闻通讯社以及与事件发展相吻合的时间框以后，同样也可以在内容单位层次上进行类似的抽样，研究者借助于新闻报道全文数据库NEXIS，以关键词搜索获得目标范围内所有相关文章5250篇，然后再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这些文章中获得样本。
【47】

 虽然简单随机抽样在上文所述的三个抽样层次上都可以运用，但由于该方法需要对每个抽样单位进行编号和排序，因此它更适用于目标总体较小的情况，且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有个抽样框也即包含每个抽样单位的目录／清单。

实施这一抽样，最便捷的方法是使用随机数字表。
【48】

 在使用数字表之前，首先要对所有的样本单位进行编号，接下来才能使用随机数字表。以研究报纸内容为例。比如要分析《中国教育报》在2007年6月1日—8月31日间有关高考这一主题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收集这段时间内每期报纸关于此话题的新闻报道（可通过电子数据库搜索完成），再将其进行编号（假设有90篇），接下来，对照随机数字表，随机抽取所需要的样本数（比如25篇）。同样，如表3.4中的实例七是一项分析美国杂志中男性形象、跨度为30年的研究，研究者选取三本目标定位于青年男性的大众流行杂志，将每隔三年的一年中（如1967、1970、1973…1997）发行的所有期数排列，以随机数字表产生样本期数。
【49】

 电视节目的简单随机抽样与报刊内容抽样基本相似，在获取总体节目后对其进行编号，之后使用随机数字表进行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两种情况。在重复抽样中，抽取样本单位后，已被选中的个体又放回到总体中，因此在同一样本中，某一个样本单位可能不只一次地出现。在不重复抽样中，被选为样本的个体不再放回到总体中，每个单位在样本中只可能出现一次。根据抽样理论，重复抽样比较完善，但是当总体足够大时，两种类型的抽样差别很小，不重复抽样的“概率变化对抽样误差估计的影响微不足道”。
【50】



自斯坦普尔1955年发表了有关内容分析信度的论文
【51】

 以来，许多研究已表明，传统媒体内容的循环性质会使简单随机抽样（较之于其他类型的抽样）产生较大偏差。比如，日报在一周内会因版面和栏目设置（如国际新闻版）或广告的循环周期而每天都不相同，简单随机抽样有可能过多抽取新闻篇幅很多的周三和周日版，而过少抽取篇幅很少的周六版。
【52】

 广播新闻也存在着类似的循环变异影响，广播网所播出的新闻会随事件而可长可短，在新闻片段的长度上会有差异；另一方面，与政府和政策活动相关的规管也可能造成循环变异。比如，美国周一晚间新闻播出是在政府和商业活动休止两天后。在一些月份（如十二月），同类机构相对而言会比其他月份活动更少，而且还有季节性差异（比如夏天，某些体育季节）。所有这些偏差都可能带来样本中某类抽样单位的过多或不足从而影响整体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正因如此，许多学者都建议在有可能遇到周期性循环问题的情况下，尽量避免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或下面要谈到的系统抽样，可以利用复合周抽样的方式（详见下面小节介绍）来减少误差。从笔者对五份SSCI国际期刊20年内容分析研究论文的调查来看，在运用了随机抽样的研究中只有少数使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不少研究采用的是复合周（或复合月）和分层抽样。

3.3.2.2　系统抽样

系统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亦称系统间隔抽样或等距抽样，即系统化地选择完整名单中的每第K个要素组成样本。若总体中的抽样单位都按一定顺序排列，在规定的范围内随机抽取一个单位作为初始单位，然后按照一套事先定好的规则确定其他样本单位。与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初始单位是随机抽取的，其他样本单位都随着初始单位的确定而确定。最简单的系统抽样是在取得一个初始单元后按相等的间隔抽取后继样本单位。该方法的优点是实施简单，整个样本中只是初始单位需随机抽取，其余单位皆由此决定。另外，系统抽样有时甚至不需要编制抽样框，只需给出总体抽样单位的一个排列即可。在抽样框目录无法生成、内容是即时生成的语流性质的情况下，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以达到随机样本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比如，对危机热线上的来电内容或广播台播出的即时新闻进行抽样，可以在随机抽取的时间段内以每五个热线电话或每五篇新闻稿为间隔来择取样本。在系统抽样中，如果对总体抽样单位的排列规则有所了解并加以正确利用，那么抽样就能达到相当高的精度。

系统抽样所使用的间隔如何确定？一般采取如下公式：抽样间隔＝总体数（N）／所需样本数（n）。比如要对过去一年某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分析，首先要获取总量样本（假定有365篇），确定所需样本量（假定需要30篇），用365除以20，得到12.2，也就是说每隔12篇报道选择一篇。使用数码表随机抽取第一篇，比如第8篇报道，随后的29篇就是20，32，44……直到获取了30篇报道。颇为典型的一个系统抽样实例是，在一项通过考察回应媒体网站邀请的电子邮件来研究媒体网站与受众互动的内容分析中，研究者在剔除无关信息后从3200封电子邮件总体中，以5为间隔系统选取样本。
【53】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本质上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这一系列的要素在抽样前确实是随机分布的，我们可以将系统抽样看成简单随机抽样。从经验上说，两种方式所得的结果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系统抽样也有一定缺陷，与简单随机抽样一样，系统抽样的总体不能过大，而且系统抽样比较适用于系统间隔不是太大、样本量较多的抽样。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调查总体按照某种标志排列后，其抽样间隔如果接近个案类别的间隔或与某种模式不谋而合时，可能会形成周期性偏差，造成样本过于或不足以代表总体、类似于上一小节中提到的简单随机抽样可能存在的循环变异情况。假如在上例中所需要的样本是50个，那么抽样间隔就是7，这样的话，获取的就是每周同一天的报道，这就很有可能因日报常规报道的周期循环而带来系统性偏差，如果该报周三有国际新闻专版，间隔为7的系统抽样产生的样本要么恰好都是周三这一天的报道，从而无形中使样本的国际新闻报道平均量远高于实际平均量，要么则相反。因此，在内容分析中，系统抽样方法需要谨慎使用。

为避免系统抽样可能产生的这种系统差异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建议采用以分层抽样原理而产生的复合周（有时是复合月）（详见后文说明），从而保证一个具有循环变异周期的每一天、或者各星期、各月甚或各年均能被代表。或者，在随机产生初始单位的基础上人为错开循环周期。比如，在一项关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周报的研究中，周报期数的选择是按二月的第1周、五月的第2周、八月的第3周以及十一月的第4周进行选择的；
【54】

 再比如对杂志特写故事的研究，可以从每期刊物中依次抽取第1、3、5篇，以“避免在排版中可能出现的偏见”。
【55】



在技术处理上，避免因抽样框周期问题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采取系统抽样的变异方式即重复系统抽样，也就是将抽样框内所有抽样单位分成几个部分，在每个部分内分别以不同的随机起点进行小型的系统抽样。这种方法还有个附带好处是，一个既定变量的各子样本的均值变异性（variability）是该变量整个样本估计的方差（variance）。

3.3.2.3　连续日期抽样

顾名思义，连续日期抽样（consecutive-day sampling）就是在总体中或研究特定的目标时间段内（也即在时间层面上对目标总体进行确定后）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择取一天，接下来的样本紧跟此天。这种抽样方法也可以算是系统抽样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形式，其抽样间隔实际上为零。以高考报道为例，对2007年6月1日至8月31日间《中国教育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假设需要30天的样本，可以在6月1日至8月1日间随机抽取一天，接下来的29天样本就紧随此天，且不间断。在视频（如电视节目、音乐视频等）内容分析中，也有不少研究者常常利用连续日期抽样法选取一个样本周，对整个样本周内播出的所有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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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德国科技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中，研究者选定了四份德国报纸，在2003—2004年和2006—2007年两个时间段内分别以一个随机产生的天数为起点，采取连续日期抽样方式分别抽取了连续13周，两个样本时段内所有科技报道新闻都纳入考察范围。
【57】

 研究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抽样方法，而不是内容分析专家里夫等人所建议的更为有效的复合周方法，
【58】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理由和教学目的考虑。研究者特别指出，所选13周正好是德国高校教学的一个学期。他们假定，与人为的复合周样本相比，学生会对研究连续自然的每日新闻的项目更有兴趣。

连续日期抽样这种特殊抽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因具体情况不同，其性质会有所不同。对于研究持续性的新闻或事件时，特意以事件发生为起始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立意抽样；如果所抽取的第一天是由研究者因便利而任意择取的，比如样本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则是便利抽样。这两种情况均属于非随机抽样（参见后文详述）。

3.3.2.4　分层抽样

从笔者对国际期刊20年的跟踪调查来看，内容分析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论文中最为常见的是分层抽样及其特殊变种复合周抽样。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又称类型抽样或分类抽样，就是按照不同的层次对样本总量进行抽样，也就是将总体中的抽样单位按某种原则划分成若干个子总体，每个子总体称为层，然后在每个层内独立地进行抽样。对于内容分析中的内容选择，有可能根据研究问题的重要项目分类来对内容分层。以报纸为例，不同的报纸类型、所有权性质、发行量大小层级等都可能成为独立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分别在各层内进行抽样，并进行层与层之间的比较分析。这种分层抽样在比较性研究中往往较之其他抽样方法更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例如，在通过对市民写给参议员的信件来研究民意的表达时，研究者根据信件作者的态度、性别和居住地进行分层，分别处理“赞成”参议员和“反对”参议员的信件。
【59】

 研究者指出，样本在所有邮件中并不具代表性，但出于比较两个组别特征的目的，使它们平等比较是必要的。

有关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分析研究，也往往因为群体间相互比较的考虑而采用分层抽样。比如前文表3.4所列举的一项有关警民互动的内容分析研究，其切入视角是以传播适应理论为框架考察种族因素影响下警民互动的不同表现和传播机制，而研究文献发现，现实社会经济体制下黑人与白人群体间权力的不平衡导致黑人通常更偏向于向白人妥协，如果加上另一种内部权力的不平衡，即互动中警察与市民的不平衡，那么传播中的同化范式就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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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警察和市民的种族身份和权力关系成为研究的关键变量，在此前提下，研究者根据互动双方警察和司机的种族划分将交警阻拦讯问事件分为四层：黑人警察／黑人司机、黑人警察／白人司机、白人警察／黑人司机，以及白人警察／白人司机，通过电脑生成的随机数字分别从这四层事件中进行随机抽样。为了能最好地达到研究的目的，四层中每一层抽样的事件数量都是相等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描述互动中种族差异的分析力。

在分层抽样中，把握分层的两个基本原则非常重要。原则之一是要使每一类型也即每层内部的差异尽量缩小，而各层之间的差异尽量增大；原则之二是要有清楚的界限，在划分时不致发生混淆或遗漏。分层抽样通过划分类型把总体中标志值或在某一变量（通常是控制变量）的属性上比较接近的单位归为一种类型，一方面，它使各类型中的单位之间共同性增大，差异程度缩小；另一方面，它使样本在各类型内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保证各组都有中选的机会。在此基础上进行随机抽样，就可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具有较好的抽样效果。因此，在总体构成复杂、内部各单位差异较大、单位数目较多的情况下，最适宜采用此种抽样方法。如根据发行量规模和市场分层来选取报纸以考察新闻报道内容和方式与各级各类报纸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每层内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就称为分层随机抽样。在分层抽样中，先根据层样本对层的参数进行估计，然后再将这些层估计加权平均或求和作为总体均值或总值的估计。

在进行分层抽样之前，不仅要确定事物作为样本的特征，且如果需要的话，还得提供它们所占的比例大小。由此分层抽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可以分为分层定比抽样和分层异比抽样两类：①分层定比抽样指按各类型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而在各类型内随机抽取样本。②分层异比抽样指当某个类型所包含的个案数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太小，为了使该类型的特征能在样本中得到足够的反映，需要适当加大该类型在样本中的比例。

例如，笔者曾在一项中美两国报纸“非典”报道的比较研究中，选取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四份报纸，以“非典”爆发高峰期2003年2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为研究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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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通过《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和LEXIS／NEXIS数据库搜索，分别从四份报纸中获取时间段内所有相关新闻报道。因《人民日报》的报道量所占比例最大，是其他三份报纸的总和，同时，此研究的目的之一还需考察报道中关注的主要国家／地区，因此笔者决定采用分层异比抽样的方法，将《人民日报》报道抽样百分比确定为10％，而另外三份报纸则适当增大抽样比例，加之三份报纸在研究时段内报道量相近，故分别在三份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中抽取20％，此为第一层抽样；第二层，根据报道关注地区（经过前期考察后，将该变量设定为中国内地、美国、中国台湾、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地区等五个类别），再从《人民日报》样本中按五个类别分别抽取10％，另外三份报纸则分别抽取20％（如果五个类别中有某类别如“其他国家／地区”在某份报纸中的报道量不到10篇的话，则统统纳入样本中）。

分层抽样特别适用于既要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也要对子总体（层）参数进行估计的情形。分层抽样实施和组织都比较方便，抽样单位分布比较均匀。当层内单位指标差异较小而层间单位指标差异较大时，采用分层抽样可以大大提高估计的精度。上述研究实例中正是基于对中美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公共危机报道“我”与“他者”差异的假设，笔者才采用了两级分层抽样的方法。同样，笔者在对中国政府网站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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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在21世纪初国家级与省级政府网站以及省级政府网站内部，因财力物力支持和地方性经济差异等方面原因会造成网站建设上的层级差异，因此将分层抽样与系统抽样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对我国政府网站的整体状况的评估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各层级之间的巨大差异。

3.3.2.5　复合周抽样

复合周抽样（constructed-week sampling），又称构造周抽样，是指在连续不同的星期里随机并按照顺序抽取周一至周日，抽取的这些样本构成一个“周”。相对来说，复合周抽样适用于较长时间跨度的研究，对于同一天有数量较多的样本尤其适用，并保证考察期间的每一天都有合乎主题的报道。它实际上是分层抽样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特殊变种，其分层基础是时间。分层效果有两层：一是构成了同质的子群体（如所有的星期一在一个群体），二是防止了大容量的周日和周三或者小容量的周六被抽中的样本过多。

同样以高考报道来说明这种抽样方法。要考察2007年6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间《中国教育报》有关高考的报道。这92天总共有14周，由于第1周和第14周并不是完整的周，可以先剔除，剩下12周。假设需要一个复合周样本（即7天的样本量），可以在第1周至第4周之间，随机抽出周一的样本，在第5周至第12周间按照顺序抽取周二至周日的样本，由此形成一个复合周，而抽中日子当天的所有报道都要涵盖在内。

再以电视报道为例。要考察1998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新闻联播》关于全国矿难的报道。由于10年的时间跨度非常之巨大，样本总体也必然非常之多，因此使用复合周抽样尤其适合。首先我们确定所需样本数量，假设每年需要一个复合周样本，10年一共为10个复合周。以抽取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的样本为例。2007年的第一周恰好为一个完整的周，因此只需要将最后一个周剔除即可，剩下52周。要从52周中抽取七天的样本，周一可以从第1周至第4周中抽取，剩下每隔八周依次抽取周二至周日的样本。其他年份以相同方式进行抽样，但需根据各周排列灵活抽样。

复合周抽样要求一周七天的每一天都有代表样本，从而可以避免上文提到的一星期内媒体内容生产的周期性循环差异问题。它也可以与连续日期抽样结合起来，直接以一个或多个连续七天的一周为样本，但这种抽样程序却“忽略了周与周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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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复合周抽样类似，复合月则是从多个年份中以每年的12个月为抽样层，分别随机抽取一个1月，2月，3月，直至12月。那么，复合周这类抽样方式需要多少个周才算是有效的呢？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有关样本大小的章节中进一步阐述。

3.3.2.6　整群抽样

在实践中，总体单位数目往往很大，而各单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又很分散，给抽样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便于组织调查，有时可以利用现成的集体，随机地一群一群地抽取集体单位，加以研究，由此推断总体的情况。在二阶抽样中如果把初级抽样单元称作由次级抽样单元组成的群，在抽中的群内不再对次级单元进行抽样而是进行普查，那么这种抽样方法就称为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也即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些小的群体，由所抽出的小群体内的所有单位构成调查样本的抽样方法。可见，在整群抽样中，抽样单位和分析单位（参见第4章）是不同的。而且，由于被抽取的群体内所包含的单位在类型和数目上都无法事先知道，因此，一个特定单位在一项分析中被选中的概率取决于被抽取的群体的大小。对于媒体内容分析而言，还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所研究的报纸的出版地，哪份报纸发表哪种文章，以及哪份报纸倾向于反映哪种观点、话语或态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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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分析中，整群抽样的使用实际上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表3.3中信息内容单位标注为目标全域U的例3和例7，从整体上看其实可以说是采取了整群抽样，也即在初级单位（信息载体／资料来源或者信息时段）进行抽样后，直接以所抽取的初级单位所包含的所有下属次级单位（如例3中所选两个月内所有社论和例7中所选杂志期数内所有登载的内容）作为分析的对象，也即这些下属次级单位是分析单位或记录单位，而非抽样单位。再比如，一项关于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描述的研究在随机选择月份和星期的基础上，将整个一周内所有广播电视网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广告都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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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体包含的次级单位为数众多且又缺少必要的档案资料因而无法直接对次级单位编制抽样框，而由次级单位组成的群的抽样框是现成的或者很容易编制时，常常采用整群抽样。整群抽样的优点是只需具备群，即初级抽样单元的抽样框即可，无需具备关于次级单元的抽样框，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是一种较为便利的随机抽样方法，能够节省时间与费用。但是，整群抽样的效率与群的划分密切相关，如果总体划分成群后，样本分布过于集中，群内差异小而群间差异大则估计精度就比较低。因此群的划分原则应是尽量缩小群间差异程度、扩大群内差异，因为在群内差异大、群间差异小的情况下，抽样误差是不会太大的，可以使每个群都有较好的代表性。这时采用整群抽样就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由此可知，划分群的原则正好和分层的原则相反。这种情况下，整群抽样不仅组织方便，而且结果较为准确。但从统计学上来讲，整群抽样通常因为群内差异容易被放大，抽样误差无法控制，而不如简单随机抽样或者一级分层抽样那样准确。

3.3.2.7　多阶段抽样

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抽样阶段上使用任一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调查对象数目庞大、分布很广、总体成员呈现一种自然分组状态的情况下，很难直接抽取调查单位，常常把总体分成两个或多个级别的抽样单位：初级抽样单位，次级抽样单位，或更次一级抽样单位。总体由若干初级单位组成，每个初级抽样单位由若干次级抽样单位组成，先按某种方法在由初级单元构成的一级抽样框中随机抽样，然后在中选的初级单元中由次级单元构成的二级抽样框中随机抽样。如果抽样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则称为二阶抽样（two-stage sampling）。例如有研究者在通过考察USENET新闻讨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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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政治社区的关系来探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政治传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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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了二阶抽样。他们首先从USENET生成的目录即抽样框中随机抽取n个新闻组（也即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从被选中的那些新闻组中随机抽取n套成套帖子（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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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为次级抽样单位。再比如，在对美国政治传播中常见的竞选主题进行研究时，有学者将关注点投向了参议员竞选活动中的负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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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一份完整的参议员竞选活动清单的基础上，研究者首先对竞选活动进行抽样，然后利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政治广告档案（Political Commercial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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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每个中选的竞选活动中随机抽取相关广告。

如果总体可以划分成多个级别的抽样单元，每一级别的抽样单元由若干下一级别的抽样单元组成，相应地存在多个级别的抽样框，抽样时先在一级抽样框中对一级单元抽样，再在中选的一级单元中对二级单元抽样，依次类推，这种抽样方法称为多阶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多阶抽样实施方便，抽样前不需要总体内低级别抽样单位的完整名单，也不需要对每个高级别的抽样单元建立关于低级别抽样单元的抽样框，比较简单易行，抽出的样本相对集中，便于研究的实施开展。多阶抽样的主要缺点是估计量的结构比较复杂，对估计量方差的估计也很复杂。

3.3.2.8　非随机抽样

除普查外，以上所介绍的几种抽样方法均为随机抽样。与随机抽样不同的是，在非随机抽样中，所有的抽样单位不具有被抽中的同等机会，在由样本推论至总体时通常不如随机抽样那样具有推广性。但是，由于前文所指出的内容分析抽样特殊性之一，即研究范围内的文本单位往往不具有同等的信息量（如克里本多夫所言，样本信息量的不均等在内容分析中要比问卷调查研究“典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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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给统计学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带来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同时也使得纯粹的随机抽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观察和理解某些特殊内容并无太多的实质意义，比如对于那些本身就不怎么报道某类新闻的报刊而言，是否能被随机抽中为分析此类新闻的研究样本，其实并不事关要旨。因此，对于内容分析研究者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点考察某些或某类文本单位可能更具有典型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内容分析中以立意抽样或判断抽样的方式来选取媒介实体来源／信息来源样本（如表3.3）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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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这样的知名报纸，在国际报道研究中往往被有目的地选为样本，不但因为它们具有全球性视野，享有国际声誉，而且因其报道实力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影响其他媒体议程设置的消息源。大体上说，内容分析常用的非随机抽样方式有立意抽样和便利抽样两种，偶尔可见配额抽样。在质化实地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滚雪球抽样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则相当少见，这主要是由抽样方式和内容分析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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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非随机抽样方法配额抽样（又称定额抽样，quota sampling）在内容分析研究也很少见，它指的是事先规定一定的样本数量，并规定一些与研究内容有关的标准，然后把样本数按不同标准加以分配，最后由研究者从符合标准的调查单位中随意地抽取样本单位进行调查。这里，将主要就立意抽样和便利抽样做进一步的介绍。


1）立意抽样
 。立意抽样又称目的抽样、判断抽样（purposive sampling，judgment sampling），就是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总体的知识如对总体构成要素和研究目标的认识，也即依据对研究目的的判断来选择适当的抽样方法，因而研究者在使用时往往会给出明确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抽样中，凡总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单位都可作为样本，个别单位被抽取的概率是无法确定的，其抽样结果的精确度也无法判断。所以，这种立意抽样的准确程度取决于调查者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经验、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了解程度以及调查者的判断能力。如果调查者具备相应的能力，则立意抽样可望有代表性，因而有利用价值；反之，样本可能会出现各种偏差。立意抽样或判断抽样在确定样本的选取时往往要依据一项或多项陈述明确的标准。这一点在上文说明内容分析第一层抽样单位的选择时已有充分说明。可以说，内容分析研究在这一层次抽样时大多采取的是立意抽样（见表3.3），而且这也是采用非随机抽样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种抽样方式，无论其发生在抽样的哪个层次。

对于电影而言，媒体实体单位与信息内容单位通常是一致的，因此其内容分析对象的选择也就是抽样单位的选择，由于一部电影的内容容量远远超过其他媒体内容，所以其样本的选择一般采用立意抽样方式，多将目标瞄准在获得商业成功或热门的电影上，其选择过程也往往会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比如一项研究变态恐怖片（slasher films）中的性与暴力的内容分析所确定的样本范围是获得商业成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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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个跨时段的年份中汇集每周评出的“前50名热卖电影”和“前40名热租的录像带”，然后根据电影界认可的分类标准，如被颇为著名的指南性的《视频源书》（The Video Source Book）
【75】

 界定为变态恐怖片的，或者是从电影的名称中就可知道其必然包含暴力和死亡场景的电影，并对根据其票房及出租金收入同一个年份的电影进行排序。接下来的一步是从排名第一的电影开始对每个年份入选的最初电影列表进行详细的检查。根据上述的变态恐怖片定义，并通过浏览全国性报纸的电影评论（如NewsBank
【76】

 ），一一评定初选电影。依据此程序，三个年度中最成功的10部电影最终被选入。


2）便利抽样
 。便利抽样，又称方便抽样（convenient sampling），指的是代表研究对象总体的个体抽样单位被选入样本仅仅因为它们是研究者可获得或相对便利获得的。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经常会需要或不得已必须采用这种抽样方法，因为许多过往传播内容经常由于其存档问题（如缺漏、人为破坏或历史客观条件等）致使客观上无法获得全部样本，又或者因内容采集方式的限制（如海量且流动的网络信息）等方面原因而无法确认研究对象总体，以致很难生成一个随机抽样所需要的抽样框。比如在一项对1950年代美国儿童电视节目中的广告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所使用的就是一个名为皮博迪博物馆档案库（Peabody Archives）
【77】

 中可获得的节目，以此作为便利样本。
【78】



便利抽样虽然在对更大的总体进行推论时，与其他两种非随机抽样相比存在着更为明显的不足，但也有其合理使用之处。里夫等人总结了使用便利抽样的三种合理情况：①所研究的内容材料难以获得，这种情况在研究早年出版的报刊杂志或图书等资料时特别常见；②受到资源限制（如时间和资金等）而无法从总体中生成一个随机样本；③在对一个知之甚少、缺乏研究却很重要的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时。
【79】

 无论怎样，内容分析者在使用便利抽样时一定要谨慎，特别要小心对待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数据基础上作出的分析结论，因为其样本存在较大误差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能大大降低了其结论推广至总体的有效性。

3.3.3　样本容量的确定

分析者在确定了抽样方案后，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样本需要多大才能有足够的信心回答研究问题，也即需要确定合适的样本容量。样本容量（也称样本规模，或样本大小）是指按照某种规则从总体中抽取出来的样本观察单位的数目，也即样本数量的多少。样本需要多大才可靠？基本常识建议样本越大，对样本的代表性越有信心；样本越大，对样本的标准误差的估计越小。数目过少，会使调查结果发生较大的误差，不能保证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也就不能对总体作出正确的推论。然而，当样本显著大到某一点时，其对样本测量的准确性的影响就非常小了。一旦达到这么一个点时，增加样本就没什么意义了，因增加样本而带来的成本和不便也许高于其好处。特别是对于质化研究来讲，大绝非意味着美。质化研究往往使用小样本，更有利于取得深入的信息。因此质化内容分析相对于量化内容分析而言，其样本容量要小很多。

3.3.3.1　统计理论下样本容量的一般要求

从统计理论的角度来看，确定样本容量需要考虑以下四种因素：


1）对调查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精确度的要求
 。一般而言，抽样的目的是通过样本推断总体，而推断的可靠性和精确度与样本容量有密切关系。置信度和置信区间是说明样本容量与抽样可靠性和精确度关系的两个重要概念。置信度又称置信水平，是指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某一区间的概率，它反映抽样的可靠程度；置信区间是指在一定置信度条件下，样本值与总体值之间的误差范围，它反映抽样的精确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置信度越高，即推断的可靠程度越高，所要求的样本容量就越大；置信区间越小，即样本值与总体值之间误差范围也即抽样误差越小，所要求的样本容量就越大。反之，则要求的样本规模越小。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例，在一个较大调查范围内抽取384个样本，就能使统计结果达到95％的置信度和不超过5％的偏差度（置信度、允许误差与样本规模之间数量变化的关系见表3.6）。在传播学领域的一般研究中，多半以95％的置信度和5％的偏差度为要求。


表3.6　置信度、允许误差与样本容量之间的关系


[image: alt]



2）调查总体的规模大小
 。样本数目并不一定要与总体所包含的数目成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样本数的多少对统计结果会有显著的影响。但当总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样本容量的增加对抽样误差和统计结果的影响就不大了。在确保样本数能足够代表总体的前提下，应以选择较小样本容量为宜。认为样本规模越大越好只是一种误解。


3）调查总体内部的异质性程度
 。在其他条件和抽样误差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各单位的异质性越大，需要的样本数就越大。因此，在考虑样本大小与抽样误差的关系时，必须把总体各单位的异质性程度考虑进去。


4）调查者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一般来讲，样本数量越大，调查工作难度越大，人力、财力和时间等方面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在决定样本大小时，除了统计学上的考虑外，研究者还不得不在这些现实条件和因素中寻找平衡。

3.3.3.2　内容分析中样本容量的特殊考虑

以上四个因素是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在确定样本容量时的一般要求，也是内容分析的总体原则和一般指导方向。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只有少数严格按照统计理论计算样本大小，内容分析者大多会考虑到文本或媒介载体的特殊性，在不是特别偏离总体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适当调整，以更为切合研究的需要。

与研究对象为自然主体而非人造产物的问卷调查和实验等所不同的是，内容分析所面对的是文本，抽样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可能不符合统计抽样理论的前提假定。如前文所述，内容分析的抽样单位往往与分析单位和记录单位不一样，这很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便是按照统计理论精确计算来估计抽样误差并确定了样本容量，但在实际分析中也会产生偏离，而三个抽样层次的不同则更增加了内容分析确定样本容量的复杂性。而且，文本有其自身的上下文连接性，因此记录单位也许不像统计理论所要求的那样相互独立。再者，文本单位通常在信息内涵或所提供的信息量上并不对等，不是所有的内容单位都能为研究问题的回答提供均等的信息，而研究者却必须从中选取合适的样本以使研究问题获得正确回答的机会相对公平，也就是说，文本实质内容与回答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往往在实际研究中更被研究者所看重。另外，内容分析所处理的数据往往是定类测量层次上的，特别是二元变量（详见第5章解释）,其样本量的计算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参见附录二笔者的一项研究）。因此，内容分析者在确定样本大小时在尽可能遵循一般原则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在同行普遍接受的范围内的弹性处理方式。

针对内容分析特别是媒体内容分析的特殊性，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从方法论上探索样本大小的适切性问题。不少学者通过实证性研究测试，一致显示了内容分析在不少时候适量的样本就足够，并非样本越大越好。早在1939年，就有学者通过一个对报纸上的电台节目介绍列表记录的抽样测试发现，每个电台每年抽取四周的数据已足够。
【80】

 另有研究选择了86种历史教科书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描述进行分析，并额外检查了其他样本选择或者附加了一些广为使用的教材，结果这些教材样本的分析结果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81】

 内容分析早期研究对抽样方法最深入的经验调查是1949年发表的一项对前苏联《真理报》的研究，
【82】

 研究者对该报1941年为期6个月各期进行了不同选择，以对比相互之间的差异，结论是每周一天的样本和每月三天的样本效果一样，但是每五天和每两天抽取样本的方式显然更好。

媒体内容分析研究的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问题，一直到21世纪都是一个颇受学者关注的话题。以丹尼尔·里夫和斯蒂文·赖斯为首的一批研究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探讨在各种纸媒上运用不同的抽样方法的效力差异，以及为求得同等效力需要多少合适而经济的样本容量等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对比发现，在同样的抽样误差（一个或两个标准误差）范围，对于报纸内容而言，复合周（也即构造周）的抽样方法与连续日期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比在效力方面最具优势。
【83】

 以五年期的日报来看，最有效的样本容量是九个复合周，比大样本的十个复合周更为有效，
【84】

 再次表明以往研究所提倡的在合适有效的前提下使用较小样本的建议的合理性。但作者也同时指出，研究者是否应该在五年期分析中使用九个复合周的样本，取决于该报纸内容分析项目的性质、所选择的变量在样本中的变异性，以及内容资料的可获得性等。按照统计理论，当变量的变异性较大时，应考虑适当加大样本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十个复合周也许是较为保守的一种选择。同样是纸媒的杂志月刊，也是五年期的研究，仍然是复合分层抽样比简单随机抽样有效，在样本容量方面，一个复合年（共12期）
【85】

 较之于20期随机选出的期数要更为有效和准确，后者是在所有内容测量上需要满足有效性标准的简单随机抽样的最小抽样容量。
【86】



对于与纸媒大不相同的电视新闻来说，里夫和赖斯等人在比较了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两种变异体（复合月和复合周抽样）的实证研究结果后认为，在总体均值的一个或两个标准误差范围内最有效的方法是每月随机抽取两天的电视新闻。
【87】

 作者还特别指出，夜间电视新闻的选择由于时段非常有限，因此较之于报纸而言对新闻环境要敏感得多。新闻报纸可以因应需要而增加版面，而且许多日报的专题是专门针对特殊话题的，结果是新闻报道的话题分布相对稳定，即使是单篇报道会有所不同；而电视新闻却只有大约22分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能增加时间，结果，新闻选择过程意味着有些话题可能只有最低限度的报道时间，甚至可能在某个既定晚上整个被忽略掉。重大新闻事件即使不是紧急事件，也会挤掉其他所有话题。这也就是说，电视新闻播出的话题稳定性要相对较弱。这种变异性要求比报纸选取较多一些的样本，且以不同方式分层。

总体来说，内容分析研究样本容量的确定会因内容的传播介质、内容文本的特殊构成以及具体的内容变量等各方面因素而变得相当复杂。巴德等人在谈到样本大小问题时，曾给出一个“最好的”回答，那就是“不一定（It depends）”。
【88】

 除了考虑统计理论上的一般要求，更需要根据内容分析的具体问题、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克里本多夫从一般策略的角度指出，分析者可以通过如下三种路径之一来获得合适的样本容量：一是适当缩小研究问题范围，以使之能够在既定的统计抽样理论下被回答，二是对不同的抽样技术和样本容量的准确性进行实验，三是运用对半测试（split-half）技巧。
【89】




3.4　网络传播内容分析研究中的抽样问题
【90】




作为新兴媒体之一，互联网的兴起、普及和迅速发展使得万维网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移动的目标靶子”，
【91】

 以网页为基础的内容因网络的这种移动性以及网络内容的呈现和载体的特殊性而给传统的内容分析法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抽样这一环节上。与传统内容分析一样，当网络内容分析对象数量有限时，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资料进行全面考察。但由于网络信息的海量、多元和超时空以及链接的无限扩展性等特点，如果选择总体为编码对象就会增加研究成本，而且会极大地增加编码操作难度，网络内容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样本的采集以及调查总体和样本容量的确定都变得更为复杂困难。为此，笔者在2009年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以1993年（网页浏览器开始为人们所用）和2008年为起始和终止年，利用学术研究图书馆（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传播和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和SAGE全文数据库（SAGE Full-Text Collections）等三大数据库，根据标题和摘要的阅读，搜取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颇具声望的五份国际权威刊物
【92】

 中发表的以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论文，共计获得内容分析运用于网络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文献52篇（1998年以前这五份刊物均未有一篇与网络相关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

调查发现，网络内容分析倾向于采用抽样样本作为编码对象，有51.9％（27篇）的论文采用样本，而且，以总体为研究对象（也即采用普查方式）的论文中有63.6％是在确定了三个抽样层次中的前两者（媒体实体来源和研究时间段）的基础上获取所有内容单位，而这两个抽样层次的确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研究目的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比如，在一项考察早期公司网站的交互性程度、类型和维度的内容分析研究中，
【93】

 研究者首先确定以某一权威性目录如The Web Digest for Marketers（www.wdfm.com，经销商的网页汇集）上列举的所有公司网站为分析对象，然后确定研究的时间框为1995年10月至1996年1月，以代表公司网站的早期发展阶段（在此时期行业报刊开始定期给网络营销话题辟出专门栏目）。这样一类研究的总体量一般不是超乎寻常之大，而且与分析单位大小呈反比关系。分析单位如果大至网站，那么总体量为5到64家网站；分析单位如果小至网页新闻或博客文章时，总体量一般为200～500，有时甚至达到上千篇。当界定范围内的总体相当之大、特别是分析单位属于微观层级如具体篇章时，研究者基本采用的是样本，样本量是总体的10％左右至大约80％不等，因编码分析单位的大小而不同。

在采用样本并能明确判断出随机抽样与否的26篇网络内容分析论文中，有7篇使用非随机抽样，使用随机抽样的19篇论文还有一些是针对研究的具体要求和对象在设定一定的时间框架下展开的，在严格意义上时间框的择取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人为性，因此只是实现了抽样下级层次的随机性。比如一项研究网络报纸新闻报道中如何体现亚洲价值观的内容分析，就是在既定时间框内简单随机抽取三天对所有相关网站上的新闻报道进行观察。
【94】

 研究时段的确定对各层级均为非随机抽样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基本围绕研究的主题对象来择取。比如在一项考察无管制的匿名网络论坛里违背道德的原则是怎样呈现和个人自律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中，研究者以日本最著名的Channel 2（第二频道）互联网论坛为蓝本，选择了在2004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之间发布的5个主题系列帖子（平均每个系列都有1000个帖子）共5000个帖子作为编码对象。其时间段的确定根据是伊拉克人质事件中日本人香田证生被斩首（2004年11月1日）的前后一周。
【95】

 由于网络信息存在发布时间不明确、内容更新速度快且不定期等新特征，使得分析样本的起讫时间确定成为一大难题，回溯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便很难完成。而且，由于网络传播内容瞬息万变，固定框架的抽样已经非常困难，符合抽样条件的网站也不一定有均等的被抽中概率。有研究指出，网络内容分析在选择样本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样本时间和抽样方法问题。
【96】



笔者2009年研究发现，传统媒体内容分析的抽样方法在网络研究背景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继和借鉴，比如分层抽样（特别是复合周抽样）的运用以及抽样层级与研究对象界定的相关关系等。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将现有媒体的特征与超文本、交互性和其他许多关键属性相结合，各种不同媒体特征的混合使得网络内容分析相当复杂。研究者已发现了对互联网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上的许多问题。如页面内容的非线性和定制化设置违背了传统内容分析方法的基础假设，因为网页用户可以通过超链接进行跨新闻篇目甚至网站的阅读，从而造成了用内容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来推导内容用户的特征和行为更为困难。同时，网页内容分析的可推广性（generalizablility）和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也因各种抽样问题受到影响。因此，笔者的博士导师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萨莉·麦克米伦教授认为对抽取样本的严格要求“也许是在网页上进行内容分析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同时建议研究者考察多种抽样方法在运用于网页时的有效性。
【97】



而在新闻传播学的实际研究中，学者们也大都较为明确地界定研究目标总体（比如依据时间或研究对象层级或其他特征），在缩小其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抽样。建构抽样框的方法各异、各有千秋，但这些方法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论是在确认由单个方法产生的样本方面还是在确认目标群体是否完整方面，研究者都可以结合使用多种抽样方法。
【98】

 由于网络传播的内容瞬息万变，固定框架的抽样比较困难，因此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手段相结合的抽样框确定方法似乎成为今后发展的一种趋势。另外，在运用内容分析法描述和解释网络中的传播现象时，作为重要步骤之一的抽样方法与以往传统的抽样方法相比，网络内容分析更强调样本下载的及时性和编码时间的统一性，而且样本量相对于同样时间段的传统媒体内容来说要求更大些。

3.4.1　网络传播内容样本数据的采集

对于传统媒体内容分析来说，研究对象或样本基本上以存档的形式存在，相对具有稳定性，数据采集时间相对来说紧迫感不强。但在网络内容分析中，由于网络更新速度快，不断有新的网站和内容出现，而且已有内容也经常被移除或替换。劳伦斯和吉勒斯1999年就估计万维网上有8亿个页面，且呈指数增长，1997年至1999年间网站数就翻了三倍。
【99】

 因此网络内容分析更强调样本下载的及时性和编码时间的统一性。
【100】

 笔者2009年研究发现，在说明下载样本时间跨度的论文中，样本下载时间短至一天，多数都在两周至一个月内完成，时间长至2～3月的均为同步研究，也即随事件发展而开展的即时追踪性网页内容观察分析。

在一项对网上公民新闻和报纸网络版如何运用客观性标准和外部消息源的比较研究中，
【101】

 研究者在所确定的一个月的考察研究时段内每天同步下载公民新闻博客文章，并在同一个月内随机选择一个复合周下载在线新闻网站文章。他们还发现，大约有45％的研究是利用网站／网页目录作为抽样工具，约25％是在研究时间段内将文字交流记录全部下载，18％是利用搜索引擎作为样本采集工具。
【102】

 笔者2009年研究同样发现，传播学领域中最常用的网络内容数据的采集方式也是利用已有的或综合而成的在线名录或列表（占38.5％），其次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既定网站或是随机择取一定的天数以复合周方法来保存页面或下载（博客或网上新闻）相关文章（21％），运用搜索引擎获取样本的居第三位（11.5％），其他各种方式（如利用前人类似研究的抽样框、运用律商数据库LEXIS／NEXIS一类的全文数据库等）总计29％。这种状况既说明了时间点的选择和追求即时性在网络内容分析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近期学者对已有的在线名录和搜索引擎的有效性的考虑，特别是在进行随机抽样的情况下，在倡导充分利用这些工具的同时需要谨慎对待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后面小节将要谈到的确定抽样框的问题。

由于既有的网站／网页目录在提供范围和获取途径上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研究者通常会借用搜索引擎作为确定研究的目标总体或抽样框，以及样本数据采集的替代方式，并适当地辅之以其他可用资源或手段，特别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新手段和新方法。例如在一项研究小型发展中国家官方网站的自我呈现的内容分析中，
【103】

 研究者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然后基于前人研究创立的步骤，
【104】

 在现有的网络搜索引擎（包括谷歌和雅虎）上，对世界银行列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网站进行了搜索。其搜索根据是，前人研究已表明许多小型发展中国家极有可能在他们主要的网站上展示与政府、总统、旅游或大使馆相关的页面。在前人研究策略的基础上，该项研究进行了扩展，应用了四个常用的搜索引擎（包括谷歌、雅虎、远景公司和Dogpile公司），进行了更多的搜索；而且研究者从最初的搜索中发现，在确认特定的官方网站是否存在时另有三个有用的网络资源，它们是全球大使馆网站（www.embpage.org）、政府官方网站（www.psk.keele.ac.uk/official.htm），以及世界旅游指引（www.123world.com/tourism）。最后，由人工依据三项标准确定官方网站：①在陈述或内容上明显是官方的；②在网站范围上属于国家的；③由当地政府或政府机构主办、管理和制作。

另一项颇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通过对法语新闻网站的考察来验证长尾理论是否适用于网络在线新闻。
【105】

 以代表着控制和接触媒体时权力分散以及内容多样化的多元主义这一媒体理想范式为出发点，研究者关注的是网络新闻的多样性问题，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中有很多参与到生产和传播新闻的不同网站。在面对拥有极大多样性的网站时，为了能从总体上对网络新闻进行分析，研究者必须考虑选取一个可以涵盖不同种类网站的有代表性的样本，选择那些尽可能具有代表性的并且符合作为研究材料的网站。因此，研究者首先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七类网站，包括作为传统媒体数字化延伸的两类网站（报刊和广电媒体网站、通讯社网站）、纯网络版的三类生产新闻内容的网站（网络杂志、参与式新闻网站和网站博客），以及作为新闻聚合器但自身并不直接生产新闻内容的门户网站，这样的分类有助于构建一个详尽的在线新闻版图。然后是在此分类下寻找合适的代表性样本。显然，现成的目录是没有的，研究者需要自己制作一个包含主要法语新闻网站，除了将在法国的七类网站全部包含在样本中，为了使样本来源多样化，研究者还根据流量数据统计，将一些很受欢迎的非法国境内的法文网站囊括进样本中。另外，研究者还利用专业化的排名服务网站如Technorati和Wikio等
【106】

 ，根据法语博客的主题和质量对法语博客类网站进行了筛选，在完成了最高排名的法语博客名单后，选取那些涵盖一般性新闻（政治、社会、文化等）和定期发表文章的博客，并制成了一个博客样本名单。一旦确立了样本来源后，研究者采用自动爬虫（automated crawling）方法，通过样本来源的RSS种子在20天内全天24小时地提取样本数据。

3.4.2　网络传播内容抽样方法的选择

互联网带来的巨大飞跃之一是可以在线获取数据，电子数据的集中能够给研究者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提供很大便利，也因此提高了研究的外部效度。虽然互联网在搜集数据方面展示了强大的能力，但它巨大的存储量和不稳定性使得随机抽样的发展之路走得并不顺畅。由于万维网（WWW）是分散、通用的交流平台，混合了不同的媒体和互动形式（如文本、一对一交流、异步多媒体信息、音频流等），目前尚没有一个主导的方法可以用来衡量和区别它们不同的用途，因此，对网上如此丰富的信息进行分类是一项难以逾越的任务，再加上网页不断地出现和消失这样的动态特性，可用的网页目录通常不完整或多有重叠，使得这项任务更为艰巨。如果采用随机抽样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分析的话，难度可想而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挑战是如此难以对付，以至于他们觉得“选择真正的随机抽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107】



麦克米伦在她关于19篇网络内容分析论文的研究中发现，有九项研究没有抽样，而是研究抽样框内的全部网站，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描述或是设定一个分析特定类型网站的标准。在其余的进行了抽样的研究中，利用随机数字表是最常见的抽样方法，缺点在于这样产生的排列大多是无序的，导致研究者要进行繁复的人工计数。搜索引擎可能产生多种超文本的子目录形式，而使安排随机数字变得复杂。

相对于大范围的随机抽样，在研究对象的设定范围内进行普查式分析显得相对容易操作些，比如几个目标网站在一定时间段内保存所有网页以进行分析，或在一定研究时间段内对所研究的网站论坛利用其站内搜索引擎搜索所有相关话题的文章或发帖，或利用一份完整的目录考察目录上所有网站的首页（如意大利右翼门户网77家右翼集团或组织网站）等。但对于抽样研究而言，问题就复杂得多，也因此造成了不少网络内容分析采用的是便利抽样或立意抽样等非随机抽样方法。如前所述，笔者2009年研究发现，采用抽样的网络内容分析研究的比例是51.9％（27篇），其中有七篇研究使用的是非随机抽样（占采用抽样的论文的25.9％），而那些使用了随机抽样方法的研究（19篇，70.4％；另有一篇未明确指明抽样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严格限定目标总体后进行的。学者们所提出的利用类似电话问卷调查随机数字拨号的一种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比如利用Web-Crawler软件并结合HotBot搜索引擎来随机选择网址URLs), 
【108】

 在笔者所考察的论文中未发现一例。这主要与该方法的使用对象性质和局限性有关，该方法特别适合针对无限定范围的网上资源（也即广义的目标总体）且研究重点不在于具体内容的随机调查，因为互联网的全球性妨碍了研究者将URL地址定位于特定的区域，所以对于一些小的目标总体来说，随机抽样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了。而网络传播的内容研究则往往是对象明确且重在具体内容。

总体上说，网络内容分析使用纯粹的简单随机抽样，理论上非常困难，在实际操作中也相对少见。在笔者2009年研究中仅发现四例，占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论文的21.1％。其中一例是在一定时间段随机产生三天作为样本，直接观察权威机构Newslink
【109】

 网站上所列举的亚洲报纸网络版网站；
【110】

 另一例是在研究时间段内随机择取一周，并在所观察的论坛内随机选取100个发帖者，然后分析这100个发帖者在这一周内发布的所有帖子；
【111】

 还有一例是通过YAHOO！句法链接搜索得到所有相关网站链接后随机抽出100个个人网页。
【112】

 其他随机抽样方法是系统间隔抽样（6篇，31.6％）和分层抽样（5篇，26.3％），另有4篇未明确指明使用的哪种随机抽样方法。

如本章前文所述，分层抽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层级性质，另一种是根据时间周期，如复合周抽样。例如有研究者在一项记录了2004—2006年三年间24家新闻网站动态内容的增长趋势的研究中，
【113】

 利用《国际编辑和出版家年鉴》的日报百强名单作为抽样框。为体现网站规模的差异性，研究者将百强名单与报纸的发行量结合起来，分别从报纸发行量在40万—200万份间的报纸中抽取八家，发行量在18万—23万份的报纸中抽取八家，发行量在10万—12万份间的抽取八家，由此组成抽样样本。尽管最近有学者指出，与以往着眼于传统媒体的研究一致的是，复合周抽样较之于简单随机抽样或者连续日抽样等方法更为有效，
【114】

 但笔者2009年研究却仅发现三例使用复合周抽样的论文，而且都是在2004年以后才开始使用，说明这种按时间周期分层抽样的方法虽然在近期得到推崇，并在纸媒内容分析中多有应用，但尚未在网络内容分析实践中得到普遍推广。

3.4.3　网络传播内容抽样框的确定

网络内容分析中确定研究的目标总体是关键一步，实际操作中往往体现在获得一个包含目标总体各单位的类似于目录清单的抽样框，并在此基础上或是进行普查式分析，或是更方便快捷地实施抽样。这个清单中的每个目录项与实际总体的每个单位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即根据一个目录项可以找到实际总体中特定的一个或一些单位。抽样框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名单和手册，也有地图、数据包或列表。但不管抽样框采用哪种具体形式，其目的是相同的，即在抽样之后调查者必须能够根据抽样框找到具体的抽样单位。

抽样框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种，现成的目录和经过研究者多方搜索整合后而成的列表。网络内容分析中最常见的是利用某个权威性相关机构网站上现有的在线列表，比如，本章上文提到的笔者对中国政府网站的研究，
【115】

 笔者利用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上的全国各级政府网站导航目录，以此为目标总体，采用系统分层抽样对177个政府网站首页的内容进行了国家级和省级政府网站、沿海和内陆政府网站的比较分析。据笔者2009年研究统计，在使用了抽样框确定目标总体的30篇网络传播内容分析研究论文中，像这样一类利用在线列表的有18篇（56.7％）。对于分析那些关于特殊资源或关于特殊话题的网站来说，汇总网站十分有效。在一项对常规（routine）是如何影响网上公民新闻和报纸网络版的内容的研究中，
【116】

 研究者依据cyberjournalist.net
【117】

 和Placeblogger Directory
【118】

 综合而成的博客排名表制作成一个较为综合全面的抽样框。

另外一种省时省力的方法是使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符合条件的相关网站综合为一个目录总表，如通过各大搜索引擎创建少女网站目录。这样的论文在笔者2009年的观察中有6篇（20％）。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万维网内容是瞬息万变且没有进行普遍分类。有研究指出目前主要的一些搜索引擎只能获取不到一半数量的网页，而且任何一个单个引擎获取网页的指数不超过16％，而且这个比例还在萎缩。
【119】

 如果要分析一些新建的或短命的网站而利用搜索引擎构建抽样框的可行性就比较低了。影响样本误差的原因还包括这些排名是基于一些潜规则排列的，比如Yahoo！会根据用户的个人使用偏好对结果进行暗中排序；以及搜索引擎会根据链接数和流行程度对网站进行排名。因此，利用搜索引擎构建抽样框会导致样本偏向点击率更高的网站。研究者发现网上冲浪者更易于通过搜索引擎（85％）和链接（88％）发现新的站点。因此，利用搜索引擎构建的抽样框更利于反映出普通用户的需要。
【120】

 因此要采用该方法的话最好是利用元搜索引擎进行搜索，这是一种集合了多个搜索引擎的结果的综合搜索引擎，结果优于其他单个引擎。

笔者统计发现的其他两种获取抽样框的方式分别为：①在目标网站或相关数据库利用关键词搜索，获得所有相关文章如新闻报道或博客帖子等，以列举清单为抽样框（4篇，13.3％）；②利用相关权威机构发布的线下目录（如《国际编辑和出版家年鉴》的日报百强名单、《美国新闻》公布的世界年度各专业最佳大学名单等），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网站的目标总体（3篇，10％）。

从研究实例来看，网络内容研究抽样框的确定颇为注重权威性、相关性和目标性等三性。抽样框来源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都必须是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内的权威机构，其名录得到广泛共识和行内人士认可。除上述提到的名录以外，其他如《财富》杂志网站上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NewsLink网站上所列举的亚洲报纸目录、Blogosphere Ecosystem
【121】

 博客名单、Yahoo！医疗健康网站导航、全美高等教育理事会网站上的教育机构名单等。依靠搜索引擎或其他方式获取的抽样框则具有较强的目标性和相关性。迈克尔·齐诺斯在运用公共传播理论来分析比较《纽约时报》和政治博客对“阿利托”案的相关报道从而探讨政治博客的影响时，利用国际学术界权威的全文数据库LEXIS／NEXIS来搜索研究时段内《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同时利用跟踪最新新闻和博客内容的Blogrunner聚合服务来搜集研究时段内相关的并有链接到《纽约时报》的博文。
【122】



3.4.4　其他对策探讨

从目前研究的主流来看，尽管随机抽样运用于网络研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问题，但总体倾向还是提倡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避免使用便利抽样，因为无论是在何种层级上采取哪种随机抽样方法，都不会像便利抽样那样给内容分析带来那么多的方法论上的困扰和质疑。为了随机抽样更为科学地运用于网络内容分析，学者们着力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拓展抽样框的确定途径，二是样本量有效性和代表性的性能比问题。

一个主机和独立网站在互联网上的地址系统给研究者提供了开展大范围的、特别是跨国界、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网络内容分析的一种科学方法，以此产生随机样本，这种样本建立在由互联网上的信息构成的综合抽样框之上。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大家庭，IP地址就像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号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识别通用。
【123】

 每个网络服务器与联网的每台计算机所分配的一个IP地址在整个互联网中是唯一的。每个IP地址都是由32位二进制位数码构成，由于数字地址标识不便直观记忆，因此又产生了一种字符型的地址标识，即“域名”。域名地址在实际运行时，仍是由专用的互联网域名服务器（DNS）转换为IP地址后，计算机才能识别。IP地址和域名都可以作为一个抽样框，但在实际操作中域名地址更为实用，除了更易识别之外，当更换一台新的主机时其IP地址也会相应更改。
【124】

 想要灵活运用这一抽样框的话，需要了解域名地址的层次命名机制，它与互联网的层次相对应，体现出层次的管理方法。域名末尾部分是一级域名或者顶级域名，代表某个国家、地区或大型机构，如cn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uk代表英国，如果省略则表示在美国注册的顶级域名。倒数第二部分为二级域名，代表部门系统或隶属一级区域的下级机构，例如gov代表政府，net代表网络中心，com代表商业组织。再往前为三级及其以上的域名，是本系统、单位或所用的软硬件平台的名称，如“人民网”使用了“people”作为其三级域名。最高一级的IP地址由国际网络信息中心（NIC）负责分配，并授权分配第二级IP地址，并有权刷新IP地址。层级命名机制和DNS的完全性使得域名成为一个十分有用的抽样框，特别是当研究问题的设计贴合域名的分类标准的时候。当研究对象为商业网站、政府网站或跨国公司的网站内容时，DNS为其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抽样框。
【125】

 不过DNS也有其局限性。中心域名注册只包括二级和三级域名。此外，一个基于DNS的抽样框里不包括嵌套在一台主机的地址结构中的网页。因此这一抽样框更适用于关于网页内容的宏观问题，对基于低层级的网站而提出的研究问题则不适用。

当研究者要从一个大的并且没有抽样框的总体中抽取随机样本的时候，他们经常采用多级抽样法。
【126】

 乍眼看来，万维网网址的分层结构很适于多级抽样。研究者可以根据一级域名抽取顶级域名样本，以此类推。但因为在二级域名下缺少定址的标准，所以目前还没有内容分析的研究采用这种方法。随着今后互联网规范地发展，相信多级抽样会成为一个严密、实用的方法。

另外，一些学者则关注于研究网络内容的样本大小问题，特别是将分析传统媒体内容所运用的复合周方法借用于网络环境时不同样本量的有效性问题。网络新闻内容分析中的抽样分层决定一直都是以里夫和赖斯等人为传统印刷和广播内容（报纸、杂志和广播网新闻）而发展出来的惯例为指南。
【127】

 但在样本量的确定上却有着不同。比如，在比较了用于对网络新闻聚合器集合的新闻进行内容分析的几种不同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之后，赫斯特和道格尔发现，对于考察报纸印刷版六个月的总体而言，一个复合周抽样具有可靠的估计，但至少需要两个复合周甚至多至五个复合周的抽样才能准确地代表同样长时间的网络版，具体要多少个复合周则取决于所要分析的变量类型。
【128】







总之，从国外内容分析专家有针对性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内容分析研究实践来看，内容分析抽样方法和抽样容量的确定并无定规，也无严格精确的计算方法。由于内容资料千变万化，分析者在很多时候都是参照统计理论对抽样的一般要求，根据前人经验并结合研究实际面对的内容资料的特殊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在此，笔者总结出至少如下四点一般性的经验，供未来研究者参考：

（1）尽可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复合周一类的方法尤其值得考虑；

（2）如果在内容分析抽样的三个层次上都无法实现随机抽样，那尽可能至少在内容单位层面上使用随机抽样方法；

（3）如果确实只能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一是最好给出选择样本的合理理由，二是参照随机抽样的样本容量标准，适当增加样本数量；

（4）如果已了解到或预计到内容资料的内部变异性较大的话，尽量避免使用简单随机抽样，而更多地考虑分层抽样或系统抽样，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且最好是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加大样本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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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位类型与分析单位的选择


量化内容分析与其他量化研究方法一样，是通过各种测量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也即确定观察对象是什么、如何记录所观察的内容乃至如何考量数据，从而实现研究目的。在这样一个文本的数字转换过程中，根据研究目的或假设对所分析的内容进行单位化也即选择合适的分析单位至关重要，因为分析单位的大小和性质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测量的层级和结果，并进而关系到统计分析的内容和质量以及对内容实质的解释。

比如，同样是以电视暴力为研究主题，从笔者对近几十年的电视暴力内容分析研究的考察来看，研究者所设计和使用的分析单位至少有暴力节目、暴力镜头和暴力交锋（PAT）三种分析单位（详见本章最后一小节），这三种分析单位在层级上由大到小。以节目为分析单位的内容分析所获得的信息从整体上远不如以暴力交锋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来得丰满细致，因为其单位大至整个电视节目，因此，其数据搜集基本上是有关暴力的背景和结果等较为宽泛和宏观的信息，且多为定类数据，而且以二元数据居多，如节目是否呈现出暴力的后果，以及后果的类别（如情绪或心理上的伤害等）、节目中是否出现惩罚以及惩罚维持的时间（如仅仅在节目最后出现，还是贯穿整个节目等）、节目是否传递出反暴力的信息、节目的类型等。而以暴力交锋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则可以捕捉到有关发生在施暴者（perpetrator，P）和攻击目标（target，T）之间暴力行为（act，A）
【1】

 的三个方面的各种细节性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的单位数也大为不同。与事关内容分析实质的核心要旨类目建构一样，设计确定分析单位也是内容分析研究在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步骤。
【2】



本章将首先介绍单位的类型和单位化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分析单位的层级大小、界定单位的几种不同方式，以及各种分析单位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的适用和优劣之所在，以此提高内容分析的质量、有效性和可靠性。


4.1　单位概述


4.1.1　单位化的实质和基础

在传播学量化研究中，分析单位是指要具体统计的对象，是统计分析中最小，也是最重要的单位。
【3】

 在问卷调查中，常见的分析单位就是接受调查、填答问卷的相互独立的受访者个体，又或者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一个机构如新闻单位。但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分析单位比较复杂，层级和形式也较为多样，变化很多，容易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造成混淆，而且存在着分析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区分，因此需要分析者在研究设计时结合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清楚明确地辨析和确认。在对分析单位有个清楚的认识以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单位化（unitizing）和单位类型有个初步的了解。

其实，所有的量化研究都是在将分析对象进行切分的基础上，以每个切分的部分为单位，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赋值和数字化转换。在这样一种单位化的过程中，研究者在一个观察范围内分出相关的不同区隔，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察，反映出信息负载的实质内容的多样性。也就是说，研究对象首先是一个整体，但在文本数字化的计数过程中，被计数的对象却是不同的，或是概念上的，或是逻辑上的，分析者对其区别对待，将其视为独立元素，否则数字化的结果将没有意义。这种单位化的需求就好像我们以每升几元几角几分来计算汽油一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文本我们以词汇或段落或句子来对某种特质的出现（如消息来源或者某种类型的新闻框架）计数。而且，如果要使得计数具有意义，我们在计数时一方面要保证被计数的单位之间相互独立，更要确保各单位在意义上的确有所区分。分析单位的整体性意味着它在一个分析中或分析的某一阶段中不能再分解。单位的自然界定要求单位之间的界限不能重叠，而单位统计上的界定则强调“（一个单位之内）差异的自由度很小，但界限的自由度较高”，
【4】

 也就是说，在区分界定单位边界时研究者有多种选择，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制定相应的界定标准，由此划定不同的单位。但是一旦标准界定出来，各单位的切分和分析应该是统一的，不能在同一分析整体中出现互相叠加或缺失的部分，比如同一篇文本，文本有的部分以句为单位，有的则以段落为单位，以致有些单位被包含在另一些单位中。

单位化的划定基础和界定标准主要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面对同一个政治演讲，政治分析家可能发现该演讲者提及多种不同的公共议题，由此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议题将演讲划分为不同的部分，然后分别对不同部分进行分析，探究这些议题如何被演讲者定义，提出哪些问题与何种解决办法，以及演讲者探讨这些问题时使用了哪些修辞手段、论证方式，或者是否利用这些问题来攻击对手，发表申明或辩护。
【5】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语言学家可能会将这个演讲的内容拆分为句子，因为句子从语法规则来讲就是一个独立的结构。然而，能够识别诸如单词或词汇一类的字符串的计算机文本分析软件则可以生成出大小极为不同、类别也不同的分析单位。因此，不同的内容分析者因研究目的或研究手段的不同，其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内容单位的关注和切分也会不同。而且，内容分析者也许搜集的不只是一次演讲，而是一场政治运动中的许多次演讲，可以在这些演讲中辨析出不同分析单位，以此相互对照，或者将它们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

尽管由字符构成的文本似乎可以实现自然的单位化，但文本的单位化提出了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研究者不应将单位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既定，它们其实是在阅读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因此也暗含着分析者作为一个有能力的读者的经验。
【6】

 单位通常被认为是随观察对象经验性的变化而变化，但实际上是单位化这一行为创造了单位，并被认为原本就是如此。对此，克里本多夫特别指出，单位化的成功依赖于三个方面：①分析者具有在阅读体验的连续性中发现有意义的概念片段的能力，②分析者对研究项目的目的明确，以及③能否满足数据分析技术的要求。
【7】



4.1.2　单位的类型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至少需要分清楚四种不同的单位：抽样单位、记录／编码单位、分析单位和情境／观察单位。

4.1.2.1　抽样单位

第3章已对什么是抽样单位（sampling unit）
【8】

 有所解释，简单地讲，就是为了抽取样本而将研究的目标总体划分成的互不重叠且有穷尽的各个元素或元素的集合。在一项分析中，抽样单位具有“选择性包含”（selective inclusion）的性质，
【9】

 也即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来确定目标范围和单位大小，抽样单位在一种有选择的状态下被区分开来而纳入到研究中。当一项研究报告说分析了一定期数的新闻杂志时，其所指的就是抽样单位。这些抽样单位可以从更多期数的杂志中获得，或者可以包括刊发过的每一期，每一期的杂志也可以作为抽样单位来进一步选取样本。（但此时每一期杂志既是抽样单位，也可能作为分析单位来对待。）

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研究者面对的抽样单位往往是可以回答问卷问题的作为单个个体的人，从目标总体也即一定范围内的人群中抽样是很直接的，此时，抽样单位与其他类型的单位如分析单位和记录单位不存在区别，而是一致统一的，而且情境／观察单位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问卷调查基本上与情境相脱离。而在内容分析中，由于其研究的特质，也即其分析往往涉及主题或概念的不同层面，且意义的解读和类别归属的判断依赖于上下文语境，因此这几种分析单位往往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以致在同一个研究中时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从统计学上来讲，抽样单位必须具有相互独立性，因为用推断统计来验证统计假设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得以预测的。如果没有相互独立性，也即各抽样单位之间存在着相互包容或部分重叠的情况，那么一个样本中的频次、概率，以及用计算出来的样本统计数值来代表总体的可能性均将失去意义。因此，问卷调查的实施者需要努力确保其受访对象没有注意到其他受访人的回答并受其影响，做实验的人要保证他们所控制的实验刺激物相互之间是不相关的，而探究因果关系的社会学家则要保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区分明显。缺少了这些预防措施，研究结果所得出的统计相关性（statistical correlation）可能会是种假象，并且难以解释。
【10】



然而，内容分析者感兴趣的数据却并不是如此可控。人们很自然地在几乎任何事物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包括在内容分析者所抽取的抽样单位之间也会建立起联系。例如，当分析者选取报纸期数作为样本时，有理由认为这几期报纸并不是真正相互独立的，因为大多数新闻事件都是随时间展开并连续好几期滚动报道，后面的报道必然会与前面的有重复之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报纸样本期数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这对于电视新闻节目来讲更是如此。同样的，政治候选人在选举期间的演讲往往会涉及其他人的演讲，或者是由对他人演讲的回应，其中一些还可能是出自于演讲者之间策略性的联盟。如果这样的联系又恰恰是与研究者的分析相关，那么抽取单个的演讲作为样本，不但可能妨碍研究者辨别出数据之间的关联，还可能混淆研究的发现。因此，克里本多夫建议内容分析者在界定抽样单位时应该确保两点，也就是：①抽样单位之间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存在的话）不要使分析造成某种偏差；②在单个的抽样单位中需要包含所有相关信息，或者至少保证这种信息的缺失不会使分析变得贫乏。
【11】



4.1.2.2　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是用来考察和总结同类事物特征、解释其中差异的单位”，
【12】

 也就是研究者描述和解释的个体单位。从量化统计意义上来讲，分析单位是“进行假设检验或回答问题等统计分析时所用的单位”。
【13】

 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分析单位都很清楚，而且往往与抽样单位吻合一致。比如我们想描述或解释不同群体中的个体心理或行为以及某种事物对其心理或行为的影响，问卷调查或实验的研究目标总体是某个或数个群体，但抽样单位和分析单位就都是目标群体中的个体，因为研究所要观察和注意的是个体特征及其在某种因素影响下的变化。因此，个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最常见的分析单位，研究者可以在个体的基础上，将个体特征集合起来构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形象。但是，如果研究者是通过分析个体比如新闻记者或编辑所属的各新闻机构来探究不同政治体制或所有权下各新闻机构在组织管理或报道常规机制方面的差异的话，那么以此为研究目的的问卷调查的抽样单位和分析单位通常都是各个新闻机构；但有时二者也有所不同，即抽样单位是新闻机构，分析单位是各新闻机构里的组织管理者或新闻报道者，以比较不同机构下的个体特质以及管理或报道方式，从而反映不同体制对机构的影响。

在内容分析中，与问卷调查一样，分析单位也是有大小层级之分，而且因为内容分析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意识结果的人工制品（artifact），并依托于不同的载体（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因此其层级之分更为复杂，既可以因其解读内容意义和语境的方式与研究主旨的关系而变化，也可以随其依托的载体而有不同的层级之分。与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不同的是，设计缜密的内容分析研究还可以在同一研究中有多种分析单位的并存（见本章最后小节），而分析单位的这种多元立体化在前两种研究中一般是没有的。而且，内容分析中的分析单位与抽样单位和下文介绍的其他类型的单位时常有不一致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地区分对待。

分析单位的具体选择取决于文本的性质、解读文本的惯例和解答研究问题／假设的适切性。另外，由于内容分析的解读对象是富有意义的文本，因此在选取或切分具体的分析单位时时常会带有人为限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尤其需要对分析单位的界定进行明确的说明。报纸新闻界的惯例是，认为段落是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句子通常依赖于段落的上下文所具有的意义。段落也可能包含一些想法，并且每个段落也都是可以单独编码的。在报纸内容的实际研究中，将词语、句子、断言（assertion）、段落或是整篇文章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情况都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且需要与其他类型的单位如计数单位、观察单位等结合起来。比如在新闻框架研究中，虽然有不少研究是以一篇新闻报道文章为分析单位，但在一个单篇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存在着不止一个框架互为冲突的观点，如果将整篇文章编码为一个框架则会忽视其他被呈现的框架。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的报道中，报道者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往往会试图确保至少相对平衡地再现问题的两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表达了一个保守的观点，那么一个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很有可能会被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篇新闻报道作为一个报道单位来考察的话，新闻的微属性（microattributes）常常会被忽视。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许会采取一种相反的选择。比如由于电视新闻的结构颇为复杂，同时具有视觉与听觉的特点，并且分段常常不明显，因此电视新闻报道难以分解为更小的单位，电视新闻内容分析者经常将电视新闻报道作为一个单独的报道单位来进行研究。但为了同时顾及新闻微属性方面的信息和意义的捕捉，也有不少研究者将电视镜头和场景作为电视新闻研究中的微单位。比如韩国的两位研究者将场景定义为“（电视）新闻报道中具有一个贯穿一致的人物、地点、主题、思想、话题或视角的一个或多个镜头的组合构成”。
【14】

 因为这样定义下的分析单位不像字词、段落或作为个体的人那样是一种自然的或既定的切分，所以需要分析者在单位意义的界定下，基于内容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切分各单位的标准。因此这两位韩国研究者便提出了将一则电视新闻报道切分出多个不同场景的两个主要标准，即再现形式的变化和内容的变化，每个标准之下又有多项下属标准（每个标准都有详细的界定说明，详见本章第4小节）。只有在明确的标准界定下，每个分析单位的划分在后期编码处理时才有可能统一，不至于因为分析单位问题而影响编码员间信度。
【15】



内容分析者在选择抽样方法时就要考虑到什么是分析单位。假如分析单位是文本的个别作者，那么抽样设计应选择适合于解答研究问题的全部或是部分作者。假使分析文本材料，那么就既可以以作者为抽样单位，也可以以某个时期某类作品为抽样单位，而分析单位则可能是字词、标题、体裁、段落、篇章、角色、人物行为、单件作品（例如一本书、一封信件、一篇新闻报道）、概念、语义、时间或空间（比如报纸新闻的版面尺寸、版面大小、广播电视节目镜头或脚注的时长等），或者是以上各项的不同组合等。

在内容分析中，分析单位往往与抽样单位不一致，首先是因为如第3章中所指出的内容分析的抽样涉及三个层次，信息载体／资料来源和信息时段／日期这两个层次的抽样基本不涉及分析单位的问题，而在信息内容单位这一层面，抽样单位也往往不一定就是分析单位，比如新闻偏向性研究中，抽样单位可能是每一篇报纸新闻报道，分析单位既可以与抽样单位一致，但也可能是以每篇报道中出现的每个新闻消息源或每个段落为分析单位。分析单位可能与抽样单位不一致，但是从来不会大于或超越抽样单位。而且，分析单位也与记录／计数单位和观察／情境单位有所区别，虽然它们常有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分析单位与记录单位。

4.1.2.3　记录／计数单位

记录／计数单位是“一个以既定类别为特征的具体内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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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为单位就某一内容特征或属性独立描述、分类、记录或者编码，因此有的学者也以编码单位来指称这种单位。
【17】

 比如要研究黄金时段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单位可以是黄金时段的每个电视广告，而记录／计数单位则可以是广告中出现的每个女性形象，以此为单位记录女性形象的族裔、年龄、外形打扮、形象判断种类等。但在许多内容分析研究中，分析单位往往就是记录单位。

如果从层级上来讲，记录／计数单位应该是内容的最小组成部分，在此部分中分析者对某个所指事物或属性的出现（也即一种内容要素的单次出现）进行计数。比如说，笔者在分析网络讨论协商性问题时，
【18】

 采用包含一个表明或引出讨论主题的主帖加之以一整套反映参加讨论的网民互动情况的跟帖串（a thread）为分析单位，但分别记录每个跟帖对主帖回应的性质（比如是赞成还是反对），并对赞成或反对的帖子进行计数，因此在此研究中每个具体的跟帖就是记录／计数单位。但是有的时候，尽管不常见，记录单位和计数单位可能又有所区别，这主要涉及分析内容或对内容分类的基础与该内容被计算或汇报的基础之间的区分。比如分析者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如报道性质类型）将整篇新闻报道归入一个既定的类别（如时政要闻），却根据整篇报道在报纸版面上所占篇幅尺寸来计数，并以此汇报统计结果，也就是说各类新闻的统计汇总不是篇数，而是版面大小。一旦分析者对记录单位进行了描述，那么这些描述，也就是被划定的类别就会在之后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并作为研究要进行的推断的基础。

由于是对文本具体属性的独立描述和分类，当记录单位不是作为抽样单位的整体篇章时，包括在各记录单位中的文本部分不一定是毗邻关系。比如克里本多夫曾指出，假定一个分析者对虚构的叙事进行抽样，旨在研究出现在其中的人物总体，叙事有确定的开头和结局，因此即使不需要阅读太多内容，分析者就可以构建自然的抽样单位，确定哪些应该包含或排除在样本中。然而在一个典型的叙事中，很少一次性将人物充分交代，如每一个段落描绘一个人物。这些人物往往是在一段时间内随着叙事的发展不断地进行互动并展开，与他们相关的信息也会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通常情况下在故事结局时，该人物的真实面目才会变得相当明朗。从叙事的性质来讲，分析者不可能通过每一个人物角色来分辨出一个文本单位，有关单位的信息可能贯穿于整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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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记录／计数单位要小于抽样单位和分析单位，理由很简单，就是后两者特别是抽样单位通常由于过大、过于丰富或复杂，而难以得到较为具体而可信的描述和说明。在研究实践中，分析单位不可能小于记录单位，而记录单位可能就是分析单位，但也可能不是分析单位。例如，以一篇完整的新闻为分析单位，同时在分析新闻类型层面上也可将其视为记录单位，将每篇新闻样本记录为“时政新闻”、“科教文卫”、“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军事新闻”，等等。然而，这种分类记录流于表面，只能有限地说明每篇新闻在一般意义上大致是怎样一种类型的，并不具有内容上的特殊涵义，因此对于各个具体的新闻内容分析研究项目而言无实质性区别，无法对每个具体研究做出特别的贡献。为了对更大的文本单位获取可信的说明，首先描述那些小一点的单位是较为方便的，比如一个语义段或一个消息源，分析者不但容易达成共识，而且能攫取具体的内容信息。之后，再通过分析过程来完成对较大单位的描述。

例如，一篇新闻报道往往会涉及多个议题，但如果记录单位与分析单位一致也即都是整个新闻报道的话，那么整篇文章只能以最重要或占主导的那个议题为分类记录基础，只能以该议题为准计数一次，如此便无法体现该篇新闻报道内容的复杂性，而且有时候很难分辨到底哪种议题最重要或者占主导地位，也许各种议题在文章中重要性大致相当；但如果记录单位小于分析单位（如主题或段落）的话，则可以在同一篇章内记录和编码多种不同的议题，从而捕捉到丰富得多的信息。在记录不同议题之后，再通过汇总分析可以计算出一篇文章中某种议题涉及的次数以及整个样本中每类议题涉及的总次数。再比如说，假定小说家是研究的分析单位，分析者希望通过分析这些小说家的作品内容来区分他们，那么记录单位必须是小说，分析者可以在最后将单个的小说在某种／某些特征上的分数合计起来，以此区分每一位小说家。

克里本多夫指出，记录单位也可以在不同层级的包含性（inclusion）上有所区分并得以描述。例如，在记录报纸数据的时候，分析者可能会有几套类目对相关内容进行记录，第一套类目描述样本所包含的各报纸，比如是世界性报纸还是地方报纸，或者发行量是多少范围的；再有一套类目说明样本所包含的某一期报纸，是工作日版还是周末版，页数达到多少；第三套类目则关注那一期报纸上所发表的某篇具体文章，记录它的作者或信息来源，报道某事件的位置（头版、中间或者末版），以及报道的长度；最后，第四套类目涉及那篇文章中的个人意见。这些多重级别的记录单位形成了包含性等级。因此，在一项内容分析中，记录单位可能是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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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内容分析以内容的量化为特征，这种量化通过编码而实现，而且主要是从记录单位中计算得来的，尤其是从记录单位归入的类别中得出。无论它们是否属于与样本有关的表达，或是在记录单位的结构层次中，又或是在共现的交互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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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都表明了单位种类的大小。这些数字指的是在分析过程中形成的类别，它们描述的不是文本单位。在具体研究中，记录单位既可能是在具体编码时的编码单位，也可能是计数单位，如图片的大小、文章专栏的尺寸或演讲的长度、一段时间内演讲的中断次数。这些测量或计算都是描述性的、明确的。这也是内容分析编码中的一种量化。

4.1.2.4　情境／观察单位

情境单位是“在描述一个记录单位的特征时所要考察的最大的内容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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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情境单位为确立记录单位的边界和描述记录单位的特征提供了需要考察的背景信息，并在信息之间设立了限制。假定在一项有关新闻框架的内容分析中，为确定框架类型的记录单位是单个的词语，因为同一词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为了确定词语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分析者需要考察该词语出现的那一整个句子（也即情境单位）。也有可能句子是记录单位，而段落是情境单位。一般而言，词汇的意义通常依赖于它在整句话中的句法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该词的真正含义。比如说脱离了词语所在的句子，我们就无法知道“走了”这个词到底意味着是刚来过对话者所在场所的人离开该场所了，还是说对话者所认识的某个人已经离世。

情境单位的大小与确定一个记录单位的内容性质或所涉及的范围有关。句子是单个词汇的最小的情境单位，但在某些情况下句子作为情境单位仍然还是不够的。为了判断一场政治评论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分析者需要去考察更大的情境单位，比如段落或整个演讲。再比如，同样是以一个叙事中的人物作为记录单位，如果分析者要记录的是每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将描述该人物扮演角色的整个叙事作为一个情境单位。然而，如果分析者试图确定的是具体人物的发展状态（人物在何处出现，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这种内容的确定可能涉及某种动态的变化，是在某种叙事过程中完成并可能发生改变的，因此会需要通过多个叙事的综合参照才能予以判断，在此情况下，选择章节作为情境单位也许更为合适一些。

情境单位类似于观察单位，也就是将分析单位纳入到内容的某种参照背景之下来进行观察。艾尔·巴比曾经引用过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过对电视商业广告来研究电视暴力及其赞助者之间的关系，其研究问题是“男性用品的制造商比其他赞助者更有可能赞助暴力性节目吗？”研究以每则商业广告为分析单位，以每则广告和该广告之间的电视节目为观察单位，也就是同时观察这两个单位，并以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暴力实例为记录／计数单位，分别记录每则广告是男性产品还是非男性产品及其前后所伴随的电视暴力实例的数目，通过比较男性和非男性产品广告所伴随的暴力实例之间的差异比较，确定男性产品的厂商的确比其他厂商更可能赞助暴力性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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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抽样单位、分析单位和记录单位不同的是，情境／观察单位不用于计数，各自之间不需要相互独立，也可以相互重合，并在记录单元的描述中得到探讨。虽然情境单位不用于计数，但它却能帮助编码员就某种属性确定赋值。比如在考察涉及干细胞和克隆争论的组织机构的公信力与其获得的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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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每篇相关新闻报道为抽样单位和分析单位，记录／计数单位是提及某一参与讨论的组织机构的句子，并以包含这样的句子的段落为情境单位，分析者一方面计算每个组织在每篇报道中被提及的次数，另一方面以情境单位为参照，给相关组织赋值，如果提及和讨论某组织的一个句子是置于一种积极的语境，那么该组织的赋值为3分，如果是一种中立的语境，则为2分，如果是一种消极的语境，则为1分，每个句子的倾向判定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以总分值来测量有关该组织的新闻报道的总体倾向如何（积极、中立或消极）。

尽管情境单位通常围绕着经它们帮助而识别出的记录单位，情境单位也许先于记录单位的出现而出现，或者位于记录单位所在的其他地方，如脚注、索引、词汇表、标题或引言中。情境单位的大小也没有逻辑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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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情境单位的大小同样会影响到描述的信度和有效性。例如，为了确定某部小说、电影或者电视系列剧中的人物角色定位（比如好与坏）或人物关系疏远等，分析者需要通读整部小说、电影或者电视剧，然后才有较大的可能性将每个人物正确地归入到合适的类别中。这个过程不仅相当耗时，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解读方式不同，还会使结果并不十分可靠。分析者在做出判断的时候必须具备整体意识，每次都要逐句通读文章，或者观察电视节目中的某一个场景（甚至是慢动作），记录他们即时场景中戏剧性的相逢，找到在不长于一段文字的上下文语境中对人物特征的概念性描述。最好的内容分析所确定的情境单位都“尽可能大到有意义（以提高其效度），同时又尽可能小而可行（以提高其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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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大小之间找到一个适中的点。

总之，抽样单位、分析单位、记录单位和情境单位这四种重要的单位类别具有不同的分析功能。抽样单位是选择研究对象的单位，为分析者提供判断数据代表性（也即样本代表总体的可能性）的基础；分析单位是具体考察和研究的分析对象，以此作为总结类属特征、比较差异的统计分析的基本单位，它决定了研究者测量变量的方式；记录单位是在编码过程中描述具体属性特征并根据特征进行归类的内容单位，以此集合内容分析过程中的所有信息，为数据统计提供基础；情境单位描述信息的全貌，编码者在描绘记录单位的过程中需要以情境单位作为参考，以此判定记录单位的性质。


4.2　单位的界定方式与选择


分析单位受到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的限制，这在所有实证研究中都是研究者在研究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即分析单位的界定划分与选择使用如何呼应研究主题，其划分单位下所捕捉到的信息如何满足解答研究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同样的主题也可以用不同的分析单位来加以探讨，只是其获取信息和解释问题的层次会有所不同。另外，在内容分析中，研究者还同时需要考虑承载内容的介质属性，针对其不同特质和要求找到单位切分的恰当方式。与其他量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和实验法不同的是，内容分析的分析单位往往不是基于分析对象的物理属性而划分的自然单位，也不像前两种研究方法那样通常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因此内容分析者尤其需要在清楚地把握单位切分下信息内容获取的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对分析单位进行明确的界定。

由于内容分析所要处理的对象是一种带有人的意识的人工制品，如文字作品和图片影像等，既具有物理属性，又富含人类思想意义，因此辨识和界定单位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然区分，二是意义区分。不同单位的确定，对编码员会有所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编码员为识别文本中的单位而必须经历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力度上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自然区分的单位所需的认知较简易，因此其文本的单位化较有效、较可靠。由于意义区分的单位与文本意义的识读密切相关，因此编码员所要付出的认知力度要大得多，因而识别起来也困难得多，又由于个人认知方面的差异，因此分析可靠性会相对较低。但也恰恰是由于其指涉文本意义，因此以意义为基础的单位化在分析成效方面要比自然单位较有优势些。内容分析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在不丧失过多效能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将分析成效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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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自然区分

如同在问卷调查和实验法中以个体的人作为分析单位一样，内容分析研究中经常以自然单位的切分方式来辨识和界定分析单位，这种单位抑或是由内容形式的物理属性和结构所自然决定的，比如时间、长短、大小和容量等，又抑或是与承载文本数据的介质或载体本身的自然性或语法属性相关。克里本多夫将这两者分别称之为“物理区分”（physical distinctions）和“句法区分”（syntactical disti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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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区分
 。它是基于一种物理介质的切分机制而对内容资料进行的单位化，这种切分是将物理介质的自身结构施之于分析目标所指的资料，由此生成的单位与人们在该介质中通常辨认到的间断恰好相一致，也即这种单位化是一种非人为结果。比如以报纸新闻所占版面的尺寸大小或版面位置来记录相关新闻报道的议题显著性，根据节目播出时间将公共广播节目以每30秒为一个间隔进行编码，等等。还有的情况是像问卷调查或实验法一样，直接以作为自然单位的个体的人（如电影电视节目或叙事文本中的人物，甚至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或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为分析或记录单位。虽然这种方式并不是很常见，但在某些情况下却能更为准确地捕捉到研究所需要的信息。例如在一项评估南非广播公司（SABC）竞选电视报道中的视觉偏见问题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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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各个党派的独立政党候选人为分析单位，并以每一个拍摄镜头为观察单位，根据拍摄镜头的结构特征（如拍摄长度、摄像机角度和运动）以及对拍摄镜头的编辑处理，来确定每个镜头中的每个候选人是否被歪曲呈现或表现得不那么吸引人。这种以自然人为分析单位还主要用于第2章所提到的一对一连接的全模式设计中，这种设计以独立的个体作为连接单位，同时进行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以验证或预测传播内容的效果。

由于物理区分是基于物理属性的自然切分机制而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相对可靠性，所以当人们以此为根据来识别单位时，误差主要源于没有认真遵守划分单位的规则。但是，由于物理区分的单位无视意义，当相互关联的意义跨越多个单位时，物理区分会强行排除掉相关信息，从而降低编码可靠性。以会话分析为例，无论是实际生活中的谈话也好，还是电视访谈类节目也好，如果以秒数间隔为单位，可能要因这种自然切分而使分析单位面临意义不完整的危险。因此，物理区分的单位也许更适用于抽样单位的界定，比如年份时间段、对一份日报每隔五期抽取一个样本、杂志封底上的广告等。这样的使用对于如何解读意义是不会造成太大妨碍的。


2）句法区分
 。它与作为文本载体的媒体介质本身的自然句法相关，比如像字词、句子、引用语、段落、章节、期刊文章、专著或者书籍、系列丛书等这样一些语言文本中容易识别的按照句法定义的单位，其中，字词是“用于书写性文件资料的最小单位，而且就信度而言也是最安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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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物理区分的单位一样，这些自然性的单位不需要对文本意义作出判断即可自然辨识出来，这种单位特别是字词对风格分析、心理诊断推论和可读性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作用。由句法区分而自然生成的其他诉诸非书面文字的单位还包括广播电视节目、一个网站的首页、生活谈话中以中断为间隔的话语片段等。

分析者在使用句法区分时，需要注意文本层次与编码提取内容的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讲，文本层次越低，越能反映内容的微属性，反之，文本层次越高，在此层次上的句法区分越容易造成不易获取微属性内容，但在文本主题的提炼上却比较富有成效。也就是说，分析者如果以句子为分析单位或记录单位，逐句进行分析，那么，诸如事关要点的段落、说明话题的章节以及凸显主题的一本书等这样的句法单位层次就容易被忽略掉。如要解决此问题，特别是当分析者需要兼顾多种层次的文本分析时，需要考虑运用比记录单位较大的情境单位，至少能够将两个层次上的信息，也即来自记录单位的信息和来自该单位周围语境的信息，纳入到对这两种单位的下一步描述中，这两种信息都在记录单位中得到编码。

4.2.2　意义区分

与自然区分不同的是，以意义区分为基础的单位往往需要分析者根据一定的人为标准，基于某种意义的解读或判断来对分析资料进行界定划分。它包括克里本多夫所说的类别区分、命题区分和主题区分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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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别区分
 （categorial distinctions）。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属于某一种类或类别的内容也即它们具有的共性特征来界定单位。如果人是分析的目标，那么单位也许可以根据同样表示某一个人的指代来界定。比如，无论是“美国第37任总统”还是“美国第一位访华的总统”，或者是“1969年至1974年的白宫主人”，所有这些指代都指的是同一个人——理查德·尼克松。其他类似的表示同一事物的指代，如某一特殊的对象、时间、行为、国家或者想法，也是如此。除了同义词之外，类别区分往往依赖于分类学，或从分析历来所采用的理论中得出。比如当分析者记录家庭如何在文本中出现时，社会学家根据婚姻或遗传联系而对家庭所做的传统界定为分析者提供了便利，虽然这种定义可能会与家庭成员界定他们的家庭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见，对于类别区分，分析者需要熟悉符号串的意义、名字的关联、象征的内涵以及内容的替代表达等。由于这样的单位是根据诠释来界定的，因此当可能有多种诠释时，这些单位的辨识就会变得不可靠。


2）命题区分
 （propositional distinctions）。它是根据特殊的结构来描述分析单位，这些结构包括具有特殊命题的形式，或在概念元素之间表现出某些语义上的关联。这种区分借鉴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语义学和语用学。正因如此，命题区分往往需要分析者熟悉源材料语言表达的语义和句法逻辑，掌握重述这些表达的规则。卡尔·罗伯兹（Carl Roberts）在将语言学路径引入内容分析时，建议将从句（clauses）作为单位，有感知、认知、辩护和评价等四种从句类型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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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从句描述的是一种行为，如“绝大多数商人支持共和党”；认知从句将一种现象归入某一类别或从该类别中排除出去，如“他是一个政客”或“这不是一句科学的陈述”；辩护从句说明一种行为是否合理；而评价从句则强调一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归入一个具体的类别。又如在奥斯古德等人的评价性断言分析中，“他患有艾滋病，并生活在无法完成其唯一一本小说的恐惧中”这样一句话可以转换成四个单位：①他／患有／艾滋病；②他／正在撰写／（他唯一一本）小说；③小说／是／有价值的；④小说／可能无法／完成。在这一分解中，原句中“恐惧”的概念由最后两种单位形式替代了。
【33】




3）主题区分
 （thematic distinctions）。它是利用相对综合性的语义单位比如主题（这也许综合了类别、主题、形象和思想等）来切分内容资料的单位化方式，这种区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者对文本中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或主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来寻找和切分语义单位。比如，A.舒尔茨在对电视脱口秀中政治人物、娱乐明星和专家的自我展示和表演进行对比分析时，
【34】

 以人物在对话中所表达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为主题单位，也就是其编码单位。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麦克里兰德研究团队对于主体成就动机的推断分析，
【35】

 该研究虽然也是以任何一个体现某种中心意义的语义（一句话、一段话甚至几段话）为主题单位的，但研究者所关注指涉的主题意义是有所限定的，仅与主体动机相关，而且这种主题单位是依据较大的情境单位而确定的。研究者首先从文本中寻找表明了作为主体的个人目标陈述以及个人在与其他人竞争中根据他们自己的优秀标准来断言其成功与否的故事，然后以六个与动机相关的（即下文楷体字标识的）方面将故事个人特征化，如有需求或动机，期待目标达成，或在未能实现其目的时沮丧，或在试图达到目的时采取工具性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受到阻碍也可能会受到环境或其他人的帮助，结果引发消极或积极的情感。在一个故事中，凡以上述这六组楷体词中的任何一个为中心意义的语义成分就构成了一个主题单位。最后，研究者再对这些主题单位进行评分加总，由此推断主体的成就动机的高低。

以主题为分析或记录单位的研究，一方面因其在描述方面的丰富性以及它们与读者理解的关联性，而使得这种单位对抱有再现目的的内容分析者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对主题单位的识别需要编码员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并付出极大的认知力度，而且在辨识过程中往往不得不依赖于贯穿整个文本的文本特征，因此即使是经过小心培训的编码者也会很容易在确定主题分类时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以这种单位为基础的内容分析在编码信度方面较难达到理想状态。在笔者对五份国际期刊近20年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调查中，仅发现十余例以主题为分析单位的（仅占全部论文的2.2％），个中原因也许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


4.3　传播形式与分析单位的应用


如上文所述，虽然分析单位与记录单位有所区别，但在实际分析中，如果不是以自然个体的人为分析单位的话，分析单位与记录单位往往是一致的，都是指分析者根据内容属性将其编码划类，归入某一内容类别并实际计数的那个单位。因此，在本章节中，分析单位即是记录单位，除非有具体实例对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分析单位的确定有诸多考虑因素。首先是取决于研究目的。如果一项研究客户来信或来电的目的是要发现客户为什么给一家广告公司写信或打电话，那么选择比信件或来电更小的单位将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研究目的是要发现写信者或打电话的人对公司的评价是否更为负面或正面的话，那么分析单位既可以是信件或来电，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一独立部分比如一段话或一句话，这取决于分析者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获取丰富的细节信息。确定分析单位时，另外要考虑的是如何操作化界定所要研究的变量，在为研究设立变量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相当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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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容分析中，所研究（也就是编码计数的）的变量必须明确，能让编码员在培训后容易识别。因此分析单位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最终它如何被编码。如上所有考虑的基础都是要充分了解和熟悉不同传播形式的特性及其与不同层级的分析单位的关系。因此，本节将根据书写传播和视觉传播的不同传播形式，来分别说明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中分析单位的选择和运用，尤其是对每种分析单位的特殊性的理解和把握。

4.3.1　书写传播内容的分析单位及其应用

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大量处理的是书写传播中以文字为载体的内容，特别是印刷媒体如报刊和书籍上的文字内容。有的虽然是视觉传播如电视新闻，但研究者仅仅以作为电视新闻脚本的文字内容为研究对象，因此这类研究与处理印刷媒体内容一样采用大致相同的方式确定分析单位。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国外研究实践来看，以文字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单位主要有字词、词对、句子、段落、主题／断言（theme／assertion）、条目／篇章（item／article）、空间（space）、新闻框架（news frame）、消息来源（news source）、指称（reference）和人物（character）等。其中，字词、词对、句子、段落、条目／篇章、空间、指称和人物等均为自然区分的单位，而主题／断言和新闻框架则是意义区分的单位。这里，将重点就字词、词对、条目／篇章、空间、主题／断言、新闻框架、消息来源等分析单位进行解释说明。

4.3.1.1　字词

在文字内容的分析中最小的单位应该算是字词（word）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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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单位既包括单个的字词，也包括由字词组成的短语，如同哈罗德·拉斯韦尔所用的象征（symbol）。这种分析单位的应用，在内容分析的编码中所生成的是所选字词或字词类别的频次列表。长期以来，这种单位最为广泛地运用于三类研究中：第一类研究是由拉斯韦尔开创的政治象征分析，比如他主持的颇负盛名的世界关注调查（World Attention Survey）。
【38】

 在考察美国境外报纸对美国的关注情况时，拉斯韦尔研究了现代政治学中的“关键象征”在世界各地报纸上的出现情况，这些关键象征由一系列字词组成，如自由（freedom，liberty）、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法西斯主义（fascism）、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共产主义（communism），等等。分析结果是这些字词或者字词的集合群（如“民主的”与“反民主的”等）在不同国家报纸上的不同时段的不同频次。第二类以字词为分析单位的运用是在可读性研究中，也就是判定传播内容资料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难易程度。这类研究在搜集文本的不同难词、带有前缀后缀的字词、介词短语等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反映可读性程度的公式，如著名的佛莱齐公式（Flesch formula）。
【39】

 第三类是文学风格的分析，如对许多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或当代诗人的研究。

这种对有特别内涵的关键词的研究兴趣自拉斯韦尔以来延续至今，特别是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和以概念共现为关注焦点的框架分析研究中。因为这种以字词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往往能抓住文本细微的意义特征，加之可以在字词基础上进行概念关系的探索，所以这种研究在探讨文本的个性特点和概念体系并进而推及文本创制者的思维框架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在一篇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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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着眼点在于畅销作家的品牌个性是怎样借助个人网站传播的。作者认为畅销作家都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的差异性因能满足有特殊兴趣的潜在读者群，从而提高作品销量。作者将研究目标对准畅销作家的个人网站，分析所选取的10个畅销作家的主页内容，以词为分析单位，借助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文本中的词进行分类，分析词语的出现频率，主要基于两个假设：一是人们使用的语言体现了他的个性、关注点、计划和打算；二是网站上使用词语的频率暗示了畅销作家在品牌个性维度塑造的倾向性。两个独立的研究人员同时对一个文本进行分析，得出的同义词经过二者协商并为一类，然后第三个独立的研究人员对初次形成的词库进行审核，最后决定哪些词能进入词库，最终得到的词汇被分在阿科尔品牌个性五大维度中。
【41】

 接着把这些同义词输入专门用于内容分析的数据处理软件，根据关键词与概念分析，得到每位作家在五大品牌个性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并据此得出了品牌个性五大维度与畅销作家关系的分析直观图。

4.3.1.2　词对

由字词变异而来的一种分析单位是词对（word-pair），也即相关联的一对词。它源自于计算机网络分析中的词语连接（wordlink）方法，该方法能揭示词语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以绘图形式呈现出来。计算机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词语在宏观层面上的意义广为人们共享，并与特殊的社会、族群或语言共同体中的成员相联系。为了揭示词语的这种意义，可以通过考察相互接近或共现的词出现的频率，也即通过一个词经常伴随的另一个词来揭示该词的含义。而且这种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可以提供一种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一个词语的含混意义或有歧义的地方。

在此思想指导下，不少学者在研究群体形象偏见或新闻框架时以词对为分析单位。例如，在一项研究美国电视新闻和公共事务节目中如何框架化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的内容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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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词对为分析单位进行共词分析，认为通过计算女性与特定词语相关的频率，可以评估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与某些词语、概念、态度和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程度，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和解释媒体所展现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的主题和新闻框架。他们通过计算机软件Wordlink筛出距离目标词汇（表示女性、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的词汇如“feminism”、“feminist”、“feminists”、“women”和“woman”等）前后七个单词的词语，将所有词对记录下来，然后与由前人总结出的六个指导性媒体框架（妖魔化框架、个人化和平凡化框架、目标框架、牺牲品框架、能动框架和奋斗场所框架等）进行比较。

4.3.1.3　句子／段落

文本中自然独立的句子和段落（特别的一种变异是新闻导语
【43】

 ）属于句法单位，这种自然切分的单位易于辨识，而且较之于字词来讲，从语义上有相对独立、完整的含义，且能在一定程度构成语境以供分析者更好地判定文本的意义，如主题分析和风格分析等；同时相对于篇章而言，像段落这样的分析单位也不至于过于宽泛，以致无法捕捉到文本的消息源、象征使用、叙述语言或主题等这方面的诸多信息。因此，以句子和段落为分析单位在实际运用中也相当常见。
【44】

 有时段落被当成对整个篇章进行归类的线索或指标，比如当一篇文章的大部分段落都被归入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类目或指向一个评定方向（比如正面的或负面的，详见第5章有关“方向”的章节）时，那么整篇文章也按照同样的类目或方向归类。但以段落为分析单位有时也会成问题，即当一个段落包含不止一个主题或不止一个方向时，此时就需要参照更大的情境单位来进行判断。

4.3.1.4　项目／篇章

内容分析中使用最频繁的分析单位是项目（item），也就是内容资料生产者所使用的那个完整的“自然”单位，如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编辑撰写的社论、读者给编辑部的一封来信、或小说家创作的一部小说等。项目因不同的媒体而不同，对于报刊媒体的新闻报道或社论来说是篇章，而在电视媒体分析中，项目则可能是一则电视新闻或一部电视剧，也可能是一个商业电视广告。较之于句子和段落等，项目这种分析单位在较大规模上对资料归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被内容分析者使用。当研究目标和所使用的类目系统属于一般化性质的，不是直接指涉具体内涵（比如当我们只是在一般性内容上比较几家报纸或几家新闻电视台）时，以篇章作为分析单位是合适的。又或者是，当项目内的变异性很小或不重要，或者这种变异性与研究主旨所涉及的关键变量关系不大或无关时，以整个项目／篇章为单位来分析也是很合适的。无论哪种情况，以项目／篇章作为分析单位时，研究者都要预计到在编码员间信度测试（详见第6章）时所获得的一致性会比较小单位的要低。另外，正是因为篇章的层级较大，以篇章为单位的分析在解读内容的具体信息方面往往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在新闻框架分析中，如果将整篇文章编码为一个框架，将会忽视文中呈现的其他框架，在一个单篇的新闻报道中也许还存在着不止一个框架或者多个相互冲突的观点。将一篇新闻报道当作一个报道单位来考察时，新闻的微属性常常会被忽视。

4.3.1.5　空间

空间（space）分析单位是指书写文字所占面积大小这样以空间为单位化区分基础的分析单位（如报纸杂志版面尺寸和页面，或者排版上的行和段落等），这种单位使项目篇章内的区分更为精确。比如一个含有两个论题的新闻报道，在以项目篇章为分析单位的情况下，在确定主导性论题时，也许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则新闻报道可能会被认定为两个论题中的任何一种。而在以版面尺寸比如英寸为分析单位的情况下，那么也许一个论题是六英寸，另一个则是五英寸。如此将所有报道样本进行编码后，就会计算每种论题的总英寸数，从而更为精确地计算出各种论题在新闻报道中的分量，以此作为论题重要性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这种测量与在视觉传播（如电视、电影等）以时间为单位一样，在记录内容侧重点时是较为准确的工具，一直以来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于直接的论题分析。

4.3.1.6　主题／断言

作为分析单位的主题（theme）是一个具有特别的中心意义的语义单位，它也许就是文本中的一个完整的句子，也可能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而构成的包含多个语句的语言片段，也即分析者需要从中提炼出一个主题。换言之，主题是关于一个论题的一个总结性断言，在此断言下，可以涵盖诸多具体的形式。在具体分析中，该分析单位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除了断言（assertion）外，还有陈述（statement）、命题（preposition）、思想（idea）和论点（argument）等。主题单位在编码中可以是直接引用文本现成的语句，但更多的时候需要分析者从文本语句中提炼，比如拉斯韦尔在对“二战”中纳粹轴心国广播宣传的分析中所提炼的主题（见表4.1）。它们和其他类似主题用作比较标准，分析在轴心国广播电台播出的“猜疑”传播内容。


表4.1　拉斯韦尔宣传分析中主题单位示例


[image: alt]


如果主题是根据文本意义而不是自然单位来提炼的话，往往会碰到一个主题转换的问题，也即随着文字叙述的展开，内容焦点由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在这样一种转换中，分析者需要识别主题转变的信号，由此辨识不同的主题并予以分别编码。在对纸质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时，范迪克和金仕奇曾提出在一篇报道中主题信号转变的七项标准：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变化（如切换到做梦）、时间或时间的变化、地点的变化、引入新的参与者、重新引入旧的参与者、视角或观点的变化以及不同的谓语范围（框架或是脚本的变化）。
【45】

 总之，如果一个句子不再包含于现在的主题或话题之下，那么一个新的话题就建立了。

在内容分析中，特别是在研究传播对民意的影响时，主题是最为有用的单位，因为其形式通常可以讨论议题和态度问题。但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讲，它同时也是最难的分析单位之一，特别是当它相当复杂（也即不止一个简单句）时。在有些情况下，主题必须根据内容的物理区分单位如语法单句或者段落来计数。对于一个特殊的主题而言，它有可能在一个含有五个句子的段落只出现一次，也有可能每一个句子就含有这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计算一次还是五次，将取决于整个研究所使用的物理单位是什么。

4.3.1.7　消息源

在对新闻报刊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关注新闻报道平衡和偏向问题，其中涉及的一个与新闻产制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就是新闻常规与消息来源的使用问题。基于消息源使用来论证新闻报道平衡与偏向问题的早期研究基本上是以报道篇章（也即项目）为分析单位，主要是搜集消息源数量的信息，有时也可获取消息源种类的信息，但这样搜集到的数据往往只能作为单变量（如消息源总数）的描述统计如百分比和均值等来进行分析，顶多用于单变量内部组间差异的比较，如具有某种党派倾向的各地方报纸之间消息源种类分布差异的比较，却难以反映消息源本身属性的各种变量（如消息源性别、种族、态度倾向、叙事语调等）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的此类研究逐渐开始以比篇章要小的单位如消息源作为分析单位，以此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并进行较为复杂的变量相关分析。

比如在一项对美国日报男性与女性记者的新闻报道差异进行的内容分析中，
【46】

 消息源是分析单位，编码员针对每个消息源及所援引的内容记录消息源的性别和种族、叙事话题和语调，然后记录下该消息源所出现的那篇报道的记者性别，在此基础上再总和所有新闻报道样本中所有消息源的性别、种族、内容话题和叙事语调的类别总数和百分比，及其在男女记者所写的报道中各自的总体分布，这样就能将消息源的具体运用的情况直接与使用消息源的记者的性别相互关联起来，进而从变量的关系和比较中体现出男女记者的报道差异。而在以整篇报道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中，同样是对比消息源的使用，却只能限于将消息源作为计数单位，记录下每篇报道的消息源总数，无法对消息源本身的各项特征做进一步的信息采集，因此也就无法将消息源的特质与新闻报道写作者的性别关联起来。这也即是消息源作为层级较小的分析单位的优势所在。这种运用在研究政治新闻报道的党派平衡、国际新闻事件中对各利益方的报道处理等问题时，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3.1.8　其他

以印刷媒体内容为对象的研究所采用的分析单位还有人物和事件等。用虚构的或真实的人物来做分析单位，在分析杂志、广告和小说时比较常见，也偶见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中，后者也偶尔使用事件作为分析单位。运用这样的分析单位一般是为了回答一些相当具体的专门的问题。前者常见于由媒介形象来揭示文化偏见或报道偏向问题的研究中，如报纸杂志新闻和广告以及小说中所再现的种族、性别或文化群体人物以及政党人物形象分析，这种运用在视觉传播特别是电视节目分析中更为多见。
【47】



以事件为单位的分析主要聚焦于研究事件的新闻价值及其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著名学者帕梅拉·舒梅克（Pamela J. Shoemaker）与其合作者在探讨怎样的国际事件会更多地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时，
【48】

 就是以国际事件为分析单位，对每个事件所具有的各种新闻价值如事件的离异性（deviance）、美国卷入事件的程度、涉及国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相似性等进行编码分析，并记录该事件在美国主流媒体样本中的报道量和报道显著性，在此基础上将事件的新闻价值与其获得报道的情况关联起来。

4.3.2　视觉传播内容的分析单位及其应用

在视觉传播内容的分析中，有些单位是与书写传播内容相类似的，只是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比如人物、消息源和项目（如整幅照片、一个完整的电视节目、一部完整的电影和一台完整的脚本），其中，以整个节目（show或者program，如电视新闻报道、表演秀、情景剧、电视广告等）作为分析单位的最为常见，
【49】

 其次是人物。
【50】

 而与印刷媒体的空间单位对应的则是电视节目或电影播放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切分有时是人为硬性的，如每30秒等；有时则是根据视频或片中的自然间断，比如以连续没有中断的一个片段为分析单位，
【51】

 每个单位以秒计数，以此计算出含有某种特定内容的节目时间总数。除了这些分析单位以外，还有许多单位是视觉传播内容所独有的，有些还富有特殊意义。本小节的内容将主要涉及视觉传播内容特有的分析单位。

如果说报纸的新闻报道是由词语、句子和段落构成，那么电视节目（如电视新闻报道）或电影则是由静帧（still frames）、镜头与场景构成。静帧是电视视觉分析的最基本的单位。一幅静帧就是一个显著的或是具有代表性的静止的镜头。
【52】

 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播出一秒钟即显示了30幅静帧。因此，这样的分析单位在实际研究中操作难度过大，耗时耗力，而且，如果研究是重在内容意义的解读而非画面结构构成的解析的话，往往会因这种物理上的切分而导致画面意义上的不连贯，以致影响分析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在笔者20年的内容分析研究调查中尚未发现以静帧为分析单位的实例。

4.3.2.1　镜头

从技术经验上来说，数百幅静帧就构成了下一个层级单位——镜头。在一个镜头中，摄像机的运动是未经剪辑的，因此，一个镜头描述了由一个摄像机拍摄的未经中断的连续画面，
【53】

 其单位区分标志是两个明显的摄像转换之间的间隔。以镜头为分析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视觉传播的形式结构上隐含的意义。单就每个镜头的构成成分而言，就可从镜头视距、摄像机视角和镜头移动等不同方面进行编码，由此来解析每个镜头的内在意义。在视觉传播长期以来的实践中，已形成了理解镜头构成成分的隐含意义的一定共识。

从镜头视距来看，超近距离的特写往往是为了给镜头中的对象／人与观众营造出一种亲密的关系，中景会在镜头中的对象／人与观众之间建立舒适的关系，而长镜头则使对象／人和观众之间产生距离感。
【54】

 长镜头、中景和特写镜头能起到强化观众和媒介内容之间不同层次上亲疏关系的作用，这种理念经常用于内容分析中。例如，梅里特在分析美国民主党人杰西·杰克逊因何在政治上受阻的原因时，
【55】

 用特写镜头的概念定义亲密关系，而用长镜头概念定义分离，她认为杰西·杰克逊在1984年民主党人竞选辩论中的电视形象不甚理想，总是在长镜头下出现，这潜意识地拉远了与观众的距离。在另一项分析中，
【56】

 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卡特和福特的视觉描绘有着细微差别，卡特出现在近景拍摄的次数明显超过福特，是电视出镜的受益者。

对镜头的第二个构成成分摄像机视角的关注和解读也是由来已久。据诸多学者的分析，
【57】

 仰视镜头中出现的人和物体常被视为强大和优势，这种仰视拍摄的传统意义可以追溯到人们童年时期对其父母权力和地位的认知经验。
【58】

 当摄像机从这个角度拍摄时，观众会把童年时对权力、强势和地位的记忆与通过低角度镜头展现的这些对象联系起来。与之相反，俯拍，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则赋予物体或人以弱势地位，而水平拍摄显然展现了观众和拍摄的物体或人之间的平等。

摄像机／镜头移动如倾斜、跟踪、平移、摄影机推车和镜头推近或拉远等也被赋予了与摄像机视角类似的意义和功用。向上倾斜的摄像机运动赋予所描绘的人或物权力，而向下倾斜式的摄像机运动则意味着弱势地位。
【59】

 研究者在分析萨尔瓦多内战的电视新闻报道时发现，向上倾斜和向下倾斜的相机移动可以凸显实力和弱势等属性。
【60】

 而且，镜头向内推动可以增加观众对主题的卷入程度，而向外推动则起到相反作用。
【61】



镜头的这种内涵意义在内容分析中往往被用于分析电视新闻报道中形象建构（如少数族裔、女性和政党候选人等）的偏向问题。镜头结构技术和特征的有意味性的使用，可能夸大或扭曲某些“事实”，特别是极端角度的使用可能会导致物理特性的负面失真，象征意义从物体的拍摄背景或前景转移到被拍摄的人物身上，以致在效果上有利于或不利于被镜头建构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西方政治大选报道中，电视新闻拍摄的结构特征往往暗示了候选人与观众之间的不同亲密程度，也即意味着正偏向和负偏向问题。
【62】

 当结构特点暗示所描绘的候选人是观众的知心朋友，就会产生正偏向。长镜头或明显缩小的运动可以降低观众和党的代言人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以此贬低政治候选人的论点，成为一种负偏向的表现。

由于单纯以镜头为单位来解析镜头的内涵，一般是无法将具体镜头的所指对象联系起来，因此在实际研究中有时是将人物作为分析单位，以镜头为观察单位，围绕人物，观察镜头的各种结构成分的使用和特征。如此一来，镜头的偏向意义更具有指向性，能辨析出镜头在不同的具体人物身上产生的不同效应。另外，镜头单位还常见于电视暴力研究中，且时常与其他单位结合起来使用，构成一种复合型分析单位，以捕捉有关暴力的全方位信息（详见本章下面小节）。

4.3.2.2　场景

比镜头较大的下一个层级单位即是场景，它通常由几个镜头构成。一个场景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单位。然而对场景的定义却有多种，而且在电视和电影的具体研究中也时常有细微的差异。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体分析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根据梅兹所说，“一个场景建构的一个单位仍然被视为‘具体的’，也即一个地方，一个时刻，一个动作，紧凑而明确的”。
【63】

 对于怀特克而言，一个场景是“电影形式的最小等级，它有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完整性，据此让人敢于做出有意义的声明和批判”。
【64】

 这两种定义实际上体现了场景区分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区分，另一种是意义区分。这种区分实际上也反映在电影研究对场景的不同理解上。在电影研究中，场景在狭义的层面上被简单地定义为“发生在一个地点并且涉及一个单独的行动的一系列的镜头（或者一个镜头）”。
【65】

 当作为一个宽泛的定义时，场景指的是序列
 或是蒙太奇
 。序列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描述事件细节的一系列镜头，
【66】

 蒙太奇则指的是一组在时间或是空间上并不一定相关的镜头，但是它们结合起来可以产生一个特别的效果或是整体的主题。
【67】

 可见，前者是一种自然区分的单位，而后者则是由意义区分的。

在意义区分的基础上，影像研究专家泽特还提出了两种与思想相关的蒙太奇，即对比蒙太奇和冲击蒙太奇。
【68】

 对比蒙太奇指的是对多于两个与主题相关的事件进行描述，从而加强一个主题或是一个基本观点。比如，一系列表现行进中的士兵、安装于军车的导弹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核设施的镜头，传达了朝鲜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者这样一种观点。冲击蒙太奇是两个相反的观点或是事件的结合，它创造出了这两种相反观点所没有描绘出的第三个观点。比如，一个再现受饿的小孩的镜头与一个暴饮暴食的肥胖者的镜头建构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也就是说，单个的镜头并不互相联系，但是这些镜头的结合却产生了一个比单个镜头更大并且与原来表现的观点不同的观点
【69】

 。在实际研究中，场景有时被定义为一个同时包含了序列与蒙太奇的概念。场景既是描述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单个动作的一系列镜头，也是一个描述某种无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概念、主题或思想的蒙太奇。

这种以意义区分为基础的对场景的理解在电视新闻报道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在不少学者的界定中，场景是包含着有意义的叙述、论证或是新闻报道视角的最小的单位。比如两位来自韩国的学者就认为，场景是具有统一的人物、地点、主题、思想、话题或是视角的一个或多个镜头的合成物。
【70】



以意义区分为基础的对场景的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数据采集和内容编码带来一些困难。其划分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标准，那么在分析操作中就很难获得一以贯之的结果，且会极大地影响编码信度。因此，电视新闻内容分析者针对场景划分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本特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将一个电视新闻报道以三项标准来进行微单位的划分，它们是视觉再现形式、镜头边界和内容标准，其中，内容标准涉及主题或地域上的相关性，它应该只有在内容自身明显地划分出一个微单位时才应该使用。
【71】

 本特尔认为，内容元素往往有可能与视觉表达格式相对应，例如，在一则电视新闻报道中，评论常常是由出现在屏幕上的评论员做出，结果往往由通讯记者或是新闻播音员来进行说明，而事件则是由新闻影片来进行视觉描绘。在本特尔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范迪克和金仕奇针对纸媒新闻所作的主题转换辨识标准，韩国的两位研究者近期提出在分析电视新闻报道中划分场景的两个主要标准，即再现形式与内容的变化。
【72】

 无论内容有无变化，形式的变化总是标志着一个场景的变化，但是在内容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时，也被认为是场景的变化。而且，这两位研究者进一步细分出七项标准作为电视新闻报道中场景划分的标识。其中，表明再现形式变化的标准有五项，分别是：


1）表明一个新闻现场的视觉变化
 。如由演播室主播现场切换到附带叙事的新闻视像影片，由现场面访到演播室电话访谈，从计算机图形到记者图像等。


2）远景或是插入访问都包括在采访场景之中
 。当记者使用其他类似主题的画面或是原声摘要播出的新闻采访中人物的图像，介绍、阐述、澄清或是解释了采访的内容，这些镜头都属于采访场景。例如当有一个大量反战示威人群的短时镜头时，如果采访某一个人，或是如果主题与报道的基调不变的话，那么这些镜头就被认为是同一个场景。


3）一个新的场景通常是通过一个转场镜头来表现
 。大多数常规的转场镜头是建立新的背景或是介绍观众到新的地点与主题的广角拍摄这样的镜头。


4）一个场景至少包含一个完整的记者的画外语或是原声摘要的句子
 。记者叙述的一个段落或是句子，通常应该在一个场景之内完成。然而，有时画外音会超过几秒钟到下一个场景中。在这种情况下，场景的划分应该由视觉效果来决定。


5）一个场景通常具有视觉的连续性
 。一个连续的动作的序列不能划分为两个场景。

另有两项表明内容变化的标准，分别是：


6）当一篇报道中主题结构的新闻六要素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变化时，这表明一个新场景的开始
 。也就是说当一篇报道的六个组成部分（五个W与一个H）中至少有一个语义发生了变化或新近被引入报道时，就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场景。具体而言，有关谁
 （who）的变化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当报道的主体发生变化时，二是当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物被介绍进来时；有关动作
 或是事件
 （what）的变化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状态或情况发生变化时，二是当介绍一个新的动作或状态时；有关时间
 （when）的变化是指一段时间或是一个动作或状态的期限发生变化；有关地点
 （where）的变化是地点发生转换；有关原因
 （why）的变化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当提出一个原因或是一个新闻事件时，二是当提出结果的其他可能的原因时，三是当呈现新闻事件的若干原因时，这些原因各自组成一个独立的场景；有关分析新闻事件的方式
 （how）的变化是指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当提出动作或是事件如何发生的解释时，二是当介绍新闻事件的数量或是程度时，三是当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不同的方法时。


7）场景应该建立凝聚力
 。比如，在纸媒文本中，如果由两个单个的句子看出，事件是前一个句子所指出的情况或是事件的可能或必要条件，那么这两个句子之间就具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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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标准同样可以运用于电视新闻中，根据记者叙述的内在凝聚力来区分场景。

崔和李这两位韩国学者提出的这七项区分场景的标准综合考虑了电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要素，因而同时具有自然区分和意义区分的特点，在实际操作中显示出区分场景的一定弹性，也就是说场景因各种因素的考虑而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能使分析具有相当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这七项标准相当具体明确，实际可操作性很强，因此也不会因其复杂性而在编码信度方面造成困难。

4.3.2.3　分析单位的立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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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视像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在分析层面上较之于印刷媒体要复杂得多。因此，在解析电视节目内容、特别是当分析目的不在于一般性内容时，使用单一的分析单位往往会有乏力不足之感，从电视暴力内容分析研究的发展演进中即可窥见一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暴力数量的内容分析研究多以电视节目（如，一个完整的电视广告或一部完整的电视片等）为分析单位，记录每个单位中暴力行为或暴力镜头的次数，也即暴力行为或暴力镜头是作为分析单位下的计数单位来对待的。对暴力呈现的数据分析也是建立在计算暴力行为或暴力镜头出现频次的基础上。1970年代末，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暴力性质与暴力总量同样重要。为了更好地分析暴力角色的差异，研究采用暴力片段（episode of violence）为分析单位，因为在电视节目为分析单位的情况下，只能记录角色的个数和类型，而无法将角色与每个具体暴力行为的性质相关联。这种以暴力片段为分析单位的传统一直延续至1990年代甚至现今。

暴力片段被操作化定义为涉及同样的参与方（无论是个人、群体、组织、社区或国家）的持续场景或镜头（一秒、一分钟、五分钟、或更长），比如，一次谋杀、一个枪战追击场景、或者一个战争故事中的战斗场景。在这样的分析单位下，可以界定每次暴力的性质（如攻击类型）和卷入方，包括性别（比如男性有几个、女性有几个）、年龄段（比如儿童和青少年有多少、年轻人或中年人有多少），暴力受害者有多少等，还可以对每个片段进行基调（轻喜的还是严肃的）、武器总数和类别、片段中展示的暴力后果（是否呈现暴力的即时后果，以及后果的类别，如身体上或情绪心理上的痛苦和伤害或无能为力等），以及法律执行者是否起到作用等。作为分析单位，暴力片段较之于电视节目层级要小，不但可以基于片段从总量上统计暴力次数，还可以将暴力实施者和其他参与方的人口信息与暴力类型和其他相关变量相联系，在后期数据处理时进行交叉表分析，因而大大细化了研究。但是这种以暴力片段而非整个节目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在分析情景信息时常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暴力的后果以及暴力的奖惩等，很有可能仅仅在节目最后出现，或者贯穿整个节目，而不是在一个暴力片段中就能即时呈现的，而且有可能出现编码错位的情况，也即前一个暴力片段中呈现的暴力，在后一个暴力片段中呈现其后果而被编码为后一个暴力的后果。

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暴力片段，这种单一型的分析单位在综合分析暴力数量和暴力性质，并将暴力的种种情景信息纳入全面考量时，均会使研究者在具体分析时会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1990年代末以后的电视暴力内容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二维甚至三维的复合型分析单位，如同时使用电视节目与节目主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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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节目与暴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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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电视节目、攻击行为与电视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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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而其中最为突出、最具创造力的则当属以威尔森、科尔文、史密斯和波特等人为主打的“国家电视暴力研究”后期系列内容分析。
【78】

 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了已有研究框架，颇具想象力地构建了一个三维一体的立体化复合型分析单位模式，在暴力交锋、暴力镜头和暴力节目等三个不同层面上同时展开类别建构，全面综合分析暴力行为本身、暴力的性质、暴力的情景信息以及暴力的强化作用。

所谓的暴力交锋（PAT），即发生在施暴者（perpetrator）和攻击目标（target）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暴力行为（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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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维分析单位中最小层级的微观单位。施暴者、攻击目标和暴力行为三者之中任一项的变化都是区分每一个分析单位的标志。在每一个PAT互动当中，研究者可以获得一系列针对该互动的情境信息，如施暴者的角色特征和暴力行为本身的特征。在这一层面的分析单位中，研究者主要研究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特性（年龄组、性别、人物类型、吸引力、好坏之分等）、暴力性质（确凿的威胁、行为动作和危害性后果等）、施暴动机（保护生命、愤怒、报复、个人痛苦、精神不稳定、意外或其他等）、攻击行为的合理性（道德上是否正当）、暴力手段（自然手段、常规武器、非常规武器等）、暴力动作的重复次数、攻击目标受到的伤害等。

三维分析单位的中间层级是暴力场景（violence scene），也即由一系列不间断发生的暴力行为组成的连续镜头，以出现明显的间断为区隔标记。一个暴力镜头通常会包括几个相关的PAT。在此层面上，研究者确定相关暴力交锋的更一般性的特质，考察暴力行为的正强化和负强化（即施暴者是否受到惩罚或奖励，以及惩罚或奖励的来源），血腥程度，以及镜头系列中是否包含幽默成分等。

在最为宏观的节目层次上，研究者关注的是暴力强化的总体方式以及整个故事情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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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对角色的惩罚是贯穿整个节目，还是仅在节目最后出现，或者完全没有惩罚；其他分析还包括节目的类型，节目是否呈现出暴力的后果以及后果的类别（如身体、情绪、心理或财产上的伤害等），节目是否传递出反暴力的信息，节目的真实程度，等等。

在这样多维的分析单位下，每个电视节目要进行多次编码。虽然编码工作量大大增加，但却能全面捕捉暴力的意义和复杂性，兼顾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的分析，并在系统化的深度分析中观察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如此立体化的关系建构中，其分析结果对电视暴力的效果推论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对施暴者特征与暴力后果的交互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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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成年罪犯相比，年轻一些的暴力者往往更具魅力，他们的暴力行为往往不会给他们带来惩罚，而且，在电视节目中，他们的暴力行为很少对受害人造成负面的伤害。这样的暴力呈现给青少年观众更会产生负面影响。较之于暴力数量的单纯分析，这样具体反映特征关系的研究发现给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参考指导意义更为显著。研究者可以由此建议儿童节目的制作者关注暴力在电视中的表现形式，减少富有魅力或看似较为温和善良的青少年暴力分子形象的出现，让青少年角色更多地为其暴力行为付出代价，接受惩罚，以告诉青少年暴力其实并非那么迷人，观看暴力电视也并不是不会带来任何痛苦的问题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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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变量与类目建构


传统的量化内容分析在本质上是一个设定与研究问题／假设或研究目的相关的变量和类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码的分析过程，也即将原始文本资料转换成标准化形式材料的过程。一旦确定了分析单位后，内容分析者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类目系统，将每个分析单位归入到一定的类目（categories）中。这也是量化内容分析将内容资料转换为数字数据的过程。在操作层面上，类目建构在传统的内容分析六大关键步骤（见第1章）中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为它不但为编码分析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更是内容分析中联系理论架构和实际操作的最直接、最关键的一座桥梁。出色的类目建构可以成为一项内容分析研究的亮点，而肤浅乃至拙劣的类目建构则可能导致整个内容分析流于表面化以致泛化平庸，甚至毫无意义。
【1】



一个类目体系或者一组类目的建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概念化和操作化的设计。这一程序建立在概念界定或对传播现象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基础上，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就是确定与研究问题（假设）或研究目的相关的变量，并在操作化定义指导下对文本资料进行归类。类目事实上是变量的属性体现，与研究问题和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相关联。而且，类目区分并描述所考察的（报纸、杂志、广播或电视、卡通或者文档上的）内容，并且在实际的计数测量与较大的理论和概念领域之间形成关键性的联系。这些类目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标签，更像是一个个有明确定义的分界线、对材料进行分组以便分析的分类箱。
【2】

 因此，在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文献指导下，根据研究目的需要，识别关键变量、准确并详细地阐述和定义恰当的类目至关重要。如何设计出能准确反映内容及其方向（direction）的类目系统，且能将内容方向分析中的一个最大障碍即编码者的偏向最小化，是所有内容分析需要极力达成的目标。

因此，在类目建构这一环节中，分析者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辨识和界定关键变量及其类型；二是如何将分析单位分隔划入有意义的类目中。分析单位选择和确定后，就要决定必须使用哪些和多少类目从而体现研究项目的目标。


5.1　变量的理论概述


5.1.1　变量的性质和分类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中的关键要素是变量。除了极少数非常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可能只考察单个变量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涉及至少两个以上的变量。一个变量
 可以定义为一项研究的参与者或情景的具有不同赋值（values）的一种属性特征，也即“其实质可以有变异的一个概念”。
【3】

 所谓变量，即在于一个“变”字。如果一个概念在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只有一个赋值，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数（constant）。比如，性别作为人的属性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变量，因为它有两个赋值，男或女。如果在一项研究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女性，那么性别在该项研究中就不是一个变量；同样，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汉族，那么民族就不是一个变量。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变量都有两个以上的值。从对传播现象的理论解释或理论建构的角度看，变量主要包括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IV）、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DV）、控制变量（controlling variable）、中介变量（mediated variable）和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等。这里重点说说前三种变量，因为后三种多见于实验研究，内容分析研究少有涉及，或在与实验研究相结合验证传播效果时才有所涉及。

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往往需要基于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断，对一些传播现象提出假设，也就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关系的猜想或预测。在这种需要验证的关系中，一种变量叫做自变量
 ，它在假设关系中是一个“前提”，或是“推断”的原因，不因其他变量而变化、却能影响其他变量发生变化。自变量一般是对所研究对象的一种解释。另一种变量是因变量
 ，依赖于其他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假设关系中，它是一个结果或是一个推断的效果。因变量一般是我们所希望解释的那个现象，用以测量或评估自变量的效果。它被视为假设性的结果或标准。比如，在媒体管制与政策研究中，一个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是媒体所有权与媒体内容的关联性问题。在西方媒体所有权管制放松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担忧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化会严重损害媒体及其内容的多样性（diversity），其中颇为著名的一位学者是巴格迪基安。
【4】

 这种假设在媒体政策研究中只有在得到验证后方可作为决策的基础，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此相关的内容分析研究一直延续不断，其中，媒体所有权结构（如报业集团或独立报社、报系或非报系、商营电视与公共电视等）即被视为自变量，而往往由多项指标来衡量的媒体内容多样性即因变量。
【5】



需要记住的是，两类变量的区分完全取决于具体研究的目的。一项研究中的自变量在另一项研究中很可能就成了因变量。而且，一项研究任务有时考察的是一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的相关关系。比如，在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研究中，研究者既可以将新闻框架当作自变量，
【6】

 考察新闻框架如何对个体认知产生影响，使之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作出决定和判断；而在另一些研究中，
【7】

 则把新闻框架当作因变量，考察研究记者或编辑的个体经验、社会文化因素或者政治体系等一个或多个自变量如何影响了新闻框架的形成。

有时候，有些变量并非某个研究的兴趣点，与特定研究目标无关，但却能够影响因变量和研究进程，我们把这样一类变量统称为额外变量
 （extraneous variable）。比如研究两种不同的广告宣传手法对受众购物倾向的影响，在这里“广告宣传手法”是自变量，“购物倾向”是因变量，广告播放时间和参加实验者的特征（如原有的商品知识基础、购物经验、朋友邻居的介绍）等都是一些额外变量，虽然不是研究的兴趣，却会干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对应关系。当这些因素与自变量“广告宣传手法”的作用混杂在一起时，往往导致人们难以确定两种广告宣传效果的优劣，无法判断最终的研究结果（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来自广告宣传本身（自变量），还是来自广告播放时间、受众原有的商品知识基础、购物经验或朋友邻居的介绍等其他各种因素（额外变量）。因此，研究者需要对这些额外变量施加控制，使研究结果比较明确可靠，而这些被控制的变量就是控制变量
 。

5.1.2　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定义

在构建研究问题、假设和预测的过程中，每引入一个概念或变量，都需要小心进行界定，大多会涉及两个面向的定义，即概念化定义（conceptual definition）和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概念化定义指的是用来描述变量的术语，是研究者对精确描述他／她所想要研究的对象的概念陈述。由于每个人头脑中的印象并不能直接用来交流，因此人们借用一种“标签”来交流彼此观察到的事物和代表事物的“观念”，这种标签使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且使人们可就标签的含义达成共识，这一达成共识的过程被称为（广义的）“概念化”，概念化过程可以促使研究者缜密思考其研究的性质。概念化定义对整个研究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研究者对其所要研究的内容或对象的明确说明。构建概念化定义实际上是迫使研究者对其研究的性质进行理论性思考。而每一个概念化定义则是对该变量的后续测量也即操作化的指南。

变量的操作化必须与概念化定义匹配，这种匹配一致性就是内在效度（详见第6章）。比如对于性角色（sex roles）这个概念，有研究者在对香港的儿童卡通片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化定义：“一个既定社会认为对于一种性别的成员来说比另一种性别更为合适的行为或活动的集合。”
【8】

 该定义中的“集合”（collection）暗示了多项指标而不是一个综合的感知测量，“行为或活动”则要求测量显性特征而非内在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研究者对此概念化变量的操作化包括了39项不同的测量，每一项都与概念化定义相吻合，分别有一项职业角色的测量、17项不同个性特质的测量（如粗犷、顺从）、七项外部特征（如头发长短、着装）、11项活动爱好和技能（如体育）和三种社会和家庭权力角色（如最后决定者）。

理论上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变量，都应该首先进行概念化；但在实际上，如果该变量的含义本身比较明了，而当前的研究并未在概念的内涵层面上突破此前的界定，很少引起歧义，则不需要专门进行概念化的界定工作，比如互联网接入、互联网使用、电视新闻接触频率等这样一些概念。

概念定义的另一面向是操作化定义，指的是将概念和命题转换成可以进行经验观察的指标的过程，也即用可感知、可度量的事物对抽象的概念化定义作出界定、说明和衡量的过程，或者用调查指标来反映抽象概念的方法，是“实际、具体的测量技巧的建构”。
【9】

 可以说，操作化定义是具体描述我们观察或测量一个概念／变量的程序，研究者需要清楚地说明所要观察的是什么，被考察的对象如何被测量，数据如何一步一步地搜集（表5.1列举了一些操作化定义的研究实例）。操作化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其逻辑在于，研究依赖于观察，若对所要观察的对象没有清晰的界定，观察将无从进行。具体到内容分析而言，操作化也即意味着一份编码方案（coding scheme）的建构（详见本章下面小节）。


表5.1　内容分析研究中变量操作化定义的研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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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变量的操作化定义都应该包含它本身内在的特征，使操作化定义与被研究概念的概念化定义相匹配，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这些特征应该同时具有互斥性及周延性。例如，一份报纸的社论不应该同时被描述为自由派的与保守派的，尽管编码者可能认为有一些内容成分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研究者可以从层级上来区别报社社论的这种属性，用代表不同层级的数字来进行编码：1＝非常自由派，2＝适度自由派，3＝适度保守派，等等。

5.1.3　变量的测量层次

为了理解变量并对其作出相应的正确的统计分析，区分变量的测量层次（the level of measurement）是非常重要的。各变量测量层次不同，数据所代表的含义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数字1可能是代表“电视暴力动作持续1秒钟”，也可能是代表“男性”（相对于数字2代表“女性”），或者也可能是代表“在所属类目中被排在第一级（如对某位政治人物非常有利的报道）。为了帮助理解被区分的变量的不同，传统上将变量按照测量的层级或尺度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确划分为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等四个测量层级的变量（几种变量的识别参见附录三的编码本及其脚注说明），以描述变量赋值下的观察对象的种类。不同的测量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于组织、呈现和分析数据的技巧（详见第7章）。

5.1.3.1　定类变量

定类变量（nominal variable，亦称名义变量、类目变量、分类变量等）是最基本的变量测量类型，它具有这样一种品质标志，即按照它可对研究客体进行平行的分类或分组，使同类同质，异类异质。例如，按照性别将人口分为男、女两类；美国党派分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国的报纸按地区级别分为国家级报纸、省级报纸、地市级报纸等。这里的“性别”、“党派”和“报纸类别”等就是定类变量。其中，只有两个变量赋值的，如“性别”，我们称之为二元变量（dichotomous variables，或二分变量）。定类变量是最粗略、计量层次最低的测量尺度，利用它只可测度事物之间的类别属性的不同，而不能了解各类之间的其他差别，其变量赋值的数字仅表示不同类别。比如用1表示男，2表示女；用1表示民主党，2表示共和党；用1表示国家级报纸，2表示省级报纸，3表示地市级报纸，等等。被分配给每一类别的数值代表该类别的名称，而不是真正的数字，没有顺序和大小之分，更不能进行任何数学运算。这一级别的测量尺度是对事物做最基本的测度，是其他计量尺度的基础。在内容分析中，定类变量是最常见的测量层级，类目建构的主体多为定类变量，由此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单位之间的不同，却无法以此判断谁大谁小。

由于定类变量其实是一种分类体系，因此必须注意所划分的类目既互相排斥，又互不交叉重叠。其数学特征主要是等于与不等于，属于或不属于。比如电视暴力研究中的节目类型、角色、暴力使用武器、施暴者性别、人物类型、暴力性质、施暴动机等，报刊新闻报道研究中的新闻报道类型、新闻事件类型等特征的测量，都是最常见的定类变量。

5.1.3.2　定序变量

对于定序变量（ordinal variable，亦称有序变量、序数变量、顺位变量等），不仅有像定类变量一样具有相互独立的类目，而且这些类目还能反映研究对象的高低、大小、先后、强弱等序列差异或等级差别，也就是说所观察的类目之间在属性上是有序的。不同的属性代表了变量的相对多寡程度，如政治保守态度、有关政策立场等。根据定序变量，我们除了可以说出两个人是否一样之外，还可以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怎么样，比如更保守、更虔诚，等等。

例如，在考察“电视新闻报道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不利程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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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以具体陈述的方式，要求编码员就每篇报道样本在非常不利（strongly unfavorable）、不利、中立、有利和非常有利（strongly favorable）这五个等级选项中作出选择。因此，在定序测量中，可以知道哪种陈述得到更多的认同，传播内容（如新闻图片、新闻人物形象等）所体现出的态度倾向，或者哪一种参与者在研究中是最高的或者最受关注的，但是，尽管定序尺度对事物的计量要比定类尺度精确些，但它至多测量了类目之间的顺序，而未测量出类目之间的准确差值。不同层级之间的距离是不等的，因此，定序尺度的计量结果只能比较大小，不能进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你可以说这种数据的单位与单位之间是不同的，也可以说谁大谁小，但你无法明确地说，大多少，好多少。当然，在传播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定序尺度的变量也往往计算均值，但这种均值的含义与真正数值意义上的均值是不同的，其大小和意义的解释取决于变量的每个赋值对应的具体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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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定距变量

定距变量（interval variable，亦称等距变量、区间变量、间隔变量等）是能测度事物类目或次序之间间距的数量标志，更具体点说，在定距变量测量中，可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类目，对这些类目进行排序，并且能较准确地度量类目之间数量差距的一种计量尺度。以这种度量而获得的数值数据，你可以分辨出：两值之间是不同的；哪个值大；大多少，或差异有多大。定距变量的赋值可做加、减法运算，例如，一个地区的温度20℃与另一个地区的25℃相差5℃，但不能做乘、除法运算，且无法说其中一个值要比另一个值大多少倍。比如温度，40℃要比20℃高20℃，也可以说40℃和30℃之间的差距与30℃和20℃之间的差距是相等的，但不能说40℃是20℃的两倍。而且，定距尺度没有绝对的零点。温度是零度，并不意味着没有温度，零下30℃也不代表比没有热度低30℃。摄氏和华氏的零度标准是随意定下的，温度这一测量没有绝对的零。再比如，一个IQ测验得零分的人不能被视为没有智力。

在内容分析中，这种定距数据不是很多见，而且往往依据研究所指的对象而定，需要小心鉴别。比如，在统计一份报纸所有报道样本中词语的数量时，零是没有意义，因为一份报纸的新闻报道必然是有一定数量的词语的，否则报纸是没法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词语数量是定距变量。可是，如果研究关注的是体现某新闻框架的关键词，那么零是有意义的，也即在该报纸的新闻报道中没有这种框架的呈现。此时，相关关键词数量是定比变量。

5.1.3.4　定比变量

定比变量（ratio variable，亦称为比率变量）的计量结果也表示为数值，跟定距变量属同一层次，有时对两者可不作区分。定比变量这种数量标志不仅能测度各类目的大小和多少，还有一个绝对零点（absolute zero）作为起点。这个绝对零点是它跟定距尺度的明显差别，就是说，定距尺度中没有绝对零点，即使其计量值为“0”，这个“0”也是有客观内容的数值，即“0”水平，而不表示“没有”或“不存在”。例如，某个学生传播学概论的考试成绩为“0”分，这个“0”分是他的这门课的客观成绩，并不表示他没有考试成绩或没有任何传播学知识；一个地区的温度为0℃，这表示一种温度的水平，并不是说没有温度。而定比尺度中绝对零点的“0”，表示“没有”或“不存在”。再比如，在分析电视节目时，以秒数来计算，如果反映某种内容属性的电视片段秒数为零，则表示这种内容属性在该电视节目中没有体现；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为“0”，就表示这个人没有收入；等等。现实中，大多数场合人们使用的都是定比测量。但在内容分析中，因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内容实质，且运用物理区分来划分单位的情况较少，因此纯粹的内容分析是较少应对定比层次上的变量的，大多数情况是在内容分析与其他数据相结合时才会需要处理这种变量。

定比测量与上述三种计量层级相比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计算数值之间的比值。例如，一类人群（比如男性）可以得出一个人的收入是另一个的两倍。定比尺度可以做加、减、乘、除法运算。总之，定比变量的数值具有真正数字的属性，任何数学计算都是有意义的，不但可以加减，而且可以乘除。由定比测量的数值数据，你可以作出如下分辨：两值之间是不同的，哪个值大，大多少和大多少倍（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多少倍）。

5.1.3.5　变量层级的结构和转换

上述四种测量尺度对事物的测量层次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确，逐步递进的（见图5.1）。高层次的测量尺度可以测量低层次测量尺度能够计量的事物，但不能反过来。显然，可以很容易地将高层次测量尺度的测量结果转化为低层次测量尺度的测量结果；将考试成绩的百分制转化为五等级分制就是一例，又比如将自然年龄（定比变量）按照一定的间距分成不同的年龄组（定类或定序变量）。尽管自然“年龄”是个定比变量，我们仍可以按如下方式对其进行测量层级上的转换：1＝20岁以下，2＝20—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6＝60岁以上。这种分类结构将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分别划为一组，并将20—60岁的以十年为间距划分成四组，是有某种依据的。如何定义“年龄”将直接决定这个分类结构。经过如此转换后，定比变量就成为了定序变量，也即按照从年轻到年老的顺序分组排序。但如果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划分，变量“年龄”也就成了定类变量。定距和定比变量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定类或定序变量，但定类和定序变量却无法反转成定距或定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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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变量的四个测量层级

传播学研究中还常用到离散变量（discrete variable）和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这样的变量类型区分（见表5.2）。离散变量只包含有限的一系列值，不能分成子部分。如，电视节目中一个家庭成员的数量。离散变量的一种特殊情况是上面提到的二元变量。与离散变量相对应的是，连续变量的赋值可以是任何值（包含分数），可以被分成有意义的子部分，如新闻报道所占版面的尺寸大小、电视暴力镜头持续时间等，尺寸和时间在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切分下去的。在处理连续变量时，我们需要记住变量和变量测量的区别。比如，在测量电视暴力的血腥程度时，假定有七个可能的分数：0、1、2、3、4、5和6，但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变量潜在的计数却是连续性的，尽管测量层次是离散的。事实上，传播学研究中大多数测量都基本上是连续变量的离散型近似测量。也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研究通常将测量态度或评价的类似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非常负面”到“非常积极”的李克特五点（或七点）制量表当作连续变量和定距尺度来处理。但这一点是受到严格的统计学家的挑战的。


表5.2　离散变量和连续变量的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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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总结了传播学研究中离散变量和连续变量所对应的测量层次，我们不能说它在统计学意义上是绝对的正确，而只能说它反映了传播学研究的常规做法。一般来讲，定类尺度总是离散变量，定序尺度通常是离散变量，但其背后却可能隐含着连续性测量维度。定距或定比尺度，多为连续变量，但也可能是离散变量，如每户订阅的杂志数或报纸数，可以相互比较大小，也可以计算倍数，但其种类的数和数之间无法无限切分，两份杂志就是两份，不可能像阅读杂志的时间那样不断切分下去。总之，了解变量的性质及其测量层级，其根本目的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设计时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并能在后期数据分析时正确运用各种统计方法，从而有助于保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5.1.4　关键变量的识别

对于一项内容分析来说，无论其研究目的是什么，也无论其是否以理论为分析基础，都应该是一个谨慎考虑的过程，其中需要考虑的是选择内容的哪一方面（也即哪些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在选择内容分析变量的过程中，一个有用的途径是，思考哪些变量是关键性的，以及这些变量的关键性特征，也就是对全面理解某种特定媒介所承载的信息而言至关重要的那些变量。识别和拣选出这种变量及其关键性特征既不容易，但也极具创造性。

研究者也许会因为缺乏对一整套信息变量的所有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或者由于没有抓住与研究要旨直接相关的关键变量，而产生误导性结果，无法解释生活中的现象。例如20世纪80年代，媒介批评界对音乐视频中的女性形象再现提出质疑，批评者凭直观感受就认为MTV视频过多地将女性表现为攻击性行为的受害者，这种质疑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吻合。但是，两位女学者卡里斯和纽恩多夫却以一项内容分析研究颠覆了普通大众甚至许多媒介批评家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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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在对随机样本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了与过往研究和社会流行看法相反的结论。她们的研究引入了摄像机镜头的聚焦或视距（长镜头、中镜头、近距和特写）和镜头长短等一些她们认为对于研究快节奏媒介而言至关重要的变量，而且她们对这些关键变量在镜头开始和结束部分都分别进行了测量。由于这些变量的引入，加之细微的测量，她们发现，之所以人们普遍有女性被描绘为受害者形象这样一种印象，其实是因为音乐视频中在将女性展现为攻击性行为的接受者时，不但镜头持续时间长，而且较之于男性而言更多地使用近距或超近距镜头，以致使观众印象更为深刻，留下持久的记忆。而实际上，这些视频中女性其实更多的是攻击性行为的实施者，而非接受者。可见，如果研究者没有将两个关键性的视频特征变量引入到研究中，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误解的，而且也无法揭示出镜头特征在形象传播效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因此，内容分析者在思考建构研究问题和研究整体框架时，就应该同时考虑需要识别出哪些关键变量，以及如何甄别的问题。根据纽恩多夫对国际学界近几十年的内容分析研究总结，实践者们主要采用了四种技巧或路径来选择变量：①采用普适性变量；②利用理论和前人研究搜集汇总变量；③经由扎根或“浮现”过程来实现变量的识别；以及④发现反映介质特殊性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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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采用普适性变量

有些变量是可以运用于所有媒介信息单位并广为研究者使用的，这种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内容具体性的，也无需针对某种媒介的既定特征，具有普遍性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适性变量（universal variables）。

以文本可读性著称的语义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等人是最早尝试揭示“意义”的普适维度的一批学者。他们在其代表著《语义测量》一书中将语义意义（也即个体的人如何区分概念）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即评价、能力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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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被广泛认为是语义学上的经典分类，已成为无数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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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语义维度也为内容分析者提供了分解意义概念维度的一种通用参照。

与此类似的是，劳伦斯·马克斯的研究一直在试图寻找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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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求证人类感官（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知事物的统一方式。最后他发现，人类所有的这些经验都有着相同的维度，无论是用何种感官，也无论感知到什么刺激物，人们都会以“类似的感觉属性”去感知这些刺激物。这些属性包括：①范围（extension）：一种知觉的显而易见的空间量度（比如在内容分析中可以是一部电影中一个镜头持续的时间，或者一篇新闻报道所占的版面大小，等等）；②强度（intensity）：一种知觉的显而易见的强度（比如照相镜头有多近）；③亮度（brightness）：一种知觉的显而易见的刺激度（比如镜头的黑暗对比度或者颜色的明亮度等）；④品质（quality）：涵盖了属性的方方面面，是由几个世纪前的哲学家提出的术语，马克斯认为它是感官的普遍
 特征（如镜头中的场景或背景）。

这种属性维度与奥斯古德的语义维度一样都不具有内容载体的针对性和特殊性，因此在很多时候可以通用于各种内容的测量。如果一项研究并不十分关注于某个文本的具体内容的话，可以考虑借用这样一些普适性变量，特别是在试图进行跨媒介、跨传播主体或跨文化比较研究时，可以以此为基本框架，然后再对比实质性内容。

5.1.4.2　利用理论和前人研究

本书第2章已详尽阐述了理论和前人研究在内容分析研究设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样，在探索和辨识关键变量这一操作环节上，理论和前人研究亦对内容分析者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总的来说，其利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效果的预测（如提供研究的基本原理，但通常不提供仅通过内容分析就可以测试的假设), ②提供对信息来源的推测，以及③提供在一个内容分析中变量与变量间关系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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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路径中，研究者将信息效应的证据与内容分析的发现联系起来。此时，理论提供了对这种效果的预测（这种预测可能与研究结果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在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之前有不少研究认为由一个刺激因素造成的一般唤醒可能会影响个体对另一刺激因素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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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兴奋转移理论的测试也支持了如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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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一般生理唤醒会影响一个人后续发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沿续着这样的脉络，研究进一步发现电视节奏（如镜头剪辑速度）会全面引起观众的生理唤醒，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其随着快速节奏而产生的对暴力内容的反应。鉴于以往类似的研究，将影片速率这一变量纳入到电视暴力内容分析中进行测量，可以为研究观众对电视暴力节目的反应提供部分预测。

第二种路径的着眼点是信息源特征和信息属性之间的关系。例如丁迪亚试图通过考察性主体及其性伙伴在交往中的打断来质疑一系列前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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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表明男性更多地打断女性，而女性则比男性更多地被打断。丁迪亚对具体变量及其精密测量方法的选择，都是建立在对人际互动理论最新文献的梳理基础之上，重点考察性别特征与男女各方在交往中各自信息的属性和打断对方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从实践意义上看，利用前人研究中已有的测量方法通常是很有用的。比如前人已积累了不少“标准”词库（dictionary），可用来进行文本分析，这种使用的好处是可以生成直接用以比较的数值，比如词频比较，这对于跨文化、跨媒介或跨时间的比较而言是特别需要的。例如欧尔特等人将编码方案运用于关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访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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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在德国、中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四个国家进行，将同样的编码方案和词库运用于不同国家的访谈对象的分析中，考察不同信息源特征与信息属性的关系，从而使跨文化比较更为彻底。

第三种利用理论和前人研究的方式是为只需内容分析即可回答或检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提供基础。例如罗杰斯和法拉斯从关系沟通理论的构念中发展出了对人们在面对面互动中的对称性、短暂性和互补性的测量方法。
【22】

 他们的概念基础还包括了其他学者的一系列相关研究。
【23】

 在应用中，其编码方案使他们得以研究单个发言者的行为、发言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系统性方面。

有时，研究者可能会试着“转化”来自其他调查或实验的变量，使之符合内容分析的情境。例如，史密斯试图将之前被广泛应用于测量外向性和神经性的性状特征的题项和类目应用于故事片人物。
【24】

 这种从主观的自我报告式的测量转为客观的内容分析式的评估是相当不容易的，结果编码信度总体上偏低，编码员很难在电影人物在“社交”或“紧张”程度上达成一致。但也有一些转化却十分成功。比如科尔特把人际启动策略应用到报纸中个人广告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信度，并发现了面对面初识和印刷品初遇的惊人相似性。
【25】



如同问卷调查研究者有时会利用质化研究技巧如焦点小组或深度访谈来形成其问卷编制一样，内容分析研究者也会使用来自文化或批判学者的深度的、通常是冥想的和敏锐的观察。采取这种路径的量化研究者通常见于对电影内容的分析。沙龙蒙曾指出，“电影可能是被最彻底地分析了的技术媒介之一”，大量的“哲学的、语义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分析”都基于这一媒介的内容而进行。
【26】

 对电影的量化内容分析在西方传播学界颇为多见，研究者从对电影的批判和质化研究的丰富历史中吸取了营养。例如，史密斯在她对20世纪30、40和90年代票房最高的美国电影的两性角色刻画的研究中，
【27】

 大量依赖于有关女性电影的批判研究文献，其研究虽然支持了一些文化批判研究者对电影内容的既定看法，但也有许多结论却是相反，说明作为对既定批判的再研究的量化内容分析并不是多余的。

5.1.4.3　“扎根”与“浮现”

有时，鉴于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相对缺乏，无法引导研究者抓取相关内容信息的关键变量及其概念维度，内容分析者需要采取实践的路径，“入乡随俗”，也就是研究者可能需要将自己浸入内容信息的世界里，也即深深扎根于信息内容之中，并对研究内容中具有代表性的子集进行质性考察。比如说，如果一个研究者想要对肥皂剧的关系发展进行内容分析，那么他／她必须成为或者至少暂时成为一个肥皂剧迷。如果要研究单口相声的非语言风格，研究者必须成为相声的名义上的鉴赏家。也就是说，研究者不但要熟悉了解其研究对象，而且需要通读并读透所要分析的文本。
【28】

 通过这一方法，对研究至关重要的变量便会从信息内容中浮现出来。

如果无法识别那些被一般信息接受者认为是很重要的关键变量，也无法发展出对变量在其语境中的全面理解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琐碎的甚至是尴尬的结果。例如，曾有一位研究者在一次学术会议报告中展示其研究发现，说是其研究样本中所有的美国电视商业广告都没有烈酒广告。但实际情况是，当时的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协会规则禁止播出这样的广告，而这是只要熟知美国广电产业的人都会知道的。
【29】

 因此，内容分析者在进行媒介内容分析时，需要熟悉和具备媒介内容研究的专业标准和指导方针。为了防止过失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在编码方案定稿前，研究者最好邀请业界专业人士来评价一下其研究工作。而这些专家的贡献对研究会有所帮助。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线人员，比如一项对受虐女性的研究，运用了访谈方法并对其进行内容分析，那么相对于管理者的意见而言，该研究从受虐的女性被访者中的获益可能会大得多。

然而，以此种方式来定义浮现式变量（emerging variable）存在着潜在的问题，即研究者可能无法看到信息变化的全部方面。例如，假如你阅读日报的每一则新闻，你是否能将它们变化的无数方面一一予以定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可能甚至连简单的变化都很难被捡选出来。

5.1.4.4　发现针对媒介特殊性的变量

许多内容分析考察的是某种媒介承载的信息，因此有很多的努力是试图描绘那些区分每种传播媒介的关键变量。在识别具体媒介的哪些关键变量适合于其内容分析研究的时候，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考虑：①所关涉的信息媒介的性质怎样？②对于所要研究的在此种媒介内所发现的信息而言，什么变量是特殊的或者是相关的？
【30】

 因此首先是定义一种媒介的问题，这看上去是个简单任务，实则不然。比如电视，就不存在标准定义。试着分条列举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的特征，这很难做到，而且没有两个人的列表会完全一样。麦克卢汉有关媒介的经典话语，如“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尽管相当具有思想启发性，但这样的定义并未成为一种标准，特别是对于媒介内容分析而言。

另有一些学者试着为已有的或设想中的媒介技术进行了实体分类。比如鲁迪·布里兹的分类方案将媒介分为七类：①音频—动态—视觉，②音频—静态—视觉，③音频—半动态，④动态—视觉，⑤静态—视觉，⑥音频，以及⑦印刷。他给出了一个电讯媒介对录音媒介的附加维度。
【31】

 另外，他坚持还有两个用来区分媒介的标准：①是否结合使用多种信息展现方式（声音、图像、线条、图表、印刷、动作），以及②是否基于不同硬件。在此基础上，赫克特又发展出了对52种“设想的媒介系统”的定义，通过对它们的功能属性进行经验描述。
【32】

 纽恩多夫等人则用多维定标的方法获取了调查对象对15种媒介类型和10种感官概念的看法，发现了三个主要维度：①中介程度，②印刷与非印刷，以及③个人的或主观的与非个人的和客观的。
【33】

 这些变量和类目建构在进行跨媒介比较分析时，至少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给研究者提供一种整体比较的框架，以对比不同媒介之间一般性的内容差异。

但在涉及具体内容的具体分析时，一个更为重要并更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考察方面是，一个特定媒介是否具有独特的特征，使之对于某一内容分析格外重要。总体上来讲，媒介的诸多变量并不具有仅是该媒介所独有的特征，比如说，与图像设计有关的变量（字体大小及颜色、使用的照片、照片主题等）同样也适用于杂志、报纸、电视、电影和网站；与听觉强度有关的变量（对音乐的使用、响度、音乐的密度和速度、演讲的副语言方面等）同样也可以被运用到诸如演讲的音频录制、CD、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等方面的内容分析研究中。这样的变量可以说都是一般性媒介变量。

那么，到底如何寻找和拣选出适用于特定媒介的关键变量呢？对于特定媒介的信息内容研究而言，可能会同时有形式变量和内容变量与之特别相关。至少是在形式变量而非内容变量方面，前人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鉴的重要变量，因此对过往研究的文献回顾和梳理或许会卓有功效。但另一方面，在缺乏值得强烈认可的类目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时应该重新评估与之媒介选择紧密相关的关键变量。

休斯顿和怀特在他们对儿童观看行为的研究中，
【34】

 针对电视定义了“突显形式特征”（salient formal features），这些特征包括人物身体活动、快节奏、场景变化、视觉特效、大声的音乐、音效、特殊声音和非人类声音。两位研究者提供的不只是一份简单列表的变量分类，而是展示了这些形式特征的连续统一体，从“纯语法的”（结构内容流的特征）到“与理解内容整体相关的”（为心理表征、替代或诱发认知操作提供模型的特征，如放大图像以帮助观众理解的特写），并总结了电视的形式特征如何对内容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龙巴德等人为这些电视形式特征加入了一些新变量。
【35】

 经他们完善的编码方案包含衔接、速度、摄影技术、物体或实体移动、文本和图像，以及特效等，其目标是实施一系列大规模内容分析，为当下和未来的电视生产规定提供基准。

在新媒体方面，一批对网站的质性特征和属性深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用来评估网站的相当广泛的变量集，所测量的变量大致归为四种类别，如功能性、可用性、效能和网站可靠性等。
【36】

 再比如，自万维网诞生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网站的交互性特质进行多重维度的解析，
【37】

 并分析了网站的其他属性如持续性和永久性，
【38】

 以及健康网站的可信度
【39】

 等。虽然这些变量的分类方法和维度建构尚有待进一步探索完善，但也为后来者建构更具分析效度的概念维度和寻找核心变量奠定了基础。


5.2　传播内容的性质与变量的操作化实现


内容分析者所关心的传播内容有哪些不同的性质和形式呢？某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是针对内容本身还是其结构形式展开分析？就内容而言，如何根据其不同的性质来构建指涉关键变量的类目体系并实现变量的操作化呢？研究者只有首先决定他们所要分析的内容的性质以及理论在其研究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应对内容分析设计和实施所带来的挑战。一旦作出这些决定，内容分析研究的核心工具编码表的设计和形成也就水到渠成了，而且编码者发挥何种作用也变得非常清晰明了。

5.2.1　内容的性质与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内容分析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运作，编码蕴含着概念化和操作化逻辑。研究者必须在确定内容性质的基础上推敲概念框架，由此发展出与概念框架相关的类目体系和辨识的具体方法，即确定分析单位的归类标准。对于不同性质的内容而言，其归类标准和操作化的方式和难易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5.2.1.1　客观性与主观性内容变量

虽然传播内容多为作为主体的人所创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体性和主观性，但从分析者的角度来说，研究目标所指的内容有时是相对客观的，也即较少体现内容创建者的主观意识投射，因而在分析者对内容进行归类的过程中基本上是能够一眼辨识的，无需调动分析者的主观性理解和判断。比如在一项对美国社会运动网站的分析中，
【40】

 研究者建构了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六个互联网传播功能类目，分别为是否“提供信息”、“支持行动及动员”、“促进互动与对话”、“提供相关链接（制造横向链接关系）”、“用于创造性表达”和“促进募款及资源聚集”等。各传播功能类目下又分别列举出若干网页结构特征变量，如“提供信息”类目下包含“主流媒体批评”、“RSS服务”和“领导演讲及文章”等，“支持行动及动员”类目下包含“在线请愿”、“电子邮件运动”和“大事日程”等，“促进互动与对话”类目下则包含“在线讨论组织事务”、“在线投票及调查”和“参与式论坛”等。这些内容和结构特征在相关网站的页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分析者只要明白这些功能类目和结构特征变量的命名或标签所指，也即只要具备这方面的一般性知识，就能够将它们一眼辨识出来。

类似性质的内容变量还包括电视剧中家庭组成成员（有无小孩、种族、双亲或单亲家庭）、新闻报道或节目展现中所指涉的人物类型（军人、正规警察、公民、政府官员、外交官）和种族（美国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及其他）、音乐主唱的性别、广告内容中的产品类型和模特视线姿态等，可以说，这些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在传播内容中的直接再现，是不以分析者的意志而转移的。另外还有些内容的归类是根据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广为认可的一套标准，比如新闻类别（通讯、特写、短讯、时事评论等）和流行音乐的类别（说唱、重金属、乡村、摇滚等），这样的类目区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分析者一定的主观判断，但由于其判定标准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通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排除了分析者的主观意识。

可以说，以上所有内容都是客观性的，因为它们通常都在人们的常识性认知范围以内，判定标准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而且体现这类内容的变量所指的概念涵义是大家都很明确的，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在操作层面上容易与经验性的测量直接相对接，因此反映此类内容的变量一般不需要进行专门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定义或编码说明，即使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通常以示例法（详见本章下面小节）即可予以说明。由于其客观性，这些内容的编码往往较为容易达到较高的编码员间信度。

与客观性内容不同，主观性内容在进行归类或定性判断时，则往往需要分析者的主观感知和理解，如图片基调（勇敢的、快乐的、轻松的、恐惧的、阴郁的、同情的等）和体现的态度（消极的或积极的），又或者对此类内容的判断隐含着某种文化价值理念，如杂志广告中模特的美丽类型，东西方女性杂志广告中的美丽形象大为不同，西方模特比亚洲模特更多地呈现“性感”，或较多地使用“时髦”的形象，而亚洲模特则更多呈现“可爱／邻家女孩”的形象。
【41】

 分析者对于美丽的判断也会存在着主观上的差异，因此在对美丽类型的编码类目建构时需要进行明确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界定。同样，对于网站内容的感知危害性，
【42】

 在判定危害级别时主要依赖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再比如在电影研究中，经常会运用基于意义区分的分析单位蒙太奇，对蒙太奇所涉及的内容的判定需要分析者在具备一般性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具有较强的主观感知和理解，因为这样的内容通常在表达形式中隐含着某种意义模式。联想式蒙太奇就是一种“看似毫无联系的两张图像并置起来却可以创造第三种主题思想或概念”的意义模式，这种蒙太奇可以用比喻（比较）或讽刺（冲突）的形式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
【43】

 例如，在比喻蒙太奇中，画面显示一个褪色和衰败的教堂，并紧接着出现一个垃圾场，意蕴着对社会道德败坏的描绘；在冲突蒙太奇中，富人从奔驰轿车里出来，跟着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翻垃圾桶的场景，这可能是在描绘社会的不平等。

在实际研究中，分析者所关照的往往是客观性内容和主观性内容相互交织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类目体系的指向目标，少有研究仅针对其中一种类型的变量。比如一项有关战争图片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
【44】

 其目标是检视美国媒体是否公正平衡地报道了科索沃战争，分析单位是新闻图片。对图片的分析，既包含了附属国家、领土位置、人物类型、有无关联图片等这样一些客观性内容变量，同时也指向了图片的一般主题（如苦难、毁灭、声称的暴行、人道主义援助、各种军事行动、军事后勤和军事装备维修工作、抗议、骚乱和集会、战俘、外交的以及其他的官方行动，等等）、图片基调和体现的态度等这样一些主观性判断较强的内容变量。通过对这样一些内容的呈现和各种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的揭示，分析者说明了美国媒体对塞尔维亚人的图片报道是否以及如何带有明显的偏见。

5.2.1.2　显性与隐性内容变量

内容分析一旦实质性地展开，它首先面对的是这样的内容，如某一特定的词语在书写文本中的出现，一部电影中一个角色的性别和种族，一个电视广告节目的播出电视网络、广告时长（20—30秒或者60秒）、播出日期、播出前后节目、广告主和旁白（男的、女的或者没有），或者个人谈话中的某种行为（眨眼、挠头等）。这些内容在很多时候就是上文所说的客观性内容，同时也是本书第1章所讨论的显性内容。但客观性内容未必就是显性内容，有些客观性内容虽然并不以分析者主观意愿为转移，但也不一定就能一眼辨识出来，其内容的分类处理也许需要分析者对一组相关客观内容的表征符号进行整理，辨识其间的联系，才能判断处理。比如，电视新闻人物的着装这样的内容，单从衣服本身（如夹克、衬衣、围巾、裙子、裤子、毛衫等）来看，是一眼可见、一眼可识的客观性内容，同时也是显性内容，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判断人物的整体着装样式和风格（如正式套装、软式女性套装、礼服、便装，或者混搭），那么就需要内容的编码者对人物的每一件服饰的搭配组合方式进行整理，从这种搭配组合间所体现出的有规律性的联系识别出一定的模式，才能进行类别的划定。这其实是隐性内容的一种，也即模式内容（pattern content）。

本书第1章已指出，内容分析即使是量化的内容分析，也绝不仅仅限于对那些外在于表面的、容易观察得到的内容即显性内容进行分析。在学术性研究中，内容分析一般都会超越显性内容，进一步分析我们所说的隐性内容，也即将关注点转移至信息表面成分下的意义。
【45】

 虽然对隐性内容的评估及其分析的质量保证（如信度和效度问题）颇具挑战性，但对隐性内容的关注和分析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生命活力的维系和影响力的拓展也恰恰在于此。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分析显性内容，内容分析研究的历代文献就不会显得那么有趣。所幸的是，内容分析文献中大量的是范围广泛的隐性内容研究，仅在《新闻与传播季刊》的1995年中就有多篇，如商业杂志特稿中消息源偏向，
【46】

 报纸新闻中总统候选人诚实正直的呈现，
【47】

 音乐视频中的政治信息，
【48】

 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新闻价值，
【49】

 以及报纸新闻报道的质量
【50】

 等。

隐性内容涵盖诸多领域。但大体上可以将其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关注内容本身的模式，也即上文提到的模式内容，另一种则更关注于编码者对内容意义的诠释，称为投射内容（projective content）。
【51】

 比如在约翰斯顿和怀特所做的政治广告内容分析中，
【52】

 他们对参议员选举中女候选人的交际风格的测量中包含了三种类型的内容：有些是显性内容，如广告长度和男女旁白；有些是模式内容，如上文提到的着装样式；还有些则是投射内容，如候选人的修辞风格（劝告式、官僚式、情感式和知会式等）。就后两种类型的隐性内容而言，二者都依赖于内容线索和编码者图式（schema），区分的关键在于分析时的侧重点是在于内容本身还是编码者的主体判断。对于模式内容，内容分析设计者将内容置于优先，编码者通过对文本符号的整理并识别其间的联系，从中发现文本中内含的某种客观模式。相比之下，对于投射内容的分析，编码者的判断占据重要地位，其主导思想是，作为象征符号的内容成分是需要受众进入到他／她既有的心理图式从而对内容意义作出判断的。

对于不同类型的内容，其类目的界定和相应的编码规则会有所不同。对于着装样式这种模式内容，变量的类目界定非常明确，概念化和操作化定义都比较容易确定，类别间的区分界限也相对明显，因此编码规则会比用于修辞风格的规则更为具体、涵盖内容的边界性强，而属于投射内容变量的修辞风格的编码规则则更富有暗示性，除了需要研究者概念化定义的指南以及与之相应的操作化定义外，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于编码者的经验区别各种风格。另一个说明例证是一项对MTV上性别刻板印象的分析，
【53】

 分析者对MTV人物的魅力进行了五点制评级，从非常有吸引力到讨厌的／丑陋的。魅力显然是投射内容的一个例子，因为它非常依赖于编码者个人的主体意识图式。

在对模式内容和投射内容进行区分时，内容分析设计者所需要作出的决定主要与研究焦点以及主观诠释的允许程度相关。
【54】

 就前者而言，分析者需要衡量和把握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愿意将内容分析的焦点从内容成分转移至内容接受者对内容的诠释。如果是着眼于电视节目中的暴力模式，内容分析设计者通常会持续聚焦在内容成分上，诸如暴力镜头（血腥程度、镜头远近、影响框架等）和暴力角色信息（是否为英雄、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施暴者类别）等，然后努力撰写出有关编码规则的长长的目录，目的是要划出清晰的界限，将所有可能的暴力内容形式从那些不被认作暴力内容形式中区别出来，并通过识别各种成分内在组合而构成的模式来判断暴力层级和影响程度。结果，这样拟定出来的规则通常非常复杂。如果这样的研究仅用于告知读者相关理论，并且阅读对象只是接受过复杂的编码和分析技术培训的学者，那么将这种内容处理为隐性模式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将一般公众作为其研究发现的主体接收者，这就会带来理解上的问题，因为即使研究者将编码规则的所有复杂性都事无巨细地表达出来，内容接收者自己的判定也并非一定与编码决定一样。

模式内容和投射内容的区分还在于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将主观诠释引入到分析中。有时候，内容分析研究者可能会在设计时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他／她会意识到，即便是一个长长的细节化的编码规则说明，也无法充分指引编码者迎接编码时所有的挑战。此时需要作出决定的是，到底是需要继续发展出更为广泛的规则呢，还是转而依赖于编码者既有的图式来完成编码工作？前者会引导分析者深入到更为微观和细化的层面，致使编码更为复杂，以致降低了分析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55】

 而后者的选择则多半是在对所谓的原初概念（primitive concept）进行编码时特别有用，这些概念是大多数人都理解并共享一个相同的意义的。

总之，三种内容类型的关键区分在于编码时作为类目判定根据的意义的定位（见表5.3。）
【56】

 如果意义是包含在内容的一个离散性成分中，也即该成分与其他成分无意义关联，那么这种内容是显性的，也就是说，类目划分的判定直接以该内容成分即可确定，该成分的辨识与划类由其自身即可判定，是显而易见的，无须以其他内容为参照。这种显性内容的界定和识别，无须以任何理论或概念为指导，编码员在编码时直接记录即可。如果意义的定位虽在某内容中，却需要通过编码者辨识由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显现的一种模式，来推断完成其类目的判定，那么这属于隐性内容中的模式内容。对于模式内容，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化简编码方案的基础，也即可以基于理论对内容成分之间的关系的预先阐述来构建类目系统。因此，在研究实践中对模式内容的编码以演绎式的居多，归纳式编码通常是辅助手段。
【57】

 如果在编码时意义的定位被认为是主要依赖于人们由内容线索而构建判断的方式，那么编码所面对的内容则是另一种隐性内容，也即投射内容。在实际分析中，这种内容的类目建构往往是以一种诠释力也许较为薄弱的理论开始，由理论演绎出不是那么能够概括内容的初始编码规则，然后在对初始编码结果的反思归纳中再提炼出具有较强诠释力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内容的编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浮现式编码（参见上文并详见第6章），即在文本中不断归纳提炼出新的类目，由此产生新的变量。这是一种带有质化研究特征的过程。由文本自身而非理论预设产生编码方案，至少是二者相结合，能使研究者更加聚焦于并更好地指涉文本接受者的编码图式和诠释图式，从而更加贴近内容隐含的意义。


表5.3　三种内容类型的比较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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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Potter, W.J., & Levine-Donnerstein, D. (1999). Rethinking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n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258-284.p.261.

5.2.2　内容变量的操作化实现方式

由于传统的内容分析是以客观性和系统性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因此为求得经验层面上的可观察性和可测量性，研究者在对目标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前，首先需要为抽象的概念搭建一座桥梁，使之落地成为可供测量的具体的内容对象。变量的操作化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在抽象的概念层次与具体的经验层次建立桥接关系的过程。不同内容类型的变量对操作化的要求以及操作化实现的难易程度不是同等的。客观性内容和显性内容往往因为概念的明确性和共识性，因此其操作化也相当直接明了，有时甚至无需进行特别的操作化定义。与之相比，主观性内容和隐性内容在实现变量的操作化方面显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因为这样的内容特别是投射内容所指涉的意义会因人的不同理解而使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也即测量的信度不容易得到保障。也正因为这种概念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种理解的可能，主观性内容和隐性内容一般都需要在理论基础上经过小心谨慎的界定，通过各种适切的方式来实现变量的操作化，从而使相关内容得以测量。从对国外内容分析研究的长期实践来看，研究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特别针对隐性内容变量，探索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操作化实现方式和途径。笔者总结出常见的五种方式，即分解概念维度、问题解构式、公式计算法、示例法和指数法。

5.2.2.1　分解概念维度

一个概念特别是复杂抽象的概念往往不是单面向的，因此在对一个代表复杂概念的变量进行操作化的时候，往往首先是对其概念所指涉的不同维度进行分解。而这种对概念维度的探索和分解，往往是建立在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要结合研究项目所特别针对的具体内容来建构和定义。

关于概念的多维度操作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网络“交互性”（interactivity）这样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在对前人有关交互性的理论研讨和既有的一套考察互联网与互动关系的量表进行概念梳理后，玛丽·保罗从网站创建者和网站用户这两个视角着手其概念维度的分解工作。
【58】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是灾难救助网站上互动性的灾难传播，网站创建者为用户之便所做的努力以及用户为获得信息所需付出的努力成为研究者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保罗首先从这两方面将网络“交互性”这个抽象概念分解为两个维度，然后分别对这两个维度进行操作化，划分下属类目并予以操作化定义。第一个维度“用户获得信息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分别包含选择的复杂性（进一步分为新闻、广告、解释信息、代理、非灾区情况、商务等六项下属类目）、添加信息的容易性（也即有没有为用户提供提交信息的机会，比如电子公告板和在线投票等）以及人际交流的便利性（比如有没有监视或未监视的聊天室等）。在“网站创建者必须付出的努力（以减少用户所需的努力）”这一维度中，保罗则将交互性操作化为四个类目，分别为信息监控的使用（如站点计数器、“小甜饼”［cookies］、在线用户调查等）、对用户的回应（具体界定为“不单是简单地在首页上标注电子邮件地址，而是及时回应用户”，分为潜在的回应和实际的回应）、网站导航的便利性（也即网站结构和设计是否清晰明了，比如主页上是否有站点地图的链接或者搜索选择项）以及信息的及时性（比如是否有网站发布日期或更新指示器存在与否）。

在新闻报道分析中，也经常面临着概念维度的分解问题。比如，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新闻建构可以被操作化为选择（selection）、再现（presentation）和评价（evaluation）等三个维度。在沃特默对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ya）在国内政治体制变动前后的新闻报道的研究中，
【59】

 选择是指媒体对话题或议题的选择。沃特默假设《消息报》作为政治工具，话题选择是为了满足当权者的需要。但日益发展的政治自由会允许新闻媒体采取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念，尤其是在话题选择上不再是陈述共产党的成就，而是更关注现有的问题和危机。市场竞争可能会使媒体改变新闻选择的模式并更加倾向于读者的需求。因此，在具体分析中，研究者测量选择的两个指标是话题范围和危机程度，话题范围又进一步以大约90个主题类目来归类测量，而且这些主题类目以层级方式建构，最后可以被聚合至七大政策领域。而选择的另一个指标“危机程度”则是以新闻报道对现存问题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来衡量，这是一个程度排序的数字化过程（也即以“－1”代表“提及现存问题”、以“＋1”代表“问题的解决或否定”、以数字0代表“中立或含糊的描述，通常包含正面和负面两方面”）。
【60】



新闻建构的第二个维度是再现，即表现手段，是指媒体选择如何描述一个事件，主要用视觉呈现和语言呈现两种形式来考量。视觉呈现被操作化定义为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最主要的是标题的设计，研究者分析了标题尺寸大小长短所包含的意思，标题尺寸越大越吸引读者的眼球；版式设计的另一个方面是文章的密集度；版式设计的第三个分析单位是图片图表的使用和使用数量。语言呈现则分为三个测量指标来进行分析，分别是戏剧化、个人化和事实性，三个指标均用“强度三点值”来测量（2＝强使用，1＝弱使用，0＝未使用）。

第三个维度即评价，是指媒体自身对政治争论的喜好倾向，同样也进行了维度分解，分为“程度”、“安置”和“方向”等三个方面。“程度”被操作化定义为所研究的报纸中有多少篇新闻报道明确地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立场；“安置”主要看报纸如何处理区分新闻报道和评论并安排不同版面；“方向”则是考察在两个时间点、两种政治制度下媒体的报道偏好（－1＝反对，0＝中立，＋1＝支持）。

概念维度的分解一般要借助于相关理论的阐述，且可能来自于各个学科领域，因为内容分析所面对的文本一是源自于各个领域，二是指涉的对象也千差万别。因此研究者需要对相关核心概念在系统性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研究目标的特殊性来有选择性地提取重要的相关维度。比如在一项评估畅销书作者运用在线方式传播品牌个性的内容分析中，
【61】

 研究者将个人心理学中的个性概念移植到市场营销语境中来，提出“品牌个性”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一语境中，研究者假设品牌与人是相似的，能够发展人所具有的个性特点。借助于个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阐述，研究者将“个性”分解为“自我”和“他我”两个维度，前者指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后者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且研究者还利用了阿科尔的品牌个性理论观点对品牌个性进行了操作性的定义。研究者将阿科尔的品牌个性定义（“一特定品牌拥有的一系列人性特征”）植入到网络传播语境，重新操作化定义为“一个畅销作家拥有的一系列个性特征并使之通过个人网站传播来帮助他或她在竞争者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因素”，并利用阿科尔的品牌个性测量量表，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品牌特性的调查和广泛的数据收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品牌个性的五个维度，
【62】

 以此分析文本里的品牌象征意义。在这里作者并不是像阿科尔那样通过消费者的态度和看法决定品牌个性，而采取个性意义的另一层次即自我层面来分析，即通过畅销书作者在个人网络传播的信息来决定其品牌个性。

5.2.2.2　问题解构式

对概念进行维度分解，应该是内容分析类目体系建构中的一个基础，特别是对于隐性内容和主观性内容而言，进行这样的分解有助于明确概念所指，并在编码指南中给予编码员以清晰可辨的界定范围。概念维度分解后，需要分别对各维度进行操作化。这种操作化除了像上一小节所举例子那样直接进行定义的方式外，还可以采取问题解答、层层推进的方式，将概念如剥洋葱一般层层剥离，从而逐步触及概念的核心指向之所在。笔者将此种变量操作化方式称之为问题解构式，这种方式在新闻框架的演绎式编码分析中颇具代表性。

新闻框架的内容分析研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从文本的具体解读中提炼构建各种新闻框架的关键词，并在词语共现和搭配组合的基础上建立概念关系，由此发现各种新闻框架的概念构成体系，此类研究可以说是归纳式的，多见于特定框架（ad hoc frame）研究，按麦考姆斯和格纳姆的说法，这种特定框架“是特别为一项单独的研究而作的定义，而不注意详述它们的基本特征或理论语境”，
【63】

 因此这种框架研究较难以将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特定框架运用于其他类似研究，因而在比较性研究中较难发挥作用。另一类则是演绎式的，也即在前人研究或相关理论基础上，预设一些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以此来辨识分析者当下研究的文本中是否呈现了这样一些框架。例如笔者在一项考察文化维度因素与新闻框架呈现之间的关系的内容分析研究中，
【64】

 在前人和本人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通用框架，如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经济后果框架等，并以问题解答式的方法操作化各种框架。其中，对于冲突框架的编码，其操作化遵循至少三个步骤：①所编码的新闻是否涉及具有不同利益的两个党派、个人、团体或国家？或者，该新闻是否提到正在争议当中的议题、事件、问题、思想或辨论的两个或多个方面？②如果上述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的回答为“是”，那么，该新闻是否反映出了不同党派、个人、团体或国家之间的分歧？或者，是否其中一个党派、个人、团体或国家指责另一个？或者，该新闻是否描述了一场战争、对抗、碰撞或纠纷等？③如果第二步中的三个问题任何一个的回答为“是”，那么，编码员将该篇新闻判定为呈现了冲突框架。
【65】

 这种操作化方式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一步一步地解构概念，最后指向冲突框架这一变量的核心实质，由此判断文本是否呈现了该新闻框架。这样具体的步步追问，与要求编码员在编码表中直接勾选文章是否呈现了某种新闻框架这种传统而简单的方式相比，会准确有效得多，因为在这样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中，编码员会不断反思文本内容与概念含义，并相互参照，从而作出尽可能与文本和概念都相匹配的判断。其他类似的通用新闻框架的问题追问方式见表5.4：


表5.4　通用新闻框架的问题解构式操作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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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后果框架来源自：De Vreese, C.H., Peter, J., & Semetko, H.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07-122；人情味框架至区域视角框架均来源自：Gan, F., Teo, J. L., & Detenber, B.H. (2005). Framing the battle for the White House: A comparison of two national newspapers'coverage of the 2000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Gazette, 67（5）, 441-467.另参见本书附录二（C）编码指南。

由于一个概念可能因其丰富的内涵而在经验层面上有多重体现，为反映变量所对应的概念的这种复杂多样性，同样可以采用问题解构式方式来将一个较为抽象的变量具体化，此时问题的提问更多的是一种横向扩展，而非上面所列举的冲突框架那样层层递进，纵向深入。这样的横向扩展可以较好地涵盖概念的外延。比如在一项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价值呈现的内容分析中，
【66】

 关注的焦点是典型的隐性内容，因此将抽象的概念具体操作化极为重要，这是将概念接入到经验层面的关键。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维价值标准系统，包含了利他主义、美丽、舒适、平等、自由、友谊、物质主义、道德、和平、权力、唯心论、安全和智慧等，并以问题解构的方式对各种价值进行操作化（见表5.5），同时运用举例法（详见后文）来说明有关价值标准的问题如何代表每一种文化价值标准，以及它们在国际新闻中如何呈现出来。这些价值并不是排他性的，所以在一篇文章中总是可以同时发现几种价值的呈现。


表5.5　价值变量的操作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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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公式计算法

有些时候，可以直接将某一变量以计算的形式将其转化为可测量的公式。比如新闻报道研究常涉及新闻显著性这一变量，研究者或者以此来说明新闻平衡或新闻框架等问题，或者将其与新闻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影响新闻显著性的新闻常规、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威廉姆斯和狄更森所创建的一套操作化方法应该是这方面的代表。
【67】

 他们在研究新闻报纸的个人暴力犯罪（PVC）报道时，将PVC报道与报纸整个报道比较，建立了八个分项测量的指标：①每份报纸报道犯罪的版面空间比例；②每份报纸报道PVC的版面空间比例；③每份报纸犯罪新闻版面中PVC报道所占比例；④头版版面中PVC报道所占比例；⑤PVC报道在总体版面中的显著性；⑥PVC报道在头版中的显著性；⑦PVC报道标题的显著性；⑧PVC报道附加图片的数量、大小和相对面积，等等。其中，第⑤、⑥和⑦项中的显著性，是将PVC报道版面比例与报纸其他新闻报道版面比例相比较，运用如下两个公式分别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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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因应的要素有三个：①PVC报道的版面（版面量越大，该报道就越显著）；②版面大小（所在版面越小，该报道就越显著）；③同一版面其他报道的混杂效应（这些报道的版面量越大，PVC报道的影响越小）。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针对标题的公式如下：

[image: alt]


5.2.2.4　示例法

有时，为了使概念界定的变量下各类目所涵盖的范围更加明晰化，研究者可以在给出定义的同时提供一些具体实例，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概念所指。

莫里斯在一项结合了问卷调查以探求传播效果问题的内容分析中，
【68】

 考察的是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讽刺节目“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
【69】

 怎样利用搞笑的形式讽刺新闻事件和政治人物，如何运用幽默对普通人政治生活观念和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以及对民主党和共和党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在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召开其各自的大选候选人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播出的该节目内容进行分析时，莫里斯重点分析了主持人在节目中所使用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各种玩笑语气（如称赞、自嘲、轻蔑、刻板偏见等），对它们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所有这些玩笑语气都具有抽象性质，对不同人而言也许其意指都不相同，或者研究者在某一具体的研究中所指称的概念／变量具有特殊的内涵与外延。所以，内容分析研究者在对某一概念或变量进行相关频率统计前，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定义，以明确其概念所指，并为频率统计的一致性和科学性奠定基础。比如，在莫里斯的研究中（见表5.6），他将其中的两类玩笑语气“称赞”和“自嘲”分别定义为“个体／群体因积极的行为或好的想法而获得称赞，通常用来建立对另一个体／群体的批评性观察或者对目标同侪的批评，批评时通常不提及姓名”，以及“主持人明确地揶揄节目的重要性，并／或揶揄与制作的作品有所关涉的人”，同时分别给出说明此类玩笑语气的具体的代表性例子，这样明确的定义和举例有助于编码员充分理解研究者对类目和概念的所指，从而准确有效地对所要分析的内容进行划类，以达到较高的编码员间的信度。


表5.6　莫里斯对七种玩笑语气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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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Morris, J.S. (2009). 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and audience attitude change during the 2004 Party Conven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31, 79-102.p.86.

5.2.2.5　指数法

内容分析发掘一个概念需要用到不止一种的测量方式，尤其是在概念很宽泛时；因此为满足对内容效度（见第6章说明解释）的要求需要进行多重测量。当两种以上的测量方式通过数学方式合并成一个指数。这种变量操作化的方式称之为指数法。

指数通常用在文本内容分析中，以词语为分析单位的内容分析中所使用的最标准和自定义的词库实质上就是指数。例如，笔者的老师马克·米勒教授等人在利用其自创的内容分析软件VBPro
【70】

 进行新闻框架分析时，设立了多项自定义词库，其中，“税收”词库包括了对以下词汇的测量：公寓、抵押、抵押贷款、超额征税、税收、可征税的、课税、已税的、纳税人、税金和征税等。
【71】

 “税收”一项的总体指数就是所有该项词库内的单个词汇出现频率的总和。

标准指数的建立方式与为调查和实验目的建构量表和指数的方式相类似。
【72】

 这包括了一系列的数据搜集过程，便于逐渐地改进指数。比如新闻框架词库的建立首先是在对文本中出现的相关关键词的采集与汇总，并在意义甄别的基础上以最能体现某种新闻框架的核心词语作为词语指数。

至于人工编码分析的混合测量方式，有时候是改编自用于调查和实验应用的自我报告指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一组测量方式的内部一致性也即内在效度，这包括使用统计方法如克隆巴赫（Cronbach）α值来评估单个测量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互相关联。
【73】

 例如，史密斯
【74】

 修改了艾森克
【75】

 在实验研究中所使用的人格三维度（外向—内向、神经质和精神质），转而用于她对美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她用于独立编码的15项测量汇总在一起便生成了这三项指数（由于面对客观性编码的挑战将原有指数的数目削减了），而且用克隆巴赫α值检验了每项指数内各项之间的关联性。

人工编码内容分析的指数建构中最成问题的大概是，是否要将一个指数限定在个别符合某种程度的编码员间信度的测量方式上。正像下面第6章所要讨论的那样，编码员间信度的评估对人工编码很关键，达不到标准的变量通常要在后面的分析中剔除掉。另外，即便是全部指数在编码员间信度方面都达标了，那么是否在信度要求上就足够了呢？或者，是否每个单项测量都需要达到标准？显而易见的是，希望使内容分析达到最高标准的研究者会选择后者。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方法论的文献并未提出这个问题。


5.3　类目建构的原则与方法


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分析维度和类目体系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发展出准确反映内容和内容方向的类目。一项内容分析的好与坏、成功与失败，关键就在于它的类目。
【76】

 对于内容分析而言，大量应对的是定类变量，类目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定类变量设立下属类别系统，予以不同赋值。发展出完整、精确的内容类目是为了尽可能降低编码者的偏见误差，这在态度或评价方向的分析中尤其是一个主要的障碍。设计分析维度和类目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采用现成的分析维度系统，二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标自行设计。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也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可供选择利用。

5.3.1　类目建构的原则和提示来源

分类，是保证内容分析的“客观性”与“系统性”的主要手段。在创建一套类目系统时，分析者首先要谨记类目系统应符合研究需要，也就是类目系统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因此研究者在设计时需要不断地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类目可以最有效地产生满足研究问题需要的数据？”可以依照研究问题本身性质、研究所形成的具体假设或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即研究目的）、所要分析的内容和所选择的分析类型来寻找分类提示。其次要确定一整套对内容信息分类的标准。

5.3.1.1　类目建构的三项原则

设计分类标准时，需要对每一个类目进行明确无误的定义，以确保类目系统可行，能够发挥作用。一套分类标准是否有效、可靠，主要看以下三项特性指标。

第一，分类是否详尽，也即穷尽性原则，具体而言，分类必须完全、彻底，能适合于所有分析材料，使所有分析单位都可归入相应的类目，不能出现某些分析单位无处可归的现象，从编码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所有分析的样本都应该能被某个变量下的某一赋值所代表。

第二，各类目是否互斥，也即互斥性原则，就是说在分类中，应当使用同一个分类标准，即只能从众多属性中选取一个作为分类依据，每个分析单位或记录单位只能分配到一种类目中而不能跨类，针对该单位，有且只有一个合适的选项，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客观的类目必须完全并彻底地定义，并说明应该包含什么类型的材料，以及不应该包含什么。

第三，分类是否同层，也即同层性原则，就是说分类界限清楚，层次明确，分类逐级展开，不能越级和出现层次混淆的现象。除此以外，在操作程序上，分析维度和类目必须在进行具体评判记录前事先确定，而且在设计分析维度时，应考虑如何对内容分析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即考虑到如何以适合的数据分析方法来处理编码结果的问题。国际学界以往的内容分析研究为我们已提供了许多遵循了这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很好的样本和参照，其类目得到清晰的阐述，并且很好地应用于问题和内容中。

在类目建构时，类目数量的多少也是需要内容分析设计者慎重把握的。一个变量的类目太多，会相应地要求编码者过度精密地思考各类目之间的划分界限，有可能使编码者在确定类目时出现定位上的困惑。而且，类目的数量不应多于要回答的问题，只有当类目针对正在被检验的假设时，才应该加进去。但反过来说，如果类目数量太少，则会迫使编码者将观察对象强行纳入既不太合适又颇为模糊的类目中，因此可能遗失许多重要的洞察信息和意义，同时也有可能在数据分析方面产生过于简化的问题。比如在选择有无（也即二元变量）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分析，如果缺乏明确构建的研究问题，类目模糊不清或不大相关，那么做出的研究几乎肯定是意义不大或者质量不高的。因此，类目建构时的数量把握问题不但重要，而且还有些棘手。尽管在分析过程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功能强大的表现也是必须的，但对于内容分析来说，阐述和定义恰当的类目却是重中之重。由于类目包含了研究内容的实质，所以一项内容分析的好坏可以说取决于关键变量的选择及其类目系统的建构。

建立类目从本质上说是概念化的编码方案设计，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确定与研究问题（假设）或研究目的相关变量且对其进行归类。如前面操作化实例所表明的，任何变量的操作化定义都应该包含它本身内在的特征。此外，这些特征应该同时具有互斥性及周延性。例如，一份报纸的社论不应该同时被描述为自由派的与保守派的，虽然你们可能认为有一些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有层级上的区别，如用数字来代表编码（1＝非常自由派，2＝适度自由派，3＝适度保守派，等等）。

类目建构的过程较为抽象，直接以实例来说明更为直观。比如要考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对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的报道是否存在偏见，即是否偏向两位候选人（布什和克里）之一，可以以段为分析单位，对每段的基调进行归类，即对每段中涉及布什和克里的报道倾向分别进行归类，遵循以上三原则，类目可以是＋1＝积极，0＝中立，－1＝消极。总的来说，这三项囊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并且彼此之间互相排斥，即排除了能够选择两项或三项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归类完全符合研究的需要。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每篇文章两位候选人在所有段落所获得的分数加总，计算出每篇文章的报道倾向总分，由此进行两份报纸对两位候选人的总体偏向的比较（以段为分析单位在此显示出了与篇章单位相比的优势）。

再比如，如果要对电视黄金时段（晚上8点至10点）中电视暴力情况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归类。遵循以上三原则，类目也许可以如此设置：1＝电视新闻，2＝电视连续剧，3＝电影，4＝动画卡通片，5＝其他（并要求注明具体类型）。这样的分类可以清晰了解到哪类节目包含的暴力镜头最多，属于研究目的之一。此外，类目范围较大，各种细小类目能够包含在内，且互相排斥。

按照贝雷尔森总结的经验来看，内容分析类目建构的通常做法是，应该利用对手头上现有的特殊问题最有意义的类目；相对明确具体的类目往往是最有意义的。但同时要尽可能地努力使类目一般化，从而扩展由使用这些类目而产生的命题，但同时也不要扭曲或冲淡它们被运用于所考察的具体内容中的作用。
【77】

 在框架分析中，之所以有一派学者致力于上文所提到的通用框架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使这样的变量和类目一般化，从而推广到更多的文本框架分析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广泛的比较。如果缺乏通用性变量和一般化类目，针对不同事件的不同文本的分析在比较基础上会显得颇为乏力。然而，至少可以说，无论这种技巧的未来发展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试图形成对所有问题和所有材料都适用的内容分析类目，还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是说内容分析的类目阐述和建构是完全无序混乱的，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5.3.1.2　类目建构的提示来源

内容分析由研究问题开始，并且问题的性质应该使人想到研究者的首要问题之一：什么样的类目将最有效地服务于数据的需要从而达到回答和解决研究问题的要求？也就是说，分析者首先要在问题本身的性质中找到一些提示来构建类目。

如第2章所述，内容分析的研究主旨或研究重心会依每个具体项目而有所不同，研究设计也会相应地采取不同路径。研究者也许首先对内容特点（如民主的标志）感兴趣，或者是内容本身揭示了其制造和产生的因素，内容表明了什么样的消息来源或受众视角，又或者是内容对受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后一种研究中，分析者必须像第2章所阐释的那样小心谨慎，为了确定影响，它必须既研究内容又研究受众。无论研究重心何在，研究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就应该是构建类目系统的第一决定因素，因为类目在任何调查研究中一般都是与所问的问题相对应。西方竞选活动的政治内容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78】

 如果研究的性质和目的是“描述每一个候选人和他的支持者所使用的宣传主题内容”并“测量这些新闻的报道方向”，那么这样的研究目的给予分析者的提示是需要围绕竞选活动构建有关竞选宣传主题的类目，诸如个人特征（如“候选人的个人品德和政治道德原则”）、竞选议题（如“国家安全”），以及一些方向性类目（如候选人对议题的立场等）。这种特征、议题和立场等方面的类目建构可以从多角度反映主题内容。

内容建构的第二个提示来源涉及研究假设。尽管有不少内容分析研究并没有明确提出研究假设并予以测试，但是很多时候研究者会通过陈述研究目的将假设间接地点出。在一些研究中，也许因为理论基础太少或处于探索研究阶段以致不能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指出问题或给出建议也许更有用。然而，科学的假设陈述能预期变量间的关系，也有助于将研究集中在问题的关键部分。在研究假设的导引下，类目建构会更为集中，凸显关键变量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在数据分析阶段有助于明确说明阐释数据。这些假设来源问题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使研究假设和相关研究本身变得更完善。

5.3.2　类目建构的方法

由上文中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编码操作层面上，类目实际上就是一个变量下属赋值所代表的各个项目。无论是针对什么具体性质的类目，对类目组成的界定方法在区分开放式的或有限定的形式的基础上，主要分为三种：①至少在原则上，数字型变量（numerical variable）通常设定为开放式的，没有最大也无最小，比如记录镜头持续的时长。开放式变量要求编码者概念明晰，或者在自然科学中，要知晓测量工具的构念。当变量的类目是有限定的时候，分析者②既可以含蓄地界定变量，只是指明其范围，比如在社会调查和语义学研究中常常用到的语义量表（如“亲社会的—反社会的”，其间含有7点，但并不标注具体对应的语义）。③也可以明确地界定它们，列出所有替代的赋值，如上文提到候选人报道倾向和电视节目类型的类目赋值。

5.3.2.1　“说了什么”与“怎么说”之分

虽然对于类目组成的界定有上述三种一般性的方法，但在针对不同内容对象时，建构类目的具体类型、方法和问题会各自有所不同。需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类目的选择除了考虑与研究问题和需要测验的假设相匹配以外，还应该根据内容的性质，因为类目源于内容。从文献来看，运用于实际研究中的具体类目虽然涵盖面非常广，但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也即内容分析总体上来说是对“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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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什么”有客观事物和主题意义之分，它们包括方法和行为，经常与价值、特征或能力相关联。方法和行为也许能说明行为中含有特定的价值，在传播能力中描述人的特征。其他“说了什么”类目还包括行动者或目标接受者类别等，也许还关系到研究焦点从发送者和信息本身到受众的转变。内容分析类目建构的另一大类“怎么说”则分成内容方向，也即内容所反映出的态度或情感倾向、强度和密度，以及如何陈述和结构形式（如新闻标题的字体大小、视觉图像的版面位置和色彩等）的问题。

其他有用的类目包括陈述类型（如新闻、评论、虚构或非虚构），一般性类目经常用作框架以做更进一步的分类，如陈述的形式，逐句分析以描述语法和句法的形式以及强度，以说明强度和兴奋度的评估。强度分析可能用于测验消息来源或者内容之间的区别，这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内容材料的强度被认为是可以对读者产生影响。常见的一般性类目还包括时间和印刷媒体显著性（如头条的大小、位置、每一篇报道的长度）等。

从研究文献来看，大量的内容分析的类目构建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客观事物上，如新闻报道研究中的消息来源和频率、国际新闻由通讯社提供的消息比率、新闻消息发布的地理位置等这样的类目。另一类最为常见的类目建构是主题，这可能是在内容分析研究中最一般的类别，它回答了最基本的问题，即“传播是关于什么的？”这是基本分析中决定传播内容不同话题的相关重点的一个基本问题。话题是主题事物类别，同样地，每一个动态句子都会有一个主题。因此一个段落或空间的测量或者一篇文章或较大的内容单位可以有一个突出的主题。主题一般在传播内容中很明显，因此较为容易分析。主题类目长期以来特别用于各种媒体的趋势研究，也即通过不同的时点使用相同的类目来分析时间段或时间点上的差异。

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题，这些类目的界定划分相对明确直接，往往可以根据事实情况进行列举，或基于一般人的常识性理解来进行类别区分，因而无需太多的定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也即其使用可以超越具体内容。因此，本章节将着重讲解和论述因含有特定价值和较强的主观性而会产生分歧的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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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类目建构。

5.3.2.2　方向分析的类目建构

在内容分析中，决定内容呈现的态度或情感方向可能是研究者面临的最容易受挫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主观性因素的一个方面，很难控制也不能完全消除。尽管在传播内容中方向是一个被研究者普遍意识到的特性，但是在客观形式中却不是那么容易分析。许多文本所表达的立场（正面、反面或中立的）并不一定很清晰，它们的分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因此，对分析者在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研究可以较好地辨析和表明方向，内容分析又会成为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活动之一。

方向类目指的是对一个主题、目标人物等的赞成或反对的处理方式。其相关研究的问题是，某传播主体对某一特定的主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或是持中立态度？这个一般化公式可能细分出多种问题，但基本上说来，这种类目的实质就是针对一个话题的内容进行“加”或“减”的定位。主题分析汇报的是有百分之几的内容属于某一特定主题，而方向分析则报告这百分之几的内容中有多少是支持、反对和中立的。方向类目的建构在当代内容分析研究史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向维度到多维面向、由低测量层级（如定类变量）向较高测量层级的发展历程，这其实也反映出内容分析法不断向内容深层挖掘的推进过程。

在方向分析中，内容分析者无法通过直接渠道了解传播中作者想要传达的态度。而对于态度的表达，不同的分析者在类目建构时使用不同的标签，如正面—反面，积极—消极，友好—敌对，奉献—剥夺，同意—不同意，乐观—悲观，轻松—不轻松，和谐—不和谐，肯定—否定，等等。所有这些反向配对组合一般都包括一个中间的类目“中立”，并且记录时通常用＋1、0和－1来命名这些类目。

一个事物怎样才是让人满意的或者不让人满意的呢？这一般也是定义的一个问题。充分阐明并且合理地定义满意和不满意的内容材料，也就是使什么类目包括或不包括什么明确化，这对于分析者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定义越准确和完整，编码和分类数据的工作越容易。尽管这些定义有些主观，但它们至少可以告诉读者判定方向的最后指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因为方向分类使用的许多标准和方法需要基于对外在事物的了解，并对读者或观众的回应有所期望，所以研究者应该将这些标准包括在它的定义中。

在方向分类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倾向于将一些特征孤立起来看，或者说没有结合情境就把这些特征视为一个方向。之所以许多错误会出现在内容分析的结果中，是因为所用的方法对语言材料缺乏足够的概念。为了说明情境，判定满意或不满意、正面还是负面的标准必须对内容意义敏感，而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现象或陈述。比如，假定力量是用以判断对劳动力满意的特征，如果分析者简单生硬地把这个规则应用于以下这个陈述中，“乔治是如此的有力量，以致他能毁坏美国的工业并且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巨创”，那么是否可以断定这是让人满意的呢？实际上，在一些情景中表示力量的“强大”的词语出现，也许并不被人们认为是让人满意的。

一般而言，内容分析者在确定方向时面临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如何完成应对所需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于议题分析者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主观以及怎样主观的问题，它们都涉及分析的量化如何准确的问题。方向的量化方案应该是在最后确定，而不应该在材料确定之前就设计。分析者应该首先彻底熟悉分析材料，并且应该确定所要运用的揭示既定议题立场的方式。只有充分完成熟悉的过程，研究者才能确定一个有关分类和方向的有效的量化方案（包括定义）。而且，在确定量化的准确程度时，分析者应该考虑到可能获得的研究结果在百分比上的一些小差异将会怎样影响问题处理的方法。

研究者列出了分类方向中要注意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后，下一步就是对将要分析的材料进行一次试验性的研究。在实施过程中，他／她不需要担心要选取一个科学的并且能代表所要研究问题的样本，尽管他／她应该选取样本，但并不是正式的，因此根据其评定，样本将会各式各样。在试验性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不会遇到他／她在研究中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进行了这种试验之后，分析者却没有对方向构建进行或多或少的修改，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是不太寻常的。试验性研究将会表明设计阶段所规定的编码和记录体系是否起作用，并且可能提出建议改动或彻底变更最初的计划。这对于主题定义、类目设置以及对于客观事物方向性的记录或信度的测试都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允许多位不同的编码者应用这一套类目体系对将要分析的材料进行编码，力图获得类似的研究结果，并且会给出该类目体系的信度系数（参见第6章详细讨论）。

在内容方向的分析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新闻报道方向研究。早年的一项代表性研究是沃尔特·吉伯1955年发表的一篇有关报纸是否过度呈现负面新闻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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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研究中，吉伯设计出了一套较好的正负内容分类，这些分类既简洁又完整。在概念化定义上，吉伯明确将负面新闻和正面新闻分别界定为“报道社会冲突和无组织的新闻”和“反映社会内聚力和合作的新闻”。而在操作化层面上，负面新闻下属的类目包括：①国际紧张（国家间的冲突，如军事、政治和经济等), ②公众破坏（组织间的冲突，如政治，经济和社会等）；③犯罪和恶习；④事故和疾病，等等；正面新闻则包括：①国际合作（国家间的一般交流）；②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事务信息，分析者特别是没有异议的）；③社会工作（关于民众与政府工作合作组织的信息）；④“生命在进行”（关于个人的新闻），等等。

但是在吉伯的类目体系中，有些主题类目如犯罪和事故只在负面类目之下，这也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因为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编码员可能把某些关于犯罪的文章分类为正面的新闻，如犯罪率降低这样一个可喜结果。所以，方向类目的构建定义必须在试验分析阶段修改到足以清楚地说明和界定这样一些情况。正因如此，为了说明在方向的分类中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研究设计者有时难以掌控构建定义的大小，也即类目涵盖的概念外延。为了使其分类有用，方向的定义必须足够大至能够覆盖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一般很难做到这样。一般是在文献框架内定义操作，而且也有学者指出，可以要求编码者在一小部分案例中在定义框架内练习其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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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伯的研究基础上，克林顿·布什通过对所要分析的文本的阅读扩展了其定义，进一步将判定报道是否有利于美国的标准确定为“有利的”（favorable）、“中立的”（neutral）和“不利的”（unfav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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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的类目反映社会内聚力和合作，以及政治经济的稳定或力量。国际事务方面根据（政治、社会和经济）国际合作来判断，在美国或其他代表美国的组织和个人是否被描述为强大／公正或具有合作性。在国内事务上，“有利的”是由个人在政治社会经济事务上的合作来判断。如把美国或美国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和个人描述为进步、成功、充满和平与爱、道德、智慧、法治、统一，或者具有领导力的事件，这样的报道被认为是有利的。

报道的“不利”倾向则是由报道社会冲突、无组织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或者弱势的各项类目来测量。与测量“有利的”一样，布什同样给出了对“不利的”测量的操作化说明和示例，比如，美国或代表美国的组织和个人被描述为弱小、失误或者不合作。在国内事务上，对“不利”的判断根据是有无报道市民破坏，美国国内人与人或者组织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是否存在冲突，如，把美国或者代表美国的组织和个人描述为退步、压制、不道德、不实务、不法制、不同意、缺乏领导。对于“中立的”的类别判定，标准是有利不利的情况在报道中都未呈现，或者报道展示的是平衡内容或缺少争议的问题。为了尽量消除主观因素，布什列出了一个目录，预先为没有包括在基本方案之内的特殊案例的方向分类设定了标准。

布什的研究说明可以采用另外一个方法进行方向类目的定义。根据新情况的出现，或在研究展开之后扩展方向的定义，这样的做法并非不科学，而是常见的一种实际操作。如果分析者遇到一个陈述、段落或一篇文章，如果原来的规则并没有提供分类方法，他／她可以重新修改其规则以使该陈述、段落或文章可以分类。然而，如果研究者不通过这种方式扩展他的规则，那么他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制定出一个能涵盖他之前没有包括进来的类目的相似标准。分析者会发现，在分析中即时作出改变是有价值的。

对于这种“正面”或“负面”、“有利”或“不利”的分析模式，后来的研究者将其进一步细化，衍生出层次更加丰富的类目结构，这种多层面的方向分析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辨析内容在态度和风格上的差异性。比如，卡普兰和戈德森曾概括并使用了这样的方向类目：①绝对的正面（“＋＋”代表有利的符号，对于它的好感特征没有明显的条件）；②有条件的正面（“－＋”代表基本上有利，同时也含有明显的不利方面）；③绝对的负面（以“－－”为代表符号）；④有条件的负面（“＋－”代表基本不利，同时也含有明显的有利和改善的方面）；⑤平衡（“±”表示的是明显平等地反映了有利的和不利的两个方面）；⑥没方向（以“0”表示既不有利也非不利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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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向紧密相连的是强度问题，这是内容分析中一个比较难并且经常很有争议的领域。就如前文指出的，方向仅仅决定内容（或符号）是否表达一个看法或作出一个支持或者反对有关既定事物、人、组织或活动的观点。强度是确信表达的程度，也即内容反映的是些许的反对或满意，还是非常反对或满意所指的人、组织或活动？严格地来说，强度是指通过显现内容的符号或符号组合形成的对某种观点产生的评价倾向程度，也即涉及赞同或抨击既定人、组织或活动的语言的强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强度涉及所给定的内容符号或单个内容的程度。然而，强度也可以从综合的视角上来理解。比如在考察一本出版物某种整体风格的强度时，包括频率、版面安排、头条大小及其他可能激起读者心理反应的因素，都可以是强度的测量。

上述方向类目层次上的增加虽然可以体现程度上的差异，但从强度上来讲还有不少局限。因此研究者引入平衡的分析理念，先是提出了平衡类目，后提出了一种不平衡度的全面评估，以此显示方向的强度。比如詹尼斯和法德勒为测量不平衡发展了一个统计概念，叫做不平衡系数。
【85】

 这种系数将正反两个方向和中立方向进行比较，通过三种比例上的差异强度来考察“不平衡”，因此，较之于单纯的方向类目，这种系数能在比较中显示出问题来。其基本设计如下：

（1）有利内容单位频率增加的时候，该系数总是向正方向增加；

（2）不利内容单位频率增加的时候，该系数总是向负方向增加；

（3）中立内容频率增加的时候，绝对值总是减少；

（4）总体内容单位数量增加的时候，绝对值总是减少；

（5）如果没有相关的内容，系数值必然是零；

（6）如果所有相关内容单位都属于中立内容，系数值必然是零；

（7）如果有利内容单位数量与不利内容单位数量相等，系数值必然是零；

（8）如果有利内容单位数量与不利内容单位数量不相等，系数值必不会是零；

（9）如果所有相关内容都是有利（或不利），任何变量在有利（或不利）内容单位的频率下会直接得出一个比例系数；

（10）如果没有中立内容，系数值必然是有利值与不利值之间的直接比率，只要有利与不利内容间的差异保持不变。

据詹尼斯和法德勒称，该系数可以应用到任何类型的传播中，因为这个指数是每一出版物（或者手机和电视广播）在所有相关内容的总数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它可以用于与其他媒体做直接的对照。计算不平衡系数的两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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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内容的有利的单位数，u＝内容的不利的单位数，t＝所有内容的单位数，r＝相关内容的单位总数（t＝有利＋不利＋中立内容单位数，r＝满意＋不满意＋中立＋不相关内容单位数）。

计算方式具体说明如下：假设我们编码的内容总共有80个段落，都与研究议题相关。其中70段被编码为有利，10段为不利。因为f＞u，所以我们用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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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共有100个单位，70个有利的单位，10个不利的，10个中立的，10个不相关的，那么这个系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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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码与测量的质量控制


传统的内容分析编码和变量的测量是由研究者人工完成的，
【1】

 遵循一些既定的程序，这种程序性的操作对于任何一项内容分析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其编码的质量却是千差万别。对于他人而言，一项内容分析研究的结果看起来也许会很主观，而在实际分析过程中，编码者主观成分所带来的偏差往往也确实会极大地影响到内容分析的质量。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论学者一贯主张要将分析者的主观性最小化，“以努力获得对传播内容的客观描述。这种取得客观性或接近客观性的需要产生了信度问题”。
【2】

 因此，国际传播学界广泛认可的一个共识是，内容分析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测试编码员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纽恩多夫曾指出，“考虑到内容分析的一个目标是识别和记录信息的相对客观的（或者至少是主体间的）特征，信度至关重要。如果不确立信度，内容分析测量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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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化研究，“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测量是可信和有效的”。
【4】

 对于内容分析而言，编码员间信度通常被视为其研究品质的标准测量。如果信度测试的结果令人信服，研究者可以继而分析其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相反，如果编码员间的不一致程度高了，则意味着研究方法中存在缺陷，包括操作化定义、类目建构和编码员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5】

 其底线是内容分析研究者必须对编码员间信度谨慎小心，因为其恰当的评估不但可以使编码更为有效，而且，如果缺了它，研究者的所有工作（包括数据搜集、分析和阐释等）都可能引起期刊论文匿名评审者或研究批评家质疑，以致拒稿或驳回。低信度或无信度的测量都会使人们对数据如何产生，以及该数据意味着什么产生怀疑，进而对根据这种测量做出的分析无法报以信任。从实践层面来看，要使编码方案有效化，确立高水平的信度虽然还不是足够的一步，但却是必需的一个环节。而且，它可以使研究者在信度检测的基础上将编码任务分配给不同的编码员来承担，这对于多位编码员（可多达30—50位）的大型内容分析研究（如美国“国家电视暴力研究”）来说具有操作上的便利之处，分派编码任务可以处理更多的信息，但必须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编码员相互校准。具有高信度的研究会使其成果很好地应用于决策中，比如公共信息宣传运动和媒介市场决策等。


6.1　内容分析编码的操作程序与方式比较


内容分析的类目体系一旦建构好了以后，就进入到了内容分析的实施操作阶段，也即在编码指南下完成编码这一程序。在内容分析的正式编码之前要设计撰写编码指南和编码表，而它们只是类目体系的一种形式转化，也就是说，分析者在辨识出研究需要测量的变量，并设定与之相关的类目后，将这些变量和类目以一种列表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作为编码员对目标内容资料进行编码判断的根据，每个分析单位或编码单位的内容资料将会有一张编码表与之相对应。

虽然规范的内容分析研究在正式对内容样本进行编码之前会对编码员进行培训，但在实际编码过程中，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并影响编码员间信度。因此，选择部分样本让编码员做试点编码（pilot coding），再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系数，以此来考察信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编码员间信度系数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证明编码员对样本的理解一致程度较高，则可以进行正式编码；若系数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各个变量和类目定义，重新培训编码员，再重新进行编码测试。此外，测试编码员间信度系数还能够发现编码表本身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再修改，使编码表进一步完善。

6.1.1　编码操作程序与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步骤

假设所有编码员都能就同样的内容信息给出同样或近似的分类决定，而且每个编码员都始终如一地编码而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首先界定好研究和编码类别的清楚界限，然后设计出详细的编码表，并训练编码员正确地使用编码表，最后检查所有的工作以求得较高的信度。如果研究者采取正确的歩骤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质量，信度和效度问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的。从具体的操作程序来看，内容分析人工编码与信度测试的关键步骤和主要环节如下：

6.1.1.1　在类目建构的基础上制定编码指南与编码表

每项依赖于人工编码的内容分析研究都需要在研究设计理念下，针对研究问题找出关键变量，在变量和类别建构的概念定义和操作化定义的基础上设计制作出编码表。如同问卷调查中的问卷一样，编码表是内容分析研究的测量工具。在制作完成编码表的同时，研究者还需要给出与编码表相应的编码指南，详尽地说明编码表的建构逻辑、变量和类别的定义以及编码过程中判定将某一编码单位归入某一类别的标准，对于那些可能产生歧义的类别，有时还需要给出编码实例。编码指南和编码表常常统称为编码方案（coding scheme）。

编码方案对于内容分析特别是演绎性内容分析至关重要，其创建过程也是建立研究效度的关键的第一步（参见本章后文有关效度的内容）。创建编码方案的目的在于使研究主旨所关涉的变量及其下属类别界定清楚并列举完整，从而最大可能地消除编码员之间的个人差异。一套编码方案包含了一系列告知编码员如何将观察对象分配到正确的类目中的说明。在创建编码方案中，理论的指导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有信心地完成编码方案，化约文本复杂性，也即将呈现在文本中的所有属性缩小至既对研究目的至为关键又可操作处理的有限范围。比如在设计模式内容的编码方案时，研究者有两项任务：一是从理论中推衍出与内容相关的重要的显性特征，二是告诉编码员如何从显性成分的具体呈现中推断出模式，也就是要规定编码员能够统一使用、并构成编码员判断基础的细则，编码员运用这些细则将文本中的显性线索集合为某种模式，这些细则会告诉编码员哪些线索是必需的或充分的，哪些是可替代的。

无论是编码指南还是编码表，都应以清楚、明确、完整、操作性强为基本要求，这与上一章所谈到的类目建构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编码方案和编码表实际上就是类目建构的操作化延伸，是一种“对真实的建构，具象化测量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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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好的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操作化指导方针也可以直接应用于内容分析人工编码的测量的建构。



单变量：推广基本策略类目建构

0　无推广策略

1　信息化多于感情化：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有更多的事实信息，而不是迎合情感。

2　情感化多于信息化：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有更多的情感迎合而不是事实信息。

3　产品展示：广告中展示的产品或服务表现了其质量和功用。

4　解决问题：广告中表现了一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解决。

5　图像广告：广告设计目的是增加产品或服务的声望，并不给出产品或服务的具体细节。

6　产品比较：广告明确或不明确地将广告品牌与至少一种其他竞争产品或服务进行比较。



如上一章所述，类目和层次需要穷尽和互斥，测量层次也需合适。也就是说，每一个编码单位都应该被适当地编码，这意味着会用到“其他”或“无法确定”这样的类目。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很可能会有我们无法轻易想到或预期到的背景或其他信息，因此作为变量选项的“其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笼统用语。另外，每个编码单位都应该仅有
 一种合适的编码。如果有多重编码的可能性，那就应该被化解成不同的测量。例如，依照以下方式对网络横幅广告的“推广基本策略”进行编码，会导致信度和效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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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方框中这些类目的建构和说明可见，各类目相互之间并不互斥，列表中的多种特征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横幅广告，因此编码员很容易将一个编码单位编码成具有多项特征，尽管从编码常规来讲，这种单变量的编码一般是单项选择。比如“产品展示”这一类目同时与“图像广告”或“产品比较”都有可能重叠。对这些特征进行测量的一种更合适的方法是定义成不同的指标，即不同的变量。

针对这一问题，纽恩多夫对该编码方案进行了修正（如下一页方框中类目建构所示）。纽恩多夫的编码方案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编码维度是如何显现和建构的，而辛格的一篇有关美苏态度的研究论文则详尽地说明了这种编码维度建构的



多变量：推广基本策略类目建构

变量1：信息化或情感迎合

1　信息化多于感情化：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有更多的事实信息，而不是迎合情感。

2　情感化多于信息化：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有更多的情感迎合而不是事实信息。

3　无法确定。

变量2：产品展示

1　产品展示：广告中展示的产品或服务表现了其质量和功用。

0　无产品展示。

变量3：问题解决方法

1　解决问题：广告中表现了一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解决。

0　未使用问题解决方法。

变量4：图像广告

1　广告设计目的是增加产品或服务的声望，并不给出产品或服务的具体细节。

0　未使用图像广告。

变量5：产品比较

1　广告明确或不明确地将广告品牌与至少一种其他竞争产品或服务进行比较。

0　未使用产品比较。



设计和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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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说明如下：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描绘出一幅关于美苏外交政策和策略的图画，只要这些政策和策略反映在以下这四个方面的精英表述中即可：①国际环境；②权力的分配；③对方的操作规则；④他们自己的操作规则。

这个程序由两个主要阶段构成：设计并完善我们的编码步骤并加以应用，第一个阶段主要由六个或多或少不同的步骤组成：

（1）汇集与所研究的主题最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是基于多种来源的：比如作者对主题的一般性了解，他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图式的参数，以及本领域其他作者的写作和研究中提议过的外交政策的维度。

（2）一旦一整套试验性质的维度建立和组织起来后，作者、作者的助手、某些顾问以及作者的学院同事就会对这些维度进行讨论、批评，并进行修订。

（3）这种维度于是会被其他编码者作为样本应用到有待编码的材料中，这样一来，有些维度会被删除，有些会被重新措辞，也可能有几个新的维度被增加进来。

（4）作者于是会重新评估这些维度，加固每个维度之下的三种范畴，以便每个维度下其范畴之间相互的排斥度和穷尽度达到最大化。

（5）这些维度及其范畴会由编码者亲自进行前测并确保：

①被编码的文献对有编码价值的维度具有足够的参考价值；

②维度本身没有相互重叠（除非在一些案例中是在寻求态度的细微差别）；

③维度本身足够清晰，不含糊，可以确保单个编码者能够对于某一篇文章是否应该以此维度来编码做出高度一致的决定。

④这三种范畴，在每个维度之下都尽可能地具有排斥性，且对于可能范围内与此相关的回答都具有穷尽性。

（6）当前测证明（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的编码者取得一致同意的）这些维度和范畴是足够精确、清楚时，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6.1.1.2　编码员培训与编码

所有内容分析项目都应该至少由两个或多个编码员来完成，而且编码员的培训过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并不是一次性到位的，通常会有几个反复。因此，纽恩多夫以三个词来描述好的编码员准备，即“培训”、“培训”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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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界规范的学术论文一般也都要求汇报是否有编码员培训。在笔者对五份SSCI期刊进行的20年内容分析研究调查（见附录一）的所有588篇论文中，61％的论文直接或间接表明在正式编码前对编码员进行了培训。另外，在挑选编码员时，内容分析者还应注意不要低估编码员对所研究的现象的熟悉程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为了能够阅读和解释文本，有时甚至要观察视觉形象，编码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他们所要编码的对象，而这些通常在任何编码指南中都不会明确说明，比如读文识字的能力，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能力，它是需要通过在一定社群内长期使用文本才会获得的。熟悉度是编码员必须带入到内容分析中的理解感觉。拥有共同的相似背景（比如涉入文本的类似历史、类似教育和类似的社会敏感性等）会有助于编码信度的达成。

记录／编码并非一项中立的或日常性的活动，它也许是受到涉及有关文本的语境及其相关的抽象理论的启发而来，又或者是出于复杂研究设计的必要性。编码员也许被要求根据他／她不熟悉或感到困难的方式去诠释文本，有时会因对研究问题的无知，致使那些方式在编码员看来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尽管编码指南在理论上会给予编码员方向上的指引，且应该如其所撰写的那样被理解，但通常还是需要内容分析研究者为编码员提供额外的培训，使之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编码指南。从研究文献来看，有的编码员培训时间甚至超过数月，特别是对于那些概念较为复杂或者规模比较庞大的项目。在培训中，需要向编码员详细解释每个变量和每个类目的意义所指、涵盖的现象范围，并予以实例讲解，同时研究者也可能要相应地完善定义和类目，调整指南，并修改编码表。

6.1.1.3　编码员间信度测试及其步骤

一项内容分析研究的编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编码员间信度测试，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一种或者多种合适的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指数
 。这种选择要基于变量的特性，包括变量的测量层次、在编码类别中的预期分布，以及编码员的个数。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通常不推荐使用百分比一致性（percent agreement）这种方法，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编码员偶然一致性的情况（详见下文说明）。如果要使用该方法的话，最好是再使用一种顾及到偶然一致性问题的指数。无论是哪种，研究者都需要针对其研究的特殊性特别是变量性质和研究目的，为其选择作出解释或合理性说明。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方法的选择是在数据搜集和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系数之前就要确定下来的。


2）获取必要的工具以计算所选择的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指数
 。有些测试指数可以人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本章下面小节），尽管这种计算也许乏味，而另一些则需要借助计算机完成。国外已开发出一些专门的软件如P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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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计算测试编码员信度，有些统计软件包也带有这方面的应用程序。


3）针对所使用的信度测试指数确定一个合适的最低接受水平
 。虽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大多数研究方法专著或教材并未给出信度测试的一个具体的标准或边界数，而那些注明了标准的，其推荐的指数也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哪种信度测试，信度系数达到或高于0.90，都是可以接受的。在此之下，如果是等于或大于0.80，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低于此标准的话，则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意见。虽然有学者称7 0％的一致性即可被认为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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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学者曾指出可以将超过0.75～0.80的相关系数视为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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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少内容分析法权威学者还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谨慎对待，需要看是何种指数以及什么类型的研究，比如，这一信度水平对于某些测试指数而言，仅仅是在探索性研究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著名的内容分析专家克里本多夫虽然没有具体指明信度系数的类型，但他提出，只有在信度高于0.80时才报告变量的结果，当信度系数为0.67～0.80时只能对变量作出“高度不确定且小心谨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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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百分比一致性系数的接受门槛是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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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斯科特pi和科恩kap-pa这样的排除偶然因素的统计方法，会采取更为自由宽松的标准。但具体标准也有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珀玭提议将科恩kappa的接受标准定为0.80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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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此指数，其他学者还提出了这样较低的标准：大于或等于0.75，表明排除偶然的非常好的一致性；0.40～0.75，表明排除偶然的一般至良好的一致性；低于0.40，表明排除偶然的很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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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里夫等人却赞同一种相对较高的标准，但他们也未具体指明信度系数的类型，只是一般性地认为研究通常报告的信度系数“为0.80～0.90”，并且“信度评估低于0.70的研究很难予以解释，其方法值得怀疑，不宜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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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信度进行试点评估
 。在内容分析中，信度往往进行两次评估，一次是正式研究开始之前的试点评估，一次是研究信度报告所需的最终评估。信度的试点评估从研究所用的整体样本中随机选取子样本来进行，子样本需要有代表性，样本大小可以视研究情况而定，但一个不错的一般法则是选取30个样本单位。如果可能的话，在为一项内容分析研究抽取样本的同时，另外抽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独立样本，用于编码员培训和信度的试点评估。编码员必须独立完成编码，不要借助咨询或指导。而且，如有可能，研究者本人在此阶段不应作为编码员。如果试点测试的信度水平足够的话，即可对所有样本进行编码；如果测试结果不行，就得另外培训编码员，修正编码表和编码程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替换一个或多个编码员。一般来讲，如果测试发现严重问题，通常需要修改编码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测试样本数据就不能包含在最终数据分析中，必须以修正后的方案来重新编码。对测试阶段的信度所产生的问题，纽恩多夫提出了三种诊断和矫正方法。
【18】



（1）找出有问题的变量。当试点评估发现一个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很低时，可以从至少四个方面进行修正：①进一步培训编码员并重新检测该变量的信度；②重新修改、撰写编码指南，使该变量的测量清晰化；③更改该变量的类目（如合并类目）；④如果可能的话，将该变量根据概念维度分解成两个或更多的更简单、更具体（更显性）的变量。

（2）发现一个变量内部有问题的类目或赋值。
【19】

 通过观察编码员A与编码员B的编码赋值矩阵（矩阵图参见本章表6.1），也许能发现关键的分类混淆点，也即一个变量中哪些类目在编码方案中不是很清晰地被区分开来。比如，在实际编码中我们也许看到，编码员A偏向于将某种口头话语编码成“攻击的”，而编码员B则倾向于系统地将同样的口头话语编码成“反对的”。此时，就要首先弄清楚两位编码员各自的依据，找出编码员对编码指南中类目划分的概念说明在理解上的系统误差或距离，并进一步培训该编码员；或者，修改编码表，以消除这种系统性的测量误差。

（3）识别有问题的编码员。对于多位编码员，通过配对检测编码员间信度，也许能发现一个编码员是否与其他编码员相匹配。在作出放弃该编码员的决定之前，也许需要对该编码员进行额外的培训。


5）对信度进行最终评估
 。在信度试点评估的基础上对信度水平获得足够信心后，需要使用另一套随机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子样本对研究项目所需要编码的整个样本进行信度的最终评估，以此代表整个研究过程中编码员的表现。研究报告或发表论文中所汇报的信度系数就是由最终评估获得的。该阶段的信度测试所需的样本量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一般而言应该不少于50个单位，或者是整个样本的10％，而且很少有多于300个单位的时候。在附录一笔者的调查中，有57.1％的论文明确汇报了用于信度测试的样本数，其中，绝大部分论文（85.5％，288篇）所汇报的信度测试样本数要么达到或超过50个样本单位，要么占实际研究样本数或总体数的10％或以上（最多达100％）。虽然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样本的5％～7％足以用于信度测试，
【20】

 但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当研究所用的整体样本很大并且预估到内容差异较大，或者信度水平估计较低时，就需要较大的信度测试样本量。
【21】

 与试点评估类似，此阶段的编码测试也必须由编码员独立完成，不要借助咨询或指导。


6）选择并遵循一种合适的程序从而将信度测试样本的编码与研究所用的整体样本的编码结合起来
 。除非信度十分完满，信度测试样本中总有些单位会出现编码不一致的情况。编码员之间如果达到足够的一致程度，那么每位编码员的编码决定有理由被纳入至最后的编码数据，而且信度测试样本所获得的结果仅能说明在评估信度过程中所发现的潜在的编码员之间不一致的数据，但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编码不一致的问题。处理解决的办法根据数据和编码员的特点而定，或者随机选取不同编码员的编码决定，或者以多数人决定为准的原则（如果编码员数量为奇数的话），或者将研究者本人或另一位专家当做最后裁决者，又或者研究者与编码员商讨并解决不一致的问题。不论采取何种方式，研究者都需要说明选取该处理办法的合理性。


7）在所有研究报告中小心、清楚、仔细地汇报编码员间信度
 。即便是编码员间信度测试充分，读者也只能根据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价一项研究，这些信息必须完整和清晰。至少需要提供如下信息：①信度样本量大小，以及用于择取信度样本的方法和理由；②信度样本和整体样本的关系（也即信度样本是否等同于整体样本，或者是整体样本的下属子集，或者是与整体样本不同的另外的样本）；③信度测试编码员的数目（必须是两个或更多）以及编码员是否包括研究者本人；④每位信度测试编码员和非信度测试编码员所完成的编码量；⑤用于计算信度的指数及其选择理由；以及⑥每个变量针对所选择的每种信度指数所获得的编码员间信度水平。

其他可用于参考的信息还包括：①达到所获信度水平所需要的编码员培训时间（如多少小时）；②信度测试编码中的不一致问题如何在整体样本中得以解决；以及③读者从哪里以及怎样（比如从作者处）可以获取到关于编码工具、程序和指南的细节信息。

6.1.2　六种报纸编码方式的问题比较

如第4章所述，报纸的内容分析有多种分析单位，因此有多种相应的编码方式。以不同编码方式进行的研究在信度方面是否会有所不同，或者是否会带来不同的问题，这对于研究者在具体分析报纸内容时，是一个要考虑的实际问题。对此，温德豪瑟和斯坦普尔曾以美国地方报纸的政治竞选报道为研究对象，比较了报纸内容分析常见的6种编码方式。
【22】



（1）文章法：将所有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新闻和评论文章编码和分类为民主党的／共和党的。

（2）空间法：先测量所有政治竞选报道的篇幅（近至四分之一英寸），然后再将其分为民主党的／共和党的。

（3）陈述法：将一篇竞选报道内的每个陈述（statement）编码和分类为民主党的／共和党的。

（4）单议题法：一个议题在竞选报道里出现一次，则记录和分类一次（民主党的／共和党），但在单个党派的给定报道里只编码一次。

（5）多议题法：将一篇竞选报道里出现的所有议题记录并分类为民主党的／共和党的。

（6）标题法：记录所有地方竞选报道的标题，并将其按照党派和类型分类。

研究者使用这六种方式对俄亥俄州的12份都市日报进行了编码，所有编码内容同时按照支持／反对分类，所含信息有：偏向性的强度、与党派无关的中立内容、政治广告、党派非竞选活动，以及非发行区域的地方报道。在此基础上，两位研究者考察了这六种方式的各自的信度，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各自的优劣势，以及相比而言哪些是最好的使用方式。就编码时间而言，标题法最快，空间法和文章法其次，再其后依次是单议题法、陈述法和多议题法。就一致性而言，六种方法之间都呈现了显著的关联性。在新闻内容单位方面，关联度最高的是空间法和文章法，其次是空间法和单议题法、标题法和单议题法，且空间法与其他几种方法都有十分高的关联度；在党派偏向性内容方面，关联度最高的是多议题法和陈述法，其次是单议题法和陈述法、单议题法和多议题法。

可见，该研究所涉及的六种编码方式之间都具有高度显著的关联性，而无论报道的内容类型和倾向如何。六种方法中，陈述法和多议题法是最花费时间的，合理记录和归类每个陈述和议题需要1～5分钟的时间。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其中的陈述法编码单位较小，另外一个则涉及多项语意的判断，需要更为认真和细致的阅读。当寻找报道模式时（如不同党派本地竞选活动的日报道频次和趋势），这两种方法可以一起使用，且都适用于内容的所有变异情况和类型。但是当研究只是寻找诸如偏向性的报道模式时，陈述法和多议题法不太实用，因为用它们编码信息太费时间，可以采用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是对新闻和评论中的政治宣传议题进行编码，除了多议题法，一种更快的方式是单议题法。它比多议题法更快，并提供了类似的信息，包括议题在各种主题领域内的分布情况。比单议题法更快捷的是标题法，但它在对新闻或评论内容的党派关系进行编码时是最不尽如人意的。对于混合新闻和评论内容，这种方法整体上与其他五种方法有高关联度，但将内容按党派归类时关联度就低得多了。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有党派倾向的标题数量较少。美国新闻实践的一种惯例做法是，在新闻报道中，尤其是评论，编辑会挑选一个普通中立的标题而非一个偏向文中某候选人或某党的标题。

要区别本地竞选活动中的党派差异，可使用文章法和空间法。两者都能轻松、快捷地应用于判断两党相关新闻、评论内容的数量和偏向。且它们都与其他四种方法有高度可预测水平。空间法是最有名、最广泛使用的基础方法，它包括了文章中所有其他类型的内容。空间法比文章法更好用，因为它在篇幅方面显示了报道的重点。这个重点通常反映了标题大小和内容。空间法和文章法是继标题法之后编码最快的方法，其后是单议题法、陈述法和多议题法。

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针对以地方政治竞选报道为基础的内容分析程序，研究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1）要获得日报报道频次和趋势时可采用陈述法
 和多议题法
 ，适用于所有内容类型。缺陷是因为需要细读文章而耗时过长。可以用来测量报道模式偏向性但不实用。

（2）对新闻和评论中的政治宣传议题进行编码时可采用多议题法
 ，或者单议题法
 。后者更快并提供了类似的信息，包括议题在各种主题领域内的分布情况。

（3）标题法
 是编码最快的方法。它适用于编码混合内容，但缺陷在于不太能反映党派偏向性的信息。因为地方报道中含党派倾向的标题数量较少，这也是地方选举的独特之处。它总体上与其他方法高度相关。

（4）要区别本地竞选活动中的党派差异可使用文章法
 和空间法
 。两者编码速度仅次于标题法，且都与其他方法高度相关。其中空间法比文章法更好用，因为它在篇幅方面显示了报道的重点。

总而言之，研究者认为空间法是评估地方竞选党派报道的最佳方法。同时使用空间法与单议题法、标题法以及主题分类则可以对报道模式进行更完整的描述。其他方法如陈述法和多议题法针对的是选定的信息。


6.2　信度测试及其相关问题


6.2.1　信度的基本概念

所谓信度
 （reliability），是指测量数据独立于测量工具的程度，也即根据一种测量程序，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测试产生一致结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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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测量的结果越一致，该测量程序的信度就越高；相反，结果越不一致，信度就越低。如前所述，对于内容分析而言，内容的分类或类目建构是其核心，一套分类体系如果准确、完整，将其运用于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分析者依次划分类目进行编码，无论其执行的具体环境如何，理论上应该得出相同或类似的结果，否则这样的分类体系是令人质疑的，至少是存在着歧义或分类标准不统一的可能。这也就是贝雷尔森指出的传播内容分析所依赖的两种一致性之一，分析者之间的一致性，
【24】

 也即编码员间信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它被定义为“独立的编码者评估一则信息或人工制品的特征并达到相同结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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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不同的编码员在运用同一份编码表中相同的类别设定去分析相同内容时所达到的一致程度。编码员间信度是使主观编码数据具备有效性的根本标准，用以测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编码员对一组信息评估的一致程度。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编码者间信度常常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种总结中介信息实质内容的标准方法。除此以外，另一种信度是跨时间的一致性，也就是，一个或一组编码者，当他们对同样的内容在不同时间运用同样的类目建构时，其每次产生的分析结果应该是相同或一致的。这种跨越时间的信度，也被称作稳定性信度
 （stability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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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两方面获得高信度”。
【27】

 克里本多夫指出，高信度的内容编码具有稳定性、可复制性和准确性等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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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对于内容分析之重要，借用卡普兰和戈德森的话说，首先在于“确保数据是独立于测量的事件、工具或人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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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程序上来讲，信度的测试可以在科学抽样的基础上进一步预先防范研究者对数据内容的有意或无意的偏向或歪曲处理。一个可接受的编码员间信度水平可以保证使编码方案获得基本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必须确保不止一个人使用该编码方案获得相似结果，即使由主要调研者负责所有编码，也需要有第二个编码者来检查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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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内容分析编码员间的高信度的获得，意味着在类目建构的明确性和准确性基础上达到相当程度的同感阅读，也就是说，“对文本数据的阅读以及研究结果是可以在他处被复制的”，研究者们对他们所谈论的，也即代表和指向所研究现象的经验的相关数据，“明显地持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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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码员间信度在各学科领域的使用有所不同（如在医学领域或健康传播的内容分析中，它常常用来确认疾病诊断分类系统等的有效性），但无论是哪个领域，它都是受到学者高度推荐的用以防止文本分析中测量错误或操作定义不连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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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界对信度统计报告的重视也大大增加。贝雷尔森在其1952年的专著中曾指出，对于内容分析的信度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只有15％～20％的研究把信度分析呈现在报告中。这种状况在其专著出版四十年后大为改观。据龙巴德等人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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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1998年间传播学领域内200个内容分析研究中有69％汇报了编码员间信度。在附录一笔者对五份SSCI期刊的588篇内容分析论文的调查中，有81.5％的论文（479篇）至少汇报了一种编码员间信度测试，这些论文中汇报了两种信度的有76篇（12.9％），另有六篇（1.02％）使用了三种。

内容编码过程中缺乏一致性是信度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当编码不是基于文本的显性内容，而是表示方向或强度，以及隐性构念等隐性内容时，这一问题会更大。很显然，不同的编码者对一个陈述所表达的某种态度的强度，或者该陈述是有利、中性，还是不利等类似问题进行编码时，也许会持不同的意见，从而作出不同的编码决定，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想法，这种可能性在编码表要求基于隐性内容作出判断或推论时会大大增加。而这样的问题也许甚至会发生在分析显性内容如新闻体裁和新闻表现手段时，只要人作为数据搜集的工具，这样的问题就有可能会发生。

为了测量信度，研究者必须比较两种相同的测量情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测试信度一般有三种路径：①前后测试法，也就是一个编码员在不同时点在类似条件下对同样的内容资料进行编码测试，这其实考察的就是上面所说的编码员的编码稳定性问题；②同等形式法，也就是方法论专著或教材中常说的编码员间信度测试，由不同的编码员在相同的时间在类似条件下对同样的内容资料进行编码测试，规范的学术期刊上刊登的研究论文多半汇报这一信度测试的结果；③分半测试法，也就是将样本分为对等的两部分，各自进行信度测试，然后将两部分所获得的分数进行比较，可以说，这种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编码表对不同内容资料的切合性问题。

一般情况下，当概念和变量类别越简单，类别设定越清晰、越完整，编码指南的说明阐释越详尽，编码员经验越丰富或所受训练越充分时，信度测试结果就会比较高。而在实践中，却时常会有一些主客观因素对信度造成威胁，纽恩多夫和其他学者就曾总结了必须考虑到的几个关键性因素。其中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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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码方案编制糟糕：这可能意味着编码手册中的指南用词不当或类别定义不明确，或者，研究者在试测编码方案后未作相应变化，又或者这两种情况皆有。

（2）编码员培训不充分：编码员培训通常涉及几个部分，要进行编码操作练习，为试测编码方案建立良好的初始信度。

（3）编码员疲劳：编码时间安排需要合理，不要给编码员施加过多精力负荷。这既是指编码表的长度，也是指在一个既定时间段里要编码的单位数量。

（4）存在一个离群编码员：尽管很少碰到，但总是会有这种可能，一个编码员就是无法接受培训以获得信度。这样的编码员也许必须从研究中去除，但这只有在反复培训，并将其在各变量上的信度表现与其他编码员进行比较考察后才可以决定是否排除（例如在美国著名的国家电视暴力研究
【35】

 中就出现过此种情况）。

6.2.2　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标准与计算

前面章节详细介绍了编码员间信度测试的步骤以及三种信度测试的路径，在三种信度测试中，编码员间信度对于内容分析研究而言尤其重要，也最为常见。那么，编码员间信度测试的标准是什么？具体用什么方法来测试？另外，编码员间信度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呢？学界对接受水平这一问题尚有争论，没有统一的标准，且对于不同的测试方法标准也不尽相同。

编码者间信度测试方法多种多样，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通行的有如下几种：百分比一致性（percent agreement）、斯科特pi、科恩kappa、克里本多夫alpha、以及共变（如斯皮尔曼rho和皮尔森r等）。其中，只有科恩kappa和克里本多夫alpha这两种适合于同时有两个以上的编码员的研究。其他测试多用于两位编码员的情况（见表6.1）。针对各种信度测试的不同计算方式，研究者已开发出专门的计算机软件PRAM供内容分析者使用（见附录四），该软件可以计算百分比一致性、霍尔斯蒂系数、斯科特pi、科恩kappa、斯皮尔曼rho、皮尔森r以及林的一致性相关系数（Lin's concordanc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等。可以计算信度测试系数的其他软件还


表6.1　编码员间编码结果通用列联表


[image: alt]


注：所有对角单元格代表的是两位编码员在所测试的某一变量V下属的某个类别上的一致数；比如，本单元格的观察数代表那些编码员A和编码员B均将其编码为变量V的属性类别1的案例数。所有非对角单元格代表的是编码员间的不一致数；比如，本单元格的观察数代表那些被编码员A编码为类别1却被编码员B编码为类别3的案例数。有Simstat、SPSS、AGREE、克里本多夫alpha3.12a等。
【36】



6.2.2.1　偶然一致性控制问题

所有这些具体的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方法，其实可以按照是否控制了偶然性因素影响划分为两大类别，即简单一致性信度标准与控制偶然一致性影响的信度标准。这种划分是基于这样一种统计概率现象，即编码员之间的一致性有部分应归因于偶然，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偶然一致性（chance agreement）。比如说，如果两位编码员对一个二元变量（例如新闻报道中是否呈现了某一种新闻框架）进行“是”或“否”的判定时，从概率上来说，他们的判断一致有50％仅仅是出于偶然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靠扔硬币而不是解读新闻报道文本，或者他们闭上眼睛进行编码，他们也会有50％的机会达到一致。

在两类标准中，简单一致性信度标准考察的是编码员是否对一个既定变量赋予同样的值，这种标准特别适合于测量定类数据，尤其是二元定类数据（如“是／否”、“男／女”等）。它包括了在早期的内容分析中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百分比一致性和霍尔斯蒂指数，但它们的计算都没有将偶然性因素纳入考量，无法校正编码员之间的偶然一致以及对编码员分数的精确匹配，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信度测试是过于自由了。
【37】

 这是简单一致性的重要缺陷。正因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简单一致性信度标准的使用明显减少了，但由于其计算的简便性，也还时有运用，特别多见于内容分析初学者和行业性研究中。比如，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市场研究论文做过调查，
【38】

 发现在其调查的样本中报告信度系数的论文有65％用的是简单百分比一致性。但根据附录一笔者的调查，在汇报了信度测试的479篇论文中，使用简单百分比一致性的只有44％（百分比一致性的论文有29.9％，霍尔斯蒂系数的有15％）。
【39】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研究者通常会考虑到这种偶然成分，开始更多地使用一些排除了偶然因素的一致性系数指标。常见的替代方法有斯科特pi、科恩kappa和克里本多夫alpha等，这些方法更为保守，计算起来也更为复杂，因为要对偶然一致进行数学校正，融入至公式中。由于这个原因，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几种方法是最具权威性的编码者间信度指数，要远远优于百分比一致性。
【40】

 附录一中笔者的调查显示，汇报了信度测试的479篇论文中，使用排除了偶然一致性的信度系数（如斯科特pi、科恩kappa、克里本多夫alpha、共变及其他）的论文百分比高达63.9％，在这306篇中，使用了这些系数中任何一种方法的论文有90.65％（277篇），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的有27篇（8.8％），另有两篇（0.65％）使用了三种方法。
【41】



6.2.2.2　百分比一致性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百分比计算，即编码一致的单位数除以所有编码的单位总数，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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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PAO
 表示“观察到的一致比例”，A表示两位编码员编码一致的单位数，n表示测试中两位编码员编码的单位总数（也即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一致数）。这一计算方法的统计数范围是0.00（无一致性）至1.00（完美的一致性）。

例如，假设我们对某网站上的BBS论坛帖子进行内容分析，以每篇主帖为分析对象，以10篇主帖为编码信度测试的样本（也即案例数n＝10），其中一个测量的变量是主帖类型，其下属的属性类目分为“1＝提供信息为主”、“2＝以意见言论为主”和“3＝其他”三个。两位编码员A和B对这10篇主帖都进行了编码。结果如下：


表6.2　百分比一致性编码案例列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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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为简单的百分比一致性（percentage agreement）计算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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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百分比一致性由于没有校正偶然的一致而可能存在过高估计信度的局限，但有些研究者还是使用这种方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其他方法相比，它提供了较为实际和清晰的指证，尤其当所测量的类目多有缺位时，也即出现无此情况的时候，其他许多测试方法如斯科特pi和克里本多夫alpha等都基本上无法计算，或者计算出来的结果极度地偏低，以致有违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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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霍尔斯蒂系数

霍尔斯蒂系数
【43】

 计算公式与前者稍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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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PAO
 表示“观察到的一致比例”，A表示两位编码员编码一致的单位数，nA
 ＋nB
 表示测试中编码员A和编码员B各自编码的单位数。这一计算方法的统计数范围也是0.00（无一致性）至1.00（完美的一致性）。

那么，上述举例的霍尔斯蒂指数计算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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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斯科特pi

斯科特pi（Scott's pi，π）
【44】

 是目前国际上非常通用的针对定类数据的一种测试方法和标准。该计算方法因使用了两位编码员间的联合分布，从而纠正了偶然一致性。它不但考虑了类目数量，而且也将编码员如何使用类目纳入考量。
【45】

 其系数范围在0.00～1.00。如果系数在0.70以上，是可以接受的信度系数；介于0.60～0.70，勉强接受；低于0.60，则表明不可接受。该方法要求数据为定类尺度的变量，忽略了两位编码员在给变量解码类目时判断分布的差异。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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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至少有两种处理方法：


方法一
 ：公式中，PAO
 表示观察一致性百分比，PAE
 表示期望一致性百分比（PAE
 ＝∑pi2
 ，pi为变量下属的每个类别的联合边际比例）。

如果将表6.2所举例子转化为表6.1这样的通用形式，即如表6.3：
【46】




表6.3　斯科特pi编码案例列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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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参见表6.1下的注释说明。

其中，观察一致性百分比PAO
 为0.80（表6.3中对角线上各一致数的总和8除以信度测试样本数10），而每个类别的联合边际比例Pi
 计算如表6.4：


表6.4　斯科特pi编码案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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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PAE
 ＝∑pi2
 ＝（0.35）2
 ＋（0.40）2
 ＋（0.25）2
 ＝0.1225＋0.1600＋0.0625＝0.345；

于是，斯科特[image: alt]



方法二
 ：上述公式中，PAO
 表示观察一致性比例，PAE
 表示期望一致性比例。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一致的帖子总数（读取表6.3中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3＋3＋2＝8

（2）计算一致的帖子总数的比例。一致的帖子总数除以编码的帖子总数，得到观测一致（Observed Agreement）的比例：8÷10＝0.8

（3）计算每个类目选项一致的帖子总数除以一致的帖子总数所得结果的平方和，得到期望一致（Expected Agreement）的比例：

（3÷8）2
 ＋（3÷8）2
 ＋（2÷8）2
 ＝0.34375

（4）斯科特[image: alt]


无论是哪种，都得出同样的结果。可见，在排除了偶然一致性的因素后，同样的编码结果，斯科特pi系数要比前面两种简单一致性系数低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简单一致性系数的接受门槛要比斯科特pi高，至少要达到0.8，甚至0.9。

斯科特pi虽然排除了偶然一致性因素，但同时也带来另一方面的局限。它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测试，因为它过分纠正了偶然一致性，其系数计算结果一般偏低；特别是在这样的编码情况下：一个变量只有非常少数的几个选项而编码员又相当频繁地选择了其中一项。例如，假设是两位编码员对于一个二元变量（选择“是”或“否”），互相之间达到了90％的一致，如果两位编码员对测试样本中的一半都选择了“是”，另一半选择了“否”，那么计算出来的斯科特pi只有.80。同样是90％的一致，如果两位编码员的选择80％为“是”，20％为“否”，那么斯科特pi更低至.69，尽管在两种情形下编码员数量一样，编码选项数目一样，两位编码员的一致百分比也一样。唯一使得pi系数产生这么大差异的因素是选择“是”的频率在两种情形下有所不同。斯科特pi公式将编码选项的同等选择的偏离处理为偶然一致性，因此这种处理上的转移会增加纠正偶然一致的因子，由此降低了pi系数值。

斯科特pi的另一个局限是，它假定编码员经常选中的变量赋值（即便它们是有效选择）构成了误差，因此要进行最大纠正。换句话说，它排除了被编码的内容特征在代码赋值方面本身就存在着不平衡这种可能。这其实是一种对变量赋值（或者说同一变量下各类目）均衡分布的偏向，在处理内容实质差异颇大的文本时尤其会造成问题。

6.2.2.5　科恩kappa

内容分析自引入科恩kappa（Cohen's kappa，κ）
【47】

 以来，有许多报告称，kappa是使用颇为广泛的信度系数，
【48】

 同时也有学者先后提出许多改进版。
【49】

 如同pi一样，kappa也要求数据是定类尺度的。其公式在形式上与斯科特pi相同，但具体计算有别，该方法原是用来改进pi的，通过使用乘法而不是加法而将编码员判断分布的差异纳入考量中，也即把表6.3中每个单元格的观察数改为各观察数在编码总数中所占比例来表示（见表6.5）。


表6.5　科恩kappa编码案例列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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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各行边际比例与列边际比例两两相乘如表6.6：


表6.6　科恩kappa编码案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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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
 ＝0.3＋0.3＋0.2（表6.5中对角线上的一致比例数）＝0.8

PAE
 ＝0.12＋0.15＋0.06（表6.6中联合边际比例之积）＝0.33

由此得出科恩[image: alt]


科恩曾指出，使用该方法时，有三个前提假设需要注意：①分析单位或编码单位必须相互独立，也就是说用于编码的任何单位相互之间不应有关联、重合等现象，比如一篇新闻报道是另一篇新闻报道的后续报道，部分内容与后者重复；②定类测量的类目必须相互独立，彼此互斥且具穷尽性。比如说一个学科类别分为数学、科学、文学、生物和微积分，那么就违反了该假设，因为生物和微积分都可以同时属于科学，且还有些学科未纳入归类中，这一点在类目建构原则中已讨论过；③两位编码员必须各自独立操作编码，不得一起工作以达成编码共识。
【50】



科恩kappa与斯科特pi一样都是仅将超出偶然因素的一致计算在内，这在极度分布的情况下会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此这两种系数一直以来皆因其过于保守而受到批评。
【51】



6.2.2.6　克里本多夫alpha

克里本多夫alpha（Krippendorff's alpha，α）
【52】

 信度系数可以用于两位以上编码员的测试，且既可用于定类数据，也可用于定距数据。如若是后者，则也许需要对边际乘积进行加权处理。该系数较之于pi或kappa，可应用于更多的情况，但是计算较为复杂，较难以确立。在此，仅就定类数据进行说明。同样是表6.2中所举的例子，以另一种方式重组数据如下。


表6.7　克里本多夫alpha编码案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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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本多夫alpha（定类数据）
 [image: alt]


公式中，n表示不同编码员共同编码的案例单元数（本例中n＝10), m表示编码员数，pfu表示一个不一致的案例单元的频数乘积（本例中有两个单元即主帖5和主帖9不一致，因此∑pfu＝1×1＋1×1＝2), pmt表示边际总数的所有配对乘积（∑pmt＝7×8＋7×6＋8×6＝146）。

因此，对于本例来说，克里本多夫[image: alt]


6.2.2.7　共变

对于那些度量性质（也即定距或定比层面）的测量，研究者的兴趣常常在于编码员间的分数共变，特别是当精确的一致性不太可能的时候。比方说，两位编码员对电视暴力镜头的持续时间以秒计算分值，即便是以秒表为辅助工具，他们也不可能总是给出相同秒数的。但是信度却可以以分值共变的方式显示，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秒数记录是否“共同变化”，也即，当一个编码员记录高的时候，另一个所记录的秒数也高，反之，当一个编码员记录低的时候，另一个的秒数也低。这样，成对的镜头秒数值会呈现出如下高共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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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述几种一致性来看，针对定距或定比数据这类测量的一致性将会是零，除非我们使用某种范围一致性。但是，学者们却一致同意，两位编码员至少显示出可接受的信度，因此也许可以使用一种计算共变的信度统计。将共变考虑在内的系数有两种，它们更为常见地用于测试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皮尔森积差相关系数（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用于定距和定比变量的信度测试。
【53】

 假设两位编码员对一个定比变量（如主帖的跟帖数）进行计数统计，获得表6.8中的数据：


表6.8　皮尔森相关系数编码案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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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皮尔森相关系数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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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n表示每个编码员编码的相同案例数，A表示每个离差值（编码员A所给出的每个分值减去其均值), B表示每个离差值（编码员B所给出的每个分值减去其均值）

因此，本例的[image: alt]


（2）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Spearman rho）与皮尔森类似，只是它用于定序变量的信度测试（如对主帖态度的评估，采用从非常赞成到非常不赞成的十点制）。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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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n表示每个编码员编码的相同案例数，d表示每一案例两位编码员排序之差（也即编码员A的排序减去编码员B的排序）


表6.9　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编码案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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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例的[image: alt]


6.2.2.8　其他信度测试方法

上文所列举的信度测试方法是内容分析研究中最常用的几种。据不完全统计，仅定类数据的一致性指数就有近40种。笔者对20年国际权威期刊的调查发现，除了上述几种常用的信度测试方法以外，当代内容分析研究者还使用了佩鲁尔特和雷信度指数lr
 （见下文详细介绍）、克隆巴赫α系数、波特和列文—多纳尔斯丁公式（Potter & Levine-Donnerstein formula）、斯坦普尔（Stempel）的一致百分比公式、中位数信度系数、布里南和普里迪格kappa、CIAM模式、古兹考（Guetzkow）的U指数、克里本多夫的矩阵公式、罗森瑟尔（Rosenthal）的有效信度法、类别内相关系数等。

由于内容分析在许多时候处理的都是定类数据，因此方法论学者针对定类数据的信度测试做过不少探讨，在科恩kappa的基础上或是探索其应用的更广范围，或是提出改进方案，或是演绎出新的计算公式。例如，弗雷斯将科恩kappa推广应用到这样的情况，即由同样数量的编码员在定类层级上对多重观察样本（如消费者反应、被诊断的病人等）进行编码判断，但一种刺激的评估人并不一定与另一种刺激的评估人是同一拨编码员。
【54】

 同一时期的莱特提出将科恩kappa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编码员评判的不同扩展版；比如，他认为其方法可以应用于测量多位评判员之间的一致模式，并可以测量将评判员的一致性与某种预先标准相比较。
【55】

 此后，兰迪斯和科奇提出了一种基于对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加权最小平方估计的观察者间一致模式。
【56】

 可是由于该模式计算执行起来相当复杂，可能致使其成果的推广进展缓慢，而且，该模式还要求大量样本，加之加权最小平方估计所要求的其他前提，也限制了他们的方法在许多研究中的应用。

佩鲁尔特和雷
【57】

 在对前人研究的各种利弊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所提出的一种信度指数计算方法与科恩kappa非常不同，其主要区别在于该方法不是像科恩kappa或斯科特pi将编码员间的观察一致数与对偶然一致的估计进行比照，而是发展出一种明确的模式，可以在已知一种信度的真实（总体）水平条件的情况下预计一致水平。运用这种方法，可以直接计算以样本为基础的信度估计以及该估计的相关标准误。而且，其计算所涉及的前提也颇为合理，不像斯科特pi和科恩kappa那样因在前提中假定偶然一致的存在而实际增加了偶然一致成分，它是明确测量由信度真实水平而预期的一致水平。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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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Ir
 是信度指数，FO
 表示编码员判断一致的数目，N是每位编码员编码的总数目，k是所编码的那个变量的类目数（FO
 ／N≥1／k）。

由该公式的推导来源我们可知这种指数在偶然一致性考量方面优越于斯科特pi和科恩kappa的地方：

N是进行信度测试的编码总数，因此包含了可靠的编码和不可靠的编码（比如仅凭猜测而判定的编码）。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可靠的编码，也就是每位编码员的编码中有lr
 百分比的判断是可靠的，但是，由于每位编码员是独立操作的，因此每位编码员作出的可靠的具体判断是独立于另一位编码员的可靠判断的，所以我们可以预计两位编码员都是可靠地编码且一致的观察总数应该等于NIr
 2
 （也即两位编码员一致的可靠判断数）。需要注意的是，该指数对编码判断的边际分布没有任何假定前提，而是关注于隐含在独立判断中的真实（但也许不是完美的）信度水平。既然NIr
 2
 是两位编码员一致的可靠判断数，那么其他所有的编码判断数即为N（1－Ir
 2
 ），其中有些判断的情况是，两位编码员的判断都是可靠的（也即不是仅凭猜测而得出的），但两者的判断却不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可靠的不一致判断；其他的情况是，两位编码员的一位或者两位都不可靠，这些都被归为不可靠的判断。有的不可靠判断也许会一致，但也可能不会。那么，编码员归类一致的判断中有多少不可靠的猜测呢？

佩鲁尔特和雷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将编码变量的类目数纳入信度测试中。从理论上说，每位编码员可以有k种方式对每个观察的编码单位进行编码，那么对于两位编码员而言就是k2
 种可能，在这k2
 种可能中，可以产生k个一致判断（也即表6.1中对角线上的一致总数），那么编码员一致的“猜测”（也即不可靠的一致数）在编码判断总数中的比例将是N（1－Ir
 2
 ）（k／k2
 ），也即N（1－Ir
 2
 ）／k。

这样，综合“一致的可靠判断数”和“一致的不可靠判断数”，即可在给定一个信度的真实水平下估计预期的一致数：FO
 ＝｛NIr
 2
 ｝＋｛N（1－Ir
 2
 ）／k｝，也即：FO
 ＝N［Ir
 2
 （1－1／k）＋1／k］，这种预期一致数在真实信度水平上与观察到的一致数应该相等，也就是说，Fo＝N［Ir
 2
 （1－1／k）＋1／k］，由此可以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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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此公式计算非常直接，指数值也在0.0～1.0。比如，当两位编码员之间的一致达到80％时，对于一个有三个赋值类目的变量而言，其信度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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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特殊问题讨论

虽然上面小节讲解了内容分析法信度测试的一些通则和常用的计算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并无定律可循，但研究者却从实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且有学者专门针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经验研究。

6.2.3.1　多位编码员的信度测试

很多内容分析采用了两个以上的编码员，笔者对20年来内容分析的调查发现，
【58】

 虽然使用两位编码员是最为常见，但3～5名编码员的情况也不少见，有的多达十几位，甚至50多位。可是，在所调查的论文中并没有讨论如何进行信度检验。对于多位编码员内容分析的信度计算，经验总结出如下几种可能性：

（1）以既有的信度统计来适应多位编码员的信度测试，最常见的是利用科恩kappa
【59】

 和克里本多夫alpha。这样会为每个变量提供一个同时计算所有编码员的信度值，这有利于报告最终信度。然而这种做法对于试验性信度分析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信度系数可能会掩盖编码员间的两两差异，使得研究者无法挑选出还需要额外训练或者根本不合格的编码员。

（2）以配对方式采用两位编码员间的信度统计，为每个变量创建信度矩阵。这对于诊断试验性信度相当有帮助，但会使报告最终信度很难处理。

（3）对所有多位编码员进行两两配对，分别计算编码员间信度后再取平均值。这种做法经常在简单的信度百分比一致性中出现，其他研究中并不常见（研究中的信度报告经常缺失或者不完整，因此该做法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常用的多）。根据编码员数量增加均值的权重就成为了该做法的一个逻辑选择。另外，在多变量指标测量中经常被作为一个内部一致性信度的克隆巴赫alpha值，可以看作是一个均值r，作为对编码员数量的修正。
【60】

 罗森瑟尔1987年提出了校正版的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公式，
【61】

 从编码员间相关系数的均值中计算出了“有效的信度”，其公式和克隆巴赫alpha是一致的。在应用罗森瑟尔信度和克隆巴赫alpha的研究中，研究假设是研究人员试图将一组特定的编码员扩展到更多的潜在的编码员中，而不是一个目前已经被广为接受的信度准则。简单地增加编码员数量而不增加编码员间信度均值，将会使信度系数明显地被夸大，增加编码员的这种表面好处实际上是应该批评的。

（4）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建立所有编码员的信度系数的分布表，观察它的形状和异常值来找到可能需要排除的编码员。

6.2.3.2　低信度水平时的处理办法

假设信度测试已经完成，并对编码方案做了相应修正，编码员也已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最后的信度检验中往往会有几个变量不能获得可接受的信度水平。此时，有以下几个选择：

（1）从分析中去除该变量。
【62】



（2）用更少的定义更好的类目重新配置变量。
【63】

 当然，这应当在试验性编码过程处理完之后，但先于最后的数据收集时进行。

（3）仅将变量当作多测量指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指数本身已被证明是可靠的。
【64】

 但目前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做法，它掩盖了指数的单个测量的不可接受的信度。另一方面，务实的做法是，应该专注于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它是衡量某个特殊变量，那么也许所要计算的信度系数应该是那个针对该变量的系数，而不是那些该指数的几个单独的组成部分。

（4）对特定的变量使用非内容分析数据（如调查数据），并将数据融合到该内容分析研究中使之与其他内容分析变量相结合（同时参见第2章有关全模式设计的论述）。例如，卡里斯和纽恩多夫使用问卷调查数据来发现音乐录影带中“感知侵略性水平”变量的线索。
【65】

 另有研究者通过呈现个人语言创建了一部情感词典，受试者被要求沿着愉悦和激活率的维度评级。
【66】

 成年人对4300个词语进行评级，这些评级得分在后续的内容分析得到试用。基于使用大词语样本的调查工作（比如样本规模大至上万），怀瑟尔识别出不同情感特征的音素，这支持她根据文本对不同类型的音素，
【67】

 以及音素情感语调的优先使用来创建文本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的研究，感知的估计可能较为接近研究者对变量的概念化定义，因此优于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

6.2.3.3　跨国内容分析中的信度问题

虽然内容分析研究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同一国家和文化语境下展开的，但也不乏对传播内容的跨国或跨文化比较，而且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随着国家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这种内容比较也日趋增多。要实现这种比较，一般要求编码员至少是双语者，这样就会带来一些编码信度问题。

在单一语言的跨国比较研究中，通常只涉及国家内编码员间信度，这些研究通常要汇报研究中所有国家的信度，尽管有些研究只评估和汇报对一国研究的编码信度，并试图暗示对其他国家的编码信度与此一致。单一语言的内容分析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在编码前有可能要将多种语言的内容分析单位翻译成研究所用的语言。这里潜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研究项目语言的非母语使用者的编码员，在多大程度上会因其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影响而导致信度测试上的偏差。跨国内容分析比较研究的另一种项目是属于双语性质的，也就是内容分析所使用的编码协议通常是用所有项目参与国的语言写成的。编码员基本只需流畅使用项目语言即可，原则上确保了研究者进行跨国的编码员间信度测试时只需使用项目语言。但据文献考察来看，只有少量调查是这样做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跨国比较内容分析常常缺少对信度或可靠性系数的汇报以及对测试过程的记录，许多研究都没能测量跨国的编码员间信度，或对其如何进行信度测试的描述非常模糊。因此，在跨国比较内容分析中，如何进行信度测试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在跨国内容分析中，有的项目的确评估和汇报了编码员间信度，但这些信度也是趋向于国内的，并主要是根据研究项目的单语言组织的编码进行测试的。如果对跨国的编码员间信度进行评估，这些研究也很少明确提及方法论基本原理，或多少缺乏对这样做的方法论意义的认识。即使暗示地提到，也很少对编码员和训练员间的信度进行评估或汇报。最重要的是，编码员特质对于跨国比较内容分析的信度的潜在影响还未被检验。跨国内容分析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是令人满意的，这需要在详细的测试前进行类目界定和紧张的训练，并对这些累人的工作进行督导。在进行需要多个编码训练员和位于许多不同国家的跨国内容分析时，尤其是这样。

彼得和劳弗认为，从理论逻辑上来讲，由于国家内编码员间信度得分的不可比性，在跨国研究中加入信度评估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质量和可信度。
【68】

 同时他们还指出，鉴于有的跨国内容分析没有汇报信度，我们更需要增强识别跨国测试时可能会有的错误的意识，同时需要认识到除了传统的编码员间测试，跨国内容分析特有的编码员—训练员间测试的必要性。因此，针对编码员特质是否可能会影响跨国的编码员间和编码员—训练员间的信度这个问题，这两位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检验跨国研究背景下编码员—编码员和编码员—训练员间的信度问题，尤其是检验这两种信度是如何受到编码员特质的影响，这些特质包括语言能力、政治知识、编码经验、编码确定性等。

对于编码员如何影响信度，他们提出了如下一系列的研究假设：


H1
 　编码员的语言技能越好，其编码员间信度及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越高。


H2
 　编码员的政治知识越多，其编码员间信度及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越高。


H4
 　编码员的语言技能越好，其编码确定性越强。


H5
 a　编码员的编码确定性越强，其编码员间信度及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越高。


H5
 b　当控制了编码员的编码确定性，编码员的语言技能便不再影响其编码员间信度及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

结果，彼得和劳弗发现编码员的语言技能、政治知识和编码确定性都可以正向预测编码信度，也即，语言技能越强、政治知识越多、编码确定性越强，编码信度也就越高。然而编码确定性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当控制了编码确定性后，语言技能便无法对信度进行预测。而在研究者考察的编码员的诸多特质中，编码员的编码经验却并未显著影响到信度。彼得和劳弗的经验研究说明，在跨国内容分析中，一方面要求编码员的语言能力够强，另一方面也要求编码方案和编码表一定是撰写得清楚、明了，明确界定各个变量和类目，这样，即便编码员的编码经验不足，也可以胜任这种跨国内容分析编码的任务。

在这种跨国分析的情况下，编码员可能只是由于外语材料而产生压力。因此在实践层面上，彼得和劳弗建议在多国多编码员进行的统一语言的研究中，采用替代程序。第一，需要在不同编码训练员间进行信度评估。假设编码训练员间有相当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测试就确保了不同国家间的可比性。第二，在同一国家组中，编码员间信度必须由编码训练员通过随机选择的组员编码的材料进行衡量。第三，组内每个编码员的编码员—训练员间信度，都需要与编码训练员的编码进行评估。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认为所有国家间的信度是可比的，这些条件是：①编码训练员的编码一致；②同一国家组内的编码员的编码一致；③编码员与训练员间编码一致。

最后，彼得和劳弗还特别指出，只要跨国内容分析的信度存疑的话，那么有可能那些汇报的媒体报道的跨国差异性或相似性纯粹是一种人为的结果。


6.3　效度的分类与建立


与信度一样，效度也是所有测量质量的中心议题，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测量既是可信的，也是有效的。比较特殊的是，在许多内容分析中，效度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举一个典型的象征分析为例：分析者想要测量有关“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指称出现的频率，计算这些词语及其同义词的发生率。假使同义词无可置疑，那么分析的效度也就无可置疑。可以说，这样的工具测量的是研究者想要测量的。同样，内容主题的分析也大多如此。换句话说，在对相关类目的定义一致性程度很高时，求得内容分析数据的效度是毫不困难的。

从国际学术期刊刊登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来看，论文作者一般都不像给出信度测试方法和结果那样，明确说明研究的效度问题，因为内容分析的研究效度往往就隐含在概念定义和研究设计过程中，特别是体现在变量识别和类目建构这一环节上。在许多情况下，效度似乎在内容分析中不像信度那样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对类目的小心界定和对指标的明智选择应该可以解决效度的问题。尽管如此，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还是要求分析者能够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效度对于内容分析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可能会存在些什么问题。

6.3.1　效度的分类

信度主要是针对测量方法的品质而言，而效度则主要是指让我们接受研究结果为真的品质，也即一个经验测量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所研究的概念的真实意义，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有关人、现象、事件、经验和行动的真实世界”。
【69】

 所有的效度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测量到了我们想要测量的东西。

6.3.1.1　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

从效度的类型来讲，诸多方法论专家对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进行了区分。内在效度确保的是研究项目的设计不存在或尽可能减少内部错误，它衡量的是某个研究设计是否严谨，研究手段或工具是否指涉想要研究的对象，是否测量了想要测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操作层面上是否能排除任何可能混淆的变量，实质上也就是第5章所讨论的操作化定义是否与概念性定义相匹配的问题；在内容分析中，大多数内在效度的问题都源自于测量问题和定义问题。

与内在效度不同，外在效度衡量的是某个研究的结果能否“一般化”（generalizability），推及至现实情境，或推广到更多的人群和更大的现实世界范围中，或推及到其他设置、时间等因素，这涉及内容分析的可复制性问题。从统计学上来讲，评估外在效度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也即样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目标总体（这一点已在第3章说明）；另外，还要考虑内容分析的测量过程是否真实无误，也即一些学者所称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例如，在大屏幕上对电影进行编码或许会比从计算机屏幕的缩略图来编码更为有效，因为大屏幕电影更能如实反映电影内容和形式。对内容分析所有过程的完整报告（包括词库、编码本、信息处理的附加方案等）对于确保可复制性非常重要，可复制性是他人可以利用另一组信息来重复这项研究的能力。可复制性对于外在效度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复制的成功实际上支持了测量的外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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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是否重要，当然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如果推广性很重要，那么使用合适的随机抽样方法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即便是研究者考虑到外在效度问题并采取了恰当的随机抽样方法，其他两个因素如重复和文件缺失也会影响外在效度。比如电视台有时重复播放节目，报纸偶尔刊登同样的文章两次，或者在一周综述里重复提起。把这些重复性的内容包括进来，会影响到由内容分析作出的有关频率和内容显著性方面的推论的有效性；但如果把这些重复性的内容排除在外，又有可能导致低估其报道或影响。因此，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可行规则来处理重复性报道。部分程度上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设定明确的反映研究目的的规则，然后在解释和报告研究发现时将这些规则考虑进去。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对外在效度更大的威胁是，不是所有文件都会保存下来。与研究相关的记录会因各种原因而遗失、错放位置或销毁。许多旧报纸、老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都没有保存；而有的也许会遗失，或者其保存的质量是如此糟糕，以致无法进行分析。而在一般情况下，研究者无法知道遗失文件是否与所保存的文件相似。无论是哪种情况，遗失文件都会减少一项研究所包含的内容条目的数目。因此，质量控制要求采取各种手段以尽可能地找回遗失文件。

6.3.1.2　表面效度

佛格等人将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定义为对“编码系统的逻辑一致性程度以及类目定义的清晰程度”的一种评估。
【71】

 简单地说，表面效度是用来考察一个测量“从表面上看”在何种程度上与所研究的概念相联系。这听上去简单得不可思议，而且似乎有点主观。事实上，表面效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常识，也即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判断的共同认知，其检查是非常有益的。在操作上，这要求研究者退后一步，审视编码方案的操作化，然后重新检查测量，并尽可能做到客观。最好能让其他人在不知道研究目的的情况下来审视这些测量，让他们说说他们认为被测量的是什么，这是对操作化和概念化的一种反译。

表面效度之所以谓之“表面”，即在于一种测量从表面上即明显让人觉得有意义，或者通俗地讲，觉得是那么一回事。用“所见即所得”的方法来检查表面效度是很有益的。
【72】

 假如我们测量口头攻击，那么我们心里指望看到的是对吼叫、侮辱、骚扰之类的测量，而不会预期是对说谎的测量。尽管说谎也是一种口头行为，但似乎与“攻击”这部分概念不符（当然这是建立在对口头攻击
 进行了精确定义的基础之上）。再比如说，在媒介议程设置研究中，经常会通过大众传媒上提到某类议题的次数来测量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在政治传播研究中，通过讨论中所含的多种不同理由的数量来测量政治商议性的程度。这样的测量让哪怕是非研究者都能从直观上感觉有道理。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内容分析者相对较多地依赖于表面效度，因为内容分析根本上关注的是文本的阅读、象征意味着什么、形象如何被看到等这样一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常识，或者进行此类解读的共享文化，虽然难以测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却往往非常可靠。可以说，表面效度是其他所有效度的“守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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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效标效度

效标效度（criterion validity，也称工具效度，instrumental validity）是用来考察一个测量在何种程度上与测量外部的现有标准或重要行为相关。
【74】

 所谓效标，就是检验测量有效性的一种参照标准，效标常用一种公认比较可靠或权威的测量结果表示。这实际上就是用一种已知的且认为是“有效”的测量结果去检验另一个新测量的有效性。比如在我国的中学里，为应对高考经常会给学生出高考模拟试题，学校也会常用学生的实际高考成绩与模拟高考试题得分之间的相关来检验高考模拟试题的有效性。这里应用的就是效标效度的检测方法，高考就成了模拟考试的效标。在社会科学研究或其他学科如医学中，之所以不直接用效标测量去代替新测量，往往是因为新测量可能比效标测量更为简单、易行。

效标效度可以是并发性的，也即测量与标准或行为同时存在，也可以是预测性的，也即标准或行为在测量后发生。在一个并发性的效标效度检查的例子中，
【75】

 研究者应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断标准，对个体对墨迹的开放式反应进行了内容分析。而在一个预测性的效标效度评估的案例中，
【76】

 分析者将有关“希望”的内容分析量表，应用到了从个体采集的口头话语样本上，显著预测了病人在接受推荐之后寻求精神治疗，根据“希望”量表所获得的分数同样预测了癌症病人的存活期。戈特斯乔克及其同事一共使用了四种不同的标准测量（心理学的、生理学的、药理学的和生物化学的）来验证他们通过对口头样本的内容分析进行心理构念的测量。
【77】

 例如，为了验证他们的焦虑量表，他们观察了个体在量表上的得分，并通过实验得分来验证他们的内容分析焦虑量表，发现在涉及验证过程时，根据需要对内容分析量表进行修正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而言，要使研究获得较高的效标效度，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设计阶段就应从四个方面来严格把关：①理论构思要符合逻辑、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形成某种“构思网络”。比如人的自我意识发展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三个维度构建，在每一个维度下又可细分为下级维度，如自我认识可进一步分为对生理自我的认识、对心理自我的认识和对社会自我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对其研究对象比如儿童的日志进行内容分析的编码处理；②清晰、准确地界定研究的环境条件和变量；③对研究变量进行准确、严格的操作定义，并选择对应、客观的观测指标；④避免采用单一方法或单一指标去代表或分析多维的、多层次的、多侧面的事物和活动，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指标，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相同的理论构思。

6.3.1.4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指的是测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映被测量概念的全部领域，
【78】

 也即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概念定义的所有特征。因其主要涉及对想要测验的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或者说测量内容的适当性和相符性，所以它也被称为逻辑效度。正因如此，一种测量要获得内容效度就必须至少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内容范围要定义得完好，也即要有一个明确而有限的题项总体；二是测量项目的样本对于已界定的内容范围来说具有代表性，样本代表总体的程度决定了内容效度的高度。

例如，前面小节所提到的有关电影中女性的研究，
【79】

 研究者想试探出电影人物中女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多种方面，因此测量了在过去研究中被定义为与女性主要相关的27种性格、特质和行为，目的就是涵盖结构中的所有重要部分。再比如说，在测量沟通技巧这个概念时，如果是在与病人沟通的情况下，可以从有利沟通（如移情，你担忧你目前所患的疾病会恶化吗？）、不利沟通（如命令，你们两个人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对方）和其他沟通技巧（如鼓励，不要泄气）等三个维度上来测量。
【80】

 可以说，这种对沟通技巧的概念测量是比较充分的，测到了试图测量的特征，因而是有效的。

6.3.1.5　构念效度

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指的是一种测量与其他测量（构念）相关联的程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源自理论的假设相一致。
【81】

 构念效度提出的前提是承认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概念都是非常抽象的，无法直接观察，因此，如果要对这样一些抽象概念（如自尊、孤立和种族偏见等）进行观察测量并使之有效，就必须详细说明能观察得到的体现自尊的行为和言语反应，并将其与假设中的测量关联起来。例如，上文提到的戈特斯乔克在发展一系列心理记录内容分析测量（如，沮丧、敌意等）时，心里总在思索着其测量是否如理论上所应该的那样与其他变量相关联。他和他的同事尝试着首先将所有与其内容分析相关的测量“定义彻底”，然后实施一系列构念效度研究，以此确定口头语行为分析究竟是怎样进行测量的。
【82】



尽管很多学者指出建立构念效度的必要性，
【83】

 却鲜有好的例子来说明。少见的一个是，在一项对美国参议员首次进行选举活动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中，
【84】

 分析者对意识形态测量进行了一系列的构念效度测试，发现国家、宗教、党派意识形态都关系到并能预测参议员的表决。出于示范目的考虑，这里特将纽恩多夫提供的一些在非内容分析测量中发展得很好的实例列举出来。
【85】

 比如，罗宾森等人撰写的《个性和社会心理态度测量》
【86】

 以及鲁宾等人主编的《传播学研究测量资料集》
【87】

 这两本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著作呈现了许多标准的自我报告式测量的绝佳文献。例如，学生动机量表是通过16个两级题项来测量学生的动机状态。前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该测量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与其他构念相关联。例如，有额外加分的学生动机得分更高，而动机量表也和陈述焦虑得分正相关。
【88】

 动机量表除了与学生提供演讲的时长呈正相关以外，
【89】

 还与教师使用权力策略、教师亲近行为以及有关的学生学习方面相联系。
【90】

 这一关系网络与对测量的理论预期相一致，从而建立了其构念效度。

从研究实践来看，构念效度的检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研究，测试所要检验的测量与其他指标间的不同关系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容分析使用以往研究用过的测量应该在常理之中，但研究实际状况却是与此相反。因此，纽恩多夫在笔下似乎流露出了对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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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效度的建立

在经验操作层面上，内容分析研究效度的建立一般关涉两大过程：

（1）第一步就是发展出一套合理、适用、直指研究问题的编码方案，从而引导编码员分析内容。这一点在上文已详细说明。如果编码方案忠实于研究所运用的理论，能够很好地帮助编码员定位于极其重要的概念，或聚焦在研究涉及的核心问题和方面，那么它就是一套有效的编码方案。普勒和佛格曾指出，编码方案在本质上是一种“翻译手段”，借此“让调查者将话语置入理论类目中”。
【92】

 他们将创建一套好的编码方案视为效度的关键，特别是看编码方案的表面效度、预测效度或构念效度如何。

对于如何使编码方案有效，普勒和佛格以人际互动研究为例，提出相关的有效化策略会依随三种编码员视角（或方式）而不同：①在有经验的（experienced）方式中，编码员是从一个外在的观察者的立场来分析互动；作为一个外在观察者，编码员被认为是具有直接的渠道触及那些对解释或理解互动最为重要的变量，此时，对于编码方案而言，表面效度和构念效度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充分的；②在体验的（experiencing）方式中，编码员聚焦于理解互动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建构的现实，此时不但要求表面效度和构念效度，还需要有再现效度（representational validity），他们将其视为构念效度的一种特殊类型，当编码方案忠实于研究所运用的某种理论时即获得了构念效度，而当编码方案抓住了“社会定义的社会情境现实”时则有了再现效度；③在经历者的（experiencer）方式中，编码员试图进入到参与互动的每个人的视角中，从而对主体的个人参照框架予以解码，此时要求的是表面效度、构念效度和意识图像效度（idiographic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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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效度的第二步就是以一定的标准，对编码员的编码决定进行评估。如果这些编出来的代码与正确决定的标准相吻合，那么编码员的编码就被认为是准确的，产生了有效数据。问题是，谁来设定标准？这需要依内容的类型而定。对于显性内容，可以运用客观标准，也即标准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内容表面。当编码员记录在一次人际交谈中的眨眼次数时，定会有一个正确的眨眼次数，只要任何人十分注意谈话的情形就可以确定下来。编码员记录穿插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的广告个数也属于同样的情形。对于模式内容，通常由专家设定标准，因为专家是最有能力充分理解编码规则的正确应用的，而这些规则是以这样的方式设计的，也即减少诠释程度，直至达到对每种内容情景的正确编码。而对于投射内容，社会规范可以作为标准，或者说在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符合大多数价值判断、或为一般人接受的基本的概念定义。

但由于效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因此当基本定义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被广泛接受时，要取得高效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分析关于“情感主义”（emotionalism）的传播内容。这个术语目前也许有好些个定义，涉及几组不同的指标。如果不同的指标内在相关，那么至少构成了类目效度的一种根据。如果它们内在不相关，但频率却足够多，那么至少其中一些指标对该语境下的类目不合适。于是就有了定义的问题，也就是在此特殊情况下研究者打算选择“情感主义”的哪个含义。

有些人为内容术语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求外在效度。于是，为了得知“情感主义”的哪个定义有效，原则上分析者会研究一个受众样本，如果研究假设与“情感主义”、或传者的效果、或“情感主义”的原因相关，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内容类别由参照一个外在标准来确认其效度。这种以外在标准来进行直接的效度验证，其价值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实施起来相当困难。简妮丝建议使用“产出性”标准，所谓“产出性”（productivity）是指内容分析的分类在建立实证命题时有用的程度。这纯粹是个实用性的标准，它衡量的是对内容的分类在建构与意向因素、效果因素或其他内容因素的关系时能否凑效。简妮思认为这个标准是有效的，“由使用一种内容分析技巧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数目越多，在研究过程中正确估计有意义的反应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效度也就越高”。
【94】

 然而，这一建议也并非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高度相关可以被当作效度的一种显示，但低度相关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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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统计分析及其他数据处理方法的运用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完成编码员间信度系数测试且系数在可接受范围内后，便可开始正式编码，编码生成的数据需要输入到数据分析软件中进行分析。显然，分析前的数据是如何采集的，会直接影响到可以运用哪些统计方法以及可能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如第5章所说，变量分为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等四个层级，如果在搜集数据阶段，将本来是属于高阶的变量（如人的自然年龄）直接以定类或定序形式（也即分为几个年龄段）来确定类目，那么会大大缩减可以使用的统计方法。因为可用于分析高阶变量的统计方法往往要远多于低阶变量。

一旦文本按照编码表被记录后，内容分析者需要做的是：

（1）以各种手段分析数据，并总结从文本中得出的推论，使之易懂、易解释，或者与意图要做的判断决定关联起来。以统计分析手段来说，较为低级的分析主要是描述性分析，包括频数、平均值、标准差、方差、中位数、众数、百分比、列联表或交互表等；中高级分析则包括卡方检验、t检验、相关性检验、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量化内容分析研究的数据分析与其他量化研究方法一样，都要遵循统计学原理和规则，在这一点上，各种量化研究方法之间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只是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因其常用数据的性质（如多用定类数据）会对某些统计方法有所偏重，比如卡方检验等。

（2）从研究结果中发现模式和关系（而这些模式和关系是一个非专业或未经训练的旁观者所容易忽略的），并以这些发现来检验对各种不同关系作出的研究假设。

（3）将研究发现与以其他手段或从其他情境下获得的数据相比较，它们是从其他研究中所得出的支持结论的数据（这也是多重操作化的方式之一），由此获得使研究者自己手头上的这项内容分析有效化，并对此获得信心，或者是为意图要做的推论增加新的维度，又或者是提供一些以往研究所遗漏的信息。

（4）以一种简洁、清楚、明了的方式呈现和汇报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在实践中，这几项任务并不是完全分开独立的，它们也不是内容分析所特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大量的学术研究分析都会涉及总结批量数据，进行多种比较，并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其中，会使用相当之多、相当之繁复的数据分析方法。本书毕竟不是统计分析专著，因此笔者仅在此择选出与内容分析尤其相关，对内容分析最为有益的一些方法予以讲解。
【1】




7.1　统计分析概述


从统计学上来说，每种层级的测量尺度都对应着各自适合的统计分析方法。特定的统计分析手段要求变量满足其最低测量层次的要求，有些变量是受限于特定的测量层次的，也就是说，一定测量层次上的变量是无法以某种运用于其他测量层次的统计方法来进行分析的。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为分析技术安排测量层次。更确切地说，在研究设计阶段就应该预先考虑与变量测量层次相应的研究结论。表7.1列举了适用于各个测量尺度的一些主要的但并不完全的统计方法。

一般来讲，测量层次越高，可以使用的统计方法越复杂、越高级。因此，内容分析者在研究设计阶段，如在内容分析类目建构和设计编码表时，就一定要清楚其研究可能会涉及什么样的分析手段。某个变量需要测量的层次是由分析者预期中的对该变量的分析而决定的。如果一个变量有不同的分析用处，那就需要不同的测量层次，设计研究时就应取得最高测量等级，比如上文提到的年龄。在传播学领域中，研究者不会特别在意定距和定比尺度之间的划分，因为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的定距变量往往也是定比变量，如收入、年龄等；加上定距变量与定比变量所适用的统计方法并无不同，二者均含有算术计算特性，因而这两种变量常被合二为一，数据分析中，似乎不必严格区分变量是属于定距变量还是定比变量。这也是为什么在SPSS的变量设置中没有将这两种测量尺度区分开来的缘故之一。
【2】




表7.1　适用于不同测量尺度的统计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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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统计分析的三个重要区别

对于传播学研究者理解和使用统计知识而言，了解统计分析的三个主要区别会大有裨益。同时，懂得这三个区分，在进行数据搜集前的设计时也会大有帮助，因为如前所述，数据在分析前是如何被搜集和处理的，将影响到可以使用哪种统计方法，并获得怎样的结论，这一点研究者在设计数据搜集方法和程序时就应该心中有数。

统计分析可分为多种层次。按照统计分析的性质，可分为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和推断性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描述性统计
 不涉及对总体做出判断，而仅仅是就研究者所搜集到的样本数据来总结样本特征。该类统计研究的是如何取得反映客观现象的数据，是一种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对相关数据的简化，也即通过整理、作图和计算，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展示，进而通过综合、概括与分析得出反映客观现象的规律性数量特征、趋势和关系。描述统计学的内容包括统计数据的搜集方法、数据的加工处理方法、数据的显示方法、数据分布特征的概括与分析方法等。数据分析的第一步经常是初步描述研究者获得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尽管对某些数据和研究来说，这仅仅是统计分析的一个步骤而已。例如这样一类的陈述语句：“看暴力电视节目的时间与儿童暴力行为倾向指标这两个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是0.55。”在此，统计分析的结果以描述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描述性研究只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且，这种描述又以单变量居多，尽管像上述陈述举例中对双变量关系的描述也很常见。就单变量而言，常见的描述性统计量汇总在表7.2中。在内容分析的实际研究中，描述性统计是最基本、最常见的分析方法，有不少研究往往仅用到描述性统计。在附录一笔者对588篇内容分析论文的调查中，仅有五篇没有汇报任何描述性统计量，其他论文所用的描述性统计量种类从一到九种不等。


表7.2　描述性统计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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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中量数是用以表示一群量数的集中趋势，它们是反映分布中心的很好的统计量。

②　离散量数与集中量数正好相反，是用以表示一群量数的离散趋势或离中情况，也即围绕中心值（如平均数）的值的分布。

与此对应的是，推断性统计
 所呈现的信息让分析者用以做如下进一步的判断：通过样本获得的结果是否能够推广到其所代表的总体？也就是说，推断性统计研究的是如何根据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的参数值和性质特征的方法，它是在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统计总体的未知特征作出以概率形式表述的推断，因此此类统计更多地运用于解释性研究，也即告诉我们“为什么”。因此，当我们看到两组均值的差别“显著性系数小于0.05”，我们可以有把握对样本所代表的总体进行推论；简单地说，就是观察此样本所得的结果能够推论应用到总体的概率是95％，我们有95％的把握说这两组均值之间存在着实际差异，而非抽样误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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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的划分，反映了统计方法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和使用统计方法探索客观事物数量规律性的不同过程。统计研究过程的起点是统计数据，终点是探索出客观现象内在的数量规律性。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搜集到的是总体数据（如普查数据），那么运用描述性统计就可以达到认识总体数量规律性的目的；如果获得的只是研究总体的一部分数据（样本数据），那么要寻求总体的数量规律性，就要运用概率论的理论并根据样本信息，对总体进行科学的推断。显然，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是统计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描述性统计是整个统计学的基础，推断性统计则是现代统计学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主要是样本数据。但这并不等于说描述性统计不重要。如果没有描述统计搜集可靠的统计数据并提供有效的样本信息，再科学的统计推断方法也难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从当代内容分析研究的发展来看，推断性统计已得到广泛运用。附录一笔者所进行的20年调查显示，使用至少一种推断性统计方法的内容分析论文占了绝大多数（73.6％），而且有40.5％的论文使用了2—5种推断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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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的统计概念区别是明白研究所描述的数据类型
 ，也就是我们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变量类型和层级。在四个层级的变量中，定类和定序数据可用以描述，这些数据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所运用的是非参数统计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定距和定比数据则可以做参数统计
 （parametric statistics）。总体的特性被称之为参数，也就是说参数统计能使研究者对总体的特性得出结论，参数统计都是假定样本所来自的总体分布为已知的函数形式，但其中的参数为未知，统计推断的目的就是对这些未知参数进行估计或检验。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总体分布的函数形式往往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例如只知道总体分布是连续型的或离散型的，这时参数统计方法就不适用，此时需要借助另一种不依赖总体分布的具体形式的统计方法，也就是说不拘于总体分布，称为非参数统计，或称分布自由统计（distribution-free statistics）。

第三，根据分析所涉及的变量的多少，统计方法也相应有别。我们对非参数或参数数据进行的描述或推论可以是单变量
 的（univariate，仅表示某单一性质的单个变量本身），或者是双变量
 的（bivariate，表示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往往是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或者是多变量
 的（multivariate，表示三个或更多的互为关联的变量）。一般而言，变量数目越多，所运用的统计方法也就越复杂高级。

7.1.2　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

在统计方法具体运用时，研究者需要将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与有关统计量的样本模式和其他信息相互匹配起来，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非常明确以下系列问题：是以一个还是多个变量来进行分析和汇报？如果是多个，哪些是自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是什么测量层级的数据？根据变量类型和多少，需要选用参数统计或非参数统计，描述性统计还是推断性统计？这诸多要素将如何搭配组合？（见表7.3）


表7.3　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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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U代表单变量，B代表双变量，M代表多变量；b
 IVs代表在相应的分析模型中自变量可以有的个数；c
 DVs代表在相应的分析模型中因变量可以有的个数；d
 P代表参数统计，NP代表非参数统计；e
 D代表描述性统计，I代表推断性统计。

例如，如果一个研究问题问的是，“纸媒广告的哪些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所有变量是在定距或定比层级上测量的，那么，考虑要使用的统计方法也许是皮尔森相关（person correlation）或典型相关（canonical correlation）分析。皮尔森相关用于一个自变量（如纸媒广告的某个形式特征）和一个因变量（如纸媒广告的某个内容特征）的情况，而典型相关分析却可以将多个自变量（多种形式特征）与多个因变量（多种内容特征）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式揭示出来。再比如说，一个研究假设如此陈述，“一个肥皂剧人物的外形吸引力、年龄和明显的社会地位将正向预测该人物的口头命令被他人遵从的频率。”此例中前三个变量为自变量，最后一个则是因变量；如果假设中的四个变量都是在定距或定比层级上测量，那么多元回归分析就是合适的。可如果研究假设是“在担心失败、担心被拒绝和避免不确定性方面，未婚者要比已婚者更甚”，那么也许需要使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也即由一个定类层级的自变量（即婚姻状态）来预测三个定距或定比的因变量，或者说，我们将样本人群根据不同婚姻状态（已婚者、未婚者、离婚者等）来进行三方面的均值比较。但如果我们将这三个方面分别在不同婚姻状态下的人群中进行单独的比较，那么也许还可以考虑使用较为简单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套用，因为每一种统计检验都有些额外的前提和特性。就拿MANOVA来说，统计学上是假定因变量之间相互关联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MANOVA整个模型的检验，如果每个因变量要独立进行评估的话，会有比MANOVA更清晰更简单的程序。因此，即便是清楚明白了表7.3中各种变量类型、统计量和统计方法之间的组合搭配关系，如果不进一步了解每种统计方法的一些使用前提（比如样本分布上的要求），在实际使用中也会出现偏差，从而影响结果的总结和解释。许多量化研究经验不足的人，往往在套用各种统计方法时忽略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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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内容分析研究中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


7.2.1　单变量分析

7.2.1.1　频率、百分比和列表法

在内容分析中，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对单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是频率（frequency）和百分比（percentage），它们虽然通常以精确和简便著称，却无法赋予其特别的科学意义。本书附录一的调查中，分别有80.1％和87.9％的内容分析研究论文使用了频率和百分比。对于基本的单变量频率分析而言，主要有数字频率、饼图和柱形图等几种选择。比如，在对美国社会运动组织（SMO）网站进行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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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建构了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六个互联网传播类型的基础上，对86个美国社会运动网站进行编码归类，每种功能类型下又归纳出若干特征变量，如表7.4中“创造性表达”这种传播类型下的六个特征变量的频率，并根据某SMO网站所记录的活动频率程度分别对六种传播类型归类计算频率，综合汇总为表7.5。表7.4细化和呈现了每种传播类型下各特征变量的具体频率、百分比和信度测试系数等原始信息，而表7.5则实际上是由六个类似于表7.4的六种传播类型各自的活动频率程度分布表汇总而成，两者虽无实质性区别，但从形式上来说因后者的简化方式，可以大大缩减研究报告的篇幅，因此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研究者多以此种汇总性表格的方式来呈现描述性统计数据。


表7.4　简单频率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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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此为信度测试的克里本多夫alpha系数


表7.5　频率表汇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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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和表7.5就是所谓的列表法（tabulation），是内容分析用于处理巨量文本时最为常用的表现技巧。这种方法将类目中相同或相似的记录单位整合在一起，并将每个类目中的单位计数呈现出来，从而使数据易读易懂。所列表格中呈现的一般是绝对频率（较少列举累积频率）及其在总数中的相应的百分比数。这种频率和百分比及其对应的饼图或柱形图一般是针对定类变量，但容量、栏目尺寸、时间、空间或其他量化指标的测量同样可以转化成以频率和百分比的形式来表达。这些测量列举了测量文本某种品质的标准单位，可以按照区段进行分段频率和百分比统计，无须在这里被区别对待。列表法除了用于定类变量外，同样也适合于其他三个层级的变量，只是通常不是以原始数字的方式呈现，而多半以每个变量的样本均值或比率来呈现。而且，对于定距和定比数据而言，一般是先划分一定数量区间（比如每20一组，0－20，21－40，等等），然后再分组统计每个区间的频率，并进行列表。总之，频率和百分比是列举这些量化指标的便捷途径之一，为统计考量提供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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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柱形图示例

改绘自：Gordon, A., & Miller, J. (2004). Values and persuasion during the first Bush-Gore presidential debat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1), 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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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分析研究历年的文献来看，分析者在运用频率来发现和说明问题时，大致运用了一致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准确再现（accurate representation）与稳定模式（stable pattern）等三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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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致分布标准而言，最常见的是用于新闻报道偏见的分析中，也即通过观察报道某个分类的频率是否比所有分类的平均频率要大或小来考察报道中是否存在偏见。运用这一标准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观察一份报纸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某位候选人的关注（以某种属性出现的频率来测量）是否多于其他人，也就是说，如果该报纸对竞争同一职位的两位不同党派候选人的支持性报道在频率分布上是一致的或是无甚差异的话，分析者即可判断该报纸在此问题上的报道不存在偏见。这种运用在有关新闻偏见的内容分析研究以及在政治传播中关于竞选候选人印象研究极为常见。假定研究者对美国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地方报纸以及所有不分党派的报纸在总统竞选期间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看这些报纸的报道如何再现了戈尔和布什这两位总统竞选人对个人主义和平等这两种价值观的体现，并分别给这两位候选人在这两种价值观上给予评估分数。从图7.1可以明显发现，在共和党人眼里，布什较之于戈尔更为体现了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在民主党人看来，戈尔则更多地是代表了平等。这种柱形图在两两比较中尤显直观醒目。

类似的数据处理方式运用还常见于对非常态的传播内容的分析。如格伯纳和格罗斯等人的电视暴力研究，他们的研究中包括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周末儿童节目要比其他节目更暴力”以及“1977到1978年间，哪个电视网增加或减少了他们节目中的暴力元素”。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以数据确认周末儿童节目是比其他节目更暴力。与1977年相比，1978年的电视网节目是否增加或减少了暴力元素。这时候，频率分布在节目之间和年份之间的比较是可用方法之一。当内容分析者发现所观测的某组频率呈现出不一致情况、且足以值得注意和汇报时，周末白天的儿童节目明显多于晚上8—9点，并且在1978年也明显高于其他年份，也就意味着这种频率分布偏离了常态。

同样重要并可能更为典型的另一个标准是准确再现。当分析者注意到相关频率不同于预期结果时即会用到此标准，这种预期指的是数据在统计意义上正确代表了总体时所应有的结果。贝雷尔森和索尔特早在1946年就将此标准引入到了纸媒的内容分析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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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本书第2章有关研究设计中所提到的信息内容与外部参照的比较方式之一。贝雷尔森和索尔特比较了杂志小说中特写角色的总体与美国人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在杂志小说中几乎缺场，而流行英雄则被过多地呈现。许多大众传媒批评者也注意到电视角色相对于美国总体人口或大众传媒的受众而言不具有代表性。在美国早期的电视内容分析研究中，分析者宣称这一准确再现的标准尤其适用于族群，也适用于特定职业的从业人群、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领导地位的女人和老年人。这些研究被用于推断社会偏见，或者经济利益和技术偏见。许多受欢迎的人物，从电影明星到电视评论员，只存在于媒体中，而不是其他非媒介化人口中。这种准确再现标准的应用能够产生政治结果。例如，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内容分析研究显示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电视上系统性的表现不足，这些研究发现至少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电视上的种族平等。

频率分析的第三个标准，稳定模式一般用于传播内容的历时比较分析，也就是说，当分析者观察到频率的历时变化，他们多半都会问，这种变化是不是有规律性的（也即是否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变化方式或发展趋势）？为什么有些变化是非规律性的？为什么这些非常规性的变化会偏离预期，如果变化是规律并可预测的话？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分析者一般会以一个稳定模式作为解释性标准，如果出现偏离，分析者就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认为是重要的。这种频率走势分析往往是通过时间线（time line）来呈现的，并在比较中分辨出偏离情况。

7.2.1.2　时间线

针对历时数据，时间线（或称趋势线，trend line）是最清楚易懂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处理和呈现方式。图7.2选自科比特和莫里两位研究者对媒体有关乳腺癌的报道与医学期刊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研究，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考察医疗行为和媒介内容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在乳腺癌病发率高升而媒体和医学界的关注度却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尤显突出。该图显示了美国五本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癌症的医学期刊、电视新闻网（ABC、CBS、NBC），以及《纽约时报》上有关乳腺癌的文章或报道的36年趋势线。由于小剂量的乳房X线照相术是在1960年发明的，因此研究者将这一年选为起点。该图以乳腺癌发病率为参照线，自1973年，乳腺癌在各年龄层的总发生率持续增加，发病率保持平稳。美国医学杂志上关于乳腺癌的文章增长相当稳定，尤其在1976年以后。媒体报道则在1974年和1994年呈现出两个不同峰值。之所以出现这两个非常态的峰值，是因为有两位名人
【10】

 的妻子在1974年的前后几周内对媒体宣布进行了乳房切除手术，而在1994年，媒体报道了两个著名事件，一是“乳腺癌基因”BRCA-1的发现，二是加拿大的一位研究者承认在一项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以匹兹堡大学为中心的乳腺癌研究中篡改了数据。通过时间线的对比图示与历史背景的解说，研究者将乳腺癌病发情况与媒体内容的互动关系较好地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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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时间线图示例

改绘自：Corbett, J.B., & Mori，M. (1999). Medicine, media, and celebrities: News coverage of breast cancer, 1960-199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2), 229-249.
【11】



以历时性数据为基础的内容分析能够呈现出沿着某条时间线而得出的研究发现，但是单纯以频率来揭示沿时间线的变化，还仅限于频率变化本身的描述性分析，而且，虽然从时间线的对照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医学界关注度与媒体关注度的同步增加，但毕竟无法从统计分析上建立两者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的统计显著性。要实现这种推断性统计，对这类时间线进行统计检验还需要比较复杂的时滞相关（lagged correlations）或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等高级统计方法。
【12】

 时间序列法将在下面有关双变量分析的小节中介绍。

7.2.1.3　共现关系

本书第4章在解说词对这种分析单位时指出，关键词的共现（co-occurrences）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对于建立语义和概念关系非常重要。这种共现关系实际上是将语言学研究中对字词的分析推进到语境中来考察，从而更能揭示出字词的内在含义以及它们对文本的整体语义表达的贡献。虽然KWIC（keyword in context，上下文关键字）研究的发现往往是相当微观且个案化的，并不是真正本着内容分析概括性质的精神，然而，它们占据了内容分析研究文献的很大一部分。比如，罗伯特·韦伯比较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使用“right”（包含“权利”、“正确的”、“正常的”、“右的”、“保守的”等多种含义）的KWIC表，发现了两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存在着十分有趣的显著差异。
【13】

 表7.6展示了上下文关键字分析的一个样本，是对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fear”（恐惧）一词的搜索结果。
【14】

 这些研究发现能够回答诸如“恐惧的概念是如何被柯勒律治使用的”这类问题。


表7.6　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fear”一词的KWI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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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内容分析研究将这种共现关系分析进一步由关键词推衍至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特征项共同出现，以及相关分析对象的网络关系研究。比如张瓒国教授非常有创意地运用了一种富有视觉吸引力的方式（见图7.3），用以表现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国家之间简单的共现关系。他聚焦于1996年第一次世贸组织大会，对路透社关于参会国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图解出参与国在新闻报道中的共现频率和关系。在图7.3中的28个国家内，有四个核心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居于报道的主要地位，且相互之间的共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配对国家。这为这样的研究问题提供了答案：“世贸组织大会报道的网络模式是以核心国家为中心的吗？”这样的可视化呈现也非常有助于读者理解国际传播研究中一个久经不衰的主题，即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信息流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式。这种共现分析通过将共现信息定量化，可以揭示出信息的内容关联性以及特征项所隐含的寓意。一般而言，共同出现的特征项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关联程度用共现频次来测量，即见图7.3中国家名在报道中的共现关系那样。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共同出现的双方关联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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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路透社对世贸组织大会的新闻报道国家网络图

改绘自：Chang, T.K. (1998). All countries not created equal to be news: World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5), 528-563.
【15】



7.2.2　双变量分析

7.2.2.1　关联性分析

最早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最常用的报告形式是简单数据格式，百分比、比例、均值、比率通常以表格的形式有时也会用制图来表示，如前文所示。然而，这种单变量分析仅能就每个单独的变量自身进行描述，却无法获得对变量之间关系的了解。即便是上述的共现关系，其实观察到的也只是单变量下不同赋值之间的共现关系（见图7.3一例中，所观察的单变量是一篇报道同时提到的国家；又或者是，在对某个主题的报道中，报道来源国与被报道国的配对关系，等等）。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和技术手段的推进，为了研究双变量甚至多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复杂的测量方式开始得到运用且获得了有力的分析结果。交互表（cross-tabulation，又称交叉表）和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的运用可以说为内容分析研究的第二阶段的发展提供分析工具上的保障。它们是在第1章所提到的列联分析（contingency analysis）基础上发展而来，自其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得到应用以来，一直受到分析者的普遍钟爱，也是内容分析研究最常用到的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内容分析的数据很多时候是定类层级的。因此，该方法的介绍和解说将是双变量分析这一小节的重点。

当双变量都是定类变量时（一组未排序的分类），研究者所谈论的二者之间的统计关系指的是关联性（association），交互表和卡方检验往往是这种统计的首选，它们考察的一个定类变量的各种类别与（另一个定类变量的）某种属性或特征存在着关联性，由此确定在各类别呈现出的属性特征上是否有差异，比如电视暴力中男性和女性（性别变量）在攻击行为类型或方式上的差异。其分析的第一步是计算内容类目在文本样本中出现的次数，生成类似于表7.7的数据阵，表中类目类型一般是研究者希望比较的组群，属性类型则是研究者要比较的组群在某个方面或变量（比如咖啡品牌喜好、电视节目观看倾向、对政治候选人的支持立场等）上呈现的类似或不同的分布状况。交互表的核心是将每个分组在属性类型中各个类型上出现的次数计算出来，在相应的单元格中列出，并计算该分布数占该组在该属性的所有类型上出现的总次数的百分比（也即按表7.8显示方式的行百分比）并同时列在该分布格中。最后计算卡方值，以确定这种分布是否呈现统计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分组中的各小组在属性类型各类型的分布次数上是否呈现显著性差异。比如，男性和女性对电视节目类型的选择是否各有偏好？


表7.7　交互表通用数据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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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8所列实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交互表和相应的卡方检验的具体含义。该表显示的是美国与中国主流报纸样本在SARS报道中是否呈现冲突框架的差异。虽然从整体上看，两国纸媒呈现了冲突框架的新闻报道都相对较少，但从行百分比来看，美国报纸呈现了这种新闻框架的文章在所有样本中占23.62％，比中国报纸（仅3.7％）要高出许多。卡方检验（χ2
 ＝25.9，p＜.0001）也证明，报纸的国别这一变量与是否呈现冲突框架存在着关联性，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和中国报纸间的这种频率和百分比分布模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其差异明显区别于随机分布。因此该研究支持了其研究假设，“美国报纸要比中国报纸更多地呈现冲突框架”。


表7.8　美国与中国报纸中冲突框架呈现的2×2交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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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单元格内的第一个百分比是行百分比，第二个百分比是列百分比。

数据取自笔者本人的一项研究，论文见：Luther, C.A., & Zhou, X. (2005).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 News framing of SA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4), 857-872.


表7.9　电视剧节目中角色动作频率的3×3交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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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单元格中第一个数字是实际观察频率数，第二个数字是根据统计概率计算出的随机分布的期望频率数。

根据交互表涉及的各变量下赋值的多少，可以分为2×2、2×3、3×3表等，具体地说，如果是2×2表（如表7.8），则表明两个变量的赋值都有两个，也即两个变量分别有两个类别。交互表两组比较（如表7.8中的国别）最为常见，三组的也比较多。表7.9展示的是，布鲁威等人在研究电视暴力问题时如何将电视虚构人物的类型（好的、中立的、坏的）与其暴力的性质（与法律执行相关、与法律无关、犯罪）联系起来。
【16】

 电视暴力研究的系列假设中有一个假设认为，如果暴力实施者是好的正面人物，且如果这种暴力是为了正义的执法目的，那么观众更容易接受这种电视暴力，并会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对其效仿。因此，布鲁威等人对电视虚构角色的2430个动作进行了内容分析。从表7.9可以看出，暴力动作大多数来自于好角色，总计1125个，随后是坏角色（935个）和中立角色（370个）。好角色的1125个动作中，大多数（751个）与执法无关，从简单计数来看似乎要比根据随机分布统计出来的期望数（710）多了不少，似乎无法支持研究假设，然而，尽管这些频率数大大超过随机分布，但仅凭实际观察频率数是不能说明电视角色的好坏是否与执法存在着显著关联性，这需要进一步以卡方检验来进行验证。

从统计学上来讲，卡方检验的实质是将两个变量共现的观察频率与那些随机获得的频率（也即期望数）相比较。在交互表中，当所有列和行都与它们各自的边际成比例，频率处在随机水平上，就意味着边际频率解释了表内的频率分布。表7.9中值得注意的是分类的共现关系，分类的观察频率与期望频率显著偏离（当变量是自变量，共现关系是随机事件）。从整个表来看，与其他分布格相比，最大的频率751与期望的710最为相近，但这无助于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实际上，当使用卡方检验来建立这种显著性时，对这种关系贡献最大的单元格是四个边角的单元格，表明了好和坏、遵守和破坏法律的极端情况。单元格中观察频率和期望频率之间的差异如果被检测为具有统计显著性（比如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p＜.05），即可解释为支持了“好人更倾向站在按法律来行动的一边，而坏人的行为则与之相反”的统计假设。

上述两组或三组比较的交互表和卡方检验在内容分析数据分析中最为常见，但也不乏三组以上的情况。不过，当有三组以上比较时，尤其是在属性类型的种类也很多的时候，卡方检验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测试结果有可能不可靠，因为卡方检验要求每个分布小格中的计数不得低于5，而在种类较多的情况下，每格低于5的情况却很难避免。
【17】

 另外，交互表不限于两个或三个变量，但是当变量数量更少的时候，它们更容易被视觉化和解释说明。多变量技术适用于检测多维度数据内的复杂结构。
【18】



从表格呈现方式来说，当研究包含多对双变量关系时，可以进行适当的汇总，整合至一个大表，或者为了排版方便，将类目类型和属性类型的位置互换，如果不具备阅读数据的基本常识，可能会造成混淆。比如，表7.10是笔者将五个类似于表7.8的2×2表经过行列位置互换、仅保留呈现框架的行百分比数据后合并为一张表而成的。
【19】

 而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国际学术界所通行的，在国际刊物发表中也是应篇幅要求所必须使用的手段。


表7.10　中美报纸SARS报道中新闻框架呈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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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1，**
 p＜.0001（无*
 则表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种多表格的合并在处理很多组雷同的统计测试、精简优化版面时尤其需要。表7.11实际上是将21对双变量（国家与各种杂志中的广告形式和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集合在一张表格中（其中还包含几组针对定距／定比变量的F检验），并把要比较的国家分组这一变量（通常情况下在交互表中位于行）与各种属性类型的变量的位置进行了互换。在类似情况下在读取SPSS数据输出表的行百分比时也需做相应的调整。


表7.11　国家与广告产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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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是在含有一个人的广告而不是所有广告的（有38％的广告至少显示了一个人）。

译自：Cutler, B.D., & Javalgi, R. (1992).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visual components of print advertis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32(1), 71-80.

7.2.2.2　相关性分析

与定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所不同的是，当双变量均为定序及以上层级的变量时，所考察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关性（correlation）。针对定序变量的是斯皮尔曼秩相关关系（Spearman rho系数），它考察的是对一个变量下属序列的排序是否与对另一个变量下属序列的排序相关，比如在议程设置研究中，将媒体报道的议题显著性的排序与受访者个体对议题显著性的排序评估相关联（二者均以定序层级来测量），以此考察媒体报道对公众意见的议程设置影响的可能性；
【20】

 或是将政府要员如总统的演讲议程排序与媒体报道议程排序联系起来，来看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21】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最常遇到的情况是，观察两个定距或定比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需要使用皮尔森相关关系（Pearson r系数），比如通过检验报纸纸质版和网络版在某类新闻报道的篇幅上（以该类报道篇幅在当日报道总篇幅中所占比例来衡量）的相关性来说明两者在新闻报道的处理上是否雷同。
【22】

 比如一项分析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90年代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即采用了皮尔森相关关系这种方法。
【23】

 分析者随机选取了60部电影，考查了其中的307个主要人物，广泛测量了大量描述性的、基于心理的变量，如女性性别角色特征和精神个性特征倾向，二者呈显著线性负相关（r＝-.698，p＜.001）。

在统计学上，这种相关关系除了随机标准外，还增加了另一个标准，即线性标准。图7.4即展示了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如果数据碰巧符合期望，所有数据落在一条直线上，那么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为1。r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程度。r的取值在－1（见图7.4中右上图为完全负相关）与＋1（见图7.4中左上图为完全正相关）之间；若r＞0，表明两个变量是正相关，即一个变量的值越大，另一个变量的值也会越大；若r＜0，表明两个变量是负相关，即一个变量的值越大另一个变量的值反而会越小，即见图7.4所示。r的绝对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强，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若r＝0，则表明两个变量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但有可能是其他方式的相关（比如曲线方式）。另外，相关性测量的是数据类似于回归线的程度，与随机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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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皮尔森相关关系示意图

相关关系的技巧偶尔也应用到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与零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测量中。例如，雷兹和普尔在考察不同时期内共产国际宣传的几个不同层面关系时，
【24】

 就是通过这种技巧进行大范围分析的。从总体上来说，两位研究者用11个相关关系（见图7.5）证实了在右翼年代象征主义从共产国际党派转向了大众和对手这一假设。同样地，相关关系在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还经常被用于媒体报道重大政治争议的显著度与民众对此的认同程度的关系，或者媒体间的政治议程设置关系。如果加入时间维度，便以时滞交叉相关关系来显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正如以麦科姆斯教授所开创的经典的议程设置研究那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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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双变量关联案例示意图

7.2.2.3　时间序列分析

无论是关联性分析还是相关性分析，揭示的都是双变量的横截面关系，在考量中一般是无法纳入时间维度的，特别是前者。时间序列（time seires）分析运用概率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随机数据序列（或称动态数据序列），并对其建立数学模型，对模型定阶，进而应用于预测预报、自适应控制、最佳滤波等诸多方面。如果有一组数据Xi
 （t＝1，2，…T), Xi
 与Xi＋1
 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固定不变的（如时间间隔一周），那么这组数据被称为一个时间序列。时间序列分析就是探讨变量在过去是如何作用的，也即说明引起演变的某种机制，并预测它们在将来又如何。通过分析某个研究变量的时间序列，可以考察该变量在不同时期受不同因素影响，这些影响时间序列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分为长期趋势因素、季节变化因素、周期变化因素和不规则变化因素。

从传播学研究来讲，该分析方法不仅能够呈现横截面关系，也能够发现信息内容对社会习惯和行为的历时性影响。在近当代内容分析研究中有不少考察过此类历时关系，比如新闻报道和各种舆论类型间的关系
【26】

 以及新闻报道与个体寻求医疗保健之间的关系
【27】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1933年至1993年间好莱坞最卖座商业题材电影的情节结构，发展出一套多向测量亲美国梦信息的流行趋势的“神话指数”。
【28】

 他们发现国内经济幸福指数（基于失业率和联邦赤字数额）和神话指数之间关系的峰值有两年的时滞。也就是说，经济指数在两年后与神话指数匹配。他们认为这些发现表明好莱坞电影倾向于复制现存经济状况而不是促进经济状况的改变。

在上文有关乳腺癌病发情况和媒体报道的频率分布的研究实例中，研究者对多组年度数据和月度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见图7.6和图7.7）。其中，所有的医学界指标都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因为基金水平和发生率与死亡率都是年度数字，而且医学期刊的出版频率也是不同的。在将医学数据与媒体数据进行比较时，两个数据集都以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然而，在分析单独的媒体数据和事件（都能获得月度数据）时，事件序列比较就以月为单位。通过运用适当的转换和差异化使各序列获得定常性后，研究者发现了每个序列的ARIMA
【29】

 最优拟合模型，获得自相关、逆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等各种函数，以此揭示各变量在时间上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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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时间序列分析关系图一

改绘自：Corbett, J.B., & Mori, M. (1999). Medicine, media, and celebrities: News coverage of breast cancer, 1960-199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2), 229-24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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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时间序列分析关系图二

改绘自：Corbett, J.B., & Mori, M. (1999). Medicine, media, and celebrities: News coverage of breast cancer, 1960-199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2), 229-249.
【31】



图7.6显示出医疗事件与年度医学指标没有显著关系，在年度时间序列上与电视报道也无显著相关性，但与印刷媒体在当年和两年后都有着很强的双向相关性。如预测的那样，在乳腺癌发病率和电视报道数量间存在着很强的双向关联，并且在发病率与两年后的印刷媒体报道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月度时间序列方面，图7.7则显示出医疗事件与所有类型的媒体报道都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只是在时间上有所不同，有的是在当年（如对电视、《纽约时报》、健康杂志等），有的在一年后（如对新闻／商业杂志），有的在两年后（如对女性杂志）。

7.2.2.4　组间差异分析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许多时候考察的是关系问题，但也不乏差别问题，也即比较不同组别之间在某种属性特征上的差异性问题，而这种属性特征变量是在定距或定比层级上测量的。如果是两组之间的比较，那么可用t检验，
【32】

 比如研究的是两组类型（如地方电视台和国家电视台）媒体在报道某事件上所用的节目时长（以秒或分钟计算）或其他属性特征方面的差异。


表7.12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呈现表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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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等人在研究美国2004年总统竞选中的电视节目报道时所用的统计方法就是t检验，
【33】

 他们对比了电视喜剧《约翰·斯特伍德的天天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34】

 与传统的电视晚间新闻节目的报道。福克斯等人提出的一个研究假设是：“《约翰·斯特伍德的天天秀》无论是视频还是音频都要更注重幽默甚于实质内容。”此研究假设所要验证的：一是该电视秀的视频中幽默成分要多于实质内容成分，二是音频中幽默成分要多于实质内容成分，比较的是同一种电视节目中两种内容类型所占的视频或音频时长（以秒数计）的均值差异（见表7.12），需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视频还是音频，幽默成分所占时长的均值（M）都远远高于实质内容，t检验也显示出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35】

 该研究还比较了电视新闻节目与《约翰·斯特伍德的天天秀》在呈现实质内容方面的时长均值差异，此时的比较是两组不同的电视节目类型在同一种内容类型方面的差异（见表7.13），结果发现电视新闻和天天秀这两类节目类型无论是视频还是音频，其实质内容均无显著性差异（两项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


表7.13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呈现表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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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4　ANOVA分析结果呈现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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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用于两组之间的属性差异比较，如果涉及两组以上类型（如收视率分别为低、中、高的电视台）的比较，则需用方差分析（ANOVA）。
【36】

 在波特和史密斯对电视暴力图像描述的情景因素研究中，
【37】

 考察了暴力互动（PAT）的有无理由、是否幽默、暴力是否受到奖赏／惩罚，以及多重暴力行为等各组别间在暴力图像指数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8】

 见表7.14所示，除了是否显示暴力理由以外，其他三个情景因素的方差检验都证明了这三个因素存在着暴力图像指数均值上的组间差异。以暴力是否受到奖赏或惩罚来讲，F检验在p＝0.05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F＝4.1，p＝0.016），说明“受到奖赏”、“受到惩罚”与“既无奖赏也无惩罚”这三种类型的暴力互动的图像描述指数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显著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两组之间，还需要进行两两比较（如假定方差齐性的Turkey检验或Bonfferoni检验等）。

7.2.3　多变量分析

7.2.3.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行为学家最喜欢用的方法之一，它能够根据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建构出一个维度较少而解释力损失也最少的空间，以此来呈现数据，据此总结出许多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抽象的变量就是所谓的“因子”，能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因子分析能计算出一组假设的、理想状态的正交维度或变量，并提供对原始变量与其一致程度的测量。语义学家和文本可读性研究专家奥斯古德就是采取这种路径来获得他称之为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的“基本维度”。
【39】

 他使用了众多语义差异量表形式的数据，并发现了三个基本维度能够解释50％～75％的变化。在检查了哪些原始量表与这些维度高度相关后，他将这三个基本维度分别命名为“评价”（好—坏）、“行动”（主动—被动）、“效力”（强—弱）。

因子分析在内容分析研究中主要用于类别归总，较少像在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中多用于多元回归分析前的化约预测因子。这样的类别归总对象多种多样，可以是新闻报道的来源国家或媒体、新闻消息的类型（如硬新闻、解释性新闻或其他等）、新闻报道所反映的世界舆论、新闻框架或内容主题等。
【40】

 比如，在罗杰奇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宣战之前刊登的意见评论和编辑社论的研究中，
【41】

 除了对意见评论的来源作了对比分析外，更主要的是进行了框架分析和主题分析，在主题分析（如主题出现的频次、危机前后的主题排序对比）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将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意见评论的主题分别进行因子分析，以此来对照关于两种战争的意见主题之间的区别。有关阿富汗战争的8个意见主题的因子分析化简出四个因子（见表7.15），这四个因子共解释了总体变异的62％。其中，因子一由“美国作为世界的榜样”（因子载荷＝.810）和“美国作为美德的典范”（因子载荷＝.761）这两个主题构成，集中体现了美国将其例外论（exceptionalist）作为对塔利班战争的辩护理由。由体现自由主义精神的“多边主义”（因子载荷＝.751）以及体现务实精神的“对便利结盟的支持”（因子载荷＝.552）和“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惩罚”（因子载荷＝.518）这三个主题组成的因子二为布什政府兼收并蓄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话语基础，这种话语之后在伊拉克危机期间获得了精英媒体的支持。


表7.15　因子分析因子载荷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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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多维标度分析

因子分析是在尽可能保持差异性的基础上减少了原始数据的维度，而多维标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则是减少了数据点间的原始（几何的）距离，并尽可能保持数据点间位置的彼此相关。它需要的数据是一对元素、概念甚至变量间的距离。分析者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实现这一点，比如测量每对间的差异（differences）、相异（dissimilarities）、不一致（disagreement）、离散性（dissociations）或者共生性的缺乏，而无论使用的是客观测量还是主观判断。

MDS起源于心理测量学，是近四五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元数据分析方法，它以低维空间分布的形式展示“距离”数据结构，从而以直观的方式显示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便于研究者观察与分析。具体而言，MDS始于一个拥有与数据点一样多维度的空间，这个空间常常超越了人的理解范围。于是需要试着一次去掉一个维度，这样才能通过最少的对数据点间距的调整，用较少的维度展示数据，恰如将分布于三维空间的点在二维中进行展示。MDS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n个对象中各对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距离）给定时，确定这些对象在低维空间中的呈现位置，获得所谓的感知图（perceptual mapping，见图7.8和图7.9）。多维空间中排列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对象，因此点间的距离与对象间的相似性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两个相似的对象由多维空间中两个距离相近的点表示，而两个不相似的对象则由多维空间两个距离较远的点表示。

图7.8和图7.9展示的是原田纳西大学教授马克·米勒等人利用他开发的一款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VBPro
【42】

 进行新闻框架分析的多维标度结果（图7.8是整个概念图的右上半部，图7.9是右下半部），它们以三维的方式展现了1996年美国总统初选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新闻报道以及这些候选人竞选班子提供的公共关系新闻稿所使用的一些关键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展示的重点是文本呈现中哪些概念、想法和媒体资源（这里称之为“框架”）是相似的，哪些能够聚类成小的领域，哪些相距甚远。如果所有的数据点相互之间开始时都是等距的，缩小这些数据间的维度就没有意义了。显然，差数相等的标准对多维标度结果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多维标度概念图非常有助于揭示多个概念、人物或者事件在文本中是如何被描述的，以及其间的关联性，从而进一步将内容分析由量的测量导向质的解读，由此从概念的关联中发掘出文本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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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候选人报道的多维标度概念图一

改绘自：Miller, M.M., Andsager, J. L., & Riechert, B.P. (1998). Framing the candidates i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Issues and images in press releases and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12-32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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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候选人报道的多维标度概念图二

改绘自：Miller, M.M., Andsager, J. L., & Riechert, B.P. (1998). Framing the candidates i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Issues and images in press releases and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12-324.
【44】



在米勒教授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首先通过概念聚类的方法对经常出现的一系列概念进行组合，然后通过使用VBPro软件中自带的一个子程序VBMap进行多维标度的分析，其基础是各语词的频次统计，并建立关键概念的相关语词聚类，以此发现用以辨别概念聚类的维度，并阐释聚类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类似于CATPAC项目采用的语义映射的形式。图7.8和图7.9展示的就是一种多维标度映射，每个被标记的圈呈现了一组概念聚类。在新闻报道样本中，距离近的聚类经常同时发生。例如，“教育”和“亚历山大新闻”靠得很近，意味着研究者所考察的三份报纸对亚历山大的报道经常有来自“教育”这个聚类中的概念。而有关福布斯的新闻报道则与表达其他不同概念的关键词类别（如“广告／电视”、“税收”和“预算平衡”）接近。基于类似这样的分析，研究者可以适当地就诸如“美国三大报纸对各候选人的报道框架有何区别”这样的问题在概念意义上作出回答解释。而且，研究者还可以对比报纸的新闻报道与候选人自己对外提供的公关新闻稿在呈现各位候选人时更侧重于哪些不同方面。图7.8清楚地显示，候选人福布斯发放出去的公关新闻稿在图的中心下方，远离位于图中心左上方的对福布斯的新闻报道，说明新闻媒体对该候选人的新闻呈现在核心概念上非常不同于前者的自我呈现。从图7.9进一步看到，福布斯在其公关新闻稿中试图将自己定位在共和党人价值聚丛的大范围内（比如工作保障和任期限制等），但报纸对他的报道强调的却是其严重依赖于电视广告及其在税收方面的立场。与此类似的是，有关布坎南的新闻报道与其公关新闻稿的侧重点也是相去甚远，图7.9表明前者强调的是布坎南在种族主义、枪支和贸易等方面的保守主义立场，尽管布坎南本人力图将自己塑造成重视家庭价值和犯罪问题这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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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电视节目主题的二维标度示意图

改绘自：Shanahan, J., & McComas, K. (1997). Television's portrayal of the environment: 1991-199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1), 147-159.
【45】



多维标度实质上是一种帮助分析者识别发现隐含在就事物对象所做的评价中的关键维度的分析技巧。借助于多维标度，分析者可以确定媒体或个体在评价事物对象时运用了哪些维度，在某种特殊情境下他们可以运用多少维度，每种维度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事物对象在感知上如何相关。多维标度的目的是将评价人判断的相似性或偏向性（比如上例中对某种议题或价值的侧重偏好）转换成多维标度空间中所呈现的距离，其结果就是类似于图7.8和图7.9的感知图或概念图，以显示所有对象的相对位置。VBPro虽然能够以一种可视化的概念图方式将多种维度的相对位置呈现出来，但无法标识出精确位置。

SPSS在此方面显示出相对优势，图7.10显示的是美国地方电视台黄金时段节目中与环境议题相关的10大主题的二维位置图。该分析是基于各主题在电视节目中重要性的差异距离，来体现各主题之间的整体关系。由图可见，当电视节目呈现家庭或个人关系主题（位于二维标度图中的负值左下方）时，自然主题通常就不会出现，因为该主题在双向维度上均与前二者相背离。相反，自然主题与政治、科学、宗教和教育等主题则紧密靠近，在二维空间中聚集在一起。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自然主题如同政治和宗教主题一样在电视节目中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议题来处理，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个人关系和娱乐等主题则更多地被当作生活方式。

7.2.3.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当需要用多个定距或定比层级的自变量来解释或预测一个定距或定比层级的因变量时，常常使用的统计方法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它不仅可以用在横断面的解释性分析研究中，也可以应用在纵贯面时间序列的分析上。该方法往往是在因子分析对自变量因子或分析维度进行了提炼化简后的另一个重要的数据处理步骤，因为在实际测量时，每种维度可能而且经常是由多项变量组成的。自变量的选择是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者对于研究领域的实际知识来决定的。


表7.16　个人网页特征的分层多元回归模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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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创造性：R＝.45，R2
 ＝.20，调整后的R2
 ＝.13，F［16，197］＝2.83，p＝.000；个人信息：R＝.37，R2
 ＝.14，调整后的R2
 ＝.06，F［16，197］＝1.76，p＝.04；表达性：R＝.42，R2
 ＝.17，调整后的R2
 ＝.10，F［16，197］＝2.35，p＝.003.


*
 p≤.05，**
 p≤.01，***
 p≤.001

表7.16展示的是一项针对个人网页特征的分层多元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结果。
【46】

 该项研究的一个研究问题是个人网页主人的特质和动机如何影响了个人网页的外观，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考察非内容因素对内容呈现的影响的研究。研究者通过将内容分析变量（如表7.16中的创造性、个人信息和表达性）与非内容分析自变量（对个人网页主人的互联网使用和目的，以及各种社会心理特征的调查）建立一对一单位连接（见第2章相关小节），试图考察个人网页主人的自身特质如何预测其个人网页的呈现特征，因此对内容分析中的三个因变量分别进行了分层多元回归分析，共获得三个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回归预测模型。比如就表中第一个预测模型而言，可以解释13％（调整后的R2
 ＝.13）的个人网页创造性程度上的变化（F＝2.83，p＝.000）。Beta（β）系数显示了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预测程度的相对大小和预测方向（正负值代表正反向预测关系，F值带星号的自变量表示其统计检验的p值具有显著性）。例如，在第三层模型中，个人网页主人拥有主页的年份（β＝.21，p≤.01）和互联网使用的年份（β＝.21，p≤.01）是显著地正向预测创造性程度，也即这两个因素时间越长，个人网页的创造性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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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结构方程路径模型示意图

改绘自：Bleakley, A., Hennessy, M., Fishbein, M., & Jordan, A. (2008). It works both way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sure to sexual content in the media and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Media Psychology, 11, 44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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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回归中更复杂却最全面的形式是结构方程建模，它能使多级因果关系被详细说明或测试，这种建模往往用于内容分析与其他方法（如实验或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内容效果研究。借助于一个包含多对变量间关系、富含信息的路径模型，研究者可以进行很多解释性说明。例如，图7.11显示的是青春期少年媒体性内容接触与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路径图，其中还包含了除了这两个变量以外的诸多影响因素变量如个人生理发育状况和家庭管教环境等。这种路径分析，既可以揭示多个自变量（如父母监管、无人监管时间、朋友同意、父母反对、睡觉时间、课外活动等）对因变量（如接触媒体性内容）的综合作用，也可以揭示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图中所标识的每种路径上的数字为beta系数值，其正负代表正反向关系）及影响路径，从而发现变量之间最具影响力的路径。

7.2.3.4　语义网络分析

内容分析经常涉及事物的属性。在属性分析中，研究者往往将文本中用于描述某一关注的概念的形容词列表处理。然而，仅有单一的形容词列表（如上面小节中频次表或词语共现表），信息量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将该表与能够提供一种判断偏离的标准的另一个列表相比较，也就是说，在属性比较分析中，至少需要两份列表的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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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上文中多维标度感知图建构前，VBPro软件执行的一项步骤就是列出各语词的频次表，并进行各语词的聚类分析（见后面小节介绍），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就某类感兴趣的关键词，分别列出候选人福布斯发布的公关新闻稿的词表以及与他相关的新闻报道稿件的词表，将二者进行对比。也可以将不同候选人的新闻报道关键词进行对比。但是，即便是这种对比分析，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因为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对文本语义感兴趣的研究者往往不满足于两组词语的差异比较，而更希望从语词相互之间的关联中发掘出文本隐含的深层意义。语义网络分析即是挖掘词语关联性的很好的分析手段之一。

所谓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就是一个由几个节点通过双边关系连接起来而组成的网络，而这些节点代表了概念或从句，它们通过不止一种双边关系而相互连接在一起。这种语义网络可以通过由“节点i－连接j－节点k”这样的三点组合而构成的一个集合来图绘出一个有向图，其顶点表示概念，而边即是概念与概念间的语义关系。语义网络路径隐含的一个意义理论是，节点意义是节点如何相互连接的一个函数。内容分析语义网络路径的目的是发现那些不包含在文本主体的字面上却隐含在其中的问题的答案。语义网络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网络（如驾驶员地图上的路线网络等）所不同的是，这种网络既是关联的，也是语义的。当一个网络包含了有关说了什么的信息，或者个体相互沟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这种连接又意味着不同意义时，它们就构成了语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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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分析中，语义网络的建构常常首先是以单词为分析单位，从关键词表的建立开始。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如CATA、CATPAC、WordStat和VBPro等）提供了许多建立词表甚至词库（dictionaries）的功能，如上文有关共现分析时提到的KWIC表，也即含有特定词或词组的句子或片段组成的上下文关键词表。除了借助软件帮助外，研究者也可以通过使用普通文字处理程序的“查找”功能来检查关键词或词组的语境，然而这个方法十分繁琐，且难以将词与词的共现关系或者语义网络关系挖掘出来。而电脑辅助分析软件已经从列出单个单词的语境，发展到列出同一类文本单位的语境，大大有助于分析者从语境来解读词语的意义、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的深度理解和诠释。

语义网络分析依照的逻辑就是，根据一个节点如何与其他节点相连接来分析语义网络的节点。在这样的网络中，节点一般以如下两种方式之一而被赋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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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通过描述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的测量来呈现特性。例如，节点与其他多少个节点相互连接，节点的向心性或周边性，或出现的频率。凯瑟琳·卡莱就是根据密度、传导性和强度来测量节点的位置性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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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通过节点间或与其他节点的语义连接来呈现特征。图7.12一例描述了卡莱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这是她在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文本中的机器人特征属性时发现的节点间的语义连接。

通过这种语义关联和类似于图7.12这样的词语呈现，卡莱实际上显示了一个简单的语义映射，一种文化在文本语义上的映射，这也是为什么她将此项研究称为《从文本分析中提取文化》。卡莱研究的是科幻作品是如何赋予机器人属性意义的。她对科幻小说中的段落进行了分析，这些段落描绘了三个不同年代里的不同机器人，包括20世纪50年代前、20世纪50至60年代，以及20世纪70至80年代。研究者从文本最小的分析单位单词开始，建立词表，然后根据一定的属性进行类目区分，将意义近似或表达同类目特征的词语归入同一类目中，然后进行相互之间的关联，并借助于相关手段比如计算机辅助软件来建立语义网络。进行词表类目分析的编码员利用她本人开发的软件MECA，寻找识别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丛句或段落中作为主语和宾语而配对的概念以及这两个配对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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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科幻作品中有关机器人描述的语义网络图

改绘自：Carley, K.M. (1994). Extracting culture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Poetic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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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7.1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个话语类别（类型、行动、特征、情绪和其他性格特征等）之下经常出现的有关机器人的编码描述符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卡莱在对其图示的解释中所标注的，“建立在社会知识基础上的映射，在三个时代都有所呈现”。图7.12的这种非参数映射可以回答诸如“科幻作品是如何描述机器人的？”之类的研究问题。卡莱的分析指出了三个时代解读和理解机器人的差异。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机器人总是被描述为非金属类人型机器人，能够杀人并展示各种表情，比如生气、恐惧、痛苦等。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科幻作品对机器人的描绘变成了金属的类人型机器人，友善、自尊而忠诚。

类似于卡莱的这类研究，往往是通过文本的内容分析来发现信息中语义概念的使用和共存的模式，与映射分析相结合，成为一种展示关键概念出现的文本的方法。卡莱等人的系列研究检验了使用这类语言分析方法在研究文化差异、相似性和变化的功效。
【53】

 在卡莱对语义网络的专门研究中，她区分了节点间关系强度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定义性的（definitives），指的是当一个概念定义了另一概念，这样在一个所研究的社会中，当第一个概念被使用时，则总是会隐射至第二个概念；第二个层次是逻辑性的（logicals），指的是概念之间在逻辑上相关，这样在一个所研究的社会中，当第一个概念和第二个概念被使用时，言说者意图指向它们之间的某个特殊关系；最后一个层次只是简单的连接（connectives），也就是说，当两个概念被使用时，言说者不具体指涉一种可替代性关系，而是假定了二者之间被社会所接受的那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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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概念出现的语言环境进行比较，引发了很多的分析可能。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相互之间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或者说是同义的。在许多其他概念间起到中介作用的那些概念，是由一个网络再现出来的一套信念体系、一个故事或一段话语的核心概念。对两个概念无法共享的环境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两个概念在意义上的差异。真正的对立概念所共享的是同一类环境，但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同。

这种语义网络分析除了可以映射出词语意义背后的语言、文化环境外，还常常被用来映射文本作者的关系。当分析者使用人事档案时，这种档案无论是针对未签名文档的潜在作者，还是特定工作的申请人，抑或是精神疾病病人，分析者采用的都是相同的诠释标准，但有一个另外的条件是，那些属性、相关性、语言环境都必须能对一些东西作出预测。通过属性相关性及其语言环境的语义网络分析，可以推断文档的潜在作者。

7.2.3.5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又称群集分析或分类分析，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其分为相对同质的群组（clusters）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它通过多元分类来减少研究对象的数目。所谓类，就是指相似元素的集合。聚类可以说是将人类最自然的一些事操作化：从相互连接的、聚合在一起的、或有共同意义的事物中形成感知整体，同时将它们与偶然联系或无意义的事物区分开来。对于一组数据，分析者既可以对变量（指标）进行分类，也可以对观测值（事件或样品）进行分类。前者为R型聚类，后者为Q型聚类。无论是哪种，聚类的实质都是要找出具有相近程度的点或类，然后将其聚为一类。

作为一种类组的再现，聚类与内容的概念紧密相连，它引入抽象提炼，生成不同的再现层级，在所有层级上，从原始数据中提炼出并留下有重要影响的信息或关键概念，删除不显著的细节。在程序上，聚类可以从底部开始，根据共同点将目标、属性、概念或人聚合在一起，也可以自上而下地将它们递级分类，这些类别的边界反映了它们之间更为重要的区别。聚类的方向是根据分析者对相似性测量和聚类标准的选择而定，这些选择的不同使得聚类技术大相径庭。聚类标准的选择决定了特定分析提供的聚类种类。内容分析者必须牢记，不同的聚类过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不同的结果，因为在不同的聚类标准中，衡量“相近程度”的方法不尽相同，既有用相似系数的，也有用距离，仅后者又有欧氏距离、马氏距离、明氏距离等。在相似性测量中，除了邻近性列联以外，还有一致性、相关性、接近性、共同属性的数量，以及共同意义等。因此，为了避免依赖武断的发现，分析者必须充分论证对涉及他们分析语境的特定聚类技术的使用。

最常见的可用聚类过程由以下迭代步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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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一个相似性检测矩阵中，搜索两个聚类（一般是从两个未聚类的目标开始），根据所选标准，这两个聚类应该是最相似的，且两者的合并至少能影响整个对数据差异的测量。

（2）将它们混合，考虑形成新聚类导致的损失。

（3）带着新的聚类，验算所有相似性的测量，从而创造出新的相似性测量矩阵，在这个新矩阵中将找出接下来两个被结合的候选目标。

（4）记录已经进行的聚类步骤和导致的损失，让使用者能够追溯记录。

（5）重复1～4步直到没有可以合并的项。

在内容分析中，聚类分析通常会以句子为单位，根据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对每个句子进行编码，赋予每个句子一个或多个代码标签，比如电视广告中的一句话主要是针对某种食品的口味来的，那么可能给该句子标上“口味”、“食品”、“香脆”等，或者直接将语句中与分析主旨相关的词语择选出来，建立聚类的类目或标准，然后通过人工计算（早年多是如此）或在相关软件的帮助下，获得各种层级聚类。

聚类步骤可以用所谓聚类树的形式进行记录，比如在一项对300个电视广告诉求进行的内容分析中即运用了这种形式（见图7.13）。聚类树是一种树形图表，显示了在什么层级上哪些事物或关键词相互结合在一起，以及聚类造成的损失。这种聚类树在不少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中都可以实现，如CATPAC、VB-Pro、WordStat以及SPSS公司出品的TextSmar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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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3展示了该研究庞大聚类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诉求进行分类的结果分别指向质地、口味、价值和廉价等几个方面，显示出相当不错的表面效度。这种聚类建立在分析单位间有直观的意义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而且其结果层级与对不同抽象级别的文本的概念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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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广告诉求的聚类分析示意图

改绘自：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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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6　其他多变量分析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展示内容分析结果的可选择范围不亚于其他任何量化研究。本章展示的例子只是数据分析最常见于内容分析研究中的几种，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型存在。据笔者的调查，近20年来内容分析研究所运用的其他多变量统计分析还包括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参见附录二数据分析部分）、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OLS多元回归、多元分类分析（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等，这里笔者就不一一举例。量化内容分析者既要精通统计学方法，也要和任何调查研究者和实验者一样精通展示方式。总体上而言，无论利用怎样的数据分析方法，内容分析的数字型结果往往是以最简单的形式进行呈现的。研究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不要求以过分细节化的精细描述形式呈现。在文字描述的同时，可将数据汇集成表格或图示，图文并茂，更加直观，易于理解。但表格或图一定要精练，凸显最重要的数据。


7.3　内容数据分析中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


7.3.1　属性分析的差异比较和指标建构问题

内容分析研究常常聚焦于一个或几个概念、人物或事件，力图探索它们在文本中是怎样被描述或刻画的，以及读者可能找到哪些与之相关的象征性特质。内容分析历代研究文献中充满了大量的诸如“中世纪文学中的医学”、“大众媒体中科学家的角色”、“女性和男性杂志中的人体”、“美国电视节目中少数族裔的形象”、“美国形象在阿拉伯日报中是怎样变化的”以及“AT&T的公众形象”之类的标题。研究者一般通过分析文本语言或语境来回答这类问题，这也即是内容分析中最为常见的属性分析。

属性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那些描述所选概念的形容词来制表。但是，如上所述，仅仅是单一的属性列表远远不够，需要与其他能够提供标准、构成明显差异的列表进行比较。在比较属性分析中，至少要有两份列表可供比较，比如一个政治候选人形象与其对手的形象之间的比较，或者课本中对一个国家在战前形象的刻画与战后的比较，又或者是，一个媒体对某个政治丑闻的描述与其他媒体如何报道这一丑闻之间的比较。研究者通过对列表进行比较来找出两者间相同的属性，或两者之所以有区别的属性。但如果所有列表共享全部的属性，那么研究者能阐发之处就很少了。这也揭示了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标准，即在分析中，需十分注意共享属性
 与具体描述中的差异对比。进行属性分析的一些研究者用种种预期作为比较的基础，汇报某一特定形象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典型和常态。但是，除非研究者有这些预期的相关数据，否则在统计分析上，正式的显著性检验可能就不适用。

属性分析经常见到的另一个常规标准源于语言学知识，也就是比较一个词或短语所在的语言语境与这个词或短语可能出现的其他一切符合语义语法要求的语境，而在实际传播中真正使用到的语言语境的子集就相当于这个词或短语的含义。这一理念可以非常容易地拓展至对政治家、专业人士、学术规范及国家意义的研究中。因此不能太过狭义地解释“属性”的概念。比如，在美国政治传播中，政治顾问和广告商非常担心的总统形象问题很难被简化成一张形容词列表。这虽然方便易行，但会限制操作化。较为全面的分析可能需要包括与总统形象相关的各种文本资料，如总统演讲、评论总统所作所为的社论、民意调查，甚至是展现总统公私生活的卡通等。不但如此，对分析美国总统形象特有的是，可能还需要比较针对总统而发的言说与针对可与其比较的人而发的言说，看前后者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与之类似的，科幻作品中人类遗传学的形象，只有在与同类题材作品中的其他科学的形象进行比较时才有意义。

如本书第5章所阐述的，属性分析在很多时候涉及文本内涵意义，也即隐性内容，因此要将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并转化为可测量、可计数的对象，往往会借助于一些操作化手段，比如指标建构，也就是将独立的类目合并到代表了更广泛或更复杂的内容群的更大的单位之中。换言之，对单位进行分析的类目并不是与结果汇报时展示的类目直接相同的。例如在本章上文图7.5所对应的共产国际研究中，许多指标是以累积百分比的形式由原始数据中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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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缓和指标：
 可能减少受众烦躁情绪的陈述的数目在所有减少或增加烦躁情绪的陈述的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反思指标：
 在“有关挫折原因”的概括部分中的陈述在所有这些陈述加上“有关挫折效果”的陈述之和中所占的百分比。



转移指标：
 “与挫折无关的事件”的陈述在所有这些陈述加上“与挫折本身有关”的陈述之和中所占的百分比。


这些指标只是特别有针对性地用于雷兹和普尔两人的此项研究，而不能应用到其他地方，但其建构思路却值得后来研究者借鉴。另一方面，在内容分析研究史上，至少有两种指标在研究者不断推进发展下，已适用于一般情况的内容分析。首先是对象征符号分布的“离散—集中”对比的一种一般化测量，这种测量源自于统计学里的离散集中趋势这一统计理念。也就是说，某种象征符号的出现次数占所研究的象征符号的所有次数的比例，或者反过来，符号数量需要通过在任何内容文本中已知的事件发生比例来计算，而无论样本容量是多少。公式如下：

[image: alt]


公式中S1
 ＝样本中出现的象征符号总数；S2
 ＝样本中个别象征符号出现率的平方之和（“10000”这个因子只是为了避免在处理过小的小数时遇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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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式中的K值越高，即表明集中度越强（也就是说，某种象征符号在一既定数量的象征符号群中出现得越多，占的比例越高；或者说一定数量的象征符号群主要由某种象征符号组成）；K值越低，则说明离散度越强，也即在所研究的象征符号群中有多个符号出现频次较高，各符号的频次分布较为均匀，而非集中在少数几个占主导的符号上。建构这种测量方法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作者权的争议问题（或者识别作品的真正作者），后来也经常应用于报纸的政治社论内容研究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其他指数在内容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许多研究都很关注内容文本里所出现的正反方向的一组象征符号或主题的“平衡”数量关系；为了对不平衡程度进行全面估计，詹尼斯和法德勒发展了一套应用于定序变量的内容数据上的常规公式（详见第5章有关内容变量的操作化实现方式的说明）。另外，从某些内容分析的研究文献中还会发现其他的一些统计技巧。例如，哈维曾借助于R.A.费舍发展出来的判别函数（discriminant function）技术，在一定的内容特征的基础上区分畅销小说的匹配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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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综合出四种因素，可读性、主题感染性、英雄的温情态度和英雄强烈的情感，所有这四个因素占了小说标题的77％。在此研究案例中，其公式是根据样本数据中的一半而获得的，在对样本的另一半标题进行区分时具有同等效力。

7.3.2　内容推论问题

可以说，数据分析最后都要归结到进行某种推论。除了对已知问题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精确描述以外，内容分析所要做的还应该是得出结论，以及比内容本身更为广阔的适用性解释。一般说来，有两点会使内容研究走入误区。第一，分析技术手段的应用会出现错误，在对内容本身的描述出现错误的情况下，紧接着的每一步特别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推论都会是错误的；第二，内容描述正确，但对内容的应用介绍或推论技巧出现错误。有些研究只是在第一点犯错，有些是两者都出现差错。本小节主要关涉内容分析研究中的推论问题。

很多研究不存在真正的推论问题，现实情况是，内容描述始终是内容分析的主要目的。推论研究包含对内容原因和结果的隐含推论，某些是比较明晰的，但这类推论本质上是对基本数据的补充或再造。因此，研究报纸内容趋势，可以被当作是关于报纸操控权的角色改变和（或）公共关注对象改变的推论资料。但类似的“推论”通常只是对内容分析本身结果的另一种再造。比如说，以报刊杂志或小说如何对待各类种族这类研究来看，在内容的基本数据得到详尽描述后，一些问题原因和内容效果的假设被提出来，但这些只是内容描述这一主要工作的一种附加，或作为类似的东西呈现出来；但它们会被尽量限制，以免对研究实质有所歪曲。内容分析最核心的关注还是内容本身，是作为类目而非指标的内容，因而推论的问题在许多研究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不过，对内容推论研究的普遍类型进行一个简单梳理还是有用的，而且，本小节也是对本书第2章有关传播内容前后推断研究设计的论述的一种回应。大体上，从历史或描述的角度看，推论研究的结论基本上以下面四种关系为基础：


1）趋势的比较
 。这包括随着时间变化有关类目的频次改变的结论。有的只是简单地介绍长时期内的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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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在时间上设定两个节点，还有些研究则根据与重要的外部事件相关的时段自行设定不同长度的检测时间。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形，内容的描述是顺着时间的发展来提供结论依据的。


2）内容主体内的比较
 。这样的研究，其主要结论需要依靠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征对比或相同内容主体的部分之间的比较。例如，比较杂志小说中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在一些关键因素方面的描述，以此作为推广性结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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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有关犹太人、黑人和爱尔兰人的通俗笑话的重点来揭示类似文本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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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量的研究是对比同一个报刊或同一类刊物对黑人和白人的不同报道方式，如不同版面中的技术处理对比等。简言之，这类分析的结论都依赖于同一内容主体内部的对比。


3）不同内容主体的比较
 。这种研究的结论需要依靠不同内容主体之间的对比，如瑞士人和英国人的报纸内容比较，美国与其敌方的教科书对以往大量战争的描述；比较电台与报纸对相同大事件的煽情处理，等等，这些都是这种比较类型的一般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要求以相同的类目设定来分析不同的内容。


4）参照标准内容的比较
 。这种比较应用于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对象与参照标准之间的关系，以该参照标准作为获得结论的根据。该标准或许是隐含的一种假设，又或许是清晰而已知的。例如，分析电台和报纸对争议议题的报道，根据新闻报道的“平衡性”或“公正性”等这样的假定标准来推论内容是否与标准一致。

针对基于内容分析生成的数据而做出的推论，学者一般都主张要谨慎对待，特别是对于早期研究，由于缺乏精密的推论研究设计，且尚未将先进的研究工具手段如一些用于推论的高级统计方法引入到内容分析的数据处理中来，这样的内容推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从已有文献来看，在很多推断性问题的讨论中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尽量限制推论性步骤的数量，保证数据尽可能与研究真正的类目相接近。但这或许会导致对内容分析的整个排除，这种观点在推论假设缺乏直接验证的时候尤其显得难以拒绝。

研究者在确定有关内容的推断关系时，需要首先排除其他非内容的情景性因素。比如在关于美国母亲有条件的爱的研究中，如果假设这种爱与美国的电影内容和儿童培养的实践有关，那么这里或许首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有关儿童培养实践的假设的正确性问题，暂且勿论内容与实践的关系。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就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诸如美国母亲对子女有条件的爱的范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频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发生情况，以及男孩VS.女孩的发生频次等类似问题，在辨清此类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与美国电影内容相关的假设前提，这样才可能使推论变得坚实起来。而且，研究者需要注意的第二点是，尽可能结合内容数据以外的其他坚实数据来推断。

在描述内容数据时，常会发现两种推论方式，直接的和间接的推论。在直接方法中，内容是正面评估的。比如，如果流行杂志论述主题A有高频率而主题B是低的，那么直接的推论就是人们对前者的兴趣更大。而间接的推论，则是把内容的对立陈述用作推论。如果纳粹电台重申意大利人斗志满怀，推论就是纳粹中坚分子认为德国人对他们同盟者的可靠度并不看好。可以说，这种推论是反向的。如果美国电影描述男主角无条件地爱着女主角，尽管在他的爱情中保留着怀疑的情形，那么可能的推论就是“美国男孩与他们严格的母亲的经验发生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主题和真实生活的一个可能来源之间的关系是颠倒而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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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推论，如果缺乏内容数据与现实数据的直接有效的验证，这种推论的有效性往往会受到质疑。一般说来，推断本身必须寻找适用的直接方法去处理。而且，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对推论本身的细节、得出推论的逻辑线路，以及包含其中的假设前提等进行全面而明确的陈述。

注　释


【1】
 本章内容重在各种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手段在内容分析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实际运用，而非具体操作层面的讲解，相关统计方法的具体操作可参见本系列丛书“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中的另一本书《传播内容分析数据处理与SPSS操作实现》（近期出版）。


【2】
 在SPSS的变量属性设置中，定距和定比变量的度量标准均设置为“度量”一类。


【3】
 因本专著并非关于统计学的教材或专著，因此对许多相关概念以及类似的推断性统计话语应该具体如何理解，请读者参阅一些基本的统计学教材。另见：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传播统计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4】
 在433篇使用了推断性统计方法的论文中，有54.5％使用了卡方检验，19.2％使用了t检验，17.6％使用了ANOVA，15.2％使用了皮尔森相关检验，5.3％使用了斯皮尔曼相关检验，32.9％使用了其他推断性方法（如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时间序列分析、因子分析、Z检验、MANOVA、MANCOVA等）。


【5】
 因此，笔者在此强烈建议希望做好量化内容分析或其他量化研究的有志者一定要稍微系统地学习一下统计学，从而能更好地理解本章所提到的各种分析方法。


【6】
 见：Stein, L. (2009). Social movement web u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US movement websites. New Media & Society, 11(5), 749-771．表7.4和7.5改译自该实例。


【7】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8】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pp.192-193.


【9】
 见：Berelson, B., & Salter, P. J. (1946). Majority and minority Americans: An analysis of magazine fi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0 ，168-190.


【10】
 一个是美国当时的福特总统，另一个是参议员尼尔森·洛克菲勒。


【11】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12】
 除了图7.2研究外，另参见两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1） Rhee, J. W. (1996). How polls drive campaign coverage: The Gallup／CNN／USA Today tracking poll and USA Today's coverage of the 1992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 213-229；2） Willnat, L., & Zhu, J．-H. (1996). Newspaper coverage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media prim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2), 231-246.


【13】
 Weber, R. P. (1984). Computer-generated content analysis: A short primer. Qualitative Sociology, 7，126-174.


【14】
 引自：Neuendorf, K. A. (2002).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p.176.


【15】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16】
 见：Brouwer, M. Clark, C. C., Gerbner, G., & Krippendorff, K. (1969). The television world of violence. In R. K. Baker & Sandra J. Ball (Eds.), Mass Media and Violence, Vol．9, pp.311-339. 519-59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表7.9改译自该实例。


【17】
 在此情况下，如果是用SPSS进行卡方检验的话，在数据输出表中可以选择读取似然比的值，而不是正常情况下读取的Pearson卡方值。


【18】
 Reynolds, H. T. (1977). Analysis of nominal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
 见：Luther, C. A., & Zhou, X. (2005).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 News framing of SA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4), 857-872.


【20】
 研究实例如：Wirth, W., Matthes, J., Schemer, C., Wettstein, M., Friemel, T., Hänggli, R., & Siegert, G. (2010). Agenda building and setting in a referendum campaign: Investigating the flow of arguments among campaigners,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2),328-345.


【21】
 研究实例如：Johnson, T. J., Wanta, W., Byrd, J. T., & Lee, C. (1995). Exploring FD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s: A historical agenda-setting stud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2), 157-172.


【22】
 研究实例如：Maier, S. (2010). All the news fit to post? Comparing news content on the web to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radi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3/4), 548-562.


【23】
 见：Smith, A. M. (1999). Girls on film: Analysis of women's imag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Golden Age" Hollywood films. Unpublished master' s thesis,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


【24】
 见：Leites, N. C., & Pool, I．de S. (1942). On content analysis. Library of Congress, Experimental Division for Study of War-Time Communications, Document no．26, Washington, D. C. 转引自：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New York: Hafner.


【25】
 比较近期的研究实例如：1） Lopez-Escobar, E., & McCombs, M., & Lennon, F. R. (1998). Two levels of agenda setting among advertising and news in the 1995 Spanish elect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5, 225-238；2） Roberts, M., & McCombs, M. (1994). Agenda setting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rigins of the news agen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249-262.


【26】
 研究实例如：1）Brosius H．-B., & Kepplinger, H. M. (1992).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s of agenda-setting in televis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6 , 5-23；2） Gonzenbach, W. J. (1992).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drug issue, 1985-1990: The press, the president and public-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4（2）, 126-147; 3）Hertog, J. K., & Fan, D. P. (1995). The impact of pressby women coverage on social beliefs: The case of HIV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 545-574；4） Rhee, J. W. (1996). How polls drive campaign coverage: The Gallup/CNN／USA Today tracking poll and USA Today's coverage of the 1992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 213-229.


【27】
 研究实例如：Yanovitzky，ǐ．，& Blitz，C．[image: alt]
 ．2000). Effect of media coverage and physician advice on utilization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by women 40 years and older.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5，117-134.


【28】
 见：Pileggi, M. S., Grabe, M. E., Holderman, L. B., & de Montigny, M. (2000). Business as usual: The American dream in Hollywood business film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 ，207-228.


【29】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自回归滑动平均混合模型。


【30】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31】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32】
 研究实例如：1） Fox, J. R., Koloen, G., & Sahin, V. (2007). No joke: A comparison of substance in 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and broadcast network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1(2), 213-227；2）Harmon, M. D., & Lee, S．-Y. (2010).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 S. network TV newscasts and strikes: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picket lin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 (3/4）, 501-514；3）Len-Ríos, M. E., Rodgers, S., Thorson, E., & Yoon, D. (2005).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news and photos: Comparing content to percep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1),152-168.


【33】
 Fox, J. R., Koloen, G., & Sahin, V. (2007). No joke: A comparison of substance in 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and broadcast network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1（2）, 213-227．表7.12和表7.13改译自该实例。


【34】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该喜剧节目，是因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美国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21％的人报告说他们常规性地依赖该电视秀获取竞选信息，有23％的人常规性地依赖电视晚间新闻。而且，该电视秀在2003年和2005年曾获得过电视批评协会“新闻与信息杰出成就奖”的提名，并在2004年荣获该奖。


【35】
 检验以实质内容的均值为比较基准，因此t值为负数。


【36】
 研究实例如：1） Lowrey, W., & Woo, C. W. (2010). The news organization in uncertain times: Business or institu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1), 41-61; 2）Potter, W. J., & Smith, S. (2000). The content of graphic portrayals of television violen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2), 301-323；3） Wittebols, J. H. (1996). News from the noninstitutional world: U. S. and Canadian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social prote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3), 345-361.


【37】
 Potter, W. J., & Smith, S. (2000). The content of graphic portrayals of television violen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2), 301-323．表7.14改译自该实例。


【38】
 多重暴力行为测量的是一次暴力互动是由单个攻击性行为还是由重复性行为构成，它包括4个赋值：一次行为、一些（2到9次重复）、许多（10到20次重复）、非常多（多于20次）。暴力图像指数的赋值范围是从0到10。


【39】
 见：1）Osgood, C. E. (1974a). Probing subjective culture: Part 1．Cross-linguistic toolma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 21-35；2）Osgood, C. E. (1974b). Probing subjective culture: Part 2．Cross-linguistic toolma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2), 82-100.


【40】
 研究实例如：1）Al-Enad, A. H. (1991). Counting items versus measuring space in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ism Quarterly, 68 (4), 657-662; 2） Bridges, J. A., & Bridges, L. W. (1998). Changes in news use on the front pages of the American daily newspaper, 1986-1993.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4）, 826-838；3）Rojecki, A. (2008). Rhetorical alchem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5 , 67-88；4）Rusciano, F. L. (1997). First-and Third-world newspapers on world opin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th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er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171-190.


【41】
 Rojecki, A. (2008). Rhetorical alchem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5, 67-88．表7.15改译自该实例。


【42】
 VBPro是一款由笔者的老师、原田纳西大学教授、现为自由研究者马克·米勒（MarkMill-er）博士开发的在DOS系统下运行的内容分析程序，可在其个人网页中免费获取（另见下载网页：http://www.yoshikoder.org/vbpro.html）。VBPro程序中包含一份官方、完整的VB-Pro用户手册，其中囊括了这里将要提到的内容的所有深度信息。VBPro可以分析句子、段落和案例。用户可以将所有文本合并为一个简单的文本文件来简化分析过程。VBPro可以输出频率及字母列表、关键词以及基于用户定义的词库中的词语出现的数据编码串。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一个叫作VBMap的多维概念图程序，这个地图可以测量词语在一个文本或一系列文本中匹配出现的程度。


【43】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44】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45】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46】
 见：Papacharissi, Z. (2002). The self online: The utility of personal home pag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3),346-368．表格改译自该实例。


【47】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48】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202.


【49】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292.


【50】
 同上，p.203.


【51】
 见：Carley, K. M. (1997). Network text analysis: The network positions of concepts. In C. W. Roberts. (Eds.),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79-10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52】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53】
 其团队研究另见：Palmquist, M. E., Carley, K. M., & Dale, T. A. (1997).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aided text analysis: Analyzing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texts. In C. W. Roberts. (Eds.),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171-189.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54】
 Carley, K. M. (1997). Network text analysis: The network positions of concepts. In C. W. Roberts. (Eds.),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79-10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87.


【55】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pp.208-210. SPSS中的聚类分析常用的有两种：一种就是反映迭代过程的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ing），还有一种是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


【56】
 前面几款软件介绍参见第1章相关内容的脚注。由SPSS公司开发的TextSmart这款软件主要用于分析问卷中开放式问题的应答内容，运用聚类分析和多维标度分析来自动分类，分析关键词和组文本。因此，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无需用户创造词典的情况下进行编码。Text Smart的Windows操作界面舒适而易于使用，可以迅速对文本进行依照频次或首字母顺序的分类排序。它还可以制作生成彩色漂亮的图表，例如条形图、二维MDS图。


【57】
 改绘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戴淑进。


【58】
 Leites, N. C., & Pool, I. De S. (1942). On content analysis. Library of Congress, Expreimental Division for Study of War-Time Communications, Document no．26．Washington, D. C. 转引自：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New York: Hafner.


【59】
 Yule, G. U. (1941).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literary vocabul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3．转引自：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New York: Hafner.


【60】
 见：Harvey, J. (1949).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st-selling" novels. Ph. 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6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时间趋势推论，如，Taeuber, I. B. (1932). Changes in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 in Minnesota weekly newspapers, 1860-1929. Journalism Quarterly, 9 ，281-289.


【62】
 研究实例如：Berelson, B., & Salter, P. J. (1946). Majority and minority Americans: An analysis of magazine fi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0，168-190.


【63】
 Barron, M. L. (1950). A content analysis of intergroup hum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88-94.


【64】
 Wolfenstein, M., & Leites, N. (1950). Movies: A psychological study. Free Press. p.306.



8　质化内容分析


在内容分析法发展的大半个世纪中，大多数研究应用都是对文本的数字化路径，也就是对质性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技巧，不少质性研究者觉得这是对其分析目标也即文本意义诠释的冒犯，或是会产生某种威胁，有的甚至更为极端地反对任何计数的使用。可是另一方面，在质性的实际研究中，对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和归类却往往成为文本解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针对诸如由质化研究产生的访谈笔录这样的文本，质化研究者也认识到代码计数的做法还是有用的。因此，内容分析法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质化和量化路径各自的支持者之间的争执中。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质化—量化边界地带曾发生过多次如同地震般的讨论和分歧，任何试图跨越这种分歧的尝试都会在任一方产生周期性的震动。

从研究文献来看，1945—1955年间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方法论文章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脉络：质化和量化研究者双方之间由最初的好奇，到分歧日渐扩大，以致最后两种路径的分离。这种好奇和分歧相当明显地体现在贝雷尔森的经典专著《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中，专著中有章节明确地比较了他所称之为的质化内容分析和量化内容分析，而且贝雷尔森也特别指出，大量的非数字型的内容分析需要得到其应有的注意，要认识到这样的分析在研究洞见方面的贡献，这种形式的内容分析不应该仅仅因为狭隘的定义而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考量之外。
【1】

 然而，吊诡的是，也正是由贝雷尔森的这部专著伊始，内容分析被僵化地限定于几乎完全是一种定量方法。正如戴维·摩根（David Morgan）所指出的，内容分析早期提*者很难认识到质化路径对他们所关心的对象的价值；而今天，质化研究者也同样难以认识到质化内容分析对他们所关心的对象的价值。质化内容分析的传统在社会科学研究史上曾一度成为一段被忘记的历史，成了那个时期许多“不要踏足的小径”之一。
【2】

 对内容分析法持相当排斥态度而强调文本分析或话语分析的质化研究者，若了解到曾经有过这样的传统无疑会十分吃惊，尽管实际上一直有学者在努力探索着质化内容分析研究的各种路径。
【3】

 直到20世纪90年代，内容分析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的潜能开始为传播学领域之外的健康研究者所认识并得以发掘，才因此导致了其应用的增加甚至流行。
【4】



那么，是什么使质化内容分析成为真正质化的研究？它与在传播学领域具有更为深厚基础的量化内容分析有何不同？什么时候研究者可能选择使用质化内容分析？其具体方法和步骤又有哪些？虽然有许多方法论学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起源阐述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本质区别，
【5】

 如量化分析植根于实证主义，以客观性为其坚守，而质化分析则基于诠释主义，以建构论为其思想主导，但具体到内容分析而言，许多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非常明确二者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对于质化内容分析的具体程序，国内研究者少有涉足和了解。因此，笔者将在本章重点从操作程序和具体方法上来说明质化内容分析的特质及其应用。


8.1　质化内容分析何以为质化


质化内容分析是一种通过系统的代码归类、识别主题和型态模式这一过程，对文本数据内容进行理解和诠释的研究方法。利用质化内容分析进行的研究，其焦点是语言作为传播的特征，考察内容或文本的语境意义。
【6】

 它超越了单纯计数，而是极其关注语言，目的在于将大量的文本归纳为有效的类目以表征类似的意义。
【7】

 这些类目既可再现显性传播，也可表征推断性传播。质化内容分析的文本数据多种多样，口头的，印刷的，或是电子形式的，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如叙事反应、问卷调查中开放式问题的回答、访谈、焦点小组、观察等，又或是文本记录或创作，如文章、书或手册等。当代*导质化内容分析的一些学者所秉持的主要思想是希望在保留量化内容分析的优势的同时，更进一步将这些优势转化，使之向诠释分析发展，
【8】

 其分析对象可以是记录在案的各种传播内容，如访谈记录、话语、观察笔记、录像带、文件、视觉图像或艺术品等。从界定性质上来说，质化内容分析是对文本在其传播语境下进行的有方法论控制的经验性分析，同样也遵循一定的内容分析法则和步骤模式。

内容分析法，无论是量化的还是质化的，其关键的显著特征是研究者使用一套以一贯之的代码（codes），标注含有类似资料的数据片段，通常对这些代码进行频率计算以获得数据所含信息的了解。除了特别关注意义和意义产生的语境以外，从操作程序上来说，质化内容分析之所以为质化的，其与量化内容分析的区别之处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编码（coding）和对代码计数的阐释上，也即如何生成代码和如何将代码运用于数据这两个方面。


1）编码程序的循环
 。在生成代码时，质化分析者更倾向于利用文本数据本身作为他们编码的来源。即使当质化研究者在开始时使用预设的类目建构和编码系统，他们也往往会在解读文本和编码过程中不断修正这些代码或类目，甚至不断添加新的代码或类目，以抓取数据的细节和具体文本特有的内涵，由此修正已有的概念和理论，甚或建构新的概念和理论，这与量化内容分析以理论和前人研究为基础而事先建构类目系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质性的代码或类目的识别和建构是一个主观、动态、循环的过程。较之量化内容分析，质化内容分析者较少使用自动运用于代码的搜索算法，而宁可依赖于对文本数据的仔细阅读，因此这种分析常常涉及的是更为宽泛、更为主观的代码类别，这种识别和建构也往往不是一次性阅读即可完成的，而是在结合各种层次的语境下经过重复性阅读，不断反思、修订和缩减才得以实现的，这是由质化研究的显著特征——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研究者与概念、数据搜集和分析之间的高度互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在量化内容分析中，编码协议和编码表是研究工具，而在质化内容分析中研究者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尽管编码协议或编码方案在研究中特别是后期阶段也会用到。比如在对电视新闻进行质化内容分析时，研究者会在数据搜集、分析与概念重构之间来回反思，以增加对电视新闻形式、消息来源和主题强调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解。

质化内容分析由概念发展、抽样、数据搜集、数据编码、数据分析以及诠释之间的反身性运动（reflexive movement）组成。目标虽然也是系统性的、分析性的，但不死板僵化。尽管类目或变量最初也会像量化内容分析那样引导着研究，但同时也允许并期望其他类目或变量在对整个文本的阅读分析过程中逐步涌现，也即涌现式代码（emerging codes）。因此，质化内容分析被嵌入于不断发现
 以及与相关情境、设定、风格、形象和意义的不断比较
 中。
【9】

 为达到此目的，质化内容分析诉诸叙述资料，而不是强硬使叙述资料纳入预先设定的数字类别中，其定位指向在于通过获取为每一案例而设的独特的类别数据，检查、补充并取代先前的理论断言，从而发展出适合于多种调查的分析构念。
【10】




2）代码计数的使用
 。质化和量化内容分析另一重要的区别是他们对编码过程产生的计数的使用。在量化内容分析中，计数和代码的交互列表总结出有关数据的已知信息，以此验证既有理论。在质化内容分析中，这样的计数是导向关键的下一步，阐释代码中所发现的型态模式，并进一步修正既有理论或建构新理论。用泰奇的话来说，二者存在着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ing）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ing）的区别。
【11】

 也就是说，量化内容分析寻求问答有关是什么和多少
 的问题，而质化内容分析则非常重视理解由编码与计数过程所揭示的新语境，试图回答有关研究中的型态模式为什么会出现
 和怎样出现
 的问题。

不像许多研究方法初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计数或不计数本身并非区分量化或质化内容分析的标准。在这一点上，两种分析路径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元对立。就如同贝雷尔森所指出的那样，质化分析往往也包含了以粗略形式表达的计数成分和量化陈述。
【12】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质化内容分析而言，计数既可以看作是描述过程的结束，也可以视为阐释过程的开始。计数所代表的是第一步，即数据中型态模式的定位。接下来是对数据进一步考察，从而产生解释这些型态模式之所以如此呈现的理论。如同大多数质化分析，由计数到阐释这样的过程往往不断地循环，或者是现有代码的计数，或者是数据的阐释性解读，都可能导致对进一步编码的需要。另外，质化的计数不像量化分析那样是为了用于统计推断的测试而推广至更大的总体。

在质化内容分析中，要澄清对计数的描述性和阐释性使用，还需要回应这样两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一种质疑来自于质化研究者内部或是对于内容分析法缺乏全面理解的初学者：如果要计数的话，那么质化内容分析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它到底与量化内容分析有何本质上的不同？从整个质化分析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对计数的依赖使得质化内容分析不同，也即将这些计数的考察视为探测趋势型态、解释型态产生的语境的基础，进而从意义层面特别是隐含意义层面上理解文本数据，这是质化内容分析的根本目标。有意思的是，就质化内容分析为何需要计数，其实量化内容分析的早期*导者已给出了论证。贝雷尔森就曾指出，对文本数据内含什么的描述几乎总是会涉及数据的量化特征。根据他的说法，在回答与质化数据内容相关的“是什么”问题时，如果不量化（至少是含蓄或粗略的量化方式），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
【13】

 这种论点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说服力，初步浏览一下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质化路径进行内容分析的论文，即可频频发现不那么直接的量化的例子，诸如“大多数妇女提及性，但大多数都不提吸毒”，或者“几乎所有的冲突片段都随之以混乱期”，以及其他如“重复性的”、“常常”、“重点强调”、“急速增长”等贝雷尔森所称的量化词语。

另一种对质化内容分析中计数应用的批评则主要来自于量化内容分析的早期*导者，他们认为，代码或类目的计数除非基于随机样本，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要隐性计数，那么何不明明白白地做？明确的计数显然可以改进对代码频数的印象式的判断。而且，它们还可以给予读者一个确凿的基础，以评估分析者所声称的数据中重要的模式模式。但从质化的观点来看，完全强调数字总结，会极大地限制量化内容分析对质性数据所做的分析。在编码程序这一层次，量化分析者过于搜寻词语而非意义；在阐释结果这一层面，他们又过于满足于对计数的去语境化，而不是在作为那些计数的基础的文本数据内部寻求更好的理解。质化内容分析通过在数据编码和阐释计数中采取一种较为质化的路径来应对这些不足，而这样的计数更多的是一种具体语境下的模式总结，由此探测出常现的一种特别的数据分配，这与将结论推广至较大的总体或测试统计推断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当然，数字对于后者是必须的，但并不排除其用于较为质性的目的的描述性应用。

显然，质化和量化内容分析存在着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量化内容分析始于预设的代码，通过既定的搜索程序在内容数据中找出这些代码，并将获得的计数当作对数据所要了解的全部；在另一个极端，质化内容分析利用从数据本身显现出来的代码类别，通过对数据的仔细阅读运用这些代码，并将计数当作是型态模式的一种探测以指导对数据的进一步阐释。当然，在实践意义上，存在着两个极端的中间段。笔者更愿意将量化和质化内容分析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两极，在实际研究中于有所偏向的同时实现二者的互补统一。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清楚每种路径的不同以及各自特有的长处和劣处（见表8.1中两种内容分析的区分总结），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在撰写研究论文时讨论他们为什么选择其路径，也可以让读者对其选择的适当性作出判断。


表8.1　质化内容分析与量化内容分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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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实例总结，并综合参照如下文献：1）Altheide, D.L. (1996). Qualitative media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8. Thousand Oaks: Sage; 2）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New York: Hafner.

那么，什么时候选用质化内容分析比较合适？根据菲利普·梅林教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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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情况特别需要考虑，一是如果研究问题是高度开放式的、探索性的，预设固定的变量和相应的类目很可能会成为一种较大的研究局限，二是如果研究者计划进行更为整体性的，而不是按部就班、分步进行的分析。也就是说，如果研究需要的是将编码和阐释的主观性最小化的某种精确的话，那么就偏向使用量化内容分析；如果研究是一种更为阐释的路径，更多地强调文本涌现的意义（emergent meanings），那么就偏向以扎根理论为基础的质化内容分析（参见下文介绍）。从研究文献的考察来看，与质化内容分析长处特别相吻合的一个研究目标是比较分析。

20世纪晚近时期以来，国外许多研究者开始跳出量化与质化研究的二元对立之争，*导在实际研究中找到介于数字定位的量化内容分析和阐释定位的扎根理论之间的某一点。当可获得的数据和研究目标不单要求描述数据资料是什么及其型态模式是怎样的，同时也呼唤扎根理论在阐释为什么出现这些模式方面发挥其优势时，两种研究路径的结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不过，这种结合与贝雷尔森所说的“将质化维度加入量化分析中”是有区别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研究中所使用的类目进行文本实例的说明和展示，或者是在建构类目和编码系统前阅读文本资料、从文本本身找出一些原有理论或研究所没有的类目或代码，以此作为预设类目或代码的补充，这实际上是量化内容分析融合了质化分析中的归纳性类目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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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质化内容分析也可以与其他质性程序相结合。无论是哪种路径，研究者在决定所要采用的方法时需要赋予研究问题和资料特质以优先考虑地位。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具体的内容领域来讨论有关方法的问题，然后才比较不同的方法路径（同时也包括量化路径）。


8.2　质化内容分析的研究程序和方法


8.2.1　质化内容分析的编码与类目生成

虽然质化内容分析在研究设计和研究程序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演变性和循环性，更注重从文本自身自下而上的意义涌现和理论建构，因此在分析侧重点和分析路径依赖上会与量化内容分析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哪种路径的内容分析，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环节，那就是编码，其实质就是分析，在此过程中生成分析所必需的类目。

8.2.1.1　编码和代码

编码要做的就是检阅一组文本资料，然后有意义地切分和标注资料，但要保留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分析者要区分和连结分析者已取用的资料，并不断地对资料的区分和连结进行反思。传统的方法都是拿一支笔在访谈誊录稿、田野札记或其他文本上画记号，把同一主题的有关单位标示出来，然后依分析层级把这些单位再放在主题或次主题下。一般而言，这些可辨认的主题（或主旨）会规律性地重复出现。研究者会给这些主题命名（naming），然后将属于此主题的示例都标示上一个容易记得的代码（code，亦即标签，或眉批），并予以区分、聚类，乃至重新命名。

图8.1是笔者借助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QDA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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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主流报刊有关中国西部的新闻报道进行质化内容分析的一个编码截图，展示了常见的质化内容分析的编码方式（也即下文将介绍的常规式路径）。该图中心是笔者所要编码的文本（图左上角“CASES”一栏显示该文本是分析样本中的第三篇报道样本）；图右侧一栏显示的是笔者根据文本的阅读而标注的表示关键概念或思想的代码。代码是意义的单位，分析者把一个个的标签指定给所搜集到的某部分描述性或推理性的资料。通常代码可以指定给长短不一的“文块”，如字词、词组、句子或段落（联系或不联系某特定环境均可）。代码可以是平铺直叙的，也可以是较复杂的（例如一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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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质化内容分析编码示例

就分析者目的而言，重要的不是字词本身，而是其意义。字词的意义是由人把字词放在既定的语境中，就其含义进行选择而产生的。这一选择乃是嵌在某一逻辑或概念透镜中的，不论分析者是否觉察到这个逻辑或透镜的存在。而在操作层面上，编码所用的代码是用来检索与组织文块的。组织工作需要应用某个系统将不同的文块归类，这样研究者就能针对某一特定研究问题、假设、概念或主题，迅速找到并抽出相关的段落，然后将其聚集起来。资料的聚集，加上浓缩文块的展示，为引出结论铺平了道路。

根据编码的分析性质，代码一般分为三种：


1）描述性代码
 。此类代码是低诠释性的，也即研究者只是把一类现象归定为某个词汇或短语，见图8.1所示。再比如，“动机”这一代码可以进一步细分，在教育系统中依职务分为行政人员或老师，编码时所用代码即可为“行政—动机”或“教师—动机”，或再依动机出现的时间段（如将“采纳”的时间段标示为“采纳期”），更可将三种结合成为“采纳期—行政—动机”，等等。


2）诠释性代码
 。以上述动机为例，当分析者对文本的现实背景和当地动态更为了解时，便出现了一个更复杂、更幕后的动机网，比如有人采取新措施，主要为的是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获得升迁。于是分析者就可以把有关此人直接表露的那段文字标示为“表面的”动机，而后来发现的状况则归为私人的或幕后的动机，于是便有了“表面—动机”与“私下—动机”这样的代码。


3）主题或模式代码
 。此类代码的推理性与解释性更高，是诠释文本最深入的一种。分析者可能从事例和关系中渐渐看出了一种主题或模式，而访谈札记中某段已编好码的文字很可以说明此主题。这个代码可能成为主题、模式、主旨、因果关联，通常会包括一个词汇，这个词汇会指出这个被概括的主题或模式，这类主题或主旨类目通常是在搜集资料较后段才用到（详见下文扎根理论的三种编码介绍），因为此时文本所隐含的模式会越来越清晰。

8.2.1.2　归纳性类目建构与演绎性类目应用

标识代码是质化内容分析的初始步骤，而非分析的终结。质化内容分析编码的最终目的是生成类目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概念关系，修正既有理论或生成新理论。在质化内容分析框架中，类目从何而来，类目系统如何发展，这是展开编码分析和诠释所指方面的核心之所在，这一点其实是与量化内容分析一致的。从程序上来讲，有两种不同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操作程序处于质化内容分析的核心地位，即归纳性类目（inductive categories）的建构与演绎性类目（deductive categories）的应用。

归纳性类目的建构在本质上就是由数据资料中通过归纳法产生类目。其具体程序如下：由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出发，确定类目定义（选择标准）和归纳性类目的抽象层次；然后，从资料中一步一步地、并具有层级性地进行归纳，形成层级不等的类目，在归纳过程中不断考虑类目定义和抽象层次，不断判断目标对象是归入旧类目还是形成新类目；在分析了10％～50％的样本资料后修订类目，同时进行信度的正式测定，以检测由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出发而定的类目定义是否与文本资料本身存在大的偏差，是否需要修订。在此阶段，或许还需要重新返回到研究问题或目标，重复以上步骤，以求更好的类目建构（由于质化研究的开放性，这在实际研究中成为一种常见的甚至是必须的循环过程，特别是当研究需要从文本中重构理论时，这与量化内容分析往往是在分析文本前一次性设定类目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后，对所有文本样本进行分析，并进行信度的总结性测试，然后诠释结果，回应研究问题或目标。归纳性类目建构过程的主要思想是要求研究者深深浸入到文本数据中，反思、确定甚至重构由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产生的定义标准，以此决定文本资料的哪些方面需要纳入考量。遵循这一标准，所有文本都要分析一遍，类目是暂定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推断。在反馈循环中，这些类目重新修订，最终缩减至主要的类目，并检查其信度。

演绎性类目的应用就是与事前形成、源于理论的分析打交道，将所要分析的方面预先与文本建立某种联系。分析的质性步骤在于将类目赋予一段文本，在方法上有所控制。具体程序如下：由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出发，对分析方面、主要类目和下属类目进行基于理论的界定；在理论基础上形成对类目的界定、举例和编码规则，并在编码议程下搜集这些类目；修订类目和编码议程，并对信度进行正式测定，在此阶段，或许需要再重新返回到研究问题或目标，重复以上步骤；然后对所有文本进行分析，并进行信度的总结性测试，然后诠释结果，回应研究问题或目标。这里的主要思想是给每个演绎性类目赋予明确的定义、举例和编码规则，确定在何种情况下一段文本恰好可以被编码为某一类目。这些类目定义搁在一起就组成了一套编码议程。演绎性类目的应用在质化内容分析的初始阶段与量化内容分析的类目建构和编码程序极为近似，但与量化内容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演绎性类目是作为一种研究的起步应用于质化内容分析中，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与归纳性类目建构相同的是，它也经常涉及一个反馈循环过程，而且，这一方式在质化内容分析中往往是作为一种归纳性类目建构前期工作的辅助手段，或者是作为新的概念和／或理论体系建构的对比参照。

8.2.2　质化内容分析的三种基本路径

在归纳性类目建构和演绎性类目应用这两种方式各有侧重的运用基础上，根据研究的探索程度、研究问题的类型以及既有研究或理论运用的不同指向，质化内容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常规式、指引式和总结式等三种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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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要求，以及该研究领域的科学状况与适当的分析技巧相匹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研究设计，选择不同的分析路径。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开始分析数据之前清楚地描述其研究所要使用的内容分析的具体路径是很重要的。

8.2.2.1　常规式路径

常规式路径（conventional approach）一般运用于其目的是描述一种现象的研究设计，如在西方国家经常以临终关怀为主题的健康传播研究中描述临终病人的情感反应和情感互动。在常规式分析中，研究者避免使用预设的类目，而是让类目或代码名称从文本数据中自然显现，研究者沉浸在数据中从而让新的洞察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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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典型的一种归纳性类目建构。

上文图8.1所示的案例实则为常规式编码。以此路径展开的数据分析始于反复阅读所有的文本数据，沉浸其中，获得一种整体感，
【19】

 就像读小说一样。在开始对西方媒体对中国西部报道进行分析时，笔者首先将所有报道样本浏览一遍，获得对所有报道的一种整体认识。然后对报道文本一句一句地解读，通过记录第一印象、第一想法和原初分析来处理文本，在凸显了文本关键概念或思想的地方标注出提炼性的词语或短语，目的是从看起来能抓住关键思想和概念的文本中，通过凸显恰好表达这些思想和概念的词语来获得代码，
【20】

 或者直接以这样的词语作为代码，这既是形成初始代码的过程，也是建构类目的基础。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代码之后，根据代码属性或相互之间的关联方式，对不同代码进行归类，比如“西藏自治区”可以与其他地区名称等归为“省份”类目（在后期数据分析时即可将此类目与其他属性类目进行交互分析，以此判定对不同地区的报道内容上的不同）。图8.1左下栏“CODES”中即显示出由初始代码构成的上级代码，如“Art and Culture”（艺术和文化）和“Business”（商业）等，这些代码在后面分析时有可能成为重要变量或上级类目，它们由若干个指涉具体意义或类别的代码组成。这一编码过程可以说类似于扎根理论路径中的开放性编码（详见下文介绍）。

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更多的代码标签就会逐步涌现出来，反映出不仅仅只是一种关键思想，这些代码通常直接源于文本，然后成为最初的编码方案。紧接着，根据不同代码的关联方式，将代码分成不同的类目。这些新产生的类目可以用来将代码组织起来，并分成一些有意义的聚丛（clusters）。理想情况下，聚丛数量介于10到15个之间，这样聚丛外延才能足够宽泛，可以将大量的代码进行归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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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子类目之间的不同关系，研究者可以将大量的子类目合并或组成较少量的类目。制作一个树形图有助于将这些类目组成一个层级结构。然后，对每一个类目、子类目（sub-categories）和代码进行界定。为了准备报告研究发现，需要从数据中为每一种代码和类目找出范例。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者可能要再次基于类目与子类目的共现和前因后果情况来识别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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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式路径常用于质性的探索性研究，通常比较合适于就某一现象的现有理论或研究文献十分有限这种情况，因此往往运用于对文本特别是访谈记录文本的初始分析。许多质化方法在初始阶段都采用这种路径进行研究设计和分析。如果数据主要是通过访谈而搜集获得的，那么在搜集数据阶段就要多使用开放式问题，或者具体针对参与者的评论，而不是既有理论。下面借用一个假设的研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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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一步说明常规式分析的具体研究过程。

假设一位对临终关怀病人的情感互动抱有兴趣的研究者A在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后发现，对于身患绝症、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的情感反应，前人研究甚少，而这对于促进医疗和提升医患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健康传播研究关注议题的社会价值所在。对这一类人际互动的了解的匮乏，极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这类病人不愿意讨论死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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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研究者A想要更多地了解这类病人的情感经历，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探讨他们的需求，从而使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能够进一步针对患者需求改进服务。由于缺乏既有理论为其研究提供框架，所以研究者A提出的研究问题多半是开放式的，比如“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绝症者的情感反应会是怎样？”

基于以往的实践经验或前期的初步观察，研究者A推测，刚刚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与已经接受较长时间的病人相比，他们的情感反应会有所不同，她还推测，在家接受关怀的病人与在医院病房接受的病人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因此该研究者决定采用质化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分层目的抽样的方法以确保样本的异质性，因此其目标样本可分为四组（2×2），分别进行以开放式问题为主的访谈，由此对比四组不同病人的情感反应，同时也可对同层内的样本进行同质性归纳分析。研究者A采用常规式路径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由阅读每份访谈录本开始，从头至尾将所有文本浏览一遍。然后，再仔细阅读每份录本，将描述情感反应的文本部分以重点符号标出，并在该段文本边缘标注关键词／短语或一段话，利用受访者访谈中所使用的语词来抓取情感反应，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标注代码的编码过程。在标注代码时，还要给文本标注访谈取自哪类病人，以作后期对比或归类分析。将所有访谈录本编码完后，研究者试图将这些发展出来的代码数量尽可能地限制压缩，择取那些相对具有代表性的较为关键重要的代码。在对3～4篇访谈录本进行开放性编码后，研究者确定出初级代码。然后再用这些主要代码对其余录本进行编码（也即对最初已编码过的文本再编码），如果遇到数据无法归入现有的任何一个初级代码时，研究者会增加新代码。

一旦所有访谈录本均已编码完毕，研究者A会分别考察同属于一个特别代码内的所有数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些代码会被合并在一起，而有的则分成不同的下属类目。最后，她会检查最终使用的代码，将它们组成一个层级结构，如果可能的话。在总结研究发现时，研究者使用识别出的代码和层级结构来描述病人的情感反应。在讨论研究发现时，研究者会将内容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前人研究或理论（如果有的话）进行比较对照，凸显相同和差异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与量化内容分析的路径相反，在常规式路径中，相关理论和其他研究发现是在研究的讨论部分，已有文献是作为研究发现的对比参照而得以援引的，这也是许多质化研究所具备的特征。比如在上例研究中，研究者A可能会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与库伯勒—罗斯1969年提出的悲伤五阶段（拒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理论
【25】

 进行对比。

常规式路径的优点是能从研究参与者如访谈受访者或者文本资料那里获得直接的信息，从研究者A的内容分析中所产生的知识是以参与者独特的视角和实际数据为基础的。但此类分析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采取这种路径，因为缺乏前期研究或既有理论指导，且研究者可能因完全浸入文本字句或细节中而难以跳脱于文本，以致难以形成对文本的完整理解，因此也无法识别关键类目。这极有可能会使研究发现不能准确地反映数据的真实情况或核心问题，这也就是林肯和古巴所指的自然主义范式内的可信度（credibility）问题，
【26】

 或者本书第6章所讨论的信度和内在效度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同行报告、延长参与时间、坚持不懈的观察、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反向案例分析、足量参考和成员检查等这样的研究活动来建立可靠性。
【27】

 其次，常规式质化内容分析容易与其他的质化方法如扎根理论方法或者现象学相混淆。这些方法都具有相似的初始分析路径。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发展还是在对生活经验的描述方面，常规式分析都是有限的，因为其抽样和分析程序都难以使不同概念之间的理论联系从调查结果中推断出来，其结果最多不过是发展概念或者建立模型而已。
【28】



8.2.2.2　指引式路径

所谓指引式路径（directed approach），顾名思义，是在既有理论或研究的指引下展开质化内容分析，该路径的分析目标主要是从概念上去证实或扩展理论框架或理论。既有理论或研究有助于聚焦研究问题，它能提供需要研究的变量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前期指导和词典，因此能帮助确定初始编码方案或者代码之间的关系。
【29】

 在此路径中，研究者利用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来识别关键概念或变量，并以此作为初始编码类目开始其对文本数据的分析。这也就是本章上一小节所介绍的演绎性类目应用。

比如，放在上例的同一研究语境下，另一研究者B的研究兴趣点却有所不同，他关注于库伯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理论的适应性问题，虽然该理论在学术界为研究者广泛接受，但尚未从其他研究中得到验证，而且研究者B也希望了解该理论是否适用于描述绝症患者不久于人世的经历，于是他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库伯勒—罗斯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很好地描述已被诊断出患有绝症的病人的情感过渡或旅程？”
【30】

 从研究者B对理论的运用来看，他这样的探寻可归类为第2章所讨论的理论的演绎运用。这样的运用与量化内容分析有些相似，但在研究者B的研究中，库伯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只是被用来作为最初的框架来辨识绝症患者的情感阶段，而非像量化内容分析那样以理论来推衍出有待经验验证的假设，更非一种要求统计显著性的假设；而且，在指引式内容分析中，即便是有理论做初始的指引，由此构建最初的类目框架和初始编码方案，但分析者在对文本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依然允许新的代码和类目的生成，其分析依然是一种开放性的状态。因此，指引式分析虽然是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过程而区别于常规式路径，但它本质上还是不同于量化内容分析。这样的路径特别适合于研究者发现关于某一现象的既有理论，或是前人研究不甚完整，对其进一步描述会使相关理论或研究向前发展。

虽然这种分析路径在理论运用上是指引性的，具有演绎性质，但在数据分析阶段，分析者可以采用本章上一小节所介绍的演绎和归纳这两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开始编码，这取决于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具体到研究者B来讲，一种策略是直接使用基于库伯勒—罗斯理论而预设的代码进行编码。如果在分析中辨识出在预设代码框架内无法被编码的文本，那么就标识出来留待分析，看它们是否代表了一个新类目或者是现有的一个代码的下属类目。另一种策略就是直接从阅读访谈记录文本开始，将第一印象中看似再现情感反应的那部分文本标注出来，然后再使用预设的代码对已标注的那部分文本进行编码。这种策略较适用于研究目标是就某一特殊现象比如情感反应来辨识有可能的情况并进行分类。在使用预设的代码对文本进行了编码后，如有无法被归类至由理论推导出的初始编码方案的任何文本，都将被赋予一种新的代码。

这两种策略的选择取决于数据和研究者的目标。如果研究者想要确保抓取一种现象（比如研究者B记录分析绝症患者的情感反应）有可能的出现，那么可以将识别出的相关文本明显地标注出来却不进行编码，这样可以增加可靠性。如果研究者自信初始编码方案不会使相关文本的辨识带有偏向，那么可以立即开始编码。根据类目的类型和外延的不同，研究者可能需要在随后的分析中辨析出下属类目。

无论是哪种策略，研究者B都需要在编码开始前运用理论对五种情感反应或每个类目进行操作化定义。编码完毕后，分析者会检查每一类目下的数据，确定是否需要给某个类目设定下属类目（比如研究者B可能想要依据愤怒所指对象，如指向自己、指向医生或指向精神存在来进一步划分愤怒的下属类目），并重新考察那些无法编入至由库伯勒—罗斯理论衍生出的五大类目中任何一个的数据，以描述不同的情感反应。最后，研究者B将对比支持库伯勒—罗斯理论的数据文本与其他不同情感反应的再现程度，此时也许会用到量化手段如秩次（rank order）分析，研究者还可汇报每位参与者以及总样本的相关文本中支持与不支持理论的代码的百分比。
【31】

 可见，由指引式分析所获得的发现为某种理论提供了支持性和非支持性证据。该证据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列出带有例证的代码，也可以提供描述性的证据。

在研究报告或论文的讨论部分，理论和前人研究再次发挥指引性作用。就研究者B而言，对于研究发现的讨论也许会集中在参与者的情感旅程在多大程度上与库伯勒—罗斯模式相类似，其研究如何证实了该模式，以及新增了哪些新视角和新类目，也即参与者的经历体现出了哪些新的情感反应或阶段，这些新视角和新类目是提供了与现象相矛盾的观点，还是更进一步地完善、扩展和丰富了原有理论；如果是前者，该如何解释特别是从参与者经历本身来解释；如果是后者，运用这些新类目如何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理论。
【32】



指引式路径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给予现有理论以支撑和扩展。另外，随着一个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会不断积累一些对于相关现象的观察、解释甚至理论，此时研究者采用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可以避免因幼稚的自然主义设计视角而带来的研究设计上的盲目性以及资料搜集上的零散杂乱性。但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对于理论的使用缺乏足够的警醒以及对观察对象缺乏足够的开放性，研究者容易在一种被告知的、带有强烈的偏向的情况下接触数据，以致更可能会在观察研究对象并与之访谈交流中或是在文本的阅读编码中发现支持理论而不是反对理论的证据。其次，在这样一种指引的暗示下，有可能使访谈产生某种偏差，特别是当访谈者的经验不够丰富、有意无意流露出其访谈意向时。具体到研究者B的研究中，一些病人可能会同意研究者所提示的情感阶段，尽管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再者，对于理论的过分强调往往会使研究者忽视现象的情境部分。研究者B如果强调库伯勒—罗斯的五阶段中对丧生的情感反应，就会妨碍他认识那些影响情感的情境特点。
【33】



8.2.2.3　总结式路径

采取总结式路径（summative approach）来进行质化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以识别和搜索文本中特定词语为始，并对其量化处理，目的在于归纳总结出数据型态模式并将此模式与语境阐释联系，从而理解词语或内容的语境使用。
【34】

 分析文本资料中特定词语或内容的出现，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属于显性内容分析。
【35】

 如果分析仅限于此，那么它是量化内容分析，因为它专注于计算特定词语或内容的频次。而使用总结式路径进行的质化内容分析则不仅仅是对词语的统计，这种分析的量化处理的重点不在于试图去推导意义，而更多的是探索用法，并由词语用法与语境的关系来发现词语或内容的潜在意义。
【36】



还是在临终关怀的研究背景下，第三位研究者C关注的是绝症患者对一些特定词语比如指代死亡的词语的使用，由于这些病人的境况特殊，了解临终关怀人际互动中使用直接语或委婉语的语境对于健康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此时，可以采用总结式路径来展开分析。这位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来自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在美国或其他许多社会中，直接使用“死”、“死亡”、“死去”这样一类的词还是禁区，人们更愿意使用诸如“过世”、“到一个好地方去了”等委婉语。直接语或委婉语的使用得当与否，有可能会影响到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37】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C想知道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或家属使用直接语和委婉语的频率，他们在怎样的情境下使用直接语，以及在临床医生与绝症患者讨论临终关怀的沟通中，指代死亡的直接语和委婉语是怎样被使用的。
【38】



研究者C在经过允许录制了50对不同的临床医生与患者／家庭之间发生的55次交流事例中的所有谈话后，开始对谈话记录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分析首先是由计算机辅助进行的搜索录音文本中“死”、“死去”、“死亡”等词语的出现，计算录音文本中与死相关的词语出现的频率，包括来源或说话者，并将之与每次交流事例的总长度相比较。研究者C还对说话者身份进行了编码，统计说话者类型的出现频率，通过汇报直接语或委婉语的使用如何因应各种变量如说话者（病人，或家属，或临床医生）、临床医生的专长以及病人的年龄等而不同，以此来说明直接语或委婉语的语境。如前所述，计数被用来识别、归纳总结出数据型态模式，并使代码语境化，它可以将词语或短语的使用与语境阐释联系起来。研究者尝试探索词语的用法，或者发现一个词语在通常使用过程中的意义范围。

总结式路径的分析使用一种非介入的、非反应的方式对所关注的现象进行实录，结合实地背景来分析记录文本，由此提供对词语实际使用的基本理解，因此较之于对与语境脱离的文本进行单纯的内容分析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这类研究依赖于可信度，而展示可信度或内部一致性的机制在于表明文本证据和诠释相互一致。对于研究者C的研究，内容分析者必须对什么词语可以替代“死亡”一词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另一种效度验证是，研究者向研究参与者确认他们的本意或者他们使用词语的彼时情景，由此核实研究者对文本的编码解读。
【39】



8.2.2.4　三种路径的编码比较

以上三种路径虽然分析策略有所不同，但所有的质化内容分析都要进行一个包含相似步骤的分析过程（从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的提出，到数据搜集、编码分析和类目形成等），无论是哪种，就像量化内容分析一样，一项质化内容分析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取决于编码过程，取决于是否能发展出一套好的编码方案，而编码方案就是将数据组织分配到类目中的转换器。
【40】

 编码方案的好与坏、到位与否，对于确保分析的信度和效度都具有核心作用。

具体到不同路径而言，其关键区分主要在于编码分析的初始代码如何形成。谢和香农对常规式、指引式和总结式三种路径给出了精简、到位的总结：
【41】

 在常规式分析中，类目首先从数据文本的解读中涌现产生；在浸入于文本数据、辨识文本中的关键代码和类目的过程中，研究者通常能获得对一种现象或文本本身的较为丰富的理解。而在指引式分析中，研究者在开始分析数据之前利用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就已发展出初始编码方案，随着分析的展开，发展出另外的代码，并根据文本数据修订完善初始编码方案，在此基础上扩展或完善既有理论。而第三种路径则与前两者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此路径下，数据不是作为整体来分析，研究者通常是通过单个的词语或与特定内容的相关性来切入文本的，从分析文本模式导向对具体词语或内容的情境意义的诠释（三种分析路径的编码差异详见表8.2）。


表8.2　质化内容分析三种路径的编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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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Hsieh, H. -F., & Shannon, S.E. (2005). Thre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5(9), 1277-1288.p.1286.

8.2.3　质化内容分析中扎根理论路径的借用

当代质化内容分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从扎根理论中吸取了诸多营养，不少质化研究者在面对文本资料时有时甚至直接将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拿过来运用于其内容分析上，以致扎根理论路径的抽样和编码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质化内容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扎根理论是由巴利·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瑟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这两位社会学家最早于1967年提出来的，
【42】

 并由这两位学者在后来不同年代出版的有关该理论的著述中对其不断补充与修正。虽名为“理论”，但其实它更应该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或者说一整套成体系的研究策略，其目的是希望应用一系列的“方法”（methods）来搜集与分析资料，由此发掘、发展、建构并验证理论。斯特劳斯和科尔宾认为，虽然人类不能像上帝一样全知，但是希望通过研究来增进我们对世界运作的了解，在此意义上，扎根理论是思考和研究社会现实（reality）的一种方式。其所谓“扎根”，即“扎根”于实地所搜集的资料之上，将零碎片段的资料归纳、分析、统整为类目或主题，再经由持续不断的更多个案资料的搜集，通过归纳与演绎的循环，二者交替运行，直到把所搜集到的庞大原始资料缩减、转化、抽象化成为概念，以求理论饱和，而得出一个扎根于实地资料的理论。
【43】

 因此，扎根理论主张理论的建构和验证必须建立在“与资料的亲密关系”之上，也即无论是从资料中产生理论或是验证理论存在的资料基础，理论和资料都必须是紧扣的，这使得理论与实证研究得以紧密衔接。扎根理论同时强调理论的建构与验证，这是其和量化研究相似之处，也是与其他质化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正因如此，扎根理论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典型的后实证主义方法，但其与资料的亲密程度与概念的深化程度却是单纯的量化实证研究所不及的，这也使得采用扎根理论路径的质化内容分析与量化内容分析有了很大的本质区别。

由于构成扎根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即资料分析，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对内容的分析，因此其资料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操作程序成为质化内容分析的重要的借鉴和发展之源，其对后者的影响及其运用特别体现在抽样和编码这两个环节上。扎根理论的抽样和资料分析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其弹性原则和循环过程的特质。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包含研究设计、搜集资料、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和文献比较等五个阶段（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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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扎根理论的研究周期

与量化研究非常不同的是，扎根理论文献的运用发生在两个阶段，一是在研究设计阶段，该阶段的文献探讨是一种前期理解，目的在于提高理论触觉（见本书第2章相关小节），了解“不言而喻”的知识；二是在研究的后期，也即在资料分析之后将推导出的理论或概念体系与既有的文献进行比较。如果由资料导出的理论与既有文献类似，这样的比较有助于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推广性结论，从而提高研究的外在效度。相反，如果导出的理论与既有文献有所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那么这样的比较修正，有助于改进整个研究构想，在必要的时候也许需要再次研究，由此不断提高研究的内在效度。扎根理论的另一个有别于量化研究甚至是其他质化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其研究程序和周期呈开放性的、螺旋状的循环状态。这种循环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环节上：一是整个研究的大循环（见图8.2），也就是经过一轮研究设计与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后，由资料推导出的理论与既有理论经过比较后发现差异或冲突时，有可能需要根据既有发现再次设计研究方案并再次实施调查；二是在资料搜集和分析这一阶段内部的小循环，也即下面小节所要介绍的理论抽样和理论饱和的过程。

8.2.3.1　理论抽样与理论饱和

扎根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抽样所选择的样本的资料分析，以形成可资解释的理论。在资料分析阶段，一般流程是分析第一个个案的资料，然后进行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直至形成理论饱和。也就是，一开始所选择的样本不必太多，可先立意抽样，选取一个或几个有用的个案来分析看看。所谓有用的个案，是指那些可以形成理论、考验理论，或是可以扩展理论的个案。在初步的资料阅读和代码标识之后，进行理论抽样，即以形成某种理论为目的、并以“已经证实与形成中的理论具有相关性的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抽样，也就是说，抽样的对象是能够显示出与理论相关的事例。具体而言，在第一个个案的资料经由系统的编码分析后，用归纳和演绎等方式形成初步的理论，然后继续分析第二个个案的资料，看第一个个案所形成的理论模型能否吻合第二个个案的资料分析结果，否则以第二个个案的资料分析结果所形成的理论模型与第一个个案所形成的理论模型做比较、修正，以构成更完整的理论模型。如此类推，持续抽样，直到“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reaching closure）也即理论与需求相吻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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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饱和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专业经验和理论触觉，以及研究目的需要，但学者也从以往研究中总结出了一定的判定标准：①针对某一类目或概念范畴，再也没有新的或有关资料出现；②资料里的类目和范畴已发展得十分丰厚，在范式上各部分都能紧密相连，既有完备的过程，也在类目发展中发现有足够的变异性；③类目和范畴间的关系都能妥当建立，并且验证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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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一个核心主导思想是，数据资料必须首先被概念化，而概念间要彼此相关才能构成一个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性说明。因此，在样本资料仅仅呈现出一个一个的概念，而概念间缺乏紧密联系时，哪怕概念再多，再丰富，再新鲜，也难以说达到了理论饱和，或者也许从根本上研究资料或研究目标本身就出现了问题。

采用理论抽样，在样本累积性分析中，可以使概念间的理论性特质更加完整，概念间的理论性关联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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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采取扎根理论路径对非访谈文本比如媒介文本进行质化内容分析时，其抽样过程较之于一般的内容分析有时会多了一个层面，也即研究者有可能在进行了整体抽样后（比如媒介实体和新闻报道的抽样），还要在分析文本过程中不断地在整体样本基础上进行理论抽样。

抽样的具体程序，则根据研究者当时所做的编码类型而有所不同：在开放性编码阶段，抽样是开放的，不做任何明确的抽样，或是立意抽样，或是现场即兴抽样；在主轴编码阶段，主要采取关系或差异性抽样，也就是根据前一阶段所发现的范畴及其下属范畴之间的关系，或是不同个案的差异性，有系统地选择或特意安排一些个案，以期寻找变异过程的证据，其目的是扩大在概念维度上所发现的差异；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抽样是方向明确的区别性抽样（discriminate sampling），为了达到该阶段编码的目标（即把资料里的范畴，依照概念维度的各层次统合成一个理论），需要精心选择样本资料，人或事，以便验证、完善前面阶段未发展成熟的范畴或是范畴之间的关系。

8.2.3.2　扎根理论的三种编码

无论哪种路径，质化内容分析的编码基本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如上程序和代码，只是在采用扎根理论路径的资料分析中，其编码更细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扎根理论中的编码是把搜集到的资料打散，加以概念化，再以新的方式将资料重新归在一起的操作化过程，这一过程由上一小节所提到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所组成。虽然这组编码分析程序具有递次性，比如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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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以一级、二级和三级编码来依次命名这三者，但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而且由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三种编码在实际分析中也时有穿插进行的时候。为了使扎根理论研究达到其目标，分析过程必须不断保持创造性、严谨性、持续性和理论触觉四者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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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编码的界定和实施程序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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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opening coding）是扎根理论研究路径的所有编码形式的基础，在此阶段，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资料分解、检视、概念化和类目化，利用问问题和比较分析来发展概念。简言之，开放式编码的分析任务包括命名概念，定义类目，并依据其属性和维度来发展类目。

概念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被标定的现象（labeled phenomenon），它是研究者从资料中辨识出的重要事件、事物、行动∕互动等的抽象表征。对现象命名的目的，是为了让研究者能够将相似的事件、事例或事物等加以群组，并归类在一个标题或分类之下。因此，分析的第一任务就是，将所要分析的资料打散，通过赋予概念和编码，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资料。这种概念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把文本中的句子和段落都加以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想法或事例，再分别赋予一个可以代表它们所指涉现象的代码标签。

在这个步骤中，由于分析的开放性，研究过程中会出现十几个甚至上百个概念，因此研究者得把相似的概念归类在一起，成为类目范畴。将所搜集到的概念分类，区分为一个个不同内涵的类目，这一过程即被称之为类目化（或范畴化，categorizing）。分析者通过这一过程将一组概念组合成类目，这些类目当中又包括许多次类目（sub-categories）。因此，这一阶段的编码主要是将数据与数据进行比较，找出其间的相似性或共同的属性（见图8.3）。但这一阶段所区分的类目是暂时性的，在进一步的研究如有新的发现则会作出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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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开放性编码过程

辨识出类目后，要给类目命名，一个概念性的标签。类目的名字在抽象的层次上一般要比它所指涉的概念要高一些才行。类目和次类目的命名有四种方式：①由研究者自创；②引用学术文献里已有的用语，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借用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分析意义且已发展得近乎完整的概念，从而可能为极为重要的概念发展做出贡献，但也可能把研究进路封死，因为这种借用可能会使读者认为研究者想表达的就是约定俗成的意思；③来自于资料中发现的概念群或资料本身所包含的精炼词语；④使用原生代码（‘in vivo’ codes，或译为本土代码、实境代码），这是指被研究的对象无意中所用到的一些极为传神的词汇，也就是由研究对象（如受访者或被观察者）自己口中说出来或使用的语词。

开发一个类目，除了命名，更重要的是要发掘其属性，并从属性中区分出不同维度。属性是一个类目的诸多特质或特征，维度则代表一个属性在一个连续系统上所有的不同位置。以“观察”这一类目而言，其下属子类目可分为“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见图8.4），对于每一次观察来说，分析者可以用“频率”、“程度”、“密集度”和“持续时间”等代码来分别标识其不同属性，而这四种属性又分别具有各自的维度，被分析的每一次观察事例可以被定位在各维度的连续系统上的任一位置，比如观察程度是多或少，或较多、较少，如此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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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类目、子类目、属性和维度区分

在辨识类目时，需要进行编码信度测试，这与量化内容分析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两位编码员对同一内容的归类是一致的，则可以确定将该内容归入某类，否则，就需要再次返回事例，重新比较分析。如此为后面的进一步编码奠定信度基础。


2）主轴编码
 。在做完开放性编码之后，研究者将打散的文本数据重新整合，借助于所分析的现象的条件、情境、行动／互动的策略和结果等，发展主类目，发现和建立类目、次类目之间的各种联结和关系，以建立理论框架，这便是主轴编码（axial coding）。

在此阶段，研究者每次只对一个类目进行深度分析，以该类目为轴心寻找数据各部分之间的各种相关关系，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数据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类目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类目之间的关系、类目与下属类目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类目与次要类目之间的关系应该变得越来越具体。在此基础上，资料可依据各个类目和次类目之间关系性质的陈述，而被重新加以组合，以对现象形成更精确、更复杂的解释。在此过程中，同时进行四项分析性工作：①借陈述次类目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本质，构想主类目与次类目之间的假设性关系；②检验实际数据是否支持以上这种假设性关系；③继续不断地确定主类目与次类目的性质，并从实际案例中寻找它们在各个维度上的定位；④比较不同的案例在其所属主类目与次类目的维度上的歧异性。

在完成主轴编码的上述第一步之后，接下来要借概念的性质及维度的位置进一步开发类目及其次类目。除了在原先的类目和次类目之间的关系假设上寻求资料的验证之外，还要想想，是否还有其他有关类目的其他性质和维度还未被发掘。或许还会发现一些反例或反证，可使研究者对现象的多元性有所了解，如此，所建构出来的理论将更为稠密，更富变化。可见，这样的编码过程实际是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思维方式交替进行思考和分析。

当类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在维度层次上将类目关联起来。在主轴编码中，分析者是在属性维度这一层次上来关联类目的。代码均具有维度。例如，观察是“经常的”，自我是“自由的”，药物的取得是“容易的”，经验是“新奇的”，如此种种。此时，研究者也许会发现，指涉现象性质的事例或事故会在某些维度位置上出现，而呈现出一种型态模式。研究者就得特别留意这些模式并分析比较之。这样，分析所得的数据将有助于下一阶段选择式编码的进行。

当类目、属性和维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且相互之间显现出各种关联（如因果关系、情境关系、语义关系、类型关系、功能关系、过程关系、策略关系、对等关系，等等），即需要一个组织性架构（见图8.5），也就是“范式”（paradigm），以此来审视资料的视野观点和内在结构，从而有助于系统地整理和排序资料，并统整结构和历程的分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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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主轴编码的分析范式示例

比如当研究者在通过访谈资料来分析社会变迁中的夫妻冲突关系时，可借用图8.5中的分析范式来建立类目或代码之间的关系。其中，“条件”是将为何、何处、如何、何时等问题的答案加以群组的概念性方式，它可以包括因果条件（表征的是一组会对现象产生影响的事件，比如丈夫吸食毒品）、介入条件（也即那些用来缓和或改变因果条件对现象之影响的条件，经常产生于偶发事件或非预期事件，必须藉由行动／互动的形式来加以回应）、情境条件（一组特定的条件此时此地在某一维度或多维度上的相互交错，构织成一组环境氛围，而人们则通过其行动／互动来反应）。“行动／互动”则是个人或团体对于在某些条件下所发生的难题、议题或事件的策略性或例行性反应，前者是人们为解决某一难题所采取的有目的或蓄意的行动，比如当丈夫的吸毒行为被妻子察觉而采取的回避关键问题的策略，而后者则指的是以较为习惯性的方式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比如夫妻之间为日常生活中的争执而采取的习惯性反应，而在组织机构中，这类行动经常是以规则、定律、政策或工作程序等形式出现的。所有的行动／互动都会产生某种“结果”，它所回答的问题是行动／互动的结果导致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个人或团体对行动／互动反应的失败结局，由此构成研究的重要发现。描述这些结果，并解释它们如何改变情境或影响现象，可以为所要研究的现象提供更为充分完整的说明。


3）选择性编码
 。在研究者不断浸入资料、进行理论性思考和编码的过程中，一些核心类目（core categories）会慢慢浮现出来，分析将逐渐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目有关的代码上。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的工作就在于发展核心类目，找出核心主题，因此又称为主题编码。

核心类目是指其他所有类目都能以之为中心而结合在一起的类目。扎根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格拉泽指出，核心类目必须具有“中央性”，也就是必须在所有类目中占据中心位置，与最大数量的类目和特征相关，可以和其他很多类目很容易地、并且是有意义地发生联结，这种联结不是强迫性的，而是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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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中央性还意味着，类目的抽象层次有高低之分，在选择性编码的不断比较过程中，逐渐将命名的抽象层次提高，使之成为一个包含性高、抽象度高的名词，这样的命名就成为一个核心类目，一个核心类目很容易发展成为更具概括性的理论。

在开发核心类目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对核心类目进行“编码范式”（维度、属性、条件、情境、策略和后果等）的处理，分别进行编码，以此确定子类目，界定哪一类目是编码范式中的哪一个，将这些子类目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的排列组合，分析出其中的秩序来。如此，子类目可能变得十分丰富和复杂，并由此寻找内部变异和型态，也就是在哪些条件下，哪些事情或事例会发生。在找出各种型态之后，研究者即可根据各类目坐落在维度上的位置，按照已发掘的型态，将它们归类、凝聚在一起，进而发展出一个理论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提出理论假设，将类目在不同条件和情境下的不同关系一一阐明清楚，再进一步以搜集到的数据资料来加以验证，看实际资料套进去是否吻合。这里需要验证的有两个层次：①类目间的关系是存在的；②这些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在类目的不同维度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最后要进行的就是类目的填补工作。此时，已具雏形的理论经由资料验证，具备了解释力。研究者可以再返回到当初建构好的类目之中，做些填补的工作，使所形成的理论更具概念上的稠密性和准确性。

上述三种扎根理论的编码形式（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虽然看似有优先顺序，但事实上，它们是环环相扣的。选择性编码的形成通常是伴随着主轴编码而来的，因选择性编码主要是确认故事线，发展情境型态，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境类型发展理论，这些目标的线索，其实可从开放性编码或主轴编码中即已见其端倪。因此，通常是在主轴编码成形之后，研究者便可经由文献既有成果或在本身编码过程中的体会，理出选择性编码。

8.2.3.3　扎根理论路径编码实例展示

近些年来，原本主要用于访谈、观察或民族志研究的扎根理论路径开始借用于媒介内容分析研究，并见诸国际传播学学术期刊上。下面将给读者介绍的一个运用实例是英国的两位研究者2009年发表于《传播季刊》上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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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研究者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对40部好莱坞浪漫喜剧电影进行了质化内容分析。

引发研究者展开此项研究的背景是，在媒介充斥着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媒介作为一种了解世界变化的途径，其所表达的倾向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直接影响到青少年对世界的看法。然而，电影和电视节目常常以夸张的内容和对浪漫关系的非现实描绘，去吸引观众的眼球。尽管年纪稍长和阅历丰富的观众有分辨能力，但较为年轻的观众由于缺乏生活经验，较为容易轻信其内容，形成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愿望。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文献回顾，作者发现已有研究虽然提供了关于电视节目和电影的某些内容与受众的观念和行为有联系的资料，但是少有研究针对受众到底会频繁接触到什么样的具体内容，进而引导出作者的疑问：是什么样的信息会引发受众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期望？青少年喜欢什么样的情景去模仿，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此项研究仍然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这一传统领域，所以作者以该领域内的两个基本理论为依托：一个是格伯纳的培养理论，它是从消极负面的视角来审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内容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媒介信息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消极的过程；另一个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它是从正面来谈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认为人们可能通过观看媒介中的行为，去指导自己在现实中所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作者则将两种理论综合起来，认为浪漫喜剧电影既可能使青少年产生一种对关系的美好期望，同时电影中的不愉快事例也会对青少年关系的建构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作者假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频繁接触浪漫内容的观众将会形成相应的观点以及对这些浪漫关系的憧憬。基于此种考虑，该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确定在这些大众流行浪漫喜剧电影中青少年接触到的关于浪漫关系的内容。而对内容本身的分析则是媒介内容影响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

两位研究者首先选取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电影，浪漫喜剧故事片，选取原因是其浪漫内容所占篇幅大，且有广泛的收视率。作者从美国前200个卖座的浪漫喜剧中，根据四个标准最终选定了40部。第一个标准是由于研究是在英国进行的，所以选择的影片必须是在美国和英国均能放映的影片；第二个标准是由于青少年更加认同最近影片中的角色和情节，因此以1995—2005年间在电影院中播放的电影为例；第三，被英国广播电影评级机构认定为U、PG或是12的电影才能入选，这些电影更适合于年轻观众；第四，选取影片均由好莱坞著名的六大公司制作，因为由好莱坞主要公司制作的影片通常具有最为广泛的播映范围，并吸引着最大数量的观众。通过这四个标准的严格把关，最终筛选出40部符合要求的样本。研究者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对这40部电影进行了编码，以期记录下所有面向两性关系的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电影内容可能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

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研究者通过观看这40部电影样本，记录下两性关系每一个维度的情节（如亲吻、约会等）。每一部电影被分为数个DVD片段，以便观察分析。电影看过一遍以后，再通过第二次观看来弥补遗漏的相关情节。这个阶段总共记录了3470个情节，按照情节的内容和意义，将类似的情节归为一类，如果有情节不属于已有的任何类目，则建立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均从电影内容中浮现，而非研究者预设。如此下来，这3470个情节被归为103个类目，即建立了103个开放性类目。这些初始的分类是进入下一步编码的数据组织方式。在开放性编码中，研究者将这些类目一一具体描述出来，并对这些情节进行讨论，推断这些情节对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响。

编码的下一阶段主轴编码主要是重新评估开放性编码阶段所建立的类目，探索开放性代码类目可能具有的共同特征，并将这些类目联系起来，进一步对有关联的类目进行抽象化，使之重组为一个更抽象的类目，也即对开放性代码进行聚类。因此，103个开放性代码经过抽象后聚合组成16个主轴代码，也即主类目。比如第一类是两情相悦（affection），由13个开放性代码即次类目如亲密接触、亲吻、共享私密时刻、调情、手牵手等聚合而来，以表示情节中的成双成对者身体上的亲爱关系，与此类目相吻合的开放性代码在此编码阶段被归为一类。研究者也进行了百分比统计，这一类目在所有16个主类目中占25％（其次类目总计频次868次，编码情节共3470个），比例最高。其他主类目还包括关系讨论、对伴侣的信任、伴侣的重要性、情感表达、责任承诺、家庭朋友支持、开放式沟通等。研究者还将每一个类目的创立过程与前人研究发现作了对比，对各类目对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评估。

最后一个阶段是选择性编码，它是对主轴编码的进一步重组，在此阶段，类目要整合为一个核心的概念以总结概括整个研究发现。在考查完这些数据之后，结果发现电影中对两性关系的描述看起来是矛盾的，有时被描述成高度值得拥有，有时则是极度的反面，因此有使青少年困惑的潜在可能。尽管电影中呈现的诸般矛盾的行为实际上常见于现实生活中，但那些负面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却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中的通常情况。因此，电影中对两性关系看似现实的再现实际上仍然是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表达的。鉴于该研究的目的是明确浪漫喜剧电影是怎样描述关系的，以及这样的关系对青少年可能意味着什么，研究者最终提炼出“矛盾的信息”这一核心概念，以此统领所有代码类目。

8.2.4　质化内容分析的质量控制与评估

如同量化内容分析，质化内容分析同样也存在着研究品质的控制和评估问题。其研究计划的成功与否，在于其研究结果的品质高低。研究者在展示其研究结果时应当把研究步骤和程序等向读者交代清楚，据此，读者可以对该项研究的品质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首先需要判断的是数据资料的效度、信度以及可信性（credibility），不过其具体评估的标准和方法与量化内容分析有所不同。其次要在区分研究目标是创造、阐明或验证理论的基础上，评估研究的过程是否合适。第三，要判断研究成果的经验性基础（empirical gr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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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　质化内容分析的效度与信度

在上一小节关于浪漫喜剧电影的内容分析实例中，研究者在主轴编码后进行了信度测试，以期对自己的研究作出客观的评价，也使后来的研究者在分析类似的电影时可以得出类似的相关结论。信度测试是检验研究成果是否有效的途径之一。研究者从40部电影样本中又随机抽出7部电影（总共包含174个DVD片段）作为信度编码的样本，让一个心理学本科生担任二次编码者，对信度编码样本再度进行编码。在信度编码开始前，研究者首先根据在主轴编码阶段创建的类目建构了一份编码手册，然后对二次编码者进行培训，让二次编码者通过观看用于信度测试的样本电影之外的其他同类电影，熟悉每个开放性编码类目、它们的属性和主轴编码类目。在二次编码者熟悉了编码类目之后，让其判断信度编码样本电影中每个DVD片段是否出现了这些类目，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该项研究关注的是电影中两性关系的行为或动作。最后使用科恩kappa值来汇报编码信度的高低，结果16个主轴类目的kappa值都比较高，除有三个类目在大于0.5小于0.6外，其余各类目均为0.61～1.00。kappa值为0.41～0.60被认为是信度为中等水平，0.61～0.80被认为是显著水平，0.81及以上则被认为是接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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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2　质化内容分析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经验判断

量化内容分析的步骤程序相对明确固定，相比之下，质化内容分析的开放性和主观性较强，且富有弹性，因此在对质化内容分析进行研究质量评估时，对其研究过程的判断尤显重要。比如，如果缺乏编码过程的必要信息，读者特别是潜在的后续研究者就很难对研究者从资料的编码中提炼出来的类目和／或概念的有效性甚至真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假如研究者提供详细的研究程序，配合一些线索（cues），至少可以让读者读出，作者如何仔细又彻底地追踪了理论背后的经验性指标，以及如何负责又富有想象力地做了理论性的抽样的过程等。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现有的被贴上质化研究标签的传播学研究论文或专著鲜有呈现出研究的具体过程，特别是资料分析的实际过程（如概念如何从资料中生成或提炼等）。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研究成果的汇报者应该至少给读者提供一些关键的信息，以便让读者可以判断研究过程是否合理与完备。

翁懿涵等人曾列出了一份针对扎根理论包含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的清单，
【54】

 笔者以为对于质化内容分析的质量控制也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拣选改述在此：

●　最初的样本是如何选择的？其选择的基础是什么？

●　创建或设立类目的路径是怎样选择的？选择的基础何在？

●　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重要的类目？采用哪些指标（如事件、行动……等）作为指涉一些重要类目的基础？

●　理论抽样的基础是哪些类目？也即在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如何引导部分资料的搜集？做完理论抽样之后，这些类目的代表性如何？

●　哪些假设事关概念间（也即类目间）的关系？建构和验证这些假设的基础何在？

●　概念是浮现出来的吗？概念间彼此有系统性关联吗？

●　类目是否妥善地发展？概念联系与类目是否已达到概念上的稠密？

●　有没有出现假设与实际状况和数据资料不相吻合的例子？如果有，如何解释？这种变异的例子会不会影响假设？是否需要新的概念并扩展理论？

●　核心类目是如何、并且为何被选上的？此种选择是突然的还是渐进的？是难还是容易？是在怎样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分析决定？

●　理论里含涉许多歧异性吗？

●　所研究现象的大环境条件是否被纳入研究的解释里？

●　有没有将过程列入考虑中？

●　理论发现显著吗？显著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是研究者在每一步研究开始之前就需要思考的，也是其汇报研究成果时需要向读者回答或提供相关信息的。虽然也许并未涵盖全部，但至少是评估质化内容分析研究过程的主要依据，特别是用来评估其编码程序和理论构建是否恰当、有效和可信的重要标准。翁懿涵等人指出，虽然也不必把这些标准视为牢不可破的规则，但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还是最好遵守这些研究规则，从而让读者可以判断研究和理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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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五份国际期刊20年内容分析研究论文调查介绍

为了解内容分析法在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应用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笔者在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下曾对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五份国际权威期刊20年内发表的运用了内容分析方法或结合了其他研究方法的原创研究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目的是想通过考察国外期刊中内容分析法的运用案例，发现内容分析法应用的演进特点，总结可资借鉴之处，探索演进和发展的趋势，以期为国内内容分析法研究提供启示。笔者运用学术研究图书馆（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传播和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和SAGE全文数据库（SAGE Full-Text Collections）等三大数据库进行相关研究论文搜索。

笔者在进行大规模内容分析前，首先以1993年和2008年作为起始和终止年，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搜取SSCI收录的五家权威刊物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New Media & Socie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初步对内容分析法在网络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本课题的前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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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充分了解相关国际期刊论文在现有电子期刊数据库中的收录情况，并对本课题研究所运用的内容分析编码表进行预测试，以便及时调整后续研究的进程和编码内容。

基于前期的预先研究情况，最终确定考察20年来（以1991年为考察起始年，2010年为终止年）SSCI收录的五份国际权威刊物，分别是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Political Communication和Journal of Advertising，涉及新闻传播学几个重要领域。

《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是国际传播学会的旗舰刊物，创办于1951年，期刊立足于广泛的研究视野，刊登传播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书评，对所有的传播专家和传播政策制定者而言都是必读的重要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创办于1975年，是全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旗舰季刊；致力于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内的研究，每个议题重点刊载原创性论文，呈现出在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新闻史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等方面的最新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体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创办于1956年，是广播电视教育协会出版的学术型季刊，关注电子媒介的新发展、新潮流和最新的研究。《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国际传播协会的政治传播部门赞助的跨学科的国际季刊，内容涉及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突出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交集的尖端研究，反映了网络快速变化和传播政策急速地在全球范围扩散的现状。该期刊欢迎所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观点，能够更进一步地全面地了解政治传播的实践、过程和政治影响的各种形式。《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创刊于1972年，是美国广告学会的广告杂志。内容涉及商业、传播与媒体、心理学、商业心理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销售与市场营销、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等领域。

此项内容分析调查按照内容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框架构建编码表，根据关键词搜索，辅以标题和摘要的阅读，获取研究限定的这20年时段内五份期刊发表的所有运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论文共计588篇。考察内容涉及论文出版年代分布、研究对象的传播语境、内容分析研究涉及的传播平台类型、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或核心概念、研究主题、研究目的以及内容分析法各个关键步骤的组成等方面。具体编码表如下：



内容分析研究项目编码表

1．篇目编号：

2．编码员：

3．刊物：

1）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Political Communication

5）Journal of Advertising

4．刊登年份：

5．刊登卷期数：

6．论文标题：

7．传播语境：

1）大众传播

2）人际传播

3）组织传播

4）其他（注明：__________）

8．媒体平台：

1）传统媒体（可多选）：

a）报纸

b）杂志

c）电视

d）广播

e）通讯社

2）新媒体（可多选）：

a）万维网页面（网站）

b）BBS论坛

c）博客

d）播客

e）新闻组

f）邮件

g）手机

h）其他（注明：__________）

9．有无明确的理论框架：1）有　　2）无

9.1．如选择1），理论框架是_______________

10．核心概念（可多个）：_________________

11．研究主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内容分析应用的目的（单选题，以主要主旨或最终目的为判断标准）：

1）描述内容特征和／或风格特征

2）揭示传播内容的发展倾向和趋势（包括跟踪学术发展）

3）比较和评价不同媒介或传播层次的内容特征

4）揭示传播内容的国际差异

5）比较媒介内容与社会现实或检查传播内容是否与目标相吻合

6）测量传播材料的可读性

7）推断传播效果

8）辅助研究操作或方法论研究

9）探索影响传播内容的因素及其与内容的关系

10）推断作品的作者

11）其他（注明：___________）

13．有无明确提出研究问题：1）有　　2）无

14．有无明确提出研究假设：1）有　　2）无

15．是否结合其他方法：1）是　　2）否

如选择1），是与什么方法结合？__________________

16．是否使用媒介外数据（即传播内容外的数据）：1）是　　2）否

如选择1），是什么数据？__________________

17．所分析的媒体实体（title）的选择方法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

18．分析单位类型（单选题；如有多种，选择“其他”）：

1）独立完整的文字篇章（如一则新闻、帖子、研究文章等）

（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

2）词、句子或段落

（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

3）内容主题（theme）

4）独立完整的视觉单位（如一则广告、一张图片、一个电视节目）

（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__）

5）人物

6）内容结构设计要素和特征（如场景、镜头、网站、网页、超链接等）

（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

7）其他（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__）

19．分析对象类型（单选题；如有多种，选择“其他”）：

1）内容结构特征、网站架构类别和特征、交互性等

2）具体内容（新闻、广告、帖子等形式和内容）

3）其他（注明：____________）

20．时间框：_________

21．编码对象采集方式：_________________

22．编码分析对象（指最后用于编码的对象）：1）总体　　2）样本

22.1．如选择1），总体量：_________，然后直接跳至第26题。

23．抽样框（没有的话就填“无”）：___________

23.1．抽样框获取的方式（可多种）：___________

24．样本量：___________

25．抽样方法的运用（可多选）：

1）随机抽样。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____

2）非随机抽样。请具体注明：________________

3）未指明

26．编码员：___________名（或未具体说明多少_____________）

27．有无说明编码员培训：1）有　　2）无

28．信度测试的样本量：____________（或未具体说明多少_____________）

29．信度测试方法（可多选）：

1）百分比一致性

2）Holsti's intercoder reliability

3）Scott's pi

4）Perreault and Leigh's reliability index

5）Cohen's kappa

6）Krippendorf's alpha

7）其他（注明：_________）

8）未指明

30．统计方法（可多选）：

30.1　描述性统计种类数__________（用了多少种就填多少种，统计总数）

1）计数或频率

2）实数

3）百分比

4）均值（M，mean，average）

5）标准差（SD）

6）排序

7）皮尔森系数（仅汇报系数，而无显著性检验）

8）其他（注明：如最大值，最小值，方差，其他相关系数，Cronbach's alfa等，____________）

30.2　推断性统计种类数___________（用了多少种就填多少种，统计总数）

1）卡方检验

2）皮尔森相关检验

3）斯皮尔曼检验

4）ANOVA

5）MANOVA

6）t检验

7）其他（注明：如线形回归，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因子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等，_____________）

附录二　内容分析研究实例展示


A　研究介绍和评述


论文标题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fram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newspapers' coverage in Hong Kong，Singapore，the US and the UK.（文化维度与框架化中国互联网：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报纸新闻报道的跨文化比较分析）
【2】



论文摘要

本论文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引入新闻框架理论研究，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至2004年对中国互联网的新闻报道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在互联网相关议题显著性和新闻框架使用这两方面存在着跨文化差异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维度对新闻框架的呈现具有交互作用影响，其文化影响方式因应不同类型的新闻框架（如人情味、冲突、责任、道德及经济后果等框架）而不同。本研究的另一发现是长期与短期定向这一文化维度在多数新闻框架的出现上起到了显著作用。

研究思路和研究设计

一、现实背景与研究选题

在中国，互联网一直是信息革命的前沿阵地。互联网是整个信息通讯技术（ICT）部门的关键部分，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议程中，互联网更是国家建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中之重。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互联网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化被政府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国政府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严格的技术监管从信息基础设施的层面全面控制互联网，减少全球网络互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互联网管理理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免于管控”的主张大相径庭。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互联网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媒体以及国内外学术圈的密切关注。由于互联网治理问题不但涉及国家政治体系，而且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密切相关，因此，有关中国互联网的研究话题非常适合跨文化研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政治管控与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为框架研究提供了良机，因为自框架研究伊始就一直贯穿着对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注、分析和解说。

基于如上背景，笔者希望借由考察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国家对中国互联网的报道，来分析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偏向以及新闻框架在报道中的不同呈现模式，并进而推断这种偏向与呈现模式背后可以解释的文化因素。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学理基础

由于本研究的关注焦点是中国互联网及其与之相关议题如何在媒体中得以呈现，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如何与这种媒体报道倾向和新闻框架呈现相关，因此笔者主要引入三种理论作为本研究的框架支撑和学理基础：

1．舒梅克和里兹的多层分级模型

舒梅克和里兹于1996年提出一个颇具内凝力的媒介内容影响因素多层分级模型。该模型将已知的媒介影响因素融入到一个更为系统的对媒介内容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说明中。舒梅克和里兹认为，将媒介研究中提出的各种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进行融合，会使人们对大众媒介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更为丰富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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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层分级模型包括个人、媒介惯例、组织、媒介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等五个层面，每层因素对内容都有各自的影响，而每层的影响力都受到上一层级的制约。模型中，个体传播者处在中心地位，包括个人态度和媒介工作人员倾向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个环节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到另一层面即媒介工作惯例（比如交稿期限、采访范围体系、新闻价值观以及官方消息来源等）。下一个环节包括组织层面上的对内容的影响（比如公司政策、政治认可和社论立场等）。这个模式下一个更广的层面是媒介外部影响，比如说经济环境影响、市场、文化和国家变量、公共关系活动等。最为广泛的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影响，例如社会对变异（deviance）和常态（normalcy）的定义，或者社会内部权力中心的影响。几年后舒梅克和几位同事检验了该模型的一个假设，将个体因素的影响与媒介惯例影响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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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的检验仍然处在多级分层模型中的较低级别，还很少有实证研究检验模型中较高层次因素的影响的显著性，尽管它们在媒介内容建构上可能会更重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时。其中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去衡量和验证宏观层面上的影响因素与媒介内容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一个主题就是从文化意识形态这个层面入手，深入分析舒梅克和里兹模式中影响新闻报道的因素，并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研究。

2．框架理论

该理论或者说研究路径已经成为媒介内容研究的一大重要参考框架。舍弗勒辨析了在框架研究中可以得到检验的四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框架构建（frame-building）、框架设置（frame-setting）、个人层面上的框架化结果以及从受众到记者的反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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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两个过程与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相关，媒介框架在这两个过程中通常作为自变量。研究者对框架给受众带来的影响表现出极大兴趣，
【6】

 从而导致了卡拉基和罗福斯所批评的框架化这一理论概念已只局限于媒介效果研究这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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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舍弗勒所指出的另外两个过程——框架建构以及从观众到记者的反馈圈——却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尽管以往研究者已经从概念上识别和考察了影响新闻写作和选材的外在和内在因素。一些类似于“为什么某些框架会主导新闻文本或话语而其他的框架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视了。从实证检验这方面来看，新闻框架化研究并没有明确地将媒介框架与哪些影响因素联系起来；正如舍弗勒所说：“还没有任何系统的证据搜集，从框架化方面来说明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新闻的结构特性的。”
【8】



因此，本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框架建构这一过程上，也即通过媒介将客观现实转化为新闻框架的过程，来考察不同文化维度的综合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不同的新闻框架的呈现。具体而言，本研究中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的互联网，包括学者提出探讨的各种议题，如互联网的传播和使用、互联网审查、电子商务、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其他议题。“框架化”这个术语是指对各种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事件和议题的选择与报道呈现的过程。相应地，作为框架化结果的新闻框架，就是指用来呈现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总体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框架就是一个阐释工具，记者借此理解中国互联网。

3．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
【9】



本研究将新闻框架的使用以及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置于文化维度的语境下进行验证，以此考察一个社会的普遍文化价值倾向如何与新闻报道的框架化（framing）和通用新闻框架（generic news frames）相关联的。其潜在的前提假设是，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特征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会在认识和反映问题上呈现出某种类似性，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以相似的理解、思想和期待进行相似的思考和行动。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价值观为新闻中特定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潜在的基本理由。具体到本研究而言，假定文化价值观会对新闻报道工作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反映在其对中国互联网的媒介呈现和新闻框架上。

比如，新加坡政府曾制定了一张列表，对本国所共享的亚洲和西方的价值观进行了好坏区分。
【10】

 在这些被新加坡认为“好”的西方价值观中，包含“基于民主的政治体系”、“法治”以及“人人机会平等的平等信念”。而新加坡认为“坏”的价值观是“极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入不敷出”、“过度强调个人权益，不在意社区和国家利益”以及“无法为长期利益放弃眼前利益”等。与美国人相比，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可能使新加坡人对政府的角色产生强大的信念，并减少对与个人身份荣耀相关的符号和行为的强调。这些差异被认为会对新闻框架产生影响。

自从霍夫斯泰德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之后，文化维度理论推动了跨文化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众多研究在对比不同国家的广告时采用了这一理论框架，但是很少有学者将文化维度应用于新闻框架研究中。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它将考察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是否适合于新闻框架研究，如果适用，适用到什么程度。纳入考察范围的文化维度有四个：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以及后来研究引入的长期和短期定向（long-／short-term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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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化与女性化这一维度没有纳入本研究，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社会中的性别地位（一个社会里的性别角色的扮演），与本项研究无关。本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围绕互联网使用、审查制度和实践结果而产生的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具有潜在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问题上。

三、研究问题

由于本项研究的探索性，因此没有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这样可以开放性地讨论文化维度与新闻报道如何关联的问题。针对中国互联网的新闻报道以及文化维度如何解释四个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的问题，在此提出三组系列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a
 ：在各个社会的新闻报道中，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哪些出现得最频繁，哪些议题最常作为一篇新闻报道的主题？



研究问题1b
 ：不同社会的报纸在报道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时相互之间会有显著不同吗？如果有，如何不同？



研究问题2a
 ：在对中国互联网的报道中表现出的政治导向性和／或政治容忍度方面，不同社会之间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吗？



研究问题2b
 ：如果存在差异，某种文化维度会不会与这些差异显著相关呢？



研究问题3a
 ：无论议题的种类如何，在每个社会的报纸新闻报道中，哪种新闻框架占主导地位？



研究问题3b
 ：文化维度与每种新闻框架的呈现会不会显著相关呢？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互联网，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与报道的新闻框架呈现相关的文化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除了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外，更涉及现象解释，也即研究整体上是一个内容生成前因的推断性设计（参见本书第2章第2.2.2小节）。研究的文献基础主要是理论性文献（如新闻框架和文化维度的相关理论阐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并为寻找关键变量提供基础；中国互联网年度报告等非理论文献则为研究背景的介绍提供了资料支持。理论和前人研究在编码表设计中主要发挥演绎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是国家地区和四种文化维度，因变量有三组：第一组是与中国大陆互联网相关的议题的报道频次，第二组是媒体报道中国大陆互联网时体现出的政治倾向和容忍度，第三组是媒体在报道中国大陆互联网时使用的七种通用新闻框架的频次。这七种通用新闻框架包括事实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结果框架、冲突框架和领导力框架等。之所以以通用新闻框架为基础来进行跨文化比较，是考虑到这类新闻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开特定框架（ad hoc frames）所带来的内容具体性方面的限制，按麦考姆斯和格纳姆的说法，这种特定框架是“是特别为一项单独的研究而作的定义，而不注意详述它们的基本特征或理论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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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闻报道某种普适性的共同特征而界定的通用新闻框架，则为实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对不同语境的归纳提供了可能。

为在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建立关系，本研究采用了两套数据：一是由内容分析生成的一套有关新闻报道的媒介内容数据，由编码产生的数据大多是定类数据（且以二元数据居多，如某类新闻框架的呈现与否），基于一系列政治定向指数（Political Orientation Index，POI）问题而计算生成的POI分数则当成定距数据处理；二是直接借用了霍夫斯泰德研究中的四个文化维度指数作为定距层面上的非媒介内容数据。前套数据为因变量，后套则为自变量。

五、研究方法

1．国家和地区的选择

本研究以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为跨文化比较对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属于学者们所说的“大中华”（Grea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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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文化中华”（Cult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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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因一系列文化价值而与中国大陆相联系，这些文化价值包括集体主义、现代化、集权主义和相对来说不好竞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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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些孔子文化社会的一个原因，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如果这些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社会中，报纸呈现的媒介框架随文化维度而变化，那么我们更有信心在对这些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会进行对比后归纳出结论。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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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亲密的西方伙伴英国也包括在这项研究中，目的旨在扩展文化对比的范围。通过多个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复杂综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因素或不同维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有可能相互抵消。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仅有两个社会的比较我们是无法考察这一过程的。

2．媒体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为美国报纸的代表，因为它们都是美国国家性领头报纸，广泛报道国际新闻，并且在地理位置上代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对于发行在其他社会的代表性报纸，研究者通过著名的收录世界各大报纸、为学界和业界广为认可的“新闻链接”（News Link，http://newslink.org/）目录，来寻找各文化社会中的国家级日报。《香港商报》和《金融时报》这样的专业报纸以及非日报性质的报纸被排除在外。由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官方语言都是双语，因此在这两个社会中，各选取了一份汉语报纸和一份英语报纸。最终选取的报纸样本包括中国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星岛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卫报》。所有这些报纸在其所在地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3．研究时间段的选择

之所以选择2000到2004年这个时间段的报纸来进行跨国家和地区的对比研究，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宽带从2000年1月的351 Mbps（兆比特每秒）迅速扩大到2001年7月的1234 Mbps，扩大了将近4倍。除此之外，上互联网的电脑数量也从1999年1月的75万台增加到2000年7月的650万台（出自不同年份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半年数据报告》）。而且自2000年，世界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份《律商联讯》数据库（Lexis／Nexis）上进行的初步搜索发现，2000年以前仅仅有几篇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新闻报道文章。可以说，2000年是中国互联网飞跃发展的起始参照年。2005年笔者开始本项研究，因此以2004年为截止年。

4．数据搜集

为了尽可能统一，本研究使用《律商联讯》数据库（Lexis／Nexis）查找所有英文报纸中的相关新闻报道，其中不包括《洛杉矶时报》，因为数据库中没有收录该报纸。因此笔者以该报的网络版存档索引来查找相关新闻文章，然后通过该报纸的缩微胶卷来查找和获取相应的全文。Factiva数据库用来搜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中文报纸上的相关新闻报道。搜索全文时，英文报纸使用英文关键词组合“‘China’ AND ‘Internet’ OR ‘network’ OR ‘Web’”，中文报纸相应地使用中文关键词组合“‘中国大陆’或‘内地’和‘因特网’或‘互联网’或‘网络’或‘网页’”。从所搜索到的文章总体中，研究者除去了那些只是提到关键词却与中国互联网主题无关的文章，或者只有一两句话与中国互联网相关但主题与中国大陆互联网无关的文章。结果总共得到1366篇主题是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文章，中国香港的有485篇，新加坡的有662篇，美国的153篇，英国的有66篇，构成所研究时段内发表的相关文章的目标总体。

5．内容单位的样本选择

在这个目标总体内，笔者分别从各自的社会分组中进行简单随机抽样。由于本研究主要与一系列二元变量有关（提出／不提出某个议题，或者呈现／不呈现某种新闻框架），因此研究者采用针对二元变量的两个抽样公式①n＝（pq）／SE2
 和②（经过调整的加入了校正因素的）n＝（pq）／（SE2
 ＋pq／N），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章总体的基础上来确定每个社会中新闻报道文章的抽样大小。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本研究将拥有某种特征（比如呈现或不呈现一种框架）的总体比率估算为50％，即p＝.5，q＝（1－.5）＝.5。由于本研究并不涉及诸如致命灾难这样因小小的一点误差就有可能产生严重影响的因素，因此置信区间设定为±10％，也即意味着样本特征将会存在±10％误差，比如50％±10％。然后，本研究选择95％的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随机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将具有某种特征（比如呈现一种新闻框架），结果反映的是总体特征的概率是95％，误差率在±10％以内。因此，SE＝（10％）／1.96＝0.051，N代表每个社会的报纸中相关新闻文章的总体大小。第一个方程式适用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为来自于这些地区的文章总体数足够大。第二个方程式适用于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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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这一方法产生的样本大小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各96篇，而美国59篇，英国39篇。

6．分析单位与编码

分析单位是每篇新闻文章。

编码表围绕三大研究兴趣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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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三大系列的问题。问题系列一所问的是，在一篇具体文章中提到或讨论了与中国互联网有关的哪些议题，其中哪个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题。问题系列二所关心的是，所编码的这篇文章里在多大程度上从一种政治性的视角来框架化某一既定议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对那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的容忍。这部分被称作“政治定向指数”（Political Orientation Index，POI）的考察变量包括一系列问题，例如，该文章中是否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了讨论，是否提及持异议的内容或持不同意见者；涉及中国互联网控制的讨论（如果文中有这样的讨论的话）是强调管控互联网的重要性，还是站在反对管控的立场；这一讨论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管控互联网中体现的能力或成效，还是其管控的不可能性或失败，等等。问题系列三所涉及的是，该文章是否呈现了某种新闻框架，以及该框架是否与文章的主题相关。

POI分数的获得要通过以下两个步骤：首先，为每个选中的POI问题建立记分量表。把一个既定议题的非政治性方面（比如，互联网的非政治使用、非政治方面的互联网规定等），或者有利于中国政府的立场（比如有必要规范互联网，或者政府可能会控制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发展可以加强现在的政权），定为“0”分，以此作为参照点。与参照点相反的方面或立场观点计分为“＋1”。对那些政治与非政治方面、支持和反对立场混杂一起、问题答案解码为“无法确定”的文章，给予“0.5”分。然后，将所有POI问题各自所得分数加在一起，就得到每篇文章POI的总数。

两位训练有素的双语编码员从所有英文报纸文章中简单随机抽取10％进行编码，并对同样比例的中文报纸文章进行了编码，以获取编码者信度系数。编码指南中具体说明了如何对不同的互联网相关议题进行分类，如何确定哪种与互联网相关的议题是所编码的文章的主题，文中是否呈现某种新闻框架。在编码表中，相关议题和新闻框架都一一列出，编码者可以针对同一篇文章选择多个议题和框架，但每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本研究使用一种比霍尔斯蒂系数更为精确可靠的测量斯科特pi系数，来测量信度系数，所得出的各主要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在0.90以上，远远超过对该系数所要求的0.7。比如，对于英文报纸来说，几个主要变量的编码者间信度系数如下：1.00（各互联网议题作为新闻主题），0.88（POI问题），1.00（是否呈现事实框架），0.93（是否呈现人情味框架），1.00（是否呈现冲突框架），0.93（是否呈现责任框架），1.00（是否呈现道德框架），0.94（是否呈现经济后果框架），以及0.94（是否呈现领导力框架）。对于中文报纸来说，同样变量的编码者间信度系数如下：1.00（各互联网议题作为新闻主题），0.92（POI问题），1.00（是否呈现事实框架），0.95（是否呈现人情味框架），0.97（是否呈现冲突框架），0.95（是否呈现经济后果框架），以及0.93（是否呈现领导力框架）。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种文化维度指数分别是：①权力距离（POI）：中国香港，68；新加坡，74；美国，40；英国，35；②规避不确定性（UAI）：中国香港，29；新加坡，8；美国，46；英国35；③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中国香港，25；新加坡，20；美国，91；英国89；④长期与短期定向（LTO）：中国香港，96；新加坡，48；美国，29；英国25。

7．统计方法

卡方检验用来考察新闻报道呈现互联网相关议题和新闻框架的模式是否存在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在比较POI分数均值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使用的是ANOVA统计方法；运用前向逐步回归法（the forward stepwise method）来发现哪种文化维度最有可能解释各社会之间POI分数和新闻框架使用上的不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是针对POI分数的线性回归模型和针对新闻框架的一系列logistic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数据分析结果

研究问题1：议题凸显性

表1所显示的是新闻报道样本中互联网相关议题出现的频率以及这些议题是不是一篇既定报道的主题。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报纸最关心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互联网生意和产业，这是最常提到和讨论的议题（分别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新闻样本中的44.62％和34.44％），并最常被作为一个新闻的主题。其他两个议题，互联网扩散与使用，以及互联网控制、审查和规范，在这两个社会中也较为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两个议题出现比例在两国报纸报道中均超过21％。在美国和英国，最常出现和讨论的议题是互联网控制、审查和规范，各占45％和38.1％。就新闻主题而言，这个议题同样是这两个国家报纸上最关注的（分别为55.17％和50％）。紧随其后出现频率较高的议题，在美国报纸中是电子商务、互联网生意和产业，占25％，在英国报纸中是互联网扩散与使用，占31.75％。但就新闻主题而言，在这两个国家的报纸中，电子商务、互联网生意和产业具有同等显著性，同是两国报纸的第二大新闻主题（美国占34.48％，英国占21.05％）。

表1　四个国家和地区中互联网相关议题报道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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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加粗百分比表明的是，单元格中的观察值和期望值有着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差别。研究者计算单元格卡方值的标准化皮尔森残差，以确定这样的差别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果存在联系的话）大多数源于残差值较高的单元，也即那些有着加粗字体的单元。

在关于中国大陆互联网问题上，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报道数量（χ2
 ＝48.76，d.f.＝12，p＜.0001）和显著性（χ2
 ＝41.55，d.f.＝12，p＜.0001）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体现在对中国互联网控制、审查和规范问题的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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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对应的两个东方社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两个西方国家更可能会在报道中提到这些议题，并更可能会将它们作为新闻主题。尤其在美国的报纸中，有55.17％的新闻报道把这个议题作为主题，这一比例是中国香港（18.75％）和新加坡（20.83％）的两倍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报纸把中国互联网扩散和使用这一议题作为主题的时候不是很多（6.9％），这一比例只有另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到一半。

在对待中国互联网商界所发生的事件上，中国香港和英国的报纸报道与其他两个社会不同。中国香港报纸比其他报纸更多地提到这个议题，而且更为频繁地把这个议题当作新闻的主题；而在英国，情况恰好与中国香港正好相反。这个议题在英国报纸上的出现和作为主题的频率最低，仅是中国香港报纸的一半。在谈论中国大陆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时，中国香港（15％）和新加坡（10.6％）的报纸形成强烈对比。

研究问题2：政治倾向指数

在报道中国大陆互联网时体现出的政治倾向和容忍度方面，美国的政治倾向指数POI分数均值最高（M＝1.96），其次是英国（M＝1.26）、新加坡（M＝0.75）和中国香港（M＝0.62）。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F＝18.72，p＜.0001）。美国的平均数远远高于中国香港（MD＝1.34，p＜.0001）、新加坡（MD＝1.21，p＜.0001）和英国（MD＝0.70，p＝.006）。而在ANOVA检验中，英国和新加坡颇为相近，无明显差异，被分为一组，英国的POI均值明显高于中国香港（MD＝0.64，p＝.007），新加坡也是这样。

前向逐步法所生成的回归模型只捡选出一种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p＜.0001），其余的几个维度均被模型排除。以IDV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POI＝0.435＋0.018IDV，R2
 ＝.333，F＝21.78，d.f.＝1，p＜.0001）表明，IDV分数越高，POI得分也越高，这就意味着相对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的报纸比较倾向于从政治角度来报道中国互联网问题，或在报道中呈现对政府不利的内容。

研究问题3：通用新闻框架的使用

表2概述了所选取报纸在框架化中国互联网时使用每种新闻框架的频率计算。事实框架在所有四个社会的报纸中占主导地位，这符合常理，因为新闻报道重事实。领导力、道德和责任等三种新闻框架则很少在所考察的任何一份报纸中出现。

正如表2所显示的，中国香港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显著差异。紧随事实框架之后，中国香港的新闻报道中经济后果框架的比例最高（18.18％），远远高于其他社会（4.76％到9.32％）。相比之下，中国香港报纸中使用人情味、冲突和责任框架的比例相当低，分别仅占2.27％、6.06％和0.76％。新加坡与之不同，其报纸的相关报道比较重视道德和责任框架，两种框架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地方的报纸。美国和英国报纸在新闻处理上都趋向于使用冲突框架。除了事实框架，冲突框架在这两国的报纸中都占有较大的比例，分别占23.73％和19.5％，比两个东方地区明显要高很多。美国报纸在呈现冲突框架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其单元格卡方值高达9.49，是平均单元格卡方值的几乎5倍之多。在使用事实框架（45.76％）时，美国报纸同样与众不同，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使用该框架的百分比范围是从52.38％到72.73％。虽然在新加坡报纸（14.57％）和美国报纸（14.41％）中也经常呈现人情味框架，但英国报纸则更多地使用这一框架，其比例占到20.63％。英国报纸表现突出的另一点就是，他们很少运用经济后果框架（4.76％）来报道中国互联网。


表2　四个社会中新闻框架的对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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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χ2
 ＝48.76，d.f.＝18，p＜.0001.（表中加粗百分比表明的是，单元格中的观察值和期望值有着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差别。）

表3展示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运行结果，其中的参数由前向逐步法获得。不确定性规避（UAI）和长期／短期定向（LTO）这两个文化维度与事实框架显著相关。UAI和LTO分数较高的社会，较有可能提供事实框架。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社会UAI分数每增加一个单元，其展示事实框架的可能性就是其参照社会的1.057倍。一个社会LTO分数多一个单元的社会，这种可能性就是其参照社会的1.08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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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释新闻报道呈现人情味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的可能性的自变量中，LTO分数同样起到了明显作用，但对这两种框架的预测方向有所不同。


表3　文化维度与新闻框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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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简单的logistic回归模型方程式如下：log［πx／（1－πx）］＝α＋βx，其中，πx指代当一个解释变量X，比如一种文化维度，赋值为x值时，出现一种新闻框架的可能性，α代表截距，β是解释变量的参数。b
 代表是／否的对数胜算。


*
 p＜.05；**
 p＜.005；***
 p＜.001；****
 p＜.0001.

相对于LTO分数高的社会（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LTO分数低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的报纸更有可能提供人情味框架，然而LTO分数较高的社会更有可能在报纸中呈现经济后果框架，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LTO减少一个单元的地区的1.011倍。至于冲突框架，权力距离维度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一个PDI和IDV分数较高的社会更有可能呈现冲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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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维度交互作用来看，权力距离这一维度与长期／短期定向一起，在呈现责任框架与否方面发挥作用，拥有较高的PDI和较低的LTO的社会更有可能在新闻报道中呈现这样一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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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框架方面，只有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起到明显的消极作用。一个拥有较低UAI的社会更有可能展示道德框架。对于领导力框架而言，本研究没有发现一种文化维度起到明显作用。

研究发现和意义的讨论

本项研究试图确定在中国互联网这个语境下某些议题和新闻框架是如何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等四个地区的新闻报道文章中不断呈现的。笔者希望通过将文化维度作为自变量引入到对不同社会使用新闻框架的不同方式的跨文化比较分析中，从而对媒介内容和框架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其目的在于更加透彻地理解宏观社会因素对新闻建构的影响，从而弥补传统框架研究的不足，传统的框架研究一直关注的是新闻框架如何影响个人对媒介内容的态度和看法。

在议题显著性和新闻框架使用方面，研究发现了一些差异。中国大陆互联网控制、审查和规范是一个富有极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争议性论题，在美英报纸上持续经常地作为新闻主题而被突显，尤其在美国。与之相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东方社会的报纸则更为关注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互联网生意和产业，以及互联网扩散和使用。这可能是长期与短期定向两种文化在追求真实和道德方面不同的结果。在美英这样的低LTO的国家里，人们相信存在着区分善恶的绝对明晰的指南，而且不是满足于对他们自己在行善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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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种社会里的记者们可能会更为关心一个既定体制下的问题。对善的追求和对“必须做的事”的尊重，使得美英记者对互联网审查和规范问题更为关注。相比之下，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样高LTO地区的文化影响下，善与恶的区分往往根据情况而定，人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对社会不公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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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更为关注具有长远利益的实用性实践，比如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生意等。

从通用新闻框架上来说，本研究发现某些框架比另外一些框架更经常出现，而且在某个社会中对某些议题通常更为明显。与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短期定向相关的事实框架在所有的报纸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冲突框架的使用是西方报纸报道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美国。虽然传播学文献中一直都会看到冲突性新闻经常出现于西方新闻媒体中，却并没有实证研究证明冲突框架与文化维度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它发现文化因素在此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化维度的预测力因不同的新闻框架而不同，其中有一两种维度尤为突出。研究表明，在新闻框架中，长期／短期定向维度是多数新闻框架出现的一个显著因素。中国香港报纸在报道中通常依赖事实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是长期／短期定向这一文化维度在新闻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事例。回归模型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LTO分数较高的社会更可能使用事实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但不大可能使用人情味框架、冲突框架和领导力框架。这恰恰正是中国香港的情况，中国香港报纸特别关注电子商务、互联网生意和产业，并经常使用经济后果框架。

当不止一种文化维度显著与某种新闻框架相关时，该新闻框架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由相关维度的综合作用决定。例如，笔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报纸最有可能使用冲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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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单看权力距离这一文化维度，它在呈现冲突框架时明显起积极作用，那就无法得以解释，因为美国在这个维度上的分数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东方社会都要低一些，而后两者在报纸中使用这种框架的可能性却比较小。因此需要结合另外一个有显著作用的文化维度来看，表3显示美国与这两个东方社会的IDV分数差要比PID分数差要大，因此，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维度在这里的影响更为重要明显。基于霍夫斯泰德对该维度的理论解释，一个较为个人主义的社会更能容忍不同主题、观点和意见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在较为个人主义社会里POI的分数要比集体主义社会高。

本项研究中所发现的相互影响作用说明，如果一项跨文化研究只涉及两个国家，而且只选出一种因素（比如国家这个变量）的话，可能会遗失很多重要信息。这样的研究可能会产生不一致结果，因为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没有考虑在内。多文化对比有助于我们发现国家和文化之间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将研究限制在只去发现任意配对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区别。虽然本研究引入了四个文化社会，但是最好能在未来研究中引入更多在文化维度的连续统上各个层级的社会，这样将会在关于文化维度对媒介内容的影响方面得出更有效、更有信心的结论。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是每种文化维度的各国分数之间相距甚大，缺乏对中间许多间隔分数的文化社会的考察，这可能会导致带有偏见的结果。而且，从现在笔者的反思看来，由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时间所限，虽然本研究将内容数据与代表内容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性直接连接，较之于无经验性数据连接的逻辑推理或两种数据的简单比照（参见本书第2章第2.2.2小节），要在推论上更为可信，但本研究并没有建立这两种数据的一对一连接。如果可能的话，笔者现在更愿意将对每篇新闻报道样本的编码数据与对每篇报道的作者的文化维度调查数据直接对接，这样将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也是笔者至今对本项研究所抱有的遗憾。

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讲，本项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有一些研究是跨文化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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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研究也许无法指出一种媒介框架与某种影响内容的因素之间的明显关系，因为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呈现媒介框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从实证经验上把这些影响内容的因素与媒介框架的呈现联系起来。此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较大规模上进行系统研究，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单挑出一种因素来对比两三个国家。这样的结果就是，各种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被忽略了。某些特殊方面比如文化价值的不同被掩埋在国家间的简单对比差异之中。

卡拉基和罗福斯批评当前的框架研究“忽略媒介框架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问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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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以前对媒介框架进行的经验主义研究一直没有提出通常是在批评研究中所考察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舒梅克和里兹所说的，关心意识形态的学者一般采取批判学路径，强调“更为全面、抽象地建立理论，而不愿意用实验的数据去验证某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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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点看，本研究可以看成是一种良好的尝试，对框架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B　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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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报道的基本信息及报道中有关中国互联网的议题


变量01：
 报纸名称：

1）《星岛日报》

2）《南华早报》

3）《联合早报》

4）《海峡时报》

5）《纽约时报》

6）《洛杉矶时报》

7）《卫报》

8）《泰晤士报》


变量02：
 报道日期：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变量03：
 报纸所属国家／地区：

1）中国香港

2）新加坡

3）美国

4）英国


变量04：
 报道中的哪个议题是这篇报道中的主题？仅勾选一个。

1）互联网技术

2）互联网传播和使用［若选此项，转到变量05-08］

3）互联网审查和管制［若选此项，转到变量09-11］

4）电子商务、互联网业务和互联网行业

5）黑客、网络安全和其他网络犯罪

6）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若选此项，转到变量12-12a］

7）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__）

8）不明确［若选此项，转到变量13］

若变量04
 选择2），则，


变量05：（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1）：
 对互联网使用的讨论或对互联网内容的提及，更多强调的是：

1）政治使用／内容

2）非政治使用／内容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06：（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2）：
 是否明确提到持不同意见的用户或组织？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07：（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3）：
 中国政府是否有意屏蔽或不愿回应下面这些异见内容或政治敏感内容，如支持民主、贪污腐败、极端民族主义观点、批评官员等？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08：
 若有涉及，谁是主要动作者或行动者？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商业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

5）不明确

6）不适用

若变量04
 选3），则，


变量09：（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4）：
 报道中的相关讨论是否涉及互联网管制的必要性，若有，强调的是：

1）互联网管制的必要性

2）互联网管制的困境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10：（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5）：
 报道中的相关讨论是否与互联网管制的成功或失败有关，若有，强调的是：

1）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的能力或成功之处

2）互联网管制的不可能性或失败之处，或对互联网使用的有限影响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11：（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6）：
 在对互联网管制的关注中是否涉及政策／法规，或政府已采取的步骤／方式，以及法律诉讼等，若有，与以下更相关的领域是：

1）政治领域

2）其他领域（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__）

3）不明确

4）不适用

若变量04
 选6），则，


变量12：（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7）：
 哪一类型的影响或意义更被强调？

1）政治

2）社会／文化

3）商业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_）

5）不明确


变量12a：（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8）：
 若提到政治影响或意义，更强调的方面是：

1）强化现有政府或体制

2）弱化现有政府或体制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13
 ：在报道中，除主题外，还有哪些与中国的互联网相关的议题被讨论？请尽可能多地勾选出来：

1）互联网技术

2）互联网传播&使用［若选此项，转到变量14-17］

3）互联网审查&管制［若选此项，转到变量18-20］

4）电子商务、互联网业务&互联网行业

5）黑客、网络安全&其他网络犯罪

6）互联网的意义&重要性［若选此项，转到变量21-21a］

7）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

8）不适用

若变量13
 选择2），则，


变量14：（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1a）
 ：对互联网使用的讨论或提及互联网使用时，更多强调的是：

1）政治使用／内容

2）非政治使用／内容

3）不确定

4）不适用


变量15：（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2a）
 ：是否明确提到持不同意见的用户或组织？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16：（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3a）
 ：中国政府是否有意屏蔽或不愿回应下面这些异见内容或政治敏感内容，如支持民主、贪污腐败、极端民族主义观点、批评官员等？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17
 ：若有涉及，谁是主要施事者或行动者？

1）个人或普通民众

2）商业人士／商业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

5）不明确

6）不适用

若变量13
 选择3），则，


变量18：（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4a）
 ：报道中的相关讨论是否涉及互联网管制的必要性，若有，强调的是：

1）互联网管制的必要性

2）互联网管制的困境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19：（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5a）
 ：报道中的相关讨论是否与互联网管制的成功或失败有关，若有，强调的是：

1）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的能力或成功之处

2）互联网管制的不可能性或失败之处，或对互联网使用的有限影响

3）不明确

4）不适用


变量20：（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6a）
 ：在对互联网管制的关注中是否涉及政策／法规，或政府已采取的步骤／方式，以及法律诉讼等，若有，与以下更相关的领域是：

1）政治领域

2）其他领域（请在此注明：）

3）不明确

4）不适用

若变量13
 选择6），则，


变量21：（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7a）
 ：哪一类型的影响或意义更被强调？

1）政治

2）社会／文化

3）商业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

5）不明确


变量21a：（政治定向指数问题-08a）
 ：若提到政治影响或意义，更强调的方面是：

1）强化现有政府或体制

2）弱化现有政府或体制

3）不明确

4）不适用

第二部分：新闻框架的呈现


变量22
 ：报道中是否存在事实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2a
 ：框架是否与报道的主题相联系？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3
 ：报道中是否呈现了人情味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3a
 ：框架涉及哪些动作者和行动者？（尽可能多选）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_）

5）不适用


变量23b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4
 ：报道是否呈现了冲突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4a
 ：涉及的冲突对象有哪些？（尽可能多选）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vs.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公司vs.商业人士／公司

3）商业人士／公司vs.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4）政府／政府代表vs.政府／政府代表

5）政府／政府代表vs.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6）政府／政府代表vs.商业人士／公司

7）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

8）不适用


变量24b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5
 ：报道是否呈现了责任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5a
 ：报道认为谁应该对缓解问题／困境／灾难负责？（尽可能多选）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

5）不适用


变量25b
 ：谁被信任（尽可能多选）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

5）不适用


变量25c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6
 ：报道是否呈现了道德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6a
 ：谁提供了道德信息／阐释（尽可能多选）

1）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

2）商业人士／公司

3）政府／政府代表

4）其他（请在此注明：_______________）

5）不适用


变量26b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7
 ：报道是否呈现了经济结果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7a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变量28
 ：报道是否呈现了领导力框架？

1）是

2）否

若选择是，则，


变量28a
 ：报道的框架是否与主题相关联？

1）是

2）否

3）不适用




C　编码指南




第一部分：判断报道中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主题及议题

1．判断主要报道的主题

编码表中的有关中国互联网的议题并不是互斥的，可能在同一篇报道中同时兼有。因此，根据以下步骤来确定主要报道的主题：

1）标题和导语中的内容是重要关键。如果标题和导语中的内容一致，那就可以视为报道的主题。例如：

标题：网站合并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整合

导语：服务于最具潜力的市场，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行业的短暂生涯的第一波主要并购后将经历全面的整合。

这样，报道的主题即可编码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

2）若报道标题和导语内容的一致性不是特别清晰，那么，最好认真阅读整篇报道。例如：

标题：对中国监管不力的抱怨及忧虑

导语：自2001年3月，第一个男孩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消失后，这一网吧的所有常客——其他青少年接连失踪。焦急的家长来到警察局，民警并不惊讶，认为他们可能集体出逃了。

若报道内容主要围绕编码表中的特定议题开展，那么这个议题就是报道的主题。

3）若所判断的议题没在列表中明确表述，编码为“其他”，并说明议题。

4）若报道同等地强调了两个或更多议题，则编码为“不明确”。

2．判断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

1）“互联网技术”的类别


包括：


●　互联网的技术领域，如应用于互联网的新兴技术的革新与扩散；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及应用，如电子平台、加密软件、Web浏览器等。或网站及网络的技术问题，以及对解决方案的科学研究。


不包括：


●　互联网技术如何造福人类与社会，这应当被归到“互联网的影响或意义”类别。


特别案例：


●　过滤／拦截软件／技术议题

若一篇报道主要讨论的是软件／技术本身，如开发者及其优势和应用，那可以被归为此类。若报道是在讨论中国互联网审查这一议题的语境下提到某一软件，例如，主要讨论的是软件如何审查在线内容的，那么它将被归到“互联网审查和管制”类别下。

●　安全议题

规则与上类似。当在线安全技术，如加密技术、防火墙等被提到或讨论，若报道更多强调技术本身，则归到此类。否则，归类为“黑客、网络安全和其他网络犯罪”。

2）“互联网传播和使用”的类别


包括：


●　中国的互联网传播和／或使用的基本信息，如新闻发布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谁使用互联网、网络规模及用户访问互联网的频率等。

●　讨论中国的互联网传播的决定因素，如互联网的骨干网和／或组成技术，互联网的感知价值，对容量和连接的需求等，以及数字鸿沟议题。

●　一般人、组织、机构的互联网使用，如沟通互动、信息传播、在线学习、政治参与等。

●　政府使用互联网传播信息、传递资料和提供双向交流渠道的举措，或使用互联网作为自我推广、党的宣传和／或为公共利益和服务的工具，如因公共使用建立官方网站，或电子政务、电子教育或组织特定的非商业在线活动，使一般人参与其中。

●　除了商业使用外，基于互联网的公司、企业对互联网的使用，如致力于公共利益和组织特定的非商业在线活动，比如为申奥收集电子签名。


不包括：


●　政府提供使用互联网涉足电子商务，这将被归类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

●　个人及／或基于互联网的公司／企业为做生意使用互联网，如建立电子商务网站，以及提供互联网技术提供商业服务等，这将被归类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

●　讨论管制／法律框架如何影响／决定中国互联网传播／使用的，将被归类为“互联网审查和管制”。

●　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和／或意义，如提供使用网站传播不同意见的意义，将被归类为“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


特别案例：


●　对互联网主干网和接入的讨论

若讨论主要是从中国互联网的普遍性、地理分布和／或连接的基础设施角度入手，便归类为“互联网传播／使用”。如果讨论主要从如何通过控制互联网接入来管控互联网，则归类为“互联网审查和管制”。

●　个人网上消费活动

若这类活动更多的是从个人在线行为的角度提出／讨论／感受，则被归类为“互联网传播和使用”。若更多地从商业角度被提出／讨论／感受，如商业网站如何推广在线消费，则被归类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

●　互联网感知价值的讨论

若讨论更多是关于这样的感知如何决定互联网的使用，则归类为“互联网传播和使用”。若讨论更多是与社会和／或文化变革相关则归类为“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

●　网吧的讨论

若讨论围绕个人使用因特网展开，如谁去网吧、谁找网吧以及他们多喜欢网吧等，则归类为“互联网传播和使用”。若讨论围绕网吧的商业运作展开，则归类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若围绕涵盖网吧的管制行动、法律诉讼展开，则归类为“互联网审查和管制”。

3）“互联网审查和管制”的类别


包括：


●　过滤／拦截软件和／或其他用来审查在线内容的技术／方法。（见上述有关“网络技术”类别的具体案例。）

●　对将主干网及互联网接入作为对中国的互联网的管控手段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见上述有关“互联网传播和使用”类别的具体案例。）

●　中国政府采取的控制互联网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　任何与互联网领域有关的政策、管制和／或法规，如域名、在线内容、在线行为和互联网产业。

●　特定的与互联网相关的诉讼，如知识产权官司，以及起诉和监禁互联网用户。

●　对互联网获益的政策主体和／或互联网的管理制度的讨论。

4）“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业务”的类别


包括：


●　个人和／或基于互联网的公司／企业以做生意和提供商业服务为目的使用互联网。（见上述不包括在“互联网传播和使用”类别内的编码指南。）

●　政府通过使用互联网涉足电子商务。（见上述不包括在“互联网传播和使用”类别的编码指南。）

●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趋势。

●　境外公司／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内的经济互动。

●　政府驱动信息经济和互联网业务的措施。


不包括：


●　电子商务如何改变中国，这将被归类为“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

5）“黑客、网络安全和其他网络犯罪”的类别


包括：


●　中国国内的黑客活动以及针对国外的网络战争，如对印度尼西亚、美国和日本。

●　与黑客有关的技术讨论，如虚拟IP、远程攻击、后门程序等，以及强调网络安全多过技术本身的技术讨论。（见上述“互联网技术”类别的具体案例。）

●　病毒及保护

●　其他与网络犯罪相关的基本信息，如盗版、盗取商业秘密、网络诈骗及垃圾邮件、网络骚扰及恐吓、假冒商标等。


不包括：


●　任何涉及黑客及其他网络犯罪的诉讼及案件，以及与中国的互联网管控有关的诉讼与案件。（见上述“互联网审查和管制”类别的编码指南。）


特别案例：


●　加密议题

若讨论更具技术倾向，将被归类为“互联网技术”。若讨论围绕中国的互联网安全，则归类为“黑客、网络安全和其他网络犯罪”。（见上述关于“互联网技术”类别的具体案例。）若讨论更多是从管制的角度入手，如将加密软件引入中国的规定等，则归类为“互联网审查和管制”。

6）“其他”的类别

任何其他议题，对中国互联网的考虑和事件，在报道中被明确陈述，但无法归为以上任何类别的，归入此类。

7）“不明确”的类别

这一类别适用于主要报道中阐述了多于一个议题的，且无法判断哪个议题是报道的主题的案例。在选择此类别前，需要先认真阅读报道，确定是否对某个议题的关注多过别的议题，若不是，且这篇报道平等强调两个及以上议题，则选择此类。

其他问题，如政治倾向性问题，若对一问题，报道混合了两种相反的陈述，且无法判断孰轻孰重，则选此类。

8）“不适用”的类别

此类别适用于当一个问题不适用这篇报道，即报道与主题或给定问题的陈述无关时。

第二部分：判断报道呈现的新闻框架

（变量的操作化采用本书第5章提到的问题解构式方法。）

1．判断事实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事实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在基于事实和／或事实的解释的问题下呈现了议题／事件／问题？

若是，那么，

2）报道是否直接明了地呈现了事实？

若是，则呈现了事实框架。

2．判断人情味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人情味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提供或呈现了一个有关人的例子、一张脸、一段个人经历或一种情感角度？

若是，那么，

2）报道是否强调个人与群体扮演了被议题／事件／问题所影响的角色？

或者，

3）报道是否包含了愤怒、移情或关心，或者同情、悲悯的情感？

若对这两个问题（2或3）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呈现了人情味框架。

3．判断冲突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冲突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含有持有不同利益的两个党派、个人、集体或国家？

或者，

2）报道是否提出两方或多于两方的议题／事件／问题／想法／争论？

若对这两个问题（1或2）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

3）报道是否反映了两个党派、个人、集体或国家间的不同意见？

或者，

4）是否一个党派、个人、集体或国家在斥责另一方？

或者，

5）报道是否呈现了战争、对抗、混战、冲突、论战等？

若对这三个问题（3、4或5）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呈现了冲突框架。

4．判断责任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责任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指出了特定的问题／不幸／灾难？

若是，那么，

2）报道是否表明任何个人／组织／机构、公司／企业、某个层面的政府部门和／或社会对这些问题／不幸／灾难负责？

或者，

3）报道是否表明个人／组织／机构、公司／企业、某个层面的政府部门会有能力避免这些问题／不幸／灾难？或者这些报道是否赞扬了个人／组织／机构、公司／企业、某个层面的政府部门和／或社会？

或者，

4）报道是否表明问题／不幸／灾难需要个人／组织／机构、公司／企业、某个层面的政府部门和／或社会的紧急行动？

若对这三个问题（2、3或4）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呈现了责任框架。

5．判断道德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道德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依据道德传统来说明解释议题／事件／问题，如针对如何行动提供社会药方？

或者，

2）报道是否因关心社会道德现状或在社会推行伦理教育而呈现某个议题／事件／问题？

若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呈现了道德框架。

6．判断经济结果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经济结果框架的问题：

1）是否提及一系列行动而产生的（现实的、感知的和未来的）经济结果？

或者，

2）是否提到成本或涉及的代价程度？

若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呈现了经济结果框架。

7．判断领导力框架

用来判定是否呈现领导力框架的问题：

1）报道是否提到了涉及议题／事件／问题的任何领导？

或者，

2）报道是否提到了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领导观念？

若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

3）报道是否专门陈述了领导活动、互动、效力和／或在中国互联网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若是，则呈现了领导力框架。



附录三　内容分析编码本和编码表示例


A　编码本（codebook）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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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口信息分析


数据搜集单位：
 每个个体人格或人物（a）说、或（b）做出的行为对故事发展很重要、或是（c）大量对话的主题。


剧集ID：
 填写剧集的ID号，对照剧集ID列表。


编码员ID：
 表明当前编码表由哪位编码员进行编码，根据编码员ID列表填写。


人物姓名及描述：
 对每个被编码的人物进行一段有辨识度的概括描述（如“着亮蓝色套装的中年男子”），并给出人物姓名。


人物ID：
 给每个人物一个特有的四位数字，从0001开始继续向上，不包括重复出现的。如果一个人物不只出现在一集中，每次都对其进行编码，但使用相同的ID
 号。这些号码的精确性和不重复性相当重要。


角色：
 表明人物在剧集中担任的角色是次要的、中等的，还是主要的。


1．次要的：
 在一集中一个人物拥有不超过10句台词（完整的句子或短语，属于对话的一部分），这个人物的角色被认为是次要的。


2．中等的：
 在一集中一个人物说了超过10句台词，并且出演（出现、被提到、或两者）不超过50％的剧集内容，这个人物的角色被认为是中等的。


3．主要的：
 如果一个人物出演了50％或更多的剧集内容，这个人物的角色被认为是重要的。

99．无法确定。


社会年龄：
 估计人物与他人互动时所处的状态。


1．儿童：
 个体的语言和行为如同12岁或更小。


2．青少年：
 个体的语言和行为如同13-19岁。


3．年轻的成年人：
 个体的语言和行为如同20-39岁。


4．成熟的成年人：
 个体的语言和行为如同40-64岁。


5．老年人：
 个体的语言和行为如同65岁或以上。

99．无法确定。


实足年龄：
 以年为单位汇报或估计人物的实足年龄（不足1岁编码为0）。说明这个数字是节目中明确陈述的，还是编码者估计的（1-明确陈述，2-编码者估计，如果无法确定，则留出空格）。


社会经济地位
 （SES）：汇报或估计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


1．上等或中上等阶层：
 个体是富裕的或中等富裕的，这个个体是标准的无后顾之忧，还是有高级的职业，并不依赖他的月薪或周薪过活。


2．中产阶级：
 个体为谋生而工作，拥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但生存依赖于其工作。


3．工人阶级或下层阶级：
 个体不拥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或勉强维生且没有奢侈品，可能会被解雇或需要社会救助。

99．无法确定。


性别：
 汇报人物性别。

1．男

2．女

99．无法确定


性取向：
 汇报人物的主要性取向，如果是可辨识的。说明是节目中直接陈述的，还是编码者估计的（1-明确陈述的，2-估计的）。


1．异性恋的：
 个体的主要性取向是相反性别的人。如果角色是已婚的且未表达同性恋倾向，则编码为异性恋。


2．同性恋的：
 个体的主要性取向是相同性别的人。


3．双性恋的：
 个体的性取向包括对两种性别的渴望。

99．无法确定。


口音：
 汇报人物说话的主要方式。

1．北美（标准）

2．南美

3．美西南（如，牛仔）

4．美国东部（如，波士顿、纽约）

6．非美国口音

8．其他（注明）

99．无法确定


婚姻状况：
 说明人物呈现的婚姻状况。结婚戒指可佐证编码者的估计，除了罗马天主教徒和修女。再次说明人物的婚姻状况是节目中明确陈述的，还是编码者估计的（1-明确陈述，2-编码者估计）。

1-0．已婚，无其他信息

1-1．已婚，第一次婚姻

1-2．离婚后再婚

1-3．丧偶后再婚

2．分居

3-0．单身，无其他信息

3-1．单身，从未结婚

3-2．单身，离婚

3-3．单身，丧偶

4．订婚

5．其他（注明）

99．无法确定


宗教信仰：
 对人物的宗教信仰（若有）进行编码，并说明是节目中明确陈述的，还是编码者估计的（1-明确陈述，2-编码者估计）。

1．明确的宗教组织成员

2．隶属宗教组织但无明确说明

3．绝对不属于宗教组织

4．无法确定


发色：
 说明人物当下的发色。

1．白

2．灰

3-0．金

3-1．金灰混合

4．金（明显是染的）

5-0．红

5-1．红灰混合

6-0．棕

6-1．棕灰混合

7-0．黑

7-1．黑灰混合

8．全秃

99．无法确定


面部毛发：
 说明男性角色当下是否有面部毛发（胡子、胡须或两者）。

1．无

2．仅胡子

3．仅胡须

4．胡子和胡须

99．无法确定


身高：
 说明人物对于其性别来说是高、中等还是矮。这一标准需要根据以下身高判定：对男性：高≥6'0，中5'8-5'11，矮≤5'7；对女性：高≥5'8，中5'4-5'7，矮≤5'3。

1．矮

2．中

3．高

99．无法确定（包括儿童）


体重：
 说明人物对于其性别和身高来说是胖、中还是瘦。

1．瘦

2．中

3．胖

99．无法确定


眼镜：
 说明人物出现时是一直戴眼镜、有时戴眼镜（比如仅仅为了阅读）还是从不戴眼镜。这里不包括太阳眼镜。

0．从不戴眼镜

1．偶尔戴眼镜

2．一直戴眼镜

99．无法确定


B　编码表（coding sheet）示例


人物人口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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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编码员间信度测试软件PRAM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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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M程序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是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的新应用。在编码过程中使用两个或者更多编码员时，它能以更简便的方法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系数。只有能被Excel读取的文件（也即扩展名为.xls，SPSS程序能够把数据文件存为.xls格式），才能在PRAM中使用。

输入PRAM的文件应满足以下形式结构要求：①第一列为编码者的ID号码；②第二列为所有样本的ID号码；③其他列应为数字编码过的变量，并在首行标明变量名称。所有信度测试样本都应纳入同一文件中；该程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依据ID号排列编码员及样本，并进一步计算双人组编码员以及其他与之有关的编码员的信度系数。

该程序提供了以下信度统计项目：

[image: alt]


在Windows的运行环境下，PRAM使用者可挑选如下方式进行每个条目的分析：

●　每个编码者的ID号

●　测量中每个变量的名称

●　有待编入的数据

PRAM输出项目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显示，也可以保存在磁盘或驱动器内。如果分析双人组编码员的系数，将输出①每对编码员对应于每个指定变量已勾选的可信度系数；②勾选项中每对编码员的可信度系数平均值。如果需要分析的是多人组编码员的系数，将会输出每一个编码员，以及每一个指定变量全部数据。

在分析双人组编码员时，该程序也有能够检测出不合格的编码员的工具以供使用。该程序也适用于一些其他特殊情况，如编码员们分析的样本不完全一致这类情况等。PRAM还可以依照研究单位的ID号给双人组编码员匹配所有共同的研究分析单位，并基于共同的集合计算双人组编码员的可信度系数。

注　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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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可以从类似于上面脚注的推理得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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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fstede, G. H.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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